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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译 者 序

完成 《竞争的国家 竞争的企业》的翻译工作，恰逢中国
在多哈会议上被批准加入世贸组织。对于中国企业入世的利
弊得失，议论已渐渐趋于平静，现在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采取
什么样的措施应付和面对已经或正在 “入室”的狼———跨国
企业。美国遭遇 “９·１１”恐怖袭击和能源交易巨头安然公司
的垮台，则又从另种角度提醒国人所谓经济全球化的纬度之
多，跨国企业与政府关系之复杂。回想起书中对巴西、马来
西亚和肯尼亚三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描述和分析，以及跨国企
业与他们的交道，深感作者十几年前的真知灼见，对今天中
国的国有企业———无论是走出国门还是在家经营———都有不
少借鉴意义。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说过，

未加入世贸，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只属于世界大市场外的流
动小摊贩；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便成为世界 “集市”里的一
个固定大摊位。讲的恰如其分而且精彩。其实龙永图先生此
番比喻实际上还提出了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中国政府历经１６
载的艰苦谈判，期间遍偿酸甜苦辣，做了世上任何一个国家
的政府都能做该做的事情：为中国的经济和企业争得世界集
市的 “摊位”。接下来这个摊位如何经营而且出效益，就要看
中国广大的国有和民营企业了———其中不少还要努力进入世
界５００强。从１６年来中国数任入世谈判大使的呕心沥血来
看，政府的支持是绝对毫无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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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世上并无实在的 “世界”市场。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产品要么在本国市场销售，要么在
他国市场销售；企业要么在本国生产，要么在其它国家设厂。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占优势或 “便宜”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
家的跨国企业。每个国家作为 “固定摊位”，其 “摊主”对进
入本国的产品、设备、技术等往往都有自己的标准，加入世
贸只是办理摊位 “营业执照”的手续有了些变化，并不表明
降低了进入市场的标准，也不代表市场真的自由化了。这一
点从欧美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税、贸易、技术壁垒
以及反倾销等就可以看出来。因此，无论从何种高度和角度
评价中国入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中国
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在国内与跨国企业竞争中的表现，
以及在 “世界”市场也就是他国市场上与当地企业和跨国企
业竞争中的表现。就目前而言，最根本的也许是守住国内市
场，“钉”住 （ｐｅｇｇｅｄ）国际市场，但是千万不能象前几年的
边境贸易，掉入国 “际”市场，既坏了国家和企业的名声，
又影响产品的销路。
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世贸组织的协议有３０几个，上千

条文，但是与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相比，它仍然只是规定了
“世界集市”的最基本的原则。市场上大量的管理工作必须要
由各国 “摊主”自己完成。因此，虽然中国入世，或者是入
市，有了 “执照”，但毕竟要 “入乡随俗”、 “随行就市”，熟
悉各 “摊主”的秉性、特长、习惯和禁忌，学会与他们打交
道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方法。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努
力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东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
也许就包括了入世谈判这十几年漫长的等待与奋斗。而这必
然就有人们一直放心不下的规则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普遍缺乏起码的 “规则意识”，

“只有普及规则意识，中国才算真正入世”。如果这种观点所
指的是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那么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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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是不是比中国具备更强的 “规则意识”，倒是值得
研究了。
中国人并不缺乏 “规则意识”，甚至也不缺乏对新规则的

认识和接纳，否则中国就不可能花上１５年的时间与主要贸易
伙伴进行谈判。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综合国力正在迅速上升的
国家，更重要的是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有着制定规则传统
的以中央集权为特点的国家。这也许正是中华文明得以从丝
绸之路走到世贸组织的原因。当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
化远没有这么简单。加入世贸也决不是单凭普及 “规则意识”
就能解决问题。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不能参
与规则的制定，就谈不上利益的分配，更谈不上国家综合实
力的发展。中国政府正是凭这种强烈的规则意识迈上入世谈
判征程的。笔者非常赞同阮次山先生的看法：

“中国政府非常令人佩服的地方就是，历经１５年的谈判，
在边谈边作好准备的原则之下，当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逐
渐顺利，渐有所成……一直到５年前把应付加入世贸的冲击
的准备工作落实到乡镇级企业之后，才放心和各国加快双边
谈判的脚步，从 “落实国力，减少冲击”的角度看，过去１５
年中国政府所做的连贯努力，值得青史垂爱。”
入世对企业的影响是间接的，却是实质性的，是对政府

影响的最直接的反映。换句话讲，仅从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
贸总协定的字面上也能看出，世界各国都是政治建设 “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１年的一则报道就可证实：

“１１月２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带着１００多亿欧元的合同和
投资意想离开了北京。６日，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法比尤斯带
着１０来家法国大集团的老板抵达广州，随后还访问了北京和
上海。法国 《解放报》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暗淡的时
候，这些西方政府领导人纷纷跑到中国，是想从即将加入世
贸组织的中国市场抢占些份额。”
因此，认为世贸组织是一个纯政治机构或纯经济贸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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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都不全面。经济全球化浪潮冲淡了一些人的国家意识。在
他们看来，冷战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度过了 “非敌即友”的
年代，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了 “国际自由族”。因为我们的
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玩 “花活”，我们
还是得老老实实按他们的 “规矩”办事。然而，全球化的始
作俑者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们对民族意识和国家利益的坚

持。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正是世界上最主张意识形态的国家，
跨国企业就是他推行意识形态的有效手段之一。它的 “为人
处事”之道就是 “我说什么，你都得听着；我做什么，你管
不着；我让你做的，你就必须做”。这或许就是经济全球化的
陷阱之一吧。
所以，中国企业入世需要谨记的一是市场是看不见的手，

却是看得见的战场，赢得市场就是赢得国家利益。二是遵守
规则，但更要超越规则，努力争取参与或独立制定规则。三
是要充分认识到，入世以后国际化经营不再仅仅指到国外生
产、销售或贸易，在国内的竞争———即使是中国人自己的企
业之间的竞争———同样也是国际性的。
邓小平同志说过， “路线确定以后，关键在人”。对于入

世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来说，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像美
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向杰夫·伊梅尔特交棒那样
的完全由市场说了算的企业人事更迭和变动。期间当然涉及
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机制，以及与外
国政府、企业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是考虑到入世带来的效益
攻势，国家如果一定要 “管”企业的话，究竟用什么方法管
最有效，也许已经很清楚了。多年来，不少地方在吸引外资
的时候，都采用 “一条龙”服务方式，或 “一站”式审批方
式，既树立政府的形象，又提高工作效率。面对已经入 “市”
的国有或民营企业，我们能不能也搞上一种 “一站式”的制
度，让站内管不了、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全部放到市场上？
把企业攥在手里肯定不是最有效的监管。“国力的较量在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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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选人的人的作风好坏直接影响
被选上的人的作风，也必将是中国政府是否真正入世的晴雨
表。

《竞争的国家 竞争的企业》写于１９９１年，虽然国际政治
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经济
学畅销不衰的教科书，其很多观点和论述仍然透出作者的睿
智和宽阔的视野。两位作者均为世界知名教授。约翰·斯托
普福德教授现任教于伦敦商学院，毕业于哈佛大学 （ＤＢＡ）、
麻省理工学院 （ＳＭ）和牛津大学 （ＢＡ），长期从事国际经
营、全球战略、战略管理、企业创新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和
咨询工作。他目前还是ＴＬＰ国际公司和战略学合伙顾问公司
的主席，英国军队训练支援司令部非执行董事和许多跨国企
业董事会顾问。曾受聘为芬兰、巴西、马来西亚、泰国、日
本等国的政府部门提供咨询。英国 《经济学家》杂志把他列
为欧洲管理大师之一。主要著作还包括 《面对市场信号的组
织学习》、 《开创企业创业精神》 （与ＢＡＤＥＮ－ＦＵＬＬＥＲ合
著）、《让成熟的业务重现活力》 （与ＢＡＤＥＮ－ＦＵＬＬＥＲ合
著）。苏珊·斯特兰奇教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著述
甚丰，其中不少以翻译成中文。可惜已于１９９８年去世。
特别要感谢斯托普福德教授，为了 《竞争的国家 竞争的

公司》出版１０年后的中文版面世，特意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中
文版序，除了深切缅怀斯特兰奇教授，还对原书的观点作了
进一步的总结和阐述。此外，还要感谢美国 《外交政策》季
刊的莫瓦斯·楠，为帮助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当代跨国企业
的发展现状，欣然同意将斯托普福德教授发表在 《外交政策》
季刊１９９９年冬季号上的 《当代跨国企业发展的１０个谜》收
录在本书中，作为中文版新增序言。我的老朋友薛晓源先生
对我向来对我比较客气，但要求却一直没有放松，翻译过程
中即使是督促也是显得温文尔雅，不失风度，对不少专有名
词的译法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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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版序、中文版导言、第２、４、７章由查立友翻
译，第１、３、５章由郑惠群翻译，附录、注释以及第６章的
后四节由李向红翻译，全书由查立友统一审较定稿。书中一
切翻译错误由译者承担。

查立友

于北京东郊双花园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中文版序

为本书首次出版１０年后的中文版作序，我既高兴又伤
心。高兴的是经过十来年的风风雨雨，仍然有新的读者对我
们的思想感兴趣。我们一直非常高兴与过去的老读者、各种
专业的学生、公司的老总、甚至是国家首脑们进行对话。我
希望对话会继续下去，因为通过对话我们从读者那里也学到
了很多东西。
伤心的是我只能独自一人写下这篇序言。本书的共同作

者，也是我非常珍视的合作者苏珊·斯特兰奇，在与癌症长
期搏斗之后离开了人世。她如果活着，也会很高兴与我一道
写这篇序言，因为我们都坚信中国和前苏联有朝一日会更加
密切地参与到我们所写的国际交往当中。这种密切交往将会
使整个世界受益。在我们探讨的主题方面，苏珊一直笔耕不
辍———总是非常关注金融系统易变性对创造财富的影响。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是她的国际关系学说领域颇有争
议的人物，她革除陈腐思想，探究当代动感，留下了一笔无
与伦比的遗产。从政治学角度看，在我们研究的不少问题上
她都堪称我的老师，因此我借此机会向她表达我的敬意。
本书的写作源于我们两人试图将国际关系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与国际经营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结合
起来的教学合作。当时，我们对政府官员和企业主管们对对
方工作的压力、观点和政策选择知之甚少很是担心。我们注
意到其结果经常是投资项目不稳定。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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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在因僵化而脆弱的无知的顽石上搁浅。我们的目的是提
出一些思路，帮助谈判各方在更多相互信任和更紧密的伙伴
关系的基础上达成更持久更灵活的交易。

１９８０年代末期我们完成本书大部分写作任务之时，我们
相信在一个正好可能带来稳定、公正、和平、繁荣和希望的
新兴的世界体系中，相互信任和伙伴关系是一对重要的支柱。
我们既没有能力预见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刻意作任何
预测。不过世事多变的１９９０年代让我比以往更加坚信，我们
强调相互不信任和对抗性谈判存在危险这一点是正确的。
我们的论点是以六个普遍的命题为基础的。过去１０年的

事情突出强化了其中四个的特点，使其中一个发生了变化。
另外也许排除了最后一个的相关性。第一个命题是 “国家现
在更多的是在本国范围内竞争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不是争夺
对更多领土的统治地位……他们是将财富作为谋取统治地位
的手段来争夺———更多的是争夺能够保持内部稳定和社会团
结的统治地位，而不是进行海外征服或者防卫进攻的统治地
位”。虽然发生了 “９１１”恐怖主义袭击纽约事件，这一命题
仍然是成立的。前苏联垮台后，俄罗斯遭受社会和政治不稳
定的沉重打击，因为在没有首先建立强有力制度的情况下，
让每样东西都自由化，损害了传统的财富来源却又没有建立
起新的、更平等的繁荣手段。俄罗斯１９９８年经济灾难发生之
后，政府开始重视将恢复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中
国也以巨大的成功结束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长期斗争。虽
然国内竞争无疑将导致根本性的有时也是痛苦的调整，但是
通过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创造出来的财富现在可以得到巩固。
这些情况生动地提醒我们，促使我们进一步 “全球化”

的力量并没有像有的人声称的，在新秩序中将国家 （ｓｔａｔｅ）
降为一种日渐削弱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角色。比如，日本观
察家大前研义 （ＫｅｎｉｃｈｉＯｈｍａｅ）认为民族国家内部的区域经
济是互联网和数码空间这一 “看不见的大陆”（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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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ｎｅｎｔ）的 “繁荣发动机” （ｅｎｇｉｎｅｏｆ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可以肯定
的是，连串 （ｃｌｕｓｔｅｒ）的精神动力 （ｄｙｎａｍｉｓｍ）在许多方面
指引了前进的方向：进步从来就不是对称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而
是依靠先驱和试验取得的。不过，连串的精神动力必须在国
家权力机关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创造的经营 “氛围” （ｃｌｉ
ｍａｔｅ）中才能繁荣。更进一步，政府是当地社会价值观至关
重要的反映和宝库。如果我们忘记了社会和社会秩序的重要
性就要自己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我们的第二个命题是 “企业间新的全球竞争模式的出现

影响到政府如何争夺财富”。这些新的模式有两种特点。其一
是关于竞争优势赖以立足的绩效的类型。我们曾经写到产品
质量越来越重要，对熟练劳动力和有效的基础设施提出了新
的要求。今天，我们还要苛刻地增加对速度的要求。基础设
施要提供更高水平的效率。可以考虑一下航空货运公司如联
邦快递 （ＦｅｄＥｘ）间选择运营中心时的竞争。亚洲国家竞相争
夺建立新的能促进贸易发展的运营中心带来的高额投资倍增

效益。他们开出盈利丰厚的条件 （ｊｕｉｃｙｉｎｄｕｃｅｍｅｎｔ），试图影
响企业在选址上的决策。然而影响企业抉择的不只是成本因
素。他们也寻找能够提供２４小时通关服务 （ｃｕｓｔｏｍ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以及其他以服务为基础的绩效标准。甚至政府官员也直接加
入到了对创造财富手段的竞争中。
新竞争形式一直受所有各种战略联盟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的影响。战略联盟本身并不是新出现的，但是它的重要性却
急剧增加。在财富５００强企业中，联盟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

１５％，而且这一比例还连年上升。管理人员再也不能把联盟
视作外来的 （ｅｘｏｔｉｃ）增长选择，认为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和管理技能，而是在重写管理学旧有篇章的同
时，要时刻增加新的篇章。这些新情况对企业开展经营的东
道国社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跟过去一样，这就要求劳动力
具备更高级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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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愈加提升的绩效要求强化了我们的第三个命题，即
“贫穷弱小的国家面临越来越高的进入障碍 （ｅｎｔｒｙｂａｒｒｉ
ｅｒｓ）”。正如许多非洲国家的困境生动展示的，我们的观点被
悲剧性地证明是正确的。许多国家愈加繁荣之时，穷国却愈
加贫穷。随着民族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
对 “全球化”这一普遍现象的强烈反对意见不断增强也就不
奇怪了。我们一再提出 “谁收益”这一问题，因为我们相信，
如果在有关各方间没有某种类似财富共享的东西，现有交易
必将脆弱和不稳定。
如我们在西雅图和热那亚看到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

反映了人们深埋在心中的不安，即这个世界已经把创造财富
的 “机器”使出了毛病。对国际竞争引发的变革总是存在反
对意见。试考虑这样的情况。“现代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
旧有的民族工业已经被摧毁或者每天都被摧毁……代替旧的
当地和民族国家的封闭 （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和自给自足 （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的是我们建立了普遍的国家间的相互依赖 （ｉｎｔ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世界经济变得如此高度相互依赖，以使民族国
家的独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成为不合时宜 （ａｎａｒｃｈｒｏｎｉｓｍ），尤
其是在金融市场上更是如此。推动这种相互依赖的是科学、
技术和经济学———也就是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力量。是这
些力量而不是政策决定着国际关系”。这是早在１９１１年就写
成的东西。现代性的形式肯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
新的特点是新型外国直接投资创造的生产系统正在进行深层

次的整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牵扯进国
家竞争力的盛衰 （ｅｂｂａｎｄｆｌｏｗ）之中，加剧了社会紧张状
况。进步造就赢家和输家。而输家则扰乱和平。
这些变化与我们的第四个论断相关联，也就是国家不只

是在他们自己之间谈判如何分配财富；他们也参与到我们所
称的 “三角外交”（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之中。他们必须直
接并经常与非常强大的企业谈判，正如企业必须在自己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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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中谈判和竞争一样。今天，这一三角关系已经扩展了，
或许扭曲得辨认不出来了。但是基本的原则依然适用；也就
是外交工作已经越来越超越外交部，进入了财政部和商务部
的工作范围。今天，我们还必须要增加一条，政府和企业一
样必须要同所谓的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谈判。代表某项专门
问题的意见如关注环境问题的绿色和平组织 （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
在国际交易的实现过程中也有其合法的作用。
壳牌公司 （Ｓｈｅｌｌ）对此应该是刻骨铭心。当时绿色和平

组织通过公布将含有放射性材料的钻井平台丢弃到北大西洋

海沟会产生的危险，改变了壳牌公司处置ＢｒｅｎｔＳｐａｎ号平台
的计划。德国 （前）总理科尔得知这一情况非常震惊，于是
对这项处置工作进行干预，进一步激发了德国公众的愤怒情
绪，使得一夜之间摧毁了８０家加油站。壳牌公司从中得到的
深刻教训就是没有就自己的意图进行沟通和解释。它自认为
公众能够理解它的 “工程设计逻辑”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ｌｏｇｉｃ），而
没有想到单单 “放射性”这个词就足可引发恐慌。平台的１４０
吨钻泥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ｍｕｄ）确实有放射性，但是钻泥的放射性比
常见的花岗岩还少。壳牌由于没有理解社会对此问题的认识，
非常不明智地制造了相互不了解、不信任的环境———最后导
致代价巨大的破坏。
互联网时代使得人们可以拥有的数据急剧增多。同样急

剧增多的是对每一条信息背后的动态特点创造理解的需求。

ＢｒｅｎｔＳｐａｎ号平台事件对壳牌是一声警钟。从此，该公司在
用多重社会和环境标准衡量自身绩效，并向全社会公开这些
标准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壳牌在意识到自身责任的情况
下，其网址也面向社会进行公开的对话，并且坚持透明度越
高，理解越深。
我现在对第五个命题最不满意。也就是政府和企业面临

的政策选择 （ｐｏｌｉｃｙｏｐｔｉｏｎｓ）数量是倍增的。今天，由于世
界上存在着实力更强的贸易集团和影响力更大的机构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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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组织，他们制定更加明确的 “战斗规则” （ｒｕｌｅｓｏｆ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因此对于这一条命题是否仍然有效我不太肯定。
我们强调多重选择的真正的重要意义，是它优先考虑谈判各
方的行政能力。今天，这一点仍然有效，尽管这一系列选择
方案是静态的或是萎缩的。但是我怀疑这一观点是否还有什
么帮助。我们已经习惯于对培养行政能力的需求，如果只是
为了帮助各个机构度过现时动荡不定难关的话。
最后，我们提出的易变性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愈演愈烈，国际

间的发展情况非但没有创造出趋同共存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反而
我们看到越来越强烈的分化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这种差距扩大的
感觉仍在继续着。我们写道，“发展因此成为国家以与别国合
作的姿态，连接并掌控经济事务能力的函数。自给自足的政
策越来越难以奏效了”。现在真正的挑战已经变成了如何调和
市场和国家间愈加严重的不对称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市场特别是
金融市场越来越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联系，不受地域的限制，
同时政策却仍然受国内政治的束缚。民族国家不会消退，但
是只重视国内的政策方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ｌｙ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却也不
会有什么效果。
这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自己承诺要遵守并反过

来影响国际政治经济规则时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果中国要和
和平平地选择、试验和追寻她的前进道路，与她的全球邻居
们共同分享创造财富本领的话，本书的中文版当会对当前的
讨论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约翰·斯托普福德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于伦敦



中文版新增序言：

当代跨国企业发展十个谜

约翰·斯托普福德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伴随着全球范围的放松管制和市

场自由化，使得跨国企业 （ＭＮＣ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有人认为他们是无情的剥削者，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繁荣背后
宽厚的引擎。但是今天的跨国企业与他们的先辈们已经没有
什么相似之处。他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再造自己，使得批
评和拥护的观点都备感困惑。

　　全球化让跨国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无拘无束”（ｆｏｏｔ
ｌｏｏｓｅ）

　　部分是对的 （ｐａｒｔｌｙｔｒｕｅ）。人们普遍有一种认识，即跨
国企业会为了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迫不及待地另择他处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然而跨国企业有充分的理由 （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ｒｅａ
ｓｏｎｓ）原地不动 （ｓｔａｙｐｕｔ），或者最起码是逐步调整经营场
所。有些跨国企业发现自己被 “锁” （ｌｏｃｋｅｄ）在不断涌现的
热点相关资产和专业化基础设施 “簇”（ｃｌｕｓｔｅｒ）中———比如
微处理器的硅谷，微型电子设备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筑波城
（Ｔｓｕｂｕｋａ）和外汇的伦敦。逐渐地，这种簇就可以在像印度
这样的国家找到，在那里班加罗尔已经成为软件工业中心。
这些不动的资源由专业化 （经常是小型的）、密集的独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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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组成，他们供应关键的投入品 （ｉｎｐｕｔ），很难在别处复制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跨国企业如果想获得并且进入 （ａｃｃｅｓｓ）最先进
的思想，必须与这些 “簇”打交道。
跨国企业不愿意将自己经营的业务连根拔起的另一个原

因是他们要依靠当地专业化工人队伍的技能。例如大众汽车
公司现在正在利用巴西的瑞森德工厂作为试验组装工序改革

方法的主要场所。已经依靠这种 “智能系统”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的跨国企业通过保留并强化这些人力资产，而不是
一走了之，能够继续吸引投资者。

　　首先也是首要的一条，就是跨国企业是其母国创造出来
的产物

　　并不永远是这样 （ｎｏｔａｌｗａｙｓ）。大多数人认为，不管跨
国企业什么时候作出艰难抉择，母国 （ｈ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ｒｙ）总是
第一位的。跨国企业如果市场情况不好，就会关闭在海外的
工厂以保护国内的工厂。不过日本企业就努力通过在海外开
发低成本生产能力保持竞争力。这样，日本企业的老总们在
“掏空”（ｈｏｌｌｏｗｏｕｔ）日本经济方面就担当了一定的角色，背
弃 （ｂｒｅａｋｗｉｔｈ）了世代国家利益至上的传统。
还有，现在企业对创新过程的重视———不管这一过程以

何处为中心———甚于对落伍的 “祖国”这一概念的重视。有
的跨国企业提出了世界产品的要求，把管理权和研发领导权
分派给国外的单位。对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ＩＢＭ）的个人
计算机，东京就是 “老家”，而对于飞利浦的显示器，台湾就
是老家。
实际上，跨国企业正在变得真正的 “无国界”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ｓｓ），完全根据同样也越来越全球分布的股东利益行事，对
此人们普遍有一种不安 。这些担心因为一些主要的大公司将
任命外国人担任公司主要管理职位这一趋势而加剧。某些法
国和德国公司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用英语作为管理人员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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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见ＪｏｓｈｕａＦｉｓｈｍａｍ，《外交政策》１９９９年冬季刊，第

２６页）

所有跨国企业都是大企业

未必 （ｎｏ）。得出这些印象很容易，因为巨型跨国企业充
斥各种媒体的报道。前１００家跨国企业在本国之外拥有两万
亿资产，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总量的四分之一。最
近的企业兼并浪潮使得很多跨国企业规模更大。但对市场进
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跨国企业的增长势头也受到大量后来者
（ｎｅｗｃｏｍｅｒｓ）的推动，他们当中有些企业的规模还相当小。
在开展国际经营的大约４５００家企业中，多数聘工人数在２５０
人以下。聘工在１００人以下，在１５个以上国家经营的服务型
企业很常见。
多年来跨国企业中传统的认识是越大越好。跨国企业可

以通过大批量生产服务全球市场，降低生产成本。他们实现
这种 “规模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ｆｓｃａｌｅ）后，就获得了相对于
对手的竞争优势。不过在当今动荡不定的市场上，规模并不
总能说明问题。虽然大银行一直进行跨国购并，规模越来越
大，但是成功率却让人失望。在石油天然气行业，传统的行
业领袖如埃克森公司 （Ｅｘｘｏｎ）和壳牌公司 （Ｓｈｅｌｌ）现在面
临来自后来居上的规模较小公司的严峻挑战。这些企业在开
采和炼油方面占尽了行业的市场缝隙 （ｎｉｃｈｅ）。美国德克萨斯
州的安然 （Ｅｎｒｏｎ）公司从一个沉睡的国内的管道经营企业成
功地转变成一个天然气和发电业国际企业说明这种新的挑战

是多么有力度。
新的竞争者强调无形资源如知识产权和灵活组织结构的

力量，它们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应对顾客的多种需求。这些不
断壮大的跨国企业在内部以一种类似企业外一簇簇 （ｃｌｕｓ
ｔｅｒｓ）热点活动的方式，将专家队伍培养起来。这些企业与传
统的竞争经济模型形成鲜明对照，已经发现规模经济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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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层次而不是生产层次上得到最好的实现。
对于主要的企业来说，信号是很清楚的。转制或死亡。

虽则规模和市场份额对某些跨国企业越来越重要，对另一些
企业来说市场覆盖面的价值也从来没有低过。

跨国企业的市场对竞争企业来说坚不可破 （ｉｍｐｅｎｅｔｒａｂｌｅ）

不。跨国企业中的佼佼者如通用电气公司 （ＧＥ）和壳牌
用了很多年才建起自己的帝国，给人产生了成长缓慢，要取
决于有形资产 （如遍布各地的工厂）才能高高树起对付新竞
争者的进入障碍 （ｂａｒｒｉｅｒｔｏｅｎｔｒｙ）。但是对像微软 （软件）、
思科 （计算机）、费森尤斯 （透析治疗）、安然 （能源）、伊斯
帕特 （钢铁）以及其他许多企业只用数年功夫就发展成为数
十亿美元的产业做何解释？他们依靠人的技能促进增长、保
持竞争力。这些跨国企业拥有与创造和配置人力资源和诸如
专利或品牌等无形资产理想结合的组织结构。这些新的企业
通过将这些特点与可靠的信誉相结合，从规模更大的企业抢
走生意。
战略创新是当今迅速发展的国际化的核心。比如，印度

的伊斯帕特 （Ｉｓｐａｔ）钢铁公司只用了１０年时间就成为位列世
界前１０名的钢铁企业。伊斯帕特对旧的经营模式———以大规
模生产单位实现规模经济为基础———提出了挑战，其方法是
建立小型钢厂的全球网络。在整个过程中，它用当地生产代
替贸易。它将任何一家工厂关于提高效率的经验教训转移推
广到各个工厂，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总体实力。
在其他行业，新技术正在改变着供货的各种机会 （ｐｏ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规模化定做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可以让顾客在全世界
范围内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一个人可以走进任何一家美国
的自行车商店，提出自己中意的设计和部件要求，然后让店
家从海外定制，几个星期后就可从商店将自行车骑回家。同
样，英国妇女一直在试验用计算机辅助设备为自己量身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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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裁剪缝制的牛仔裤。为满足这些新的绩效需求而在
供应链条中创造必要的灵活性，这是很多跨国企业发现越来
越难以应对的挑战。
竞争不再仅指实力雄厚的企业与实力较弱企业的争斗：它

还是一场制定战略学习新技能的角力。竞争现在需要从管理人
员想像力丰富程度的角度加以考虑。当今竞争环境所传达的信
息是大卫可以打败歌利亚———而且通过加快频率做到了。

只是有的行业才走向全球

此景不再 （ｎｏｔａｎｙｍｏｒｅ）。几年前人们的常规认识是许
多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对全球化无动于衷。然而今天我们看到
了办公楼清洗 （丹麦的国际服务系统）、透析治疗 （德国的费
森尤斯）和新鲜食品零售 （英国的圣斯伯里）的跨国企业。
房地产、法律服务、甚至简单服务如出租汽车和理发都有国
际化经营的企业。如果没有保护性法规，任何国家没有一个
行业能够确信不会遭遇外国竞争对手。
以上任何情况都不能说明所有企业都必须走向全球。但

是为了生存，甚至本地的企业都能 （而且必须）采用全球标
准。一个企业假定具有全球眼光，全球的信息基础，以及为
不断改进和适应变化中的环境而努力的必要的想像力，即使
它的资产安排 （ａｓｓｅｔ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上没有全球化，但其行业
仍然可以是全球一流的。例如，印度有很多成长很快的企
业———如要员牌 （ＶＩＰ）箱包公司，他们在经营效益和技术熟
练程度上取得了世界级的地位，它们的老总们不知疲倦地奔
波于世界各地寻求新鲜灵感。这些企业很有可能成为某些明
天的跨国企业，发挥着他们在国内创造出来的优势。在许多
行业，本地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来自最邻近的企业，他
们能更快地捕获信息革命和自由化带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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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比他们的资产大

对。跨国企业无论大小，其触角和影响要远大于官方统
计结果。因此，制定政策的人会严重低估本国经济与他国经
济组织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ｄ）在一起的程度。这种错误看法 （ｍ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至少有两种原因：预测跨国投资的方式和界定企
业 “疆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的角度 （ｍａｎｎｅｒ）。关于外国直接投
资的官方数字———跨国企业资产基础的历史成本—会计的基
石———显示出将近４０００亿美元的年流量。不过联合国最近对
这些数字提出疑问，预计如果包括当地借贷和各方股本动用
的资金，“实际”数字接近年１４０００亿美元。换句话讲，企业
在一个国家的 “实力”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要远超过其在所选择国家
的资产规模。
随着跨国企业创造出新的需求和设置新的质量标准，它

对当地供应商也产生了影响。跨国企业的影响还可以从这个
角度衡量。所有这些要素都是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当地生产，
现在大大超过世界贸易量总和这一当今世界的组成部分。由
此产生的国民经济深刻的一体化如此迅速，使得发达国家提
出的国内决策工作 （ａｇｅｎｄａ）可与全球经济分开的任何建议
都远远落后于时代。
也许更严重的是战略联盟的爆炸性发展正在改变着整个

竞争的格局。有一种说法是只过去两年就有大约２００００个联
盟。那么现在人们如何考虑在什么地方落实 （ｌｏｃａｔｅ）经济实
力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ｗｅｒ）？有一位企业高层领导几年前这样说
道，“在欧洲的电子业与欧洲的电子业不是一回事”。竞争不
再仅仅用资产的所有权定义；它也关于谁与谁结盟 （ｉｎ
ｌｅａｇｕｅ）。例如，解除管制后这一阶段的航空业就正在全球几
大航空公司联盟间聚合 （ｃｏａｌｅｓｃｉｎｇ）：其中之一是星际联盟
（ＳｔａｒＡｌｌｉａｎｃｅ），核心成员是德国汉莎和美国联航。这些集团
希望从代码共享、回头客计划 （比如飞行里程累计），甚至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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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共用设备中获得优势 （见ＥｌｌｉＪｕａｎ 《航空业：繁荣中的政
治与经济》，《外交政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冬季刊）。
公共政策还没有充分地处理好这一突出问题，即所有权

（ｏｗｎｅｓｈｉｐ）不同于控制权 （ｃｏｎｔｒｏｌ），跨国企业的真正实力
在于他们超越其法定 “疆界”行使控制权的能力。可能在国
际基础上需要新的规则，保证这种新的 “集团对集团”
（ｇｒｏｕｐｔｏｇｒｏｕｐ）的竞争得到充分监督，避免权力被滥用。

跨国企业具有内在剥削性

是，也不是。赞成的一方经常把跨国企业描绘成满世界
跑的血汗工厂 （ｓｗｅａｔｓｈｏｐ），冷漠无情地制造污染和系统地
逃税。但是对于许多行业，劳动力成本并不是选择在哪里经
营的决定性因素。要记住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论和总
统候选人罗斯·佩罗 （ＲｏｓｓＰｅｒｏｔ）对 “巨人吸奶声” （ｇｉａｎｔ
ｓｕｃｋｉｎｇｓｏｕｎｄ）的警告。如果低工资是主要标准，那么美国
企业早就跳过墨西哥到海地投资了。在消费电子业的许多方
面，劳动力成本不到总成本的５％ （尽管在其他方面及其他行
业如纺织业，工资差距可能十分显著）。总体上看，工资只是
生产效率和质量等式的一个部分。
说了这些，剥削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多大程度上要

看行业的总体情况，而不单单是跨国企业，规模较小的本地
企业经常比外国企业剥削得更厉害。跨国企业工资水平经常
是时下流行的工资水平，甚至更高，而且提供出色的培训。
但是即便大多数跨国企业是好意，他们仍然得不到完全的信
任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ａｐ）。他们能够而且确实撤离东道国的简单事
实，与他们通过 “好”工作 （ｇｏｏｄ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提供经济安
全的含蓄承诺是矛盾的。许多管理班子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
一现实情况。或许是出于不明智，跨国企业会过分渲染文化
色彩，不信守前任的诺言，在与当地社会的 “社会契约”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其他方面前后不一致，因此加剧了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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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问题，国际化大企业既是污染的制造者，也是
治理污染的惟一资源。与许多当地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相比，
跨国企业在染污方面的记录要严重得多，看看前苏东国家更
不用说当今中国环境遭到的破坏，就可知道问题是多么严重。
那么到底由谁的标准来判定？东欧国家的当地企业应该

遵从当地的标准，而在那里经营的跨国企业得执行更严格的
国际标准？谁将真正能够执行 《关于环境变化的京都议定
书》———遭到国内强烈反对的当地政府还是通过国际规章制
度可以负起责任来的跨国企业？不该忘记的是 《关于破坏臭
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能够成功实施，大多要归功于
跨国企业的参与。他们既有起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的积极
性，也有确定哪些工作能够做得到的技术专长。但是跨国企
业也需要承担他们的义务，正如壳牌最近所做的，要更加广
泛地参加到关于环境政策选择的公众讨论中来。
虽然有了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制定的指导原则，逃税

（ｔａｘｅｖａｓｉｏｎ）问题仍然继续引发尖刻辛辣的辩论。跨国企业
抗议说他们负责任地缴了税。比如曼谷的美国商会几年前声
称，跨国企业缴税占泰国企业所得税的７０％，意思是当地企
业大量逃税。但是即便是这种看似简单的声明也因当地税法
复杂的运作制度而显得不清不楚。
美国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试图根据跨国企业全球收入的

比例征税，而不看他们在当地经营的赢利情况。这种方法的
潜在动机是阻止企业用转移价格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ｉｃｅ）的方式———
在全球下属企业间用高价或低价卖买部件，使得收入从高税
国流向低税国———进行逃税。企业对大范围征税一直持消极
态度。公平的尺度到底是什么？这一争论仍然最可能作为一
种神秘 （ａｒｃａｎｅ）的技术课题继续下去，而公众对它的消极认
识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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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的投资是好的，国际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是坏的

未必。跨国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有长期影响，而且并不
总是可以挪动的 （ｍｏｂｉｌｅ）。外国组合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资金变化最快，能够而且确实在一夜之间撤离，
如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样。虽然正在削减外国直接
投资的支出规划，但是很少有企业蜂拥撤退的现象。因此，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或许比外国组合投资更稳定，但也还是有
变化剧烈的时期。１９７０年代，马来西亚宣布实行高度歧视性
的族群控制 （ｅｔｈｎ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制度，作为国家新经济政策的
组成部分，当时许多跨国企业得出结论，认为马来西亚已经
放弃了它的优惠的投资环境。因此他们相应削减资本支出，
关闭了一些工厂，将资金撤向海外。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少见，
多数国家希望外国企业来投资，而不是把他们吓跑。
另一个流行的错误认识是自１９９０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和组

合投资大发展以来，它们二者总体上还是相互关联的。不过
其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不同的。外国组合投资所说的是一个关
于放松管制和投资人转变态度的情况。在曾经是封闭的新兴
市场上存在着新的投资机会。此外，由于可以利用更好的信
息，人们意识中的投资风险降低了。
凡是外国组合投资主要目标是让投资者回报率最大化的

地方，外国直接投资就有一套更为复杂的动机。其中之一就
是追求资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ｅｋｉｎｇ）———要么获准进入自然资源
（如油田或铜矿）要么进入人力资源 （熟练劳动力或技术）市
场。还有市场追求型 （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ｅｋｉｎｇ）的投资者，他们希望
在不断扩大的当地市场中占有一个桥头堡。此外效益追求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ｅｅｋｉｎｇ）企业相信跨越国界联合起来的系列投资
能够降低在一个国家实现不了的总系统成本。这些目标不可
能一夜之间就能实现，而放弃 （ｑｕｉｔ）这些目标的代价往往是
很高的。因此，多数外国直接投资活动都相对集中在几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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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使得最穷的国家不能从跨国企业创造新行业的资源和能
力中受益。

跨国企业是富裕国家造出来的

再也不是了。历史上确实如此，其中尤以英国和美国为
最。但是不少后来的跨国企业都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
比如中国台湾就是许多跨国企业的大本营，如宏碁和 Ｍｉｔａｃ
这两个计算机公司在许多产品上都有很高的世界市场占有率

———著名者如手持扫描仪 （９６％）和鼠标 （６３％）。许多经营
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如巴西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公

司都向海外发展，以更多地控制供应链，更接近消费者。比
如危内瑞拉石油公司就拥有在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加气连锁

企业西特戈 （Ｃｉｔｇｏ）。很多新的跨国企业形式比如海外华人家
族企业也在不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以现在跨国企业为代表
的组织形态。规模较小的国家政府现在发现在与跨国企业的
谈判中，必须同时与他们所在国家和本国的各种影响因素展
开竞争。

政府控制不了跨国公司

绝对不是。政府和跨国企业关系的特点是复杂的利益分
配。跨国企业越来越要求他们需要的 “自由”，以使他们跨国
经营最优化，实现降低总成本，不断提高质量的目标。他们
与政府谈判的关键王牌是可以选择不投资。但是他们一旦进
入，在某种程度上就被其承诺的发展当地业务、提供岗位培
训所套牢 （ｌｏｃｋｅｄ）。跨国企业需要当地的技能和热点资源簇
（ｈｏｔｓｐｏｔｃｌｕｓｔｅｒｓ）。东道国需要跨国企业，作为培育竞争力
发展贸易的带头力量。
双方没有就财富分配陷入争锋相对的谈判过程，而对共

同努力建设好能首先创造财富的伙伴关系有着很高的积极性。
像 “欢迎地垫” （ｗｅｌｃｏｍｅｍａｔ）式投资激励措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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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投资奖励，有时甚至是资金优惠和排他性市场权利的
保证，是政府思维方式显著变化的象征。政府会采取相当有
效的措施选派不仅了解传统市场结构的官员，也会选派变革
这些结构的管理队伍。此外，也需要加大政府间合作力度，
以加强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机构的作用。
制定政策的人如果要保持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三者间权

力的平衡，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如国内银行需要
调控机构约束他们的投机本能，跨国企业也需要调控机制监
督其利润高于一切的本能。挑战在于保持公平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而
不损害推动新老跨国企业发展，创造新财富的创新动力。消
费者和政府再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驾驭跨国企业，也不
能盲目相信企业董事会就能 “做正确的事情” （ｄｏｔｈｅｒｉｇｈｔ
ｔｈｉｎｇ）。

原载 《外交政策》

１９９９年冬季刊

杂志和作者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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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是两位老师，一位执教于伦敦商学院，另一
位曾经任教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这是我们之间少见的合作
成果。我们发现国际经营专业的学生对世界政治知之甚微，
而学国际关系的对国际企业面临的问题领会太浅。因此，我
们通过为对方的学生授课开始合作，努力向国际关系专业的
学生们解释我们对企业经营之道的体会，反之亦然。我们希
望尝试将两个学科结合的这种做法会得到响应。
为能够在三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研究，伦敦的莱弗休

谟信托基金和东京的Ｎａｋａｍａｅ研究所慷慨提供了资金。对他
们的这份心意和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深表谢意。
爱丁堡大学的约翰·亨利撰写了社会问题这一章并收集

了关于肯尼亚的数据。他对本书的另一个贡献是保证人力资
源问题自始至终得到充分的重视。
汉斯·马休提供了关于巴西的大部分数据。在马来西亚，

约翰·斯托普福德应邀对安努瓦·阿里和 ＷｏｎｇＰｏｈＫａｍ负
责的联合国研究项目进行评估。因为该项研究已作为机密报
告提交给马来西亚政府，所以不作为本书的资料来源。此外，
约翰·斯托普福德在对马来西亚的多次访问中和许多投资商
以及政府官员交谈过，因此对那里的政企关系有着更深入的
了解。
我们也感谢这三个国家无数的政府官员和企业经理们抽

出宝贵时间。他们的判断和提供的情况帮助我们挑战先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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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观点。同样的，许多学者慷慨亮出自
己的研究成果，在辩论和质疑中使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特
别要感谢乔治顿大学的泰德·莫兰和约翰·克莱因，伦敦经
济学院的迈克·霍杰斯，诺密斯马的帕特里乔·比安奇和哈佛
大学的波罗格那和刘·威尔斯。迈克·戴德勒和马克·科蒂
斯帮助我们整理附录里的数据。在本书编写过程中，詹妮·
鲁易斯帮助我们将打字稿整理清楚，并确保联络工作基本如
期进行。书稿形成及校对参考目录大部分工作也是由她完成
的。
虽然有这么多的帮助，但我们仍然对本书表达的观点负

责。国际关系、国际经营以及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们会发
现许多观点是他们早已熟悉的。但我们仍然希望，我们在综
合已知文献、补充新鲜数据和选择模式上的尝试会激发进一
步的讨论，使我们对影响我们生活的复杂力量的理解迈向新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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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外交

我们相信，十年来动荡的国际政治经济不可逆转地改变
了国家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关系。相互依存不断增强———一个
大多被滥用的概念，现在意味着为了在世界经济中争得一席
安全之地，国家的对抗和企业的竞争异常残酷激烈。结果企
业和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政府也开始认识到要越来越依赖
企业控制的稀缺资源。政府和企业之间这种普遍的相互依存
正是本书的主题；虽然本书的具体材料只摘自三个国家———
巴西、肯尼亚和马来西亚———但是我们相信，它提出的新的、
全球性的问题与东欧、前苏联或中国的相关性就像与第三世
界一样。
我们用６个命题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开始我们的探索过程。第

一，与过去相比，国家之间现在更多地争夺在其领土上创造
财富的手段，而不是占有更大的疆土。他们过去如果习惯于
将权力作为致富手段进行争夺的话，那么现在他们更多的是
将财富作为谋取权力的手段来争夺———更多的是争夺能够保
持内部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权力，而不是进行海外征服或者防
卫进攻的权力。① 其意义在于，国家的产业政策选择和经济管
理效益已经开始作为影响资源分配的主要力量，超越了外交

① 几个世纪以前，东方思想的一些流派就已经承认这一点。正如日本德川
哲学家本田 （ＲｉｍｅｉＨｏｎｄａ）所说：“外贸就是一场各方都想方设法从对
方获取财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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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防政策的选择。
第二，企业间新的全球竞争模式的出现影响到政府如何

争夺财富。随着企业利用新技术的威力创造直接连接跨国业
务的体系，他们越来越把精力集中到那些能够提供最大投资
回报潜力的国家。而且，在不断增加的关键行业中，竞争基
础正转向强调产品质量，而不只是成本。能提供技术工人和
完善的基础设施的国家对新的投资越来越有吸引力。企业的
这些新的需求影响着政府为吸引能创造财富的投资而进行资

源分配的方法。
第三，贫穷弱小的国家进入那些受全球竞争力量影响最

大的行业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他们必须把技能投资作为与
不断发展的国际体系挂钩、避免一直落入投资人无人问津境
地的首要方式。
第四，这些变化给外交工作带来两个新的特点。国家再

也不只是在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他们现在也必须和外国企业
谈判———作为婚姻的一方，如果不是哀求 （ｓｕｐｐｌｉｃａｎｔ），那
当然是恳求 （ｓｕｉｔｏｒｓ）了。甚至，随着跨国企业寻找长期、
部分或者临时的企业联盟，加强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综合能
力，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变得更加像政治家。这三个特点在
“三角外交”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中相互作用，要求挑战
旧秩序的政府和管理人员具备新的技巧。
第五，这些新特点给政府和企业带来数倍的可能的政策

选择，由此使二者处理多项重点工作议程的问题大大地复杂
起来。现在，政府和企业的行政能力已经变成谁能从世界经
济变化中获得最多利益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第六，所有这些变化导致变革速度进一步加快，新外交

成果进一步分化。许多发展中国家处境不利，无法有效应对，
不是因为缺少要素成本优势，而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内部障碍。
这些障碍产生于传统观念、政治结构，以及经常缺少面对并
克服内在选择困境的政治意愿：为增加内部福利制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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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和为提高国际市场所需竞争效益制定的政策相配合。发
展因此成为国家以与别国合作的姿态，连接并掌控经济事务
能力的函数；自给自足政策越来越难以奏效了。
这些论断表明，政府如果要在天底下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话，其政策为什么必须更具外向性。但政府怎样既脱离越来
越难以驾驭的困境又贯彻好政策，成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对于很多人，对跨国企业更加开放的态度所表达的意思，虽
可能有点勉强，似乎是说，“如果赢不了他们，就加入他们”。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说，争取自立的斗争必须继续下
去。这样一来，工作中就存在相互抵消的力量。我们相信，
在生产中创造卓有成效的伙伴关系不会是一个稳定的过程，未
来会遭受许多挫折。虽然具体内容并不明确，但前进方向看
起来仍然清晰可辨。

本书的结构

本章算是总论，我们概括了论点的总体思路以进一步论
述最先提出的命题。我们在第二章将详尽阐述全球结构变
化———金融、技术、知识和政策———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重
要影响，以及如何将跨国企业推向发展中的国际政治经济中
心舞台。在第三章，我们仔细分析企业间全球竞争的结构如
何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为什么它们以不同的速度、按不同
的方式发展。我们认为，政府有必要更全面地了解这一点，
即企业把握变化能力的差异比行业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只
有看到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优势，才能认识到长久交易的基
础。
接下来的两章集中阐述所在国家行动和应对措施的详细

情况。在第四章，我们探讨三个国家如何制定国内和地区性
政策，并努力克服他们在与外国公司、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这样的条
约性组织网的交往中不可避免的困境。对控制的需求———为



４　　　　

竞

争

的

国

家

确保公司不欺诈，同时也为了确保管理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的
秩序———将会与创业精神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的推广相冲突。
在这些国家，政策及其后果的分化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在我们看来
特别令人震惊，并决不是任何单一谈判实力模式所能解释的。
第五章分析企业全球战略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影响。在企业
和政府特定的关系中，各自政策如何影响对方，不管是积极
的还是消极的，将得到详细阐述。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即
企业寻求能提供稳定、温和环境的政府，同时政府希望企业
成为好公民，富有成效，勇于开拓并且忠心耿耿。第六章由
约翰·亨利编写，研究政府和企业关系的社会特性。如果政
策要稳定并能经得起外界的冲击，那么以政治上和社会上能
接受的原则开展工作就非常关键。
在最后一章，我们回到我们的六个命题并根据提出的论

据进一步阐述。在此，我们对外交新特点的概念作进一步的
阐述，并研究决定政府和企业互动关系具有累加性质且不断
壮大的任务矩阵 （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ａｇｅｎｄａ）的内涵。我们要说服读
者的是，通过将先前分离的主要任务 （ａｇｅｎｄａ）连接起来，
几个简单的模型就可以大大降低复杂性。由此产生的新问题
将有助于确定并解释双方未来面临的机遇和风险的来源。

第一节　变化中的游戏

我们的命题表明，通过影响政府和企业中的行动和应对
措施，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变化已经改变了游戏的本质。我
们在下一章将就所讲的结构变化做一些详尽的解释。现在要
强调的是，当今金融资源流动更快，技术日新月异，一些结
局显而易见，但也更加起伏不定。
只需简要列举世界市场动荡的一些主要根源就可说明在

为拥有不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宜的政策时进行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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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比如，现代设计和技术允许企业节省原材料。到１９８４
年，日本企业已经将１９７３年单位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减少
了４０％ （Ｄｒｕｃｋｅｒ，１９８６）。如此大规模的节省直接影响到商
品出口国家：对于许多商品，持续的价格弱势和这一影响的
关系，大多似乎和生产周期一样关系重大。同时，在所有发
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作为总成本的一部分一直在下降。１０年
来，许多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已经从２５％下
降到１０％以下 （Ｏｈｍａｅ，１９８５）；截至１９８０年，在电视机行
业，这个比例在日本下降到５％，并且此后又进一步下降。在
信息技术产业，类似的下降呈现出地区性。① 把出口战略建立

在低劳动力成本之上的发展中国家现在认识到那些优势正逐

步减弱。实际上，投资者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从发展中国家
撤回发达国家的情况时有发生 （ＵＮＣＴＡＤ，１９８９）。

运输和通讯业的实际成本也一直在下降。比如，１９８６年
跨太平洋的航空货运价值超过客运收入这一事实表明，企业
已经利用经营庞大业务帝国而降低的成本，从而改变了在他
们战略中贸易和投资的平衡关系。甚至，通讯成本下降使新
的全球信息管理体系具有可行性。如果１９８０年代是个人电脑
的１０年———全球销售量１１亿台———１９９０年代肯定是电信和
其他电子通讯模式的１０年。优势将转向那些能利用萧条期把
握住创新手段激发出的信号价值的人。

在一些行业，这些变化已经刺激了半成品贸易的发展；

在其他行业，成品贸易增加，而先前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半
成品贸易减少。此外，还有研发成本增加、许多产品寿命缩
短、以低成本生产各种产品的新的机会，许多新产品企业面
临越来越多的风险。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一起，在发达国家

① 英国计算机公司ＩＣＬ称，在最后装配阶段劳动力只占３％，但不包括总
成本中 “不断增多的”转包零部件所需劳动力成本。引自 《经济学家》

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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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其内部创造了独特的并且通常是无法

预测的劳动分工①，也改变了整个产业的结构。许多企业为追
求更加低廉的成本，在更为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
额，被迫接受现在大家熟知的所谓的全球竞争的挑战。

一　转变观念

随着这些变化逐渐展开，关于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角
色的争论，其语气和内容都被重新修正。１０年前，第三世界
的政治家们对外国企业众口一词地严厉批评和谴责，而这些
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和欧洲企业的头头们对如何在发展中
国家经营抱着非常不灵活的态度。记忆起这些情况确实令人
难堪。我们现在看到，双方新的务实态度取代了旧的冷漠、
偏见和互不理解。②

对于企业，为了在世界市场上保有一席之地，竞争已经
越来越激烈。管理人员在寻求新的竞争力源泉时，要么是通
过内部发展要么以合作的方式，同时他们的观念也在调整。
他们的工作如同一面镜子，反映出政府内相对应的那些人认
识到了国民经济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发展中国家不论是
作为市场或者作为供货的来源，或实际上是作为新竞争的源
头，几乎没有人能承受忽视他们的代价。作为买方，发展中国
家占全世界进口的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许多
跨国企业，像掘土机械行业日本的小松制作所 （Ｋｏｍａｔｓｕ）、
电子机械行业的美国通用 （ＧＥ），他们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
来能给利润和损失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作为供应商，他们提
供了全世界近３０％出口商品，其中６０％是制造业，资本更加

①

②

新技术在供应与需求中经济学上的含意的精辟论述，见Ｐｉｏｒｅ和Ｓａｂｅｌ
（１９８４）。有关对发展中国家微电子具体影响，见 Ｅｒｎｓｔ和 Ｏ’Ｃｏｎｎｏｒ
（１９８９）。

Ｂａｒｎｅｔ和 Ｍｕｌｌｅｒ（１９７４）举例说明了发生在１９７０年代那场争论的基调。

这本书流行一时，但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不会有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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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那部分流向了发达国家①。随着第三世界跨国企业逐渐
成长，他们给竞争的游戏规则添加了更大的压力。虽然还有人
不愿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大多数跨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些
问题的重要性。
同样，为了提供可靠和安全的增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感

到必须重新研究外国企业如何利用他们掌握的资金、技术和
进入丰富市场的机会来帮助抵消国家贷款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ｂｏｒ
ｒｏｗｉｎｇ）失败的可怕后果。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提出的，许多国
家已经放松了曾经非常严厉的外国投资审查标准，增加了更
慷慨的鼓励政策。他们的行动表明，自１９８０年代早期以来，
人们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当时的研究报告说，四
分之三的外交官认为所有跨国企业都采取不利于发展的腐败

做法和政策②。他们也否认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位断
言 “跨国企业已经削弱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自治权 （Ｄｉｘｏｎ
等，１９８６，第１６页）。限制当地自主权的并不是企业自身，
而是国际体系，企业只不过是一组演员。这一点越来越被认
同。
有一种新的希望，就是企业能够为贫穷国家带来振奋并

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一些资源，而不过度削弱民族自尊。全球
结构变化的活力为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使前途看起来更加
光明。过去意见的束缚可以不屑一顾。然而存在风险和不确
定因素。正如下一章要讨论的，结构变化既帮助也削弱发展的
抱负。甚至，在不断壮大的务实和合作的外表下，人们心里还
是时常担忧过去被外国利益剥削的可能性现在依然存在。许多
和我们交谈过的政府官员表示，希望他们的国家能逐步摆脱
目前对外国人的依赖，发展自己的外贸。他们争取出口主导

①

②

有关这种趋势的分析，见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１９８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１９８８）。

这项调查还报道说，８５％的跨国公司经理认为 “他们干得不错”，“表现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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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增长的需求招来的可能只是证明是临时的合作伙伴。
对重新和好的乐观可能因此被过分渲染：潜伏的敌意可

能依然存在。此外，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吸引投资的
官方环境改善时，流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却下降了。
这一点似乎部分反映了这一事实，即大部分的政策变化解决
了１９７０年代的问题，而忽视了１９８０年代的机会。在充满新
活力的服务行业，旧观念和束缚似乎依旧根深蒂固。本书结
束时，我们提出关于机会的乐观和悲观的证据，那时我们再
讨论这一问题。

二　政府政策何处立足？

政策放宽加上跨国交易成本下降在许多人当中重又勾起

原有的担忧，即跨国企业正在脱离国家政策扭曲竞争的效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变成越来越不固定、不属
于任何国家的世界公民。这一对跨国企业的描述得到了大前
研义 （Ｏｈｍａｅ，１９９０）这样的观察家的推崇，他指出了第三
章描述的一些后果。但是，我们认为，大前研义的观点可能
只不过是遥远将来的一种不祥征兆：进一步考察显示，仅有
几家企业能希望在一个 “无国界” （ｂｏｒｄｅｒｌｅｓｓ）的世界里运
营。东道国 （ｈｏｓｔ）和母国 （ｈｏｍｅ）政府都继续发挥关键的、
越来越加强的 （也许自相矛盾的）作用。
特别是迈克尔·波特 （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９０）提出了有力的论

点，表示企业从本国市场的调节力量中获取活力。他指出为
什么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加繁荣，为什么有些国家产业
欣欣向荣而有些却停滞不前。他集中注意四个因素。一个是
国家要素成本的基本结构，包括提供技术工人和有效的基础
设施。为此，他用早先贸易经济论著对比较优势 （Ｏｈｌｉｎ，

１９３３）的许多基本设想提出疑问。另一点是需求条件的结构，
它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反过来又以林德 （Ｌｉｎｄｅｒ，

１９６１）这样的学者早先提出的方式影响贸易的构成。同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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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竞争的后果 （Ｓ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４２，持同样的观点）以及
相关和支持产业 （马歇尔的学生所熟悉的词 “外在性”，ｅｘ
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的影响。他的中心论点是竞争力产生于本国激烈的
竞争、积极的反托拉斯政策和避免保护主义。“竞争的国内对
手会使彼此在争取政府支持时做到诚实。企业不太可能被政
府合同或逐渐滋长的行业保护主义的麻醉剂所迷惑”。虽然波
特的著作题为 “国家竞争优势”（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ｓ），但是主要观点也适用于企业。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好每
一件事情，因为只有一些企业和一些行业能在经济管理和民
族文化活动建立的框架内蓬勃发展。
波特的分析只提出了本书将要讨论的许多论点的出发点。

虽然他的基本分析在较早的ＥＳＰ范式中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和 Ｍｏｎ
ｉｔａｓ，１９７１）已经包含，他的分析还是因为对当代条件的详尽
分析而获得活力。可他还是没有仔细考虑创业和投资。就我
们的目的来说，更为严重的是他几乎完全忽视了国外国际体
系的变化，而且未能认识到政府是由不同利益的政党构成的。
他也没能考虑到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政府政策之间的相互

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Ａｇｇａｒ
ｗａｌ和 Ａｇｍｏｎ，１９９０）。但是他的分析可以适用于作为东道国
的发展中国家。对此，我们需要对政府政策进行更加明确的
处理，平衡社会和经济条件。小而且贫穷的国家承担不起市
场决定的奢侈。另外，即使美国也认为政府行为可以通过干
预改变要素成本优势的平衡 （Ｚｙｓｍａｎ和 Ｔｙｓｏｎ，１９８３）。把
政府政策的作用和全球竞争的变化明确加到波特的四个成本

要素里就得出了图１－１所示的相关影响力示意图。
这张图很像汤因比 （Ｔｏｙｎｂｅｅ）挑战和回应的概念，表明

的是一个能解释得清的结构框架：这不是决定论的基础。其含
义产生于变量的相互作用，更多地是用被否定的语言而不是完
全用现成的语言。通过提出新的问题，它能帮助阐明，但不
能消除长期存在的关于为促进增长和体制改革政策之间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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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关系 （ｌｉｎｅ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的争论。
因果关系可以看作是双向运行的。政府既可以主动影响

产出或贸易的构成，亦可以被迫对他们并不希望的外部变化
作出回应①。因此，关于发展政策的常规配方是否适当就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除此之外，预言家和决策者挑选 “胜者”的
能力是比较低的。在１９５０年代，谁能预见到韩国连续３０年
保持５７％ 的实际增长呢？经济学家更有可能看到低储蓄率
并认为韩国会是失败者 （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９）。在同等基础上，尤
其是考虑到当时的安全问题，马来西亚可能成不了气候。

图１－１通过侧重考虑企业的作用，也可以用来挑战形成如
此之多官方思维的比较优势理论。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提出
新的与实际贸易行为更相符的模型②。正如克鲁格曼 （Ｋｒｕｇ
ｍａｎ，１９８７，第１３１页）说过：“这些新模型对在多大程度上可
以用比较优势解释实际贸易提出怀疑。它们也开创了政府对贸
易的干预……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毕竟也可能是为了国家利益的
可能性。”比如，在化工这种资本密集型产业，决定建立一家新
的出口型炼油厂可能会干扰现有的贸易格局。为如此大规模投
资选址，东道国用国民要素成本和需求方程的方法，与投资者
用对其全部现有炼油厂的相对优势进行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虽然无意创建一种能包容这种分析的综合理论，但是我们
承认必需从投资者和所在国达成交易的角度考虑贸易和国家优

势。现在各国更多的是通过提供优惠的投资环境而不简单依靠
要素成本优势争夺稀有的管理资源。
任何政策选择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国家实施其抉择，

①

②

大量文献讨论这个问题，如 Ｂａｌａｎｃｅ （１９８７），Ａｈｏ和 Ｂａｙａｒｄ （１９８０），

Ｃｌｉｎｅ （１９８２），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７３，１９９０），Ｈｏｌｔｆｒｅｒｉｃｈ （１９９０）。

在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贸易理论家的观
点，如Ｄｉｘｉｔ和Ｎｏｒｍａｎ （１９８０），Ｈｅｌｐｍａｎ和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９）以及Ｋｒｕｇ
ｍａｎ （１９７８）。关于发展的理论，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和 Ｍｕｒｐｈｙ
（１９８９）等人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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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行业

竞争强度需求结构

要素成本

政府政策

支持性

行业“外

在性”

国际机构

全球竞争

图 1 - 1 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摘编自迈克尔·波特 � 1990 	

克服变革的社会、宗教和政治障碍的实力 （ｐｏｗｅｒ）。巴西和
韩国回应螺旋攀升的债务和外国资本流入减少问题的做法，
说明了国内环境对政策进而对投资环境的影响。１９８２年，巴
西政府由于担心资本流入减少带来社会影响，不是减少消费，
反而大大削减投资。相反，韩国政府由于对其制约和压制社
会不稳定因素的能力更有信心，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储蓄，并
加快国内投资替代外国贷款，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实际工资和
消费的削减。韩国的增长率居高不下；而巴西的增长率却下
降了。巴西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抉择部分地反应了向文职政府转变
后其政府的相对薄弱之处。弱国总是采取被认为是 “无奈式
决策”（ｍａｋ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ｂｙｄｅｆａｕｌｔ）的方式。
与这些内部政策选择相关的是那些对外向型政策产生影

响的态度。不管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组织声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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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还是认为外向型政策结构并不总是促进增长，内向
型方法可能更好。劳尔 （Ｌａｌｌ，１９８７，第２８页）提出：“就靠
外向型贸易政策，坦桑尼亚能够变成韩国吗？”如果缺少必要
的技术能力和创业精神，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图１－２表明，
每一种政策体制下增长率的分布都支持这种不可知论，并且
说明得出一般结论之难。正如 １９８９ 年联合国贸发大会
（ＵＮＣＴＡＤ）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的，出口改革不保证经济
增长。另外，某些对外政策选择令人遗憾地与国内重点工作
相冲突。为支持出口驱动，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赢得用国际
标准计算出来的效益可能会与为了公平或种族平等的国内重

点工作相抵触。
单靠理性的经济学手段是解决不了这类冲突的；必须把

它们当成政治抉择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１９９０年对印度总理的
采访使人们对这种困境有了一个简洁而富有启发性的了解。
辛格先生曾公开承认他意识到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事件也对印

度产生了冲击，而且如果印度不接受新的国际挑战，将面临
被进一步抛弃的危险。当被问到他为什么不加速放宽管制实
施自由化时，他回答道：“我们是政治家。我们知道我们的位
置。首先必须说服人民：事情澄清后，他们将明白面临的是
什么……但那需要时间。”①

印度的长期效益一直比韩国差得多。在１９５０年代，这两
个国家都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国家，并且当时两国似乎都不可
能达到较高生活水平。现在，印度的人均收入大约是２５０美
元，而韩国的人均收入是２９００美元左右。同样的差距反映在
韩国社会成就更高上，比如更长的寿命、教育以及国内经济
结构的变化。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别？
虽然把韩国的巨大成就归功于其外向型政策，把印度的

① 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３日 《经济学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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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向型

一般 一般 强强

外向型

6

2

4

8

2

0
+

-

10

巴西
以色列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哥斯达黎加

马来西亚
象牙海岸
哥伦比亚
危地马拉

喀麦隆
塞内加尔

马达加斯加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玻利维亚
菲律宾
肯尼亚
突尼斯
尼日利亚
墨西哥

南斯拉夫

布隆迪

阿根廷 /巴基斯坦
坦桑尼亚
斯里兰卡
埃塞俄比亚
智利
秘鲁 /乌拉圭
赞比亚
印度

加纳
孟加拉

苏丹

4
多米尼加共和国

土耳其

强外向型

出口障碍造成的抑制因素或多或少被

出口激励政策抵消。从这个意义上讲，

贸易控制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低。很

少或没有使用直接控制和许可协议，

而且对进出口的有效汇率大致相同。

一般外向型

激励政策偏好针对国内市场的生产，

而不是面向出口市场的生产。但对本

国市场的平均有效保护率相对较低，

并且有效保护率范围相对较窄。利用

直接控制和许可协议是有限的。对进

口的有效汇率高一些，但只是稍稍高

一点。

图 1 - 2 贸易体制和增长

编自《经济学家》1989 年 9月 23 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1963 ～ 1973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问题归咎于其内向型政策有点吸引力，但是社会和经济条件上
的许多差距使得不可能提供单一的答案。此外，合并统计数字
容易造成过于笼统的概括。它们掩盖、混淆相对增长或相对衰
退的行业。但是仍然有一些重要的相似和悬殊较大的东西对这
一问题产生影响。例如，两国政府都采取在市场上大力干预的
政策———外向型政策不等于不干涉。关键是印度限制竞争，而
韩国积极推动国内竞争和本地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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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内向型

鼓励政策明显偏好国内市场的生产。

对国内市场的平均有效保护率相当

高，并且有效保护范围相对较广。直

接进口控制广泛。汇率有些高估。

强内向型

鼓励政策极大偏好国内市场的生产。

对国内市场的平均有效保护率很高。

并且平均有效保护范围广泛。直接投

资和对传统出口行业的许可生产抑制

因素普遍存在，对非传统出口的积极

鼓励政策很少或不存在，而且汇率大

大高估。

图 1 - 2 贸易体制和增长

编自《经济学家》1989 年 9月 23 日，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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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成一种平衡。正如劳伦斯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１９８７，第１０２
页）所言，“如果一个行业经济上要强大，就需要经历严酷的
竞争。竞争压力太少或者太多都会造成这个行业低效和／或者
没有创新，可预见的经济效益很差”。这种要求平衡的感觉是
后面几章一再出现的主题。因为政府必须谨慎驾驭多头外国
竞争者 （ｍａｎｙ－ｈｅａｄｅ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如在巴西）和
政府保护 （如在肯尼亚）的两面夹击。

我们相信，持续投资于建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以竞争
为道德观的社会 （如日本），为遵循一条中间道路，实现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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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来冲击也能持续的高质量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方法。

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的技能、社会平等，和避
免随意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象
牙海岸的经验说明成功会是多么短暂。有一段时间，当它的
外向型政策带来经济增长时，它是发展代理商的宠儿。１９７９
年其经济发展如此强劲以致于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全球利润的

１０％来自那里，主要是因为它能为邻国尼日利亚提供品种广
泛的标准产品，而当时尼日利亚局势混乱，生产活动根本无
法令人满意。随着尼日利亚国内局势日趋稳定，原油的出口
现在已经消失了。还有，象牙海岸和它的邻国一样，对相同
产品的依赖很强。这样就进入了价格下降时情况进一步恶化
的零和游戏。而在接踵而来的强制调整阶段，其汇率钉住法
郎，从优势变成了限制。象牙海岸由一个外向型国家变成内
向型国家。政策有力加上系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国
家和对企业都是同样重要的素质。①

第二节　跨国企业势力的延伸

国际经营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古老特色。腓尼基人打开了

新的贸易通道并激发出了新的生产来源。实际上，旅行商人
一直是所有文化之间进行最初接触的无名英雄之一。就在上
一个世纪，跨国企业已经以今天我们熟悉的形式出现了。

１８５２年美国企业ＣＯＬＴ在英国开办了一家左轮手枪厂。在这
样的先驱带领下，这些企业开始改变了作为国际经营主要手
段的贸易和金融的旧秩序。他们增加了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

① 故事的另一面是迅速变化的主要企业的名单。新企业的出现和发展速度
比１９５０年代快得多。企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风险是后面几章要讨论的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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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并开始管理他们的海外资产，这些海外资产与其说是
投资组合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中的被动组成部分，不如说是一个统一
单元中的一部分。
最近，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迅猛发展。在１９８３年和

１９８８年间全世界的贸易额以５％的年复合率增长，而外国直
接投资实际年增长率是２０％。这种情况与第二章论述的结构
变革有很大的关系。其结果一直是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决定性
因素更紧密结合起来。转折发生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当时国际
生产量首次超过国际贸易额。如朱利叶斯 （Ｊｕｌｉｕｓ，１９９０，第

３６页）声称，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 “达到了一种门槛的高度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在发达国家之间建立了从本质上不同的一组联
系渠道。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手段，正处于
起飞阶段，其地位或许可与１９４０年代末世界贸易相比。
这种变化意义很大，因为它削弱了政府控制经济事务的

力量 （ｐｏｗｅｒ）。政府通过控制国内市场的进入，对干扰、管
理或者扭曲贸易保有相当大的被动权力。他们无法轻易控制
面向国际市场并且不一定就在他们领土上进行的生产。而且
即使大部分供应被控制，市场却不一定，就像欧佩克在１９８０
年代吃尽苦头后才发现的那样。换言之，如果政府试图影响在
什么地点及如何进行国际生产，那么它利用内部资源的主动权
力不容质疑地受到限制。他们发现自己不能指挥；只能谈判。
而且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要比贸易保护的代价高得多。比如，当
巴西政府实施信息产业法，阻止国际电脑企业在巴西生产，就
给那些需要利用最新最好的电脑与竞争者保持同步的本地企

业造成了很高的成本。谈判的结果可能对政府有利，或者对跨
国企业有利。这仍然只是个谈判。
跨国企业变得到底有多强大，这是一个众所周知难以回

答的问题。这不单纯是作为跨国企业资产基础的外国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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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统计问题①。这一切由于忽略了企业影响效益的其他方式，

没有充分说明跨国企业不断扩大的势力。然而，许多官方的注
意力却集中在这些数字上。在向发展中国家发放贷款的高峰
时期，外国直接投资占１９７０年代几年里资源转移的不到

１０％，许多人认为跨国企业对发展无足轻重。图１－３表明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测量出的趋势。如果扣除外国直接投资中的
利润汇出，跨国企业作为财政来源的作用更小。在１９８０年代
的大多数年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 “实际”转移很
少超过３０亿美元。②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勃兰特报告 （Ｂｒａｎｄ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８０，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几乎完全忽略了我们书中探讨
的现象。

统计数字错误表述跨国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有三个原因。

首先，跨国企业在世界生产和贸易的份额及影响比他们资本
转移份额要大得多。据估计，他们在本土之外直接或间接控
制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以上③；世界制造品交易的半数
以上以及服务业发展的交易的更大份额；世界上生产出口粮
食的耕地的８０％；世界技术革新的绝大部分。到１９９８年底外

①

②

③

必须注意区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组合投资这两个概念。外国直接投资
是指外国母公司直接或间接管理的资产，即使这个公司只拥有小部分股
本资产；而组合投资是从不授于管理义务的国际资本市场购买股票和债
券。西门子公司对西门子的拥有权对巴西来说与一个英国人在法兰克福
市场拥有１００股西门子股份不是一回事。本书始终以外国直接投资及其
权力和义务为重点。

官方数字可能存在巨大偏差，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会计程序，特别
是那些影响公司债务处理的数据。不幸的是，这些是我们仅能得到的数
据。而且，只要政府坚持依据进入国际收支平衡账户的资金流量计算投
资量，这样的数据就永远不会令人满意。此外，累计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会由于汇率的法定升值以弥补汇率波动而受到进一步扭曲。

Ｒｏｂｏｃｋ和Ｓｉｍｍｏｎｄｓ（１９８９）估算１９８５年跨国企业的生产和贸易占全世
界总量的２０％。他们是在综合计算了跨国企业内部资金／产量的比率和
贸易比例之后得出这个结论的。从那时起，特别是把跨国企业的贸易额
加进去之后，这个比例开始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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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3 对负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转移，

1973 ～ 1990 �不包括与储备有关的权益 	。

摘自《世界经济展望》�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期 	。

1989年为预测数。

1990

国直接投资累积总额据测超过１００００亿美元。表１－１列举了
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一些详细情况，包括它的出处和投资方
向。大致情况是经济活动越来越集中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除少数以外都被排除在新的活力之外。美国战后初期作为
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主导地位因为欧洲和日本在美国投资而

降低。实际上，如果不包括来自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国
在１９８０年代吸引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６０％。美国在外国直接
投资份额下降正在形成一种更加扩散的经济实力结构和一个

竞争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虽然不应过于从字面上理解这些
预测，但它们表明了跨国企业活动的重要秩序。



１９　　　 

竞

争

的

公

司

表１－１　外国直接投资总量１９６０～１９８８

单位：１０亿美元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１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Ａ通过来源国家

　 美国 ３３ ８３ ２２０ ３１４ ３４５

　 英国 １０ ２４ ７４ １７９ １８４

　 荷兰 ７ １４ ４０ ７９ ７０

　 西德 　０８ ７ ３８ １００ ９７

　 日本 　０５ ４ ２０ ７７ １１１

　 其他发达国家 １５ ３６ １１８ ２０１ ２８２

　 发展中国家 　０７ ４ １４ ４０ ４５

　 总数 （预计） ６７ １７２ ５２４ ９９０ １１３４

Ｂ通过东道国

　 美国 ８ １４ ８３ ２７２ ３２９

　 加拿大 １３ ２８ ４６ １００ Ｎ／Ａ

　 英国 ５ １３ ４５ ９５ １１０

　 其他发达国家 １１ ６０ ２１８ Ｎ／Ａ Ｎ／Ａ

　 发展中国家 １８ ５１ １１７ Ｎ／Ａ Ｎ／Ａ

　 总数 ５５ １６６ ５０９ Ｎ／Ａ １２１９

　　注：来源国和东道国的数据由于不同国家的报告程序而有所区别；年度预测

因货币兑换成美元而不同。

来源：这些数据摘自多个出处。主要是国家来源，加上斯托普福德和邓宁

（１９８３）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年的数据）；ＪＥＴＲＯ，海外投资白皮书 （年度系列）；

ＵＮＣＴＣ （１９８８ａ）；以及作者的预测。

１００００亿美元听起来很大，但是如果考虑到债务影响以及
非股权和联营的合约形式的间接影响，即近年来已迅速发展
的所谓的非传统投资形式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ｉｎｖｅｓｔ
ｍｅｎｔ），实际资产基础甚至更高。比如，鲁贝尔 （Ｒｅｕｂｅｒ，

１９７３）发现，在银行贷款高峰之前，他研究的６８个项目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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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是以债务形式筹集的，而４０％的股金则是在发展中国
家筹集的。因此，受跨国企业影响的资源总数大大超过它们
的股金基础暗示的总数。虽然一些观察家认为非传统投资形
式为更加公平的协议 （Ｏｍａｎ，１９８４，１９８９）打开了大门，但
是近来的研究表明，对许多业务层次来说，这些协议本来就
是低效的 （Ｈｅｎａｒｔ，１９８９）。非传统投资形式也可能只不过是
解决国际市场扭曲的次好方案，可以缓和一些问题但恶化了
另一些问题。大部分取决于私营企业，不论其是在捍卫或者
攻击已建立的市场地位。这个问题在第五章讨论，因为它们
对形成政策选择基础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对跨国企业重要性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就业。据估计，

它们只占发达国家就业的１０％。在发展中国家，他们直接雇
佣了大约２１００万的男女员工。如果包括分包商和供应商提供
的间接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１９８４）预计，这仍只
是就业基数的２倍，达到大约２％①。这些估计忽视了通过倍
增器和类似的间接机制给所在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低估跨国企业影响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作为与世界体系

融合的代理商作用的加强。大量且不断增加的商品和金融交
易是在企业网络内部进行的，不论是作为主营业务还是作为
制造商内部和专业服务商之间不断扩大的服务活动辅助业务。

许多国家的数据表明，他们制造业对外贸易４０％以上是在下
属企业之间进行的。而且如果加上跨国企业之间的交易，这
个数字还会增加。② 比如，美国收到的技术费用的８０％以上
是分公司付给美国母公司的使用费。外国直接投资分布的这些
“隐藏”的后果是限制政府控制事件能力总趋势的一部分。

①

②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ａ）和国际劳工组织就获得精确数据
存在的困难组织了有益的讨论。

有关美国的资料，见经济分析局 （１９８５）和 Ｗｈ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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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流入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度

单位：世界流入量％

１９８１～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７

所有发展中国家 ２７５ ２１２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１３ ８
（其中的阿根廷、百慕大、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

哥）
（８２） （９３）

东南亚 １１ ９

（其中的中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 （７８） （７２）

非洲 １ １

（其中的８个石油出口国家） （７０） （８３）

　　来源：ＵＮＣＴＣ （１９８９），《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外国直接投资流量》，ＵＮＣＴＣ第２７

号报告，春季。

没必要把外国直接投资数字看得太认真的第三个原因是，
像所有的合并统计数字一样，掩藏的比揭示的要多的多。如
表１－２所示，几个国家吸引了绝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的投
资。相对于１９７０年代的７０％，１９８０年代总投资中近９０％ 流
向２０个国家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８ａ；ＩＭＦ，１９８５）。随着跨国企业
寻求最好的发展前景，将利益集中到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国
内市场广大、熟练劳动力充裕但管理体制相对宽松的国家，
这种集中的趋势还会不断加强。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企业往
往会受国家的发展潜力影响，反过来也影响这些国家的增长
潜力。
图１－４列举的几个国家情况表明，相对于国内生产总

值，跨国企业对那些得到最多投资的国家影响是相当大的。
但这些综合数字隐藏了重大的行业区别。这是由于制度不同，
也是由于没有现成数据造成的。如巴西，６２％的国内生产总
值来自制造业；而在智利，服务业加上采矿和石油占了绝大部
分。此外，累计投资总额已经对外国控制的行业的比例带来
了很不一样的影响。因此，一方面新加坡制造业的６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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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2. 葡萄牙和西班牙；

3. 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乌

拉圭和委内瑞拉。

被外资控制，而印度相应的数字远远低于１０％。① 简而言之，
笼统化混淆了判断的活力。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些企业会怎
样影响将来的发展，将是下面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① 有关发展中国家所占股份的最详细的资料，见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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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三角外交

对于国家和企业，跨国竞争正日趋激烈。对于企业，在
一个国家作出的决定如今更频繁地受别处作出的决定的影响。
比如美国轮胎生产商汎世通 （Ｆｉｒｅｓｔｏｎｅ），在某种程度上由于
在工业国家市场上正在进行的争夺战，现在就重新谈判。我
们下面要说明，全球竞争对汎世通现金流造成的影响，有力
地改变了管理人员对过去所有制和控制政策的看法。国家之
间也为争取新投资者进行竞争。如马来西亚就公开表示，它
最近一揽子鼓励政策是在仔细研究了本地区其他国家的有关

政策后做出的。
相互依存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必定要求国家和企业之间

的相互作用更加密切，这种思想并不新颖；它由德国学者卡
尔· 凯塞尔 （ＫａｒｌＫａｉｓｅｒ）在近２０年前提出，当时关于 “相
互依存”意义和重要性的辩论刚刚开始。凯塞尔含蓄地批评
了当时时兴的大多数意见，指出了跨国政治中政府权力的不
对称性。他利用在国际关系中率先采用 “跨国社会” （ｔｒ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概念的阿伦的研究，指出国家的选择受思想
和信仰跨国流动以及非国家组织的影响 （Ａｒｏｎ，１９６６，第

１０５页）。① 对此他加上佩罗 （Ｐｅｒｒｏｕｘ）关于主要经济体
（１９５０）的观点，并画图 （如图１－５所示，稍加修改）阐明
这些观点如何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外国公司的实力和影响力。
箭头表示一个集团如何努力影响另一个集团。有些箭头向下，
表示指导、强制、控制而不是对话。但也有箭头上指，表示

① “跨国社会展示自己靠的是商业交流、人员流动、共同信念、跨越国界
的各种组织以及最后向所有这些单位 （即国家）开放的惯例或竞争。

Ａｒｏｎ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列举了奥运传统、金本位、一战以前的人员自
由流动、国际私法制定以及世界银行等诸如此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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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内一些企业对政府造成的反面影响。……凯塞尔的示
意图显示的只是一种双向关系，表明有些国家对国际组织和
企业的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力。他忽视的是 “跨国社会”内相
互作用的本质，以及国家的选择和实力如何受到影响。最近
的情况表明，这些相互作用越来越强大，既给这种现象增加
了第三种特点，也进一步限制了国家的实力。
这种相互作用从国家越来越难以控制人口流动中可见一

斑：看一下在美国和南欧的非法移民。他们更无法控制思想
的流动。东欧和前苏联的许多变化其直接原因，是个人对物
质相对落后的认识的提高，更不用说政治上的约束。发展中
国家消费者期望值上升，给勉强能应付基本需求的政府增加
了压力。工会组织也已经输出了他们的思想。虽然他们像国
际合金工人联盟那样，在国际上组织劳工化的尝试没有多大
结果，但是他们的观点还是很流行的。

民族国家政府

跨国社会

B CA

A、B、C代表国家：参见文中“跨国社会”定义和箭头

图 1 - 5 跨国政治 摘编自凯塞尔 � 1971 	

民族国家社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享有特权的跨国企业文明或者是被桑

克尔 （Ｓｕｎｋｅｌ，１９７３）标为 “跨国核心”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ｒｎｅｌ）的出现。其美国中心在纽约———不是华盛顿、芝加
哥和洛杉矶。在这些地方，社会和政治精英几乎全身心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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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种企业文明的价值观、道德观、风俗习惯和禁忌。他们
在伦敦、东京、圣保罗、悉尼以及台北的伙伴也是如此。他
们的价值观既是经济的 （效益、速度以及对需求变化的应变
能力），也是社会的 （开放性竞争、不分种族和门第，并可能
很快是不分性别的社会进步的机会）。尤其是后者，实际操作
总是落后于意识形态。妇女还未得到平等的机会；黑人也一
样，调查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公务舱旅客就可以知道。但是这
些价值观的每一点意义在于，核心总是走在社会和经济变化
的前头。美国妇女比日本妇女享有更多的机会，美国黑人比
韩国血统的日本人更有机会。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核心所指
之处，企业文明将随之而至。即便是极端的分析家现在似乎
也远没有发挥作用，维护小的 “边缘”（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国家的附
属地位，而似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这一特权阶层在经济
变革中能够发挥关键和积极的作用 （Ｗｅｉｓｓ，１９８８，第１５９
页）。
这三组力量正在改变旧的外交游戏。国家边界线再也无

法确定规则，因为现在的游戏是一个谈判和行动在三角基础
上进行的游戏。大使馆和外交部里传统的玩家们仍然在营业，
但其他政府部门的成员以及跨国企业的老总们也加入进来了。
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到双边和多边谈判中。图１－６以简单形式
表现了游戏的这三种纬度。在第四章，我们会让图复杂一些，
以凸显影响当地和外国企业各种关系的实质。
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构成了三角形三边相对重要性不对

称的新的根源。可以认为，全球竞争正在把世界推向更多地
是由新兴的管理技术官僚制度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ｃ
ｒａｃｙ）决定的，而不是由国家实力观念左右的境地。在新的技
术官僚制度下，企业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但只是更广泛网络
的一个组成部分，由这个网将他们与教育技术基础以及金融
体系联系起来。在不同的生产和法律体系以及截然不同的社
会组织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１９９２年欧洲和北美关于建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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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6 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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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到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区的争论，对民族国家的角色提

出了进一步的挑战。超国家组织可能出现，抵消不断增强的
世界市场力量。我们并不是要从这些和其他可能的结构变革
中预测什么，我们只是指出新的三角关系将持续发展下去。
在东道国政府和外国企业之间公开的谈判中，有时一方

占上风，有时另一方占有利地位。就像国与国的外交，谈判
过程中冲突和合作同时并存。① 过程的不对称使得选择伙伴十

分关键。对国家来说，选不强壮的企业伙伴可能就像与一弱

① １９７０年代对５家公司的研究表明，它们面临着６５０种冲突，其中许多发
生在发展中国家，起因是期望值不断改变 （Ｃｌａｄｗｉｎ和 Ｗａｌｔｅｒ，１９８０）。



２７　　　 

竞

争

的

公

司

小的或摇摆不定的国家结盟一样有害。问题的另一面是企业
对国家的选择。１９８０年代以前，企业寻求的是能提供适当的
税收优惠和温顺便宜劳动力的国家。更近期的经验表明，不
论是内部价格控制或者关税或者其他阻碍有效运营的手段，
二者都无法弥补行政不力或者官方干预带来的损失。
近来学术界对经济组织的兴趣已经对现代公司作为 “合同

中心”（ｎｅｘｕ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得出了颇有争议的观点 （Ａｏｋｉ等，

１９９０）。当我们把国家—企业谈判作为影响力量均衡的国际条约
的中心时，我们就深入一步了，交易持久有效是由三角形所有
三边谈判的输赢决定。我们在查阅这三个国家许多投资者的记
录时发现，如不明确考虑迁往别处的话，根本无法理解所决定
和所做的许多事情。如果只看到三角形的一条边，就会错过其
他重要方面。
三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几年前，作为 《多纤维协定》

（ＭＦＡ）没完没了的重新谈判的一部分，英国由于削减了印度
尼西亚衬衫的进口配额 （已经很小）而激怒了印度尼西亚政
府。印度尼西亚政府设法报复，并发现一家名叫戴维国际的
英国公司正在印尼建造一座大型化工厂。他们禁止了这个项
目，以表示他们的不满，将这个价值数倍于衬衫贸易的合同
置于风险之中。如果戴维国际一直关注国与国的谈判，就能
预见到这种风险。但在这个行业谁会认为这种关注是值得的
呢？马来西亚也说明意外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外交 “三角形”
的任何一边。马来西亚对英国 “殖民”态度的愤怒，尤其是
对英国提高外国学生学费的决定，导致了马哈蒂尔 “拒买英
国货”政策的出台。虽然英国出口商比投资者受到更大的影
响，但两者都受到与经济关系没有多大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分
歧的伤害，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第三个例子与肯尼亚有关。
当英国外长宣布英国将削减对侵犯人权的国家的援助时，驻
内罗毕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不得不费尽口舌游说英国政府暂

缓这一决定，以此保护英国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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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日常工作事项矩阵

为了把握这种复杂性的具体含义，我们尝试为我们最初
的命题建立模型，却发现我们无法同时并系统地应付该三角
关系的所有三方。我们因此侧重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直接关
系，把国家—国家和企业—企业谈判的考虑作为特定条件下
的修正因素。结果是一个简单的矩阵，对双方在既定时间内
兴趣的范围和幅度有一个迅速简洁的了解。图１－７表示有９
种可能的组合。重点是贸易政策，它作为其他关键事项的代
行变量 （ｐｒｏｘ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影响着谈判。虽然这是现实的简化，
但我们还是选择贸易作为重点，因为创造出口是发展中国家
目前最迫切的需求。然而，设计矩阵并不是要规定跨国公司
在发展中所有可能发挥的作用，而是用来确定谈判要集中解
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将这模型复杂
化，尤其是从两条轴线上变化的动态方面以及从反映三角外
交其他两边相互作用的问题方面。但现在只用这一简图介绍
相关的思想。
图１－７中，就贸易政策 “意图”（ｉｎｔｅｎｔ）而言，政府被

置于水平轴上。他们有三项主要选择。一是将外国投资流入
（ｉｎｗａｒ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看作替代进口的方法，并通过关
税保护或者其他竞争障碍进行鼓励。这是１９５０年代和１９６０
年代占主流的传统观念。发展中国家特别利用进口替代作为
建设后来出口需要的工业设施的起步阶段 （Ｃｈｅｎｅｒｙ等，

１９８６；Ｐａｇｅ，１９８６；Ｓｔｅｗａｒｔ，１９８２）。不过，一些经济学家
认为，将进口替代等同于工业化是错误的，因为接下来的转
型费用很高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８３；Ｐａｚｏｓ，１９８５）。我们回过头来
在第四、五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国家和企业都发现，消除
在保护性障碍下经营造成的不良习惯远不是那么简单，有时



２９　　　 

竞

争

的

公

司

甚至是不可能的。许多时候，国有企业因缺少资源而无法改
变，而跨国企业因为担心干扰别处的安排而不愿意改变。还
有许多国家会觉得他们没有其他首选可选。
近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积极寻求不通过进口替代这

一阶段增加创造出口的投资。他们以各种方式做了，但都是
在需要获得硬通货为国内投资筹措资金以及返还先前贷款驱

动下进行的。我们严格区分针对替代进口的政策和针对出口
创汇的政策，因为它们与效益、适用的技术、管理能力以及
其他鼓励措施的实效性等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也对创造出口的两种基本方式进行了区分。一个国

家可以要么通过所有权要么合同的方式来识别它对外国人的

依赖。跨国企业借助先前在分销系统的投资，拥有服务国际
市场的实力，同样，工业化国家的分销集团按预定规格提供
商品供应的长期或季节性合同，国家因此能够从它们的实力
中获得好处。比如，美国的ＳｅａｒｓＲｏｅｂｕｃｋ长期以来通过提供
工程制图，甚至帮助安排各种产品的生产布局支持在东南亚
的本地企业。一些经济作物按合同制种植也有相似的特点。
另外，像Ａｍｓｔｒａｌｄ这样的消费类电子制造商和Ｃｏｕｒｔａｕｌｄｓ这
样的纺织业制造商，现在已经由本地独资工厂专门为他们生
产。这种出口被称为依赖性出口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ｐｏｒｔ），因为
外国企业只有认为经济上合算才会继续存在。
相反，一些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已经积极寻求促进本地生

产商出口。他们重视独立出口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ｐｏｒｔ），因为国
家给予他们决定自身在国际市场上位置的自由。马来西亚追
求某些类似的利益，则通过收购有政治意义的分公司的母公
司，如现在把自己宣传为 “东南亚最大跨国企业”的Ｓｉｍｅ
Ｄａｒｂｙ。尽管依赖性出口允许国家避免缴国际销售准入的高
额费用，独立出口政策显然认识到，如果本国要实现并保持
所需的效益和业绩，必须承担这些费用及相关风险。
在图１－７的竖轴上，人们认为企业是在竞争的三个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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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全球

本地为本地

自然资源增值

依赖出口 独立出口

图 1 - 7 9 种可能的谈判位置

进口替代

结构中运营的。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看作国际业务两
种布局中的一种。其一，名为 “本地为本地” （ｌｏｃａｌｆｏｒｌｏ
ｃａｌ），指那些主要经营地点相互挨得很近，与其他市场相对较
少相互作用的行业。会计服务和化妆品就是例子，尽管技术
转让和企业国际名声或品牌很重要。直到１９６０年代 “本地为
本地”型生产是外国直接投资早期扩张中最主要的结构形式。
随后许多行业转向一种市场间相互作用更大的 “全球”配置。
这些相互作用涉及零部件和制成品贸易，将现金流和管理系
统作为跨国竞争的有效武器。电子、汽车和专业机械就是例
子。第三类竞争是本国自然资源的增值加工。这里我们不包
括基础商品的生产，而集中到加工的后面几个阶段，因为关
于厂址有一些选择。所在国有相当的实力影响这种增值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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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通常大于对其他类型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影响。①

在矩阵９个格子 （ｃｅｌｌ）中的每一个，谈判的程序取决于
不同考虑因素之间的平衡。通过表１－３可以看见影响谈判双
方实力变化的某些重要变量。实际情况肯定更复杂。问题之
一是相对实力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企业第一次进入这个国家
时，政府可能有权控制并调节后果，特别是如果竞争者容易
受人挑拨。但一旦业务建立起来，政府的影响就可能失去。
相反，在石油勘察或其他采矿的风险项目中，企业最初可能
会拥有优势，但项目一旦顺利完成就会失去优势。后面这例
子就是费农 （Ｖｅｒｎｏｎ，１９７７）所指的 “淘汰式谈判” （ｏｂｓｏ
ｌｅｓｃｉｎｇｂａｒｇａｉｎ）。我们后面还要谈到，这种淘汰不会如此明
显地出现在其他行业。

表１－３　影响相对谈判优势的要素

优势拥有 管制倾向

要素

　　依赖当地资源 政府 高

　　依赖当地市场 政府 高

　　政治特点 政府 高

产业结构

　　众多竞争者 政府 （在进入时） 因产品而异

　　全球纽带 企业 低

业务依赖

　　专有知识 企业 低

　　高度复杂的工艺 企业 低

① 有许多重大例外，如玻利维亚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发现，当它将锡矿国
有化后，由于跨国公司的抵制，冶炼厂在很多年里无法迁移。墨西哥在
开发作为类固醇荷尔蒙的原材料时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Ｍｏｒａｎ，１９８５，

第９６～１０２页）。



３２　　　

竞

争

的

国

家

续表１－３

优势拥有 管制倾向

　　劳动密集型 政府 低－高

　　资本密集型 企业 高

　　营销技能 企业 低

　　设备流动性 企业 低

　　成本／效益 企业 非决定性

　　国际信息 企业 因产品而异

第二个主要问题与决定项目的长期目标有关。一个项目
可能启动以代替 “本地为本地”行业的进口，但后来面临开
始出口的压力，其原因要么是政府目标已经改变，或者这一
行业已经变得更加全球一体化。谈判开始时特别强调如何控
制市场进入以及提供保护的范围。企业可能会愿意交出部分
或全部所有权，换取市场进入以及经营体系的某种稳定。对
于在一个全球行业中开展 “依赖性”出口，存在截然相反的
条件。如果在最初交易中预见不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不仅
会发生高额费用，也可能激起相互矛盾的期望。而这种期望
是无法通过事后再次谈判解决的。
谈判要求不断变化的本质对政府利用一般政策的 “钝器”

（ｂｌｕ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构成挑战，因为它在应用中灵活性差，会
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比如肯尼亚的制度是排队等候批外汇，
结果造成决策缓慢、不明确。马来西亚和许多其他国家实行
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另外还维护效益最差的农民的利益。
以这种投入方式开展的加工业也要支付巨额成本，也阻碍了
出口。如果国际竞争打乱了现状，还会产生更进一步的困难：
在受保护的本国市场上盈利经营但效率低下的企业，可能会
发现他们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即便冲突可以避免，但政府
将面临两难境地，即是否应加大保护力度，或允许更便宜、
也许技术更加先进的进口货入境，或为企业获得新的能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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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调整上的帮助。

１９８０年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许多行业转向某种全球结
构的速度。同样显著的是如图１－７所示，政府愿意不顾一切
阻力从左向右转变，改变政策定位。两条轴线上同时发生变
化会带来混乱：采取的政策是附加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使政府抉
择艰难。尽管如此，许多国家正在采取更为现实的做法，处
理在能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业和企业的选择性政策上变得更加

内行。就像在巴西，对他们来说，考虑的不只是今天的产值，
还考虑在一个越来越是信息和技术密集的世界中获得更多的

未来竞争所需的技能。
处理这类变化要求政府进一步面对另一个问题：要注意

保证针对矩阵９个方格之一的政策不至于在不经意中泛滥，
影响另一方格的表现。对某些工作强制分开的需求可以用马
来西亚的经验来说明。长期以来，虽然对服务本国市场的项
目一直实行所有权限制，但出口商 （主要是在出口加工区

ＥＰＺ）由于受严格的效益目标限制，一直不接受这些条款的
约束。政府在１９７０年代中期实施产业协调法时，出口商担心
新的规定也会用在他们身上。他们很快表态将削减未来投资，
诱使政府修改协调法中的一些条款，再次确认对他们实行豁
免政策。①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在变化的环境中坚持让有关工作
分开，其困难可以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得到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看出来，这些措施将政府鼓励措施和广泛的贸易、投
资和金融政策联系起来。根据出口效益完成的债转股和关于
如何应对金融机构贸易效力的争论，是曾经互不相关的政策
之间愈来愈相互依存的其他表现形式。像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都不得不调整政策，
重新考虑他们的贷款条件和体制改革项目的实效。

① 关于这三个国家立法历史的许多资料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３４　　　

竞

争

的

国

家

在民族国家间财富越来越分化的世界中，国际机构的作
用变得更加重要。组织脆弱将制约我们所追求并确实希望的
合作关系的发展。他们如何因应新的挑战，也将影响到现有
三角外交的平衡。

第五节　展望未来

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指明一个方向：国家正在失去追求
独立政策的实力，而且现在必须掌握新的三角谈判游戏。同
时，谈判结果也已经大大不同了。实际上，分化是本书的主
题———各大洲之间的分化，各大洲或地区甚至国家之间的分
化，行业之间的分化，最后是企业之间的分化———与他们的
民族根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足为奇的是，因为有这么多
干预变量，可以选择的变革机会和行动速度也花样繁多。
因此，接下来主要讨论结构变化对国家和企业的影响，

因为相互依存成倍增加。我们意在说明相互依存如何影响到
对双方都是公开的选择，以及为什么他们的决策和行为标准
只有首先在这种具有三角谈判性质、其次是在多重但是相关
的任务矩阵框架内有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同时管理多重任务的技能越来越奇

缺———对政府是如此，对公司也一样。政府需要在各种矛盾
的内外目标之间处理一系列平衡协调的难题。如果他们既不
能让某些任务明显分开，又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分离，因而
显得前后不一致，并因此失去潜在投资者的信心，他们将会
冒相当大的风险。判断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将单项任务分离
开来，使得政府必须竭尽全力行使自己的行政能力。如果他
们的目光仅限于喜欢某个行业，而未能意识到他们也必须确
定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发展伙伴，他们也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经济越复杂，制定并坚持明确政策的困难就越大。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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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对模糊政策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甚至在极端情况下，
导致政策制定出现疏漏。只能事后诸葛说政策本应是什么。
最近一位观察家得出结论：“国家最关键的任务是提供法律规
则 （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Ｃｒｏｏｋ，１９８９）。但法律规则看起来必
须合理稳定，不为频繁、随意的变化所困扰。
我们还发现，许多国家采取更具外向型、推动出口的政

策，但缺乏贯彻它们的政治意愿或必要的全国一致的意见。
众多障碍中的中心问题是改变固有的行政做法。现实当中既
得利益可能太多了。如果变化的结果是许多本地人成为 “失败
者”（ｌｏｓｅｒ），不论其观点如何合理，也会受到抵制。如何解
决这种头绪繁多的问题是本书最后要提及的，因为我们相信
很少观察家对政府的行为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政策意见得
不到贯彻的风险经常存在于公务员制度当中。
企业面临的问题同样越来越复杂。在一些必要的经营方

法上，他们看起来可能准备得更娴熟、更充分，因为在有限
的几个目标上更集中，在指令性结构下实施政策的能力更强。
然而即便企业也发现他们自上而下的控制能力正在受到所在

国基层管理人员的挑战。跨国企业远非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
铁板一块。
这些观点中还不很明晰的是，人们普遍担心现有理论是

否足以解释得清现实情况。我们通过研究微观层次的企业和
投资项目发现，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想得到他们用的
是平常人公认的智慧，就无法预测到结果。我们关心的不是
理论错了，而是关心理论不完整、不充分，不足以反映出我
们观察到的变化。因为问题的提法与产生的答案有相当大的
关系，所以我们通过回顾有关理论并说明我们认为取得进步
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开始下一章。熟悉这些理论的读者可能
会希望跳过这一部分；要不，他们也许想以他们自己的认识
来检验一下我们的观点。



第二章　结构变化

我们第一章概述的新外交由三个关键的、相互交织在一起
的组成部分构成：国家为争夺权力和影响力进行谈判、企业为
争夺世界市场进行竞争和国家与企业围绕创造财富的资源进行

争斗。这三个部分与世界安全、财经和知识结构之间相互存在
密不可分的影响 （Ｃｏｘ，１９８７；Ｓｔｒａｎｇｅ，１９８８）。过去几十年来，
这些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所有的规则。然而，结构变化
对企业或国家的影响并不一样。即使人们对结构调整已司空见
惯，但对国家和企业产生的后果却大不相同。
为说明这一点，可以考虑比较１９７３～１９８５年间 “石油新

富墨西哥遭受的严重的经济衰退，与贫油缺油的巴西大踏步
前进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１９８６）。当时，美国
对墨西哥政治上的软弱没有提出过多要求，使它的经济走出
困境，而巴西与华盛顿的关系每况愈下，政策受到美国的抨
击。赫奇曼对此的解释受极端的巴西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巴
洛斯·卡斯特罗的影响，认为巴西１９８３年货币贬值与１９７０
年代巴西军政府对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进入收获期完全是

巧合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８７）。在经过短暂的债务危机后，经济
强劲增长，工业出口扩大，政府采取严厉的压缩进口的政策，
从而获得足够的资金偿还债务，保持贸易盈余。相反，墨西
哥允许进口货涌入国内市场，排挤资本投资，因此经济增长
难以重新启动，达不到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相适应的速度和
规模。虽然还有其他原因 （在第四章详述），但人们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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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墨西哥确实 “借钱最活跃，但用钱最粗心”（Ｃｏｎｇｄｏｎ，

１９８８，第１２１页）。
本章的中心论点是，世界结构的变化既开拓了创造财富

的新途径，又为政府如何摆平国内需求与处理国际事务的关
系出了难题。尽管新外交三角中的三方彼此联系，但现实的
情况经常是，政府发现在无法回避的各种规律的选择之间起
拉动作用的，更多的是某种矛盾性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而不是
关联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见图２－１）。

经济规律

政治规律

竞争规律

图 2 - 1 三方拔河

经济规律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推动产品结构和金融市场的变
化，影响国际分工。竞争规律驱使企业作出战略决策，而且
可能如后面要讲到的，与短期的国民经济要素毫不相干。政
治规律则是国家要么独自、要么与他国联合面对的抉择。尽
管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学习克服这些矛盾，挖掘新的优势，但
在我们研究的三个国家里，人们并不愿意认为政府被迫作出
的选择必然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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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了探究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克服这些矛盾性会遇到

这么大的困难，首先研究了一些最迫切的经济和竞争规律上
的变化。关键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加大，明显者如技术和财经，
其相互交织，在企业发展全球战略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动
荡。这些压力同时也体现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规律的本质之中。
比如，资本流动性加大，使很多国家的政府不管好坏，提出
了原本紧缺资金，而今又借以恢复未来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力
和重要性雄心的发展项目。最关键的是，一国经济中动态的
资源与大半不动的劳动力的碰撞已经改变了决定该国对潜在

投资者吸引力的根本规则。正是从结构变化的本质引出了麻
烦的问题，即 “国家”（Ｓｔａｔｅ）靠什么定义，动摇过去很多思
想和政策处方正确性的到底是什么。本章自始至终强调在世
界范围的发展，为后面几章讨论企业和国家问题进行铺垫。

第一节　经济和竞争规律

影响世界体系的经济和竞争规律源自两种根本性的变化。
结果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引发出大量的变革，影响人们根深蒂
固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将技术和国际金融的结构单独拿出，
作为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过，是不是技术永远引发变革，
或者其他地方的变革导致技术革新，还不可能确定。我们的
观点是，如果不考虑偶然因素，许多因新技术而可能成为有
竞争力的创新，但如果没有融资方面的变化的话，是不可能
在企业战略中实现的。二者相互配合，改变了人们的分工及
工作地点，创造出政府现在努力追求的财富。

一　技术决定分工

“国际分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ｕｒ）仅仅是描
述人们上班后干活的一种时髦的方式。它只不过是几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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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合—制度和市场，它们决定了谁生产什么产品或提供什
么服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以及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
术四个生产要素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这些要素中，迄今为
止技术通过在结构上改革在国际间联系密切的生产系统而具

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些可以称为新生产形式 （ｎｅｗｆｏｒｍ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技术变革加速强化了生产者向市场提供新产品
和服务，以及用新工艺改进老产品的能力。比如，想想今天

３０岁的人当年出生的时候，还很少有计算机；那时侯所有办
公室的标准设备是一台打字机；巨型喷气客机还只在研究阶
段；越洋电话是通过海底电缆，不是卫星；在发达国家以外，
电视根本看不见。
技术革新在新型供应方式方面释放出的飞速变化，提高

了企业同样飞速退出竞争游戏的风险。如果选错了技术，或
者在管理、生产或市场营销上没有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将
很快导致利润下跌、市场萎缩，最终被人收购或关闭。不少
大型工业企业如 世通和邓洛普 （Ｄｕｎｌｏｐ）轮胎，都已像咧
嘴傻笑的柴郡猫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Ｃａｔ）一样销声匿迹，身后留下的
只是供新老板挖掘的品牌形象。许多企业失败，是因为对抢
占一国市场份额远远不够这一点意识太慢。随着产品寿命缩
短，在新工艺或新产品上捞回投资的时间更少。另外，投资
技术革新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迫使几
乎所有行业的生产和服务企业到国外寻求更大的市场，并在
当地建立自己的 “内部人地位”（ｉｎｓｉｄｅｒｐｏｓｉｔｏｎ）（Ｂｅｓｔ，１９９０，
第２６０页；Ｍｉｌｎｅｒ和Ｙｏｆｆｉｅ，１９８９）。惟有如此，才能免除倒
闭的厄运。
现在看来，似乎每家企业都争着在国外建立基地。尽管

人们曾经认为国际化是专属大型私营公司的事情，但时至今
日小企业和许多国营企业也加入进来了。使得这些成为可能
的是贸易和投资壁垒的衰败。并不是美国人、日本人或欧洲
人一统天下；也有台湾或韩国或印度，甚至匈牙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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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剩下的结果是，拥有与全球市场某种联系形式的企业目
前占据了全球生产结构的大部分———无论在原材料，还是在
生产和服务方面。在生产厂家与销售商家纵向整合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加强的同时，政府和像关贸总协定这样的组织的
贸易调控能力在下降。①

全球生产体系和结构还没有得以一夜之间统一整合。虽
然过去的经验已经久远，但是直到１９６０年代，我们今天所谓
的全球竞争才在石油和其他同类的资源加工行业初见端倪。
固然有很多跨国投资，但主要还是替代进口，且仅是以发掘
某一特定国家竞争优势为基础的。② １９６０年代，有些企业开
始以生产、贸易和融资相结合的形式向海外投资。这种结合
为整个企业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竞争优势的源泉，威胁着强大
的民族企业的基础。开始阶段比较慢，而且局限于劳动力差价
占重要地位的几个行业。然而，从１９７０年代开始，这样的进程
开始加速，也涉及相当不同的生产要素。表２－１简要说明了不
同时期推动特定行业迈向全球竞争的生产要素的变化。

表２－１　全球竞争的变化本质

年代 （１０年） 要素 受到威胁的民族工业

１９６０年前 自然资源 石油、铝业

１９６０年代 劳动力密集型 纺织、鞋、简单组装

１９７０年代 资本密集型 汽车、机械、化工

①

②

有几个例子。比如，１９９０年物价下降，马来西亚决定保住世界上６０％
棕榈油生产和出口国的地位。与世界银行政策的精神相反，马来西亚将
它所有的棕榈油出口商合并成一个联合大企业，以阻止它们在向类似印
度这种主要棕榈油消费国贸易机构推销产品时相互竞争。马来西亚也许
不会成功，但其他国家甚至没有这个实力去尝试一下。

关于早期单个公司和具体行业活动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精辟的总结和
原始的资料可以在下列文献中找到：Ｂｕｃｋｌｅｙ和Ｒｏｂｅｒｔｓ（１９８２），Ｃａｓ
ｓｏｎ （１９８３），Ｆｒａｎｋｏ （１９７６），Ｈａｎｎａｈ （１９７６），Ｍｙｔｅｌｋａ （１９８６）和

Ｗｉｌｌｋｉｎｓ（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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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１

年代 （１０年） 要素 受到威胁的民族工业

１９８０年代 技术 消费电子、电信

１９９０年代 信息 金融服务、媒体、“系统”业务

创造出口的第一波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普遍。这些投
资受日本企业带动，但又不受日本企业的制约，被米夏莱特
（Ｍｉｃｈａｌｅｔ，１９７６）称为 “车间”式下属企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ａｆｆｉｌ
ｉａｔｅｓ），以区别于早期在国外 “克隆” （ｃｌｏｎｅ）公司业务的
“中转”式下属企业 （ｒｅｌａｙ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ｓ）。这些车间只负责对劳
动力差价最敏感的那部分生产过程或最终产品部件，主要分
布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 （Ｇｒｕｎｗａｌｄ和 Ｆｌａｍｍ，

１９８５）。实践证明，这些国家的收益有时是短命的，初期的优
势逐渐因其他国家参与竞争而消失。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章详
述。不过，有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就凭借已经培养起来、能够
帮助吸引以后投资者的熟练工人队伍，努力保持住了这种早
期投资接受国所具备的优势。
通过把跨国经营活动更加密切结合起来并为产业结构调

整提供最强劲推动力的，是从１９７０年代开始出现的新情况
在竞争战略方面，创新持续不断，改变着 “游戏规则”。下
一章对此予以详述。这些创新得以实现，关键需有三种情况
发生。首先是信息和运输技术对降低跨地区管理实际成
本———和风险———的影响。其次是技术创新改变了有效经营
规模。第三是需要花样迭出的金融手段以配合越来越复杂的
跨国交易。
不足为奇的是，一体化障碍最小的发达国家对这三方面

的应用最为广泛。有的国家，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含量大的行
业，则一直要等到管制被解除。如１９７５年华尔街对经纪人佣
金解除管制引发了其他金融首都的革命———即伦敦的 “大爆
炸”（ＢｉｇＢａｎｇ）改革。因而导致了在原先民族企业独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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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国际竞争。日本的证券公司如野村 （Ｎｏｍｕｒａ）如今在美
国自己的后院里挑战诸如美林证券等巨型企业，而美国公司
又与日本人一道在各自专有领域内对付欧洲领先企业。同样，

１９８４年美国依反托拉斯法取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垄断供应
商地位。在这一里程碑式的决定之前，电信行业的全球化发
展相当缓慢。英国和日本为振兴自己奄奄一息的垄断企业，
采取相应措施，迫使所有主要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到１９９２
年，在管制和公共采购限制性障碍最厉害的行业如军工 （ｄｅ
ｆｅｎｓｅ）、制药和信息产业，欧洲采取的措施在本地区范围内产
生的影响是差不多的。在其他行业，因为管制措施较松，富
有创意的综合性战略得以较早兴旺和发展。
结果如第一章所言，在发达国家之间外国直接投资得到

爆炸性发展。只有日本相对孤单，外国投资流入较少。美国
在１９８０年代吸收了外国直接投资的６０％，其吸引力不仅仅是
它的市场规模，而且还在于其为企业提供适宜稳定的政治环
境①。事实上这一点与企业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认识正相反。
确切地说，对地理优势的看法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最近对
发展中国家外国资本总量的评估说明，如果用国民生产总值
衡量的话，今天的地理优势还不如１９００年②。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即便西方五大国吸引了全世界外

国直接投资流量的７５％，但作为五大主要出口国，他们的优
势要小得多，只占４５％。在发展中国家未来外国直接投资增

①

②

然而甚至美国也因为事件的发展之快而感到威胁。尽管美国在经合组织
所有国家中外国介入国内经济活动的比例最小，１９８８年制定的贸易综合
法案 （埃克森—佛罗里达修正案）授予总统限制外国公司收购本国经济
项目的权力，理由是为了国家安全。这项变革的意义要通过具体实施来
体现。到目前为止，在提交给高层政府间委员会的１００份正式报告中，

只有两份送到了总统手中且都被批准，虽然其中一份的增补内容是允许
外国收购，但核武器生产部门除外。

像通常那样，在股权资本化基础上的估算，会低估整个跨国企业的影响
力。以后章节要介绍，非股权计算方法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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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扩大贸易的地位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其影响值得研究。
本书将对此专门进行探讨。
只要信息技术允许经营活动跨国整合，其他技术形式就

会对每种经营活动内发生的一切进行调整。它们为生产范围
愈加宽广的产品和服务培养新的能力，而不用缴付额外的成
本费用，或将昨日呆板的工厂改头换面。更进一步而言，系统
技术能够做到减少对需求变化或处理订单作出反应的时间。
这些系统既适用于企业内部，也适用于企业与市场联系的过
程中。如果说技术也许降低了企业的最低有效规模的话，创
立企业内部沟通和控制系统则在很多情况下帮助企业整体上

提高了最低效益规模。但是，我们在第三章将了解到，这种
情况只出现在某些行业，且程度各不相同。
这些新生产形式已经使主要跨国企业内部进行相当大的

调整。对于发展中国家，这既是好消息，又意味着坏消息。
坏消息至少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只要存在这种调整，就会
造成新的进入障碍，第三世界企业参与竞争就会更困难。第
二，随着开发新生产形式的成本上升，许多企业在如何集中
优势力量优先安排项目方面必须作出坚决而且艰难的选择。
有力量四面出击的企业基本没有。许多企业选择专注于自己
最了解的业务和市场。而有些企业则从较小的国家撤出。不
少大银行如美洲银行和劳埃德银行，因对变化无常的资本市
场有切肤之痛，正在收缩系统以保卫大本营。
第三个不好的方面存在于技术产业。纵然———有时这样

说都属于夸张———专利保护系统没有泄露工艺创新产品的最
要命的线索，创新企业现在还是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自己，为
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推向市场留有余地。对于发展中国家，
这种创新的内部化使得他们觉得与创新者直接达成交易更理

想。因为靠支付专利费获得创新技术的其他方式根本不存在。
为抵消这笔费用，有的国家就可能在原来技术转让的基础上
自行开发。如劳尔 （Ｌａｌｌ，１９８５）及其他学者所言，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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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已有能力创造出 “本地化技术优势”。其强调的就是他
们对低工资国家相对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借此建立他
们在邻国市场上的优势。但是这些补偿措施远不足以弥补他
们在进行技术投资、参与全球竞争方面欠缺的能力。

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消息的是变革打开了难以预计的机会

之门。其一是生产手段的变革。比如在１９６０年代，有一种说法
认为，拉丁美洲发展轿车工业没有前途，因为当地市场规模小，

意味着小工厂不可能在成本上与进口汽车竞争。这种观点没有
想到的是，电子技术的新型灵便的生产手段大幅度降低了工厂
的最低经营规模，为生产零部件出口至美国或欧洲的大汽车公
司，或卖给这些公司在当地的分工司开创了新的机会。例如巴
西，变革意味着本国公司手中供应链的增值部分大大增加。大
众、福特，以及其他大公司调整供货政策后①，巴西的汽车配
件出口大幅度上升。用第一章的矩阵图来看，这些出口当然尚
未 “成年”，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有价值的，能够说明为什么跨国
公司的投资份额与他们的贸易份额不对称。

随着创新的第三世界企业如肯尼亚的ＣＯＭＣＲＡＦＴ发现，

比他们大得多的对手跨国公司系统太复杂太昂贵，可以简化，

机会的第二种源泉出现了。随之而来的是盈利上升，特别是
如果与收购竞争对手放弃的边缘业务结合起来，开辟了新的
增长渠道。那些 “理性”地计算优势的人对此是始料未及的。

第三种机会来源于不少企业越来越愿意认真对待非传统投资

形式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而且也还是在
他们盈利微薄的边缘的业务上。较新且力量较弱的对手也会
采取同样的姿态，努力寻找新颖的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形式，克
服在与世界级公司正面抗衡中遭遇的劣势。这些机会既有风

① 肯定地说，这些公司一直受到巴西有关制度和诸如ＢＥＦＩＥＸ等计划实施的
影响 （详见第四章），但是如果基本的经济情况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不会
改变投资来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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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成本，也蕴涵收获。因此要到本书第五章才从更广泛的
角度对各种影响关系进行更全面的对比。
处理好这些新的系统和机遇对企业领导人的能力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要培养胜任且不断增强的能力就要求加大人力
技能投资，为后来者进入国际体系设置新的进入障碍 （ｅｎｔｅｒ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以后将会看到，这些障碍正在逐步拉开胜利者与
输家的距离。不过任何一家企业独自应对所有新的挑战的能
力毕竟有限。许多最大的公司如富士通和通用电气，发现自
己不得不与竞争者结盟，才能创造出足够的全球优势规模。
但结盟带来新的问题：同床异梦。学习如何摆布合作对象之
间的利益矛盾，是一种尚未被人们完全理解的挑战。管理人
员就好比政府的新任部长，正在学习如何成为政治家，摒弃
那种不结新盟照样 “制胜”的肯定说法。
不管企业领导人的技巧如何娴熟，如果企业财务管理方

式不进行配套调整，生产结构的变革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随
着竞争节奏变得愈加疯狂，人们更强烈地需要以更快的速度
清点现金盈余。如果财务部门效益不高，新技术带来的好处
就会削弱。通讯和信息革命使得企业能够更加积极地对财务
工作进行更集中的控制。此外，主要跨国公司已经能够在为
全系统融资中获取关键的效益。除本国市场外，他们现在已
经走向国际市场，特别是欧洲货币市场，而不仅仅是本国市
场。随着近期情况的发展，如货币调剂和一揽子货币贷款，
他们已经能够降低资本成本，减少多种货币资产暴露风险
（ｒｉｓｋｏｆｅｘｐｏｓｕｒｅ）。因此，我们现在转而研究一下金融结构。

第二节　国际金融结构

我们的国际金融结构是指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信
贷得以发生和买卖，并进而决定资本用途的制度。这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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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理解的掌管汇率平价的国际货币体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
ｎｅｔａｒｙｓｙｓｔｅ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虽然两者可能相互影响
———比如有的国家努力控制资本流出，以达到保持既定汇率
的目的———但是理论上它们的区别是相当大的。尽管它们对
国家和企业谈判有重要影响，还是需要单独研究。

２０年来变化最快的还是国际金融结构，从过去以国家为
中心的信贷体制转变成为单一的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体系。与
以往靠几个买卖汇率的经纪人联系起来的系列国内金融系统

不同的是，我们现在永远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其中客观上
分开的各国市场运转起来就好像在同一地方。决定权已经从
原来主要立足国内兼有跨国交易的金融结构转移到了主要面

向全球的金融体制手中。在这一种体制中，国家间在市场、

制度和法规方面尚存的些许差别只是作为过去一个时代的遗

迹而存在。至少在发达国家之间，各国政策趋同的压力是不
可抗拒的。

彼得·德鲁克在说到 “资本的流动，而不是货币……已
成为世界经济的驱动力” （Ｄｒｕｃｋｅｒ，１９８６，第７６８页）时，

也许过分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但却指出了全球环境中的一个
中心问题，世界经济控制重大事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宏
观经济，因而国际金融结构的发展对各国创造财富行为之不
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２０年前，许多较小的国家多多少少隔绝于全球市场经济
之外。如今，除了阿尔巴尼亚和缅甸等国①，这种情况已基本
不存在。不过，即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国际组织建立了联
系，以便于本国申请贷款和满足世界银行等机构关于实行更
“外向型”政策的要求，很多国家还是保持着旧金融体制孤立

① 缅甸１９９０年宣布旨在改革银行体系的新方案，邀请跨国银行到国内提
供必要的专门服务和技术指导，即使这意味着某些国家垄断经营收入会
减少。同样，阿尔巴尼亚也在１９９０年的一项法案中批准外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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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低效的特点 （Ｄｏｏｌｅｙ和 Ｍａｔｈｉｅｓｏｎ，１９８７）。精心设计的汇
率管制系统，再配以受政治影响的国内信贷配额程序，就足
以使国内经济的关键部分避开国际经济要求。在一个国家里，
凡是这些国内因素影响大的时候，国内经济在微观层次上的
任何具有深远意义的调整就受到阻碍。特别是国家对从出口
替代型投资转向创造出口型投资寄予的希望，可能因行政上
办不到而泡汤。简而言之，不能完全调节自己以适应新型的
全球一体化金融体制，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不利条件。
国际金融结构性的变化其后果可以用两个词概括：创新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流动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二者一道构成了１９７０年代
发展中国家贷款激增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也很好地说明了为
什么１９８０年代资金会从南方回流到北方 （见图１－３）。

一　创　新

如果要充分评价近期国际金融体系的创新情况，人们可
以回想一下，在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花钱 “买”钱就像买任
何一种商品，是永远可以做得到的。今天要用的钱可以用将
来某天要还的钱买。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或计划经济国家，
贷款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由政府机构调配，市场并不参与。
在市场经济国家，关键在于信贷交易的每一道程序都赚钱。
买卖钱的人 （银行家）将揽来的存款以期票形式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ｔｏ－ｐａｙ）贷给借钱的人。早从中世纪开始，银行家的期票先
是作为贷款工具，以后作为当之无愧的交换手段而变成了钱。
后来的政府期票也是如此。开始时他们也是作为交换黄金的
保证书，但不久就变成了一种货币，一种常规的商品和服务
交换媒介。一段时间以后，一般是在战争期间，政府得以终
止他的履约保证，这样纸做的期票也就完全变成了纸做的钱。
三十多年来，全世界市场经济迅速经历着同样的信用工

具如何变成金钱的演变。（这一过程）从欧元市场开始，银行
通过创造新的信用工具———先是欧元贷款，后是定期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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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是所有商业票据 （即更多由企业直接签发的期票），开始
在一种新型的、不受约束的国际银行系统中创造金钱，因而
增加了世界货币供应量。因为信用工具与过去一样，不久就
作为交换手段流通起来。大量可利用的贷款使投资得以持续，
贸易渠道得以疏通。
只要产出的增长速度与新 “货币”扩张保持一致，结果

就都是好的。虽然不少理论将战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归功于关
贸总协定谈判取得的贸易自由化和关税壁垒降低，但是增长
的真正动力似乎更像是信用的创造。它虽然从各国政府通过
马歇尔计划和其他由国家倡导的措施开始，但其继续发展却
是通过跨国公司和银行在相互配合发行可交易商业票据方面

的金融创新实现的。
问题出现在１９７３年以后。当时大笔信贷落入产油大亨之

手，而他们竟不知如何花掉这笔刚发现的财富。世界经济受
到通货紧缩的打击。石油消费国不愿意检查自己的开支，导
致滞涨现象的发生：缓慢增长与通货膨胀并行。如果不是银
行迅速将这些石油大亨们未花完的钱投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

和企业，去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和似乎至少在初期相对较高的
潜在增长率，那么滞涨的情况恐怕还要严重得多。
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据授权贷款还是靠西方各国

纳税人民主选举的政府代表投票决定是否扩大也就是对外援

助的政府间贷款，这种迅速的循环投资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银行的信贷权没有受到管理国家金融结构的谨慎严密的

规章制约的话，也不可能发展到如此规模。但这并非否
定———正如１９８２年债务国幡然醒悟所清楚揭示的———信贷不
加控制也有风险。风险当然永远分为两种：信贷过剩导致通
货膨涨，或信贷不足导致通货紧缩。
银行业务规模扩大主要取决于两类创新：技术创新和结

构创新 （Ｅｎｋｙｏ，１９８９）。迄今技术创新包括发行支票簿安排
货币转账思想，使用塑料货币和支票卡，或银行之间自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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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资金转让和票据交换系统。结构创新意即银行采用新的信
贷工具或开发新的业务，如１９６５年花旗银行发明的存款单，
或１９７０年代中期美林公司引入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可转让
支付命令活期存款账户等。
结构创新开始于１９６０年代创立的控制相对较松的境外美

元市场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Ｅｕｒ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ｍａｒｋｅｔ）。当时美国银行正在
设法绕开国内市场烦人 （而且昂贵）的各种限制。第二阶段
引起的变化则更带有根本性，难以逆转。银行培养出了一个
新的提供金融服务的角色，比如杠杆收购，为大企业客户推
销商业票据，或向欠发达国家推荐重整战略。他们不再只是
在存户和投资人之间充当中介。他们变成了金融服务供应商，
变成了多少有些自主权，遍布全球的金融市场这一宝库
（Ａｌａｄｄｉｎ＇ｓＣａｖｅ）的守门人。
接下来的创新从１９７０年代开始。当时银行开始将海外分

支机构当作独立运营的利润中心看待，而不仅仅是对海外发
展感兴趣的国内客户的海外服务柜台。美元基金及其他中短
期贷款流动性的加强拓宽了商业企业的机会，但同时又增加
了各国政府的风险，因为他们作为从整个金融体系寻找资金
的债务人，既是国民经济的舵主，又是负责维持和提高本国
信誉的绝对权威。这就是１９８０年代上演的企业—政府谈判迷
你剧的剧情。谈判受到１９７０年代新开发的机会和１９８０年代
不断增加的风险的双重影响。两个时期中政府和企业的决策
都因金融结构的变革而极为复杂起来。

二　流动性

金融结构变化极大地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新的体系不
像在一国制度中由政府部门管理，按照公认的、相当稳定的
规程放款，发行并交易信用工具，而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由
银行和金融运营商组成的新型网络。它们通过廉价、可靠、
快捷的沟通手段连接起来———但运营的规章制度却远没有那



５０　　　

竞

争

的

国

家

么完善和苛刻。
技术创新引发的机会如此众多和激动人心，人们很难充

分把握变化的全貌。我们拥有的是由超越国界的资金流更加
紧密联系起来的世界，而不是各国经济主要靠贸易连接起来
的世界。每周或每月的国际金融流量价值都比商品流量大５０
倍 （Ｓｐｅｒｏ，１９８８）。与劳动力或商品流动相比，世界经济中
资本的加速流动基本是按照不同的规则进行的。
流动性愈强，造成的易变性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愈烈。凡是常

规经济理论预测采用浮动汇率会消除金融危机，缓和市场，
软化调整措施，实际情况往往正相反。随着易变性增强，变
化的范围及方向就越难以预测。虽然到处都有专家的意见，
但自相矛盾者居多。汇率或利率应保持在什么水平、波动幅
度应有多大，成了对政府和企业极为重要的事情。对于发展
中国家，易变性增加了对其国内政策和规划的直接影响。而
霸道的美国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主张，本国又因决定向外国
银行大量举债、毫无保留加以接受的开放性，极大地加剧了
他们的脆弱性。虽然企业在物资和财务上流动性更大些，但
也难逃这种风险，尽管程度上稍小些。发展中国家———实际
上也包括发达国家———决策者们经历的无力和无奈便经常助
长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如果再加上国际政治经济其他很
多方面的问题，在软弱的国际体制中，全球性变化对单个国
家影响的偏差和不可预见性将继续存在。

三　债务危机

结构性变化与流动性加大相结合，以国家利益作为代价，

加强了金融市场 （及其经营者）的作用。通过促进资源从顺
差国家循环到逆差国家，只有保持这种流动，这一系统的稳
定性才不会受到损害。１９８２年这种流动被突然切断后，人们
才得以看清楚这一依赖性造成的后果。如果债务国不履行债
务或延期还债，银行系统———以及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就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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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新的无力还债的风险。
债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影响不均。可以在四类国家得到

反映。第一类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他们并没有超越自身
规模大量举债。虽然错过了１９７０年代快速增长的机会，但随
后却免除了银行贷款中断后社会和政治上的脆弱。１９８０年代
早期，印度人均外债大约是３０美元；而巴西是４８０美元
（Ｎｕｎｎｅｕｋａｍｐ，１９８６，第２５页）。第二类国家如肯尼亚，从
来没有能力向银行借上多少钱。随着利息上升、商品价格下
降、负债国争夺出口市场的竞争加剧，这些国家对资金的需
要也与日俱增。国际组织和援助国尽各自所能弥补这个差距，

其方法是提供特别待遇和新的信用透支，但也就是勉强使他
们从金融角度得以维持下去而已。虽然这种更密切的关系无
意间扩大了这些国家政府的作用，但却迫使他们面对走政治
钢丝必然带来的、贷款机构附在 “援助”上的风险。

另外两类国家可谓 “负债累累” （ｈｅａｖｉｌｙｉｎｄｅｂｔｅｄ）。他
们又分为 “安全”（ｓａｆｅ）和 “不安全”（ｕｎｓａｆｅ）两种。有些
国家像马来西亚是 “安全”的。因为他们没有超过自己的偿
还能力借债。另有一些国家也 “安全”，因为他们能够在１９８２
年以后的调整期内获得外交上的帮助。美国出于地缘政治动
机，向墨西哥提供大量的政府援助①。韩国也正式以 “重建”

为借口，从日本获得了特别援助。多少年来，战后签订的条
约已形同虚设，但没有任何一方对此有所顾虑。日本政府知
道，用３０亿美元帮助韩国偿还外债符合许多在韩国投资办厂
的日本公司的长远利益。结果在债务 “危机”后期，韩国政
府从没有与外国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过。

“不安全”、负债累累的是那些借债过多却又得不到任何
特别的国际外交帮助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所谓 “强制调

① 必须注意，即使银行与波兰有财务往来，德国政府还是不敢这样做，他
们让美国承担一部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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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期”（ｆｏｒｃｅ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Ｍｅｎｔｒｅ，１９８４）产生的影响，反
映在国内调整的主要负担常常落在了工薪阶层身上。在债务
危机的前两年，巴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３８％，失业
率上升了１３％，消费价格增加了一倍。１９７０年代外国银行在
巴西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为他们以后在调整期赢得了中心

地位。但是他们在巴西的所作所为，因其本国———主要是美
国———金融当局和政策而变得复杂起来，因为领头的是美国
银行，所以遭遇最大风险的也是美国银行 （Ｆｒｉｅｄｅｎ，１９８７；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１９８６）。
在１９８０年代漫长的债务危机中，决定债务国中谁输谁赢

的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国内政策 （Ｗｅｌｌｏｎｓ，１９８７）。１９８０年
代对美国银行监管调查证明，政府采取维护本国银行偿付能
力的政策是如何加深债务国调整期的痛苦的 （Ｐａｕｌｙ，１９９０）。
理论上，美国措施谨慎使美国银行不能向任何贷款申请者借
出超过自有资金１５％ （以后是１０％）的贷款。但实际情况
是，这些规章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使得银行能够 “假装”给
国营企业的贷款不是给 “国家”的贷款。虽然１９７８年成立了
跨部门国家风险暴露检查委员会以收集有关情况，但没有人
认为银行业真的当回事，或者按照相应规定去做了。１９７９年
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有些已经向巴西和墨西哥贷出１００％或更
多自有资金的美国银行，实际上是提高而不是降低了在巴西
的暴露风险。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竞争不断加剧。他们渴望利润和市

场份额，降低利润指标，造成不必要的风险。由于害怕贷款
拖欠越来越多，美国货币当局坚持采用更严格的资本／资产比
率收紧银根，迫使美国银行拿出更多的利润用作储备金。由
于贷款能力下降，他们就过分渲染欠债客户的困难。鲍利
（Ｐａｕｌｙ，１９９０，第４１页）得出的结论是：为强化市场效率和
机构竞争力而设计的制度改革……为多数银行退出发展型融
资提供了有效而明显的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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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政府早一点采取更大的步骤缓解主要债务国因

调整而带来的痛苦，而不是仅给予墨西哥特别的双边性援助，
所有这些都可能无关紧要。虽然１９８６年的贝克计划是迈向正
确方向的一步，但已是在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
为痛苦的调整期之后。此外，这一计划还不足以让银行界相
信，可以接受联合融资的风险。为免除债务国的负担，１９８９
年的布雷迪计划 （Ｂｒａｄｙｐｌａｎ）建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提供财政支持。日本提供补充贷款，条件是这些国家
发动经济改革。这样的做法听起来也不错，但８个月以后，
仍只有４个国家获得这种优惠：墨西哥、委内瑞拉、哥斯达
黎加和菲律宾。
调整时期最关切的问题是保证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收回

贷款。信贷短缺对债务国的影响倒是次要的。对于这种冷漠，
债务国中第二类的肯尼亚和第四类的巴西自然体会最为深刻。
冲击带来的后果甚至更为严重，采取的各种计划没有恢复外
国银行或者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他们不太愿意以常规的外国
直接投资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最困难的债务国。例如，我
们在巴西调查过的许多外国企业规定只能在当地创造的利润

基础上进行资本预算，减少汇回本国的红利。然而此类规避
风险的措施阻止不了这些企业用其他方式深深地介入当地的

经济。

四　资本转移的其他手段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ＵＮＣＴＣ）指出， “流向发展中国
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减少，并不表示跨国公司忽视了这些
地区。实际上……他们利用直接投资以外的各种业务方式，
扩大了他们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这些非资本安排方式）包
括许可证协议、特许经营、分包、管理合同和合资企业”。这
些非传统投资方式到底发展如何值得探讨，因为没有任何可
靠的预测。不过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全球金融结构的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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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它们是 “看不见的投资”，正如向外国人出售银行、保险
和其他服务也赚得外汇，被人们称为 “看不见的出口”一样。
根本问题是企业已在本国投资开发产品，现在做的工作是通
过跨国转让技术诀窍获得额外的投资回报。
以东道国眼光看，尽管没有资本转移，但是许可证费用

正好相当于债转股的红利或贷款利息。然而非传统投资形式
却没有确切可靠的定义；在投资人代表某种无形投资的卖出
（ｓａｌｅ）与不代表无形投资的卖出之间，其区别并不容易发现，
特别是在交钥匙承包合同中。根据欧曼 （Ｏｍａｎ，１９８４，

１９８９）的意见，关键的标准在于这种方式是否含有某种卖方
要承担的风险———以及在将来收入中占有一份的某种希望。
但是，与传统的产权投资不同的是，在非传统投资方式中，
双方承担的风险与实施控制的程度没有必要存在对应关系。
这是某种需要谈判的东西。
如果跨国公司认为非传统投资形式很重要，就可能有条

件实行完全控制，非传统投资形式使巴西得以发展汽车配件
产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用汽车公司增加了在当地的配
件采购量。为了保证这些配件符合总装厂的质量标准，公司
自己稍微夸张地称将 “一个团的工程师”花钱从底特律派往
巴西。其中一些人在巴西一呆好几个月，为当地合同商达到
公司的质量标准提供咨询。在公司财务中，这些费用应当列
在工资或劳动力费用项下；而对于巴西，它代表的是一种时
间和资源的投资，也是一种技术转让。虽然通用汽车公司降
低了在巴西的金融暴露风险，但没有降低它的长期承诺：在
当地总装厂的持续成功关键要依靠当地供货商的质量与可靠

性。每一家供货商都需要不断地提供支持，以随着技术和竞争
标准的变化提高自己的能力。
在其他情况下 （第五章更充分讨论），使用资金转移的非传

统投资替代方式明显提出了问题的次优解决方案。不过这些方
式得以用起来，说明人们的视野还是要超越债务和外国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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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流量，去更充分地把握跨国公司是用什么方式将自己的触角
延伸到即便是最困难的国家中去的。流向欠发达国家投资量减
少反映了债务危机引起的不稳定问题，与前述在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内部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上升的情况是不对应的。但至
少在某些行业，这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扩大业务并不必然
不一致。在这些国家，增长情况要好一些或市场得到保护，跨
国企业不用进行新的资金转移就可以扩张业务。不管是用某种
合同形式，或当地国家增加资金，企业就可以继续扩大他们对
当地经济的参与程度。此外，他们也改变着他们选择应付的风
险的本质。不过，无论用什么方式对这些方法加以区分，它们
都是涉及外国资本的交易行为。

第三节　政治规则

我们现在研究影响谈判氛围的第三项规则：政治背景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自经济和竞争规则的
较量容易引起矛盾，因此就出现了选择上的两难境地。在许多
情况下，它们并不是自愿选择，而是世界体制的产物。而且常
常被人们理解成有背国家利益。为探讨个中原委，首先，我们
自己必须先精确一些：“政治背景”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很明显，分为两个部分：国家之间的和国家内部的。政

治经济学家可能会说，两者都是安全结构的不同侧面。正如
生产结构由生产什么、什么地方生产和谁生产的各种安排构
成一样，安全结构由决定为人身和财产、国家和企业提供安
全保障的各种安排构成。在国家层面上，现今这种安全是从
某种国家间力量平衡中引申而来，一旦破裂，战争随之而来。
在国家层面上，企业和个人的安全程度一般从政府维持法律、
秩序以及不断强化的管理行为中获得。但是政府同时可以威
胁取消或侵犯企业或个人的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因而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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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术语表示的话，全球安全结构的变化———亦即谈判
的背景———可能既发生在国际层面上 （因为国家间关系在改
变），又发生在国家层面上，原因是国家与社会学家所称的
“公民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之间的关系也在改变。
例如，如果企业母国与所在国交战，那么与后者谈判就

肯定要像英国企业在阿根廷体会的一样，受到严重影响。公
司财产甚至可能会像１９４６年在美国或英国的德国企业财产被
没收一样。同样，谈判也可能受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如果
东道国政府似乎要失去对公民社会的权威性，或失去权威的
合法性，企业安全就处于危险之中。先例之一是１９７６年南非
索维托骚乱，外国公司马上就不太愿意投资该国。另一个稍
微不太极端的例子，是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巴西萨尔内政府合法性
不断降低，控制上失去理智，无疑刺激了部分资本撤出巴西。
这种情况反过来强化了外债、外汇管制对企业规划的行政性
阻碍以及外国人不愿意在本国增加投资的恶性循环。

一　国际政治

人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主要变化很了解，也很理解。第
一种变化就是人们常说的从两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是否像
字面表示的存在多个力量大致平衡的权力中心，还有待探讨。
实际的含义是，现在的世界不再像１９５０年代和１９６０年代分
成两大武装阵营，其中中国在１９６０年后引起前苏联阵营的某
种分裂。每个超级大国相对于其盟友的主导优势，来自于它
有能力提供核保护伞。一旦超级大国就军备控制开始谈判，
这种主导优势便显著降低。
如果人们觉得超级大国还有主导优势，那也是出于其他

原因。比如，现在美国对韩国的优势就不完全建立在它提供
的防止北方侵略的军事保护基础之上，而是越来越以美国向
韩国关闭出口商品市场这种威胁为基础。美国用巧妙的方式，
通过其跨国公司的市场强势创造了另一种经济霸权。１９６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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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８４年间，一方面美国在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份额下降，
另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在世界制成品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却

上升 （Ｌｉｐｓｅｙ和 Ｋｒａｖｉｓ，１９８７）。约瑟夫·奈 （Ｎｙｅ，１９８４）
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当时他发现对１９８０年代美国企业实力
的研究与１９７９年代初的研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虽然美国的
实力已相对削弱。他的论点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成功已不大取
决于美国的霸权，因此对吉尔平 （Ｇｉｌｐｉｎ）较早的论断提出挑
战 （１９７１，第５４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强权下世界和
平的消亡以及反对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活动的力量的崛起，
结束了它们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宰。
这些变化对我们研究的三个国家的影响是相当不同的。

肯尼亚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在超级大国主宰的两极世界里，
它从未在大多被人忽视的这块大陆上占据过重要的战略地位。
马来西亚受到的影响最重。① 在这个国家里，投资的政治环境
已经从１９５０年代竹幕国家 （ＢａｍｂｏｏＣｕｒｔａｉｎ）西侧最受青睐
的前沿阵地崛起成为１９８０年代充满活力的、经济上重要的地
区一员。在１９５０年代，新政府由于与共产党发生内战而担心
将来的防务和安全。英国作为东南亚公约组织 （ＳＥＡＴＯ）成
员，在亚洲的反共主张与美国是共同的；同时，让马来西亚
留在英镑区对它还有更直接的利益。结果就是１９５７年， “在
大英帝国解体历史上少有的一宗交易”。当时马来西亚同意将
出口橡胶和锡赚来的外汇盈余以英镑存入伦敦的银行，英国
则承担保卫马来西亚安全的责任。这样，独立之后对殖民地
的依赖得以延长，对英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影响极为明显。
只是在马来西亚联邦解体后，马来西亚政府才从旧殖民货币
管理局手中接管了对货币政策和储备管理的控制权 （Ｓｔｒａｎｇｅ，

① 非洲国家的例外情况一是南非，它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矿产业和贸易
线路控制以及南大西洋的监控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几个国家能有
机会在其他方面占据有利位置。它们是扎伊尔，最近又有安哥拉和埃塞
俄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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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马来西亚在早期安全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其深远影响
迟迟不去，可以很好地说明后来企业投资战略和政府政策中
的某些变化。
对于巴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拉丁美洲众多中

立国家中的主要盟国而言，两极同盟体系的衰弱是漫长、缓
慢、不断增强的相互解脱 （ｄｉｓｅｎｃｈａｎｔｍｅｎｔ）过程的一部分。

１９４７年签署的里约条约保证在和平时期美国如战时一样为西
半球提供防务。在接下来的１０年里，美国在巴西的投资激
增，使得美国公司远远领先其他国家。随后，美国在巴西的
影响力和投资均告萎缩。虽然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但是
这种衰弱还是可以归因于巴西对美国军事援助和保护的依赖

感下降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８７）。
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都相当

不同。例外的只是美国最害怕存在前苏联或中国扩张可能的
几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因美国慷慨相助
进入美国市场方便获得经济起飞。两者最充分地把握住了时
机。其他国家如伊朗或巴基斯坦，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这样做。
在发展这场游戏中，只有很少几个国家从超级大国的矛盾和
冲突里获得实质性的好处。
与所有发展中国家更有直接关系的是，第三世界对于建

立有效的穷国反对富国政治同盟的希望被彻底埋葬。这种希
望产生于联合国得到发展的１９６０年代，在石油输出国取得成
功的１９７０年代得到强化，结果在１９８０年代破灭。到１９８２年
债务危机爆发时，出席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的发展中国家
光靠团结已经不够，这一点非常清楚。自称７７国集团的发展
中国家已经发现，他们所反对的提供援助的、富裕的工业化
国家阵营，能够让他们提供更多援助的或贸易优惠待遇的要
求碰壁，或者以空洞、象征性姿态搪塞了事。
还记得在１９６４年，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在联合国的表决

权，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 （ＵＮＣＴＡ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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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已对关贸总协定的工作规则感到沮丧。这些规则规定，
凡有关贸易的谈判只能由主要供应商提出。当发展中国家希
望为他们出口产品获得更好的准入条件时，发现所谓的主要
供货商只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还有，即使开始谈判，美国自

１９３０年代基于国内立法采用的互惠谈判原则仍然意味着欠发
达国家手上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他们的市场很小，而优
惠额是将建议的关税减幅和市场规模结合起来计算的。关贸
总协定引以为荣的待遇平等只在平等对手间适用，而不利于
势力弱小的国家。
从表面上看，富国对联合国贸发大会批评的国际贸易不

平等似乎作了两项让步。其一是承认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应该
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因而以后不应该老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向
发达的富裕国家作出对等的让步。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让步
没有任何意义。在１９６０年代多边贸易谈判的肯尼迪回合中，
降低制成品贸易壁垒广受赞誉，但是对生产条件很差，因而
更谈不上出口的欠发达国家，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在纺织
业已经掀起了一股潮流，即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变得愈加
重要。１９６２年的 《长期棉纺织品协议》允许发达国家对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实施检查。到１９７４年，更全面的 《多纤
维协定》取代了 《长期棉纺织品协议》，配额制事实上终止了
最成功的棉织品生产国出口的进一步增长。
第二种让步是有些发展中国家不受关贸总协定规则的约

束。这些国家可以从有的富裕国家的优惠贸易办法或地区贸
易协定获得好处，如欧共体的洛美协定以及成立于１９６０年的
“拉美自由贸易区”和 “中美洲共同市场”等。但是，因为欠
发达国家出口商品均为在公开的竞争市场上出售的初级产品，
加之他们的制造业还不成熟，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因此所谓
让步没有带来什么好处。

１９７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原油价格上涨后，７７国集团虽然
期望很高，但却没有能够为其建议的 “油品综合计划”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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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实质性的支持。美国迫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压力，很不情
愿地同意建立北—南对话机制来考虑这些问题。随后于１９７６
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上面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

序的呼声，做出的惟一小小的让步，就是对创设共同基金会，

支持为发展中国家１８种最重要出口商品建立价格稳定机制这
一想法，以拖延方式很不情愿地表示接受。

事实证明，建立这一共同基金的困难要大得多。所以直
到１９８６年批准这一协议的国家才达到规定数目。直到那时，

像美国和前苏联这样的主要认股国还是没有缴纳所需的资金。

当时，所有人都清楚７７国集团厄运将至。人们对在国际组织
中纠集力量和选票根本指望不了什么。那是一个冷酷的、充
满竞争、人人为己的世界。

７７国集团集体失败，其受到的重创之一是企图利用国际
组织，具体而言利用联合国，以约定的 “行为准则”（ｃｏｄｅ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的方式约束跨国公司。然而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经
过十余年的协商，７７国集团未能使工业国家在 “行为准则”

草案中，用强制性的 “必须” （ｓｈａｌｌ）取代协商性的 “应该”
（ｓｈｏｕｌｄ）（Ｚａｃｈｅｒ和 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１９８８，第二章）。经合组织

１９７６年的自由、非强制性准则，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处理社会
问题的三方宣言，成为发展中国家外国投资仅有的通用指
南。① 对于那些只关心从分崩离析的冷酷世界谋取私利的国家

来说，这两者都没有发挥什么影响力。

二　国内政治

在这个人人为己的新世界中，国内政治对国家—企业间

的协商机制的影响力得到了相应的增长。稳定的、有能力的

① 依然有大量的法规和机构专门制定特殊操作性问题处理标准和程序，其
中包括多边投资担保局、蒙特利尔臭氧层议定书和巴塞尔有害垃圾过境
协议。这些机构和协议使得国与国之间得以建立某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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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不论大小）与不稳定、没有能力、甚至是腐败的，无
力作为政治或经济伙伴激发 （人们）信心的国家之间的差距
已经拉开。世界经济中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性不但没有削弱
国内政治的作用，反而对国家政治权力机构施加了新的压力。
变化的实质是在社会和经济力量之间起调节作用的功能，政
府已不再能够抛弃或埋没。
人们或许会认为国内政策首先考虑的是影响自主、安全、

效益和财富分配的那些选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前几年，
政府还有几项明确的选择。全世界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可以
选择加入前苏联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的集团，也可以选择
维持贸易、投资以及与外部世界进行其他金融交易的壁垒。
他们还可以把中立和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结合起来，作为维护
国家自主权，抵御外部压力的手段。

２０年来，大部分选择都已弃之不用。在开放的世界市场
经济中，经济增长如此迅猛，以至于没有哪一国政府能做到
对公民社会严格控制剥夺他们参与财富创造体系的机会。赫
鲁晓夫在１９６０年代放言社会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今天听起
来十分可笑，争先恐后的波兰和匈牙利已在经济改革方面领
先于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甚至还宣布，前苏联有兴趣参与管
理世界市场经济。在热烈欢迎西方投资者买进国有企业或建
立新企业，让他们将利润自由调回本国之时，前苏联政策的
根本性变化才得到真正的体现。这里，我们看到的国家就像
一位急切的求婚者，猛然意识到跨国企业能够给国家经济带
来丰厚的嫁妆。
虽然对造成变化的各种不同因素的相对作用存在不同意

见，但政府在压力之下一步步愈来愈快地投入跨国公司怀抱，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些压力使得国内政策选择复杂
化，增加了新的难题。驾驭政治权力是为了民族独立还是协
作？效率是否应该优先于福利？以国际化原则为基础的规章

制度是否应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取代政治干预？一国之内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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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至高无上？本书第四章将依据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对
这些以及其他人们同样熟悉的问题进行考察。
似乎明确的是，前苏联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已在修

正它对与企业谈判含义和本质的看法。他们没有认为这是一
场一边赢一边输的零和博弈，而是开始把它当成一种双方依
靠技巧和策略玩耍、双方都赢的正和游戏①。对于摆在面前的
艰难抉择，尤其是从整个公民社会收益分配看，他们没有任
何幻想。不过努力把握新的游戏，其回报看来是值得的。

三　国家的定义靠什么？

读者也许就此结论认为，我们的观点是哈耶克 （Ｈａｙｅｋ，

１９７９）和弗里德曼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２）已经赢得了 “国家的
作用在萎缩”这场思想斗争的胜利。他们认为的国家干预市
场愈少，对每一个人愈好这一观点特别是用在发展中国家身
上时，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特
定的社会，答案并非非黑即白，而是介于其间的灰暗。财富
有多少，表现形式如何，永远是具备不同资源和雄心的不同
的社会要以不同的方式回答的问题。从本书目的考虑，变化
的重要性在于国家作为求婚者，其间的竞争不断强化，意味
着政府丢掉了一些权力，却又获得了其他权力。他们在促进
教育和科研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迄今为止在吸引外资协助
实现国家目标创造条件方面发挥的作用大得多。这就是作者
早先论点的基础，即不管愿意与否，国家正被拉进一场崭新
的、规则更复杂、对公务员技能要求更高的游戏中。
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新的游戏改变了国家各项职能重要

性的次序。从长远看，防务功能在衰弱，福利功能的重要性
在增强。部队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国内警察的角色———有几个

① 这个观点并不新颖，已经有人在不同场合提到过，如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７５ａ）

和Ｔｈｕｒｏｗ （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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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常如此。在需要部队维持国内秩序的国家，如南非或
者北爱尔兰等，部队仍然要发挥其政治作用。邻近国家由于
看到这些军队对自己也对其内部持不同政见者构成潜在威胁，
因此在解散本国军队时表现得较为犹豫。但是全球安全结构
必定是朝着国家削减军事职能的趋势方向发展的。
相反，多数国家的经济职能愈加重要和强大。创造国内

财富以及增加出口，为购买紧缺商品和服务筹集资金的能力，
缓解了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压力。不过许多国家遇到的两难困
境是：公民社会本身分化越来越严重。谁的利益得到了最好
的呵护？人们能不能把国家设想成一个庞大的工会，而工人
们却三心二意？本书第六章讨论的社会分工使履行国家职能

的人的工作复杂起来。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奶牛的话，他们
更感兴趣的是养牛而不是挤奶。比起将军和国防部长们，财
政部长和中央银行的行长们更关心让奶牛更健康、喂养得当、

成长良好，而不是以税收形式从病牛身上过量挤奶。①

对于分析家，这里的问题是精确定义什么是 “奶牛”。如
果国家今后的目标是使本国在世界需求中得到满足的份额最

大化，那么产业政策的重要地位就会得到加强。与日本以及
程度稍逊的北美一样，欧洲人偏向 “民族捍卫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的歧视倾向一直很强烈。但是随着 “民族捍卫者”

不断加强到外国生产或采购技术的力度，这种歧视的威力和
效果正在消退。② 不管是在某些既有的完全以国内为基地的生

产商也有以外国为基地的企业的行业，还是在整个国家，其
结果就是依照 “呆在国内”或者 “走向国外”的利益给 “奶
牛”下定义的一场政治拔河。后一种情况愈多，前者抵制进
口或外国人所有权的诉求便愈加吃力。而 “呆在家里”愈占
上风，就愈不欢迎在自家院子里有外国对手存在。

①

②

同样观点见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１９８６）。

在第七章里我们挑选了关于这些趋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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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之间以及它们内部进

行的斗争。其所用的武器是贸易和服务的竞争政策和制度。双
方力量在每一方向上都有争斗，整体上对国民经济以及对具体
行业的最终影响仍然不得而知。双方也存在如何界定国家
（ｓｔａｔｅ）的问题。欧洲经济共同体既有成员国，也有不断增加的
成员地区如南意大利或苏格兰，他们的兴趣可谓南辕北辙。在
美国，各州自己中意的本地企业受到威胁时，便仓促通过反收
购法律显示自己的势力。①这样，“州”（ｓｔａｔｅ）在字面上变成了相
互冲突的利益间争端的原因。双方都想取得对它的控制权，以
精确判断它的作用以及为谁的利益管理市场。在欠发达国家，
困扰政策制定的刚好是同样的意见，尽管许多国家边界线往往
是按种族界线划分，或者涉及传统精英的作用。
简言之，要充分说明政府与企业间谈判关系的种种区别，

就必须考虑安全结构以及金融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像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连篇报告所说的，一切都取决于政府，
经济繁荣都要靠他们。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那就回避了这
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某一国政府能够，或受制约不能够以
经济上最佳的方式采取措施。政治经济学家必须透过政策选
择关心国际关系的结构背景，以及影响比照国内和全球市场
界定国家角色的安全结构背景。管理人员也应该认真考虑这
样做，否则就会对工作中许多偶然发生的东西视而不见。

第四节　思想王国

“必然之篝火”（ａｂｏｎｆｉｒｅ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是一位英国政治

① １９９０年马萨诸塞州决定保护当地公司诺顿免受英国轮胎和橡胶公司投标影
响，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顿就是一家跨国公司，

它在马萨诸塞州的投资只占它整个资产的一小部分，与英国轮胎和橡胶公
司的角逐导致被一家较为 “友好”的法国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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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于１９８９年造出来的词①。他恰当地描述了１９８０年代思想王
国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丝毫不逊于生产、金融和政
治领域更可见的结构变化，构成了外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就合
作条件进行谈判的大背景。在１９７０年代，多数凯恩斯主义
者、货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信他们分析的正确性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以及他们解决方案的效力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但是到了

１９８０年代末期，他们当中已经没有人———甚至包括马克思主
义者及其追随者———那么有信心了。摆在他们面前的证
据———从字面上多亏摆在他们面前的电视———是不确定且相
互矛盾的。１０年来关于在影响国家及其对市场和公民社会对
策的力量方面，类似的传统智慧不确定性在政治学家当中是
存在的。对于成功，再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没有简单的模
式、没有一定能管用的万应之药方。对于在全球竞争中与技
术革新带来的需求苦苦拼斗的管理人员来说也是如此。下一
章将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就这些不确定因素的本质向读者做简单的提示，而不是

进行 嗦的离题议论，或可有助于强调这一结构性变化以及
其他性质的变化加剧了企业和政府决策的困境。因为在其他
结构性变化改变了国家和企业渴望利用的选择空间的同时，
这一变化对选择哪一种可行方案投下了一丝疑虑的阴影。不
确定因素不仅事关我们追求的目标，也事关我们选择实现它
们的手段。
我们认为有关思想在三个真正的主要问题上经历了变化，

然而到目前为止任何一方面都还没有定论。

①民主对追求经济增长是帮助还是阻碍。自由的和
政治上开明 （ｌｉｂｅｒａｌ）的政权 （ｒｅｇｉｍｅ）会比专制 （ａｕ

① Ｇｅｏｒｇ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在 皇 家 国 际 事 务 学 会 的 一 次 辩 论。Ｊｕｌｉｕｓ 摘 引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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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的政权为外国企业提供更稳定的环境？

②在经济管理风格上，国家弱或者强是否就对其经
济最好。难道政府赋予企业以雄心壮志 （勇气），所以干
预越少越好。或者，只要政府当好园丁，施肥、锄草、
选种，经济就更好？

③自由贸易是否就比保护主义强。假定完全封闭的
经济已不再可行，那么关于自由的最佳时间、优先发展
行业以及最佳形式等问题仍然存在。

在所有三个问题上，教条主义者不相信浅显和普遍适用
的经济增长或政治进步理论，其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累积
的证据相互矛盾。关于政治开明化与官僚—专制主义这一问
题，１９６０和１９７０年代人们的信条———尤其是在拉丁美洲———
认为穷国的当政精英主要关心如何保住权力以及增加他们的

财产。如有必要，会以农民和城市无产者的利益为代价。正
如人们断言，精英们———官僚以及政治家———需要与当地企业
和跨国公司结成联盟。这种结盟将会使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
得以维持下去。从经济上看，既会有增长，也会有持续的贫
穷。
但是到了１９８０年代，有关第三世界落后这一简单模式的

变动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有些政权是专制的，但也是平民主
义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的，且并不是借助强制而是选票得以维持下
去。有些专制的寡头统治的政府对经济增长是有功的———如

１９７０年代的巴西和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但是其他的专制
政府如希腊的老顽固们，则不是这样。有的独裁者一直有意
建造包括外国企业的三方联盟；而其他人则对他们敬而远之，
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成绩的多样性说明，国际资本主
义并非惟一的决定因素。通用理论可疑。
在 《再请政府》（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Ｂａｃｋｉｎ）这本很有影响

的书里，编者之一泰达·斯考克普尔 （ＥｖａｎｓＲｕｅｓｃｈｍｅｙ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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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７，第２８页）的结论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关于
国家的新的或者翻新的伟大理论，而是需要对构成现代世界
国家、社会以及结构和跨国关系基础的成因规律进行基础扎
实和分析犀利的理解。这本书反映了与前几年社会学家抽象
概念决裂的趋势，强调了历史经验、文化与社会结构以及外
部威胁在政治上发展必然带来的迥然不同的后果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ｔ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政策选择反映了政府对影响国家团结和生存的
重大威胁的意识。这可比作外敌入侵如以色列和韩国，或内
乱和分裂如斯里兰卡。伊文斯 （Ｅｖａｎｓ）的结论是，在某些发
展中国家外国的跨国公司对国家或许是一种帮助，而不是一
种阻碍。他们的跨国联系纽带虽然带来新的问题，但也为政
府创造了新的角色和职能 （１９８７，第１９３页）。此外，这些纽
带甚至可以在对抗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强化政府的措施。
第二个有争议的问题———实际是凯恩斯主义的干涉论与

哈耶克—弗里德曼最低限制论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之争———或许
是主宰１９８０年代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直到１９７０年代，几乎
全世界———也许美国除外———的传统智慧都是政府应当扭转
乾坤，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于财富分配
不均、投资不平衡造成的庙穷和尚富和／或者在周期性衰退、
增长下降以及失业面前的脆弱性这些内在的缺陷中 （如Ｓｈｏｎ
ｆｉｅｌｄ，１９６５；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５６）。到了１９８０年代，即便是西
欧的富裕国家也经济萧条，增长缓慢，紧接着是几乎同样在
世界范围内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进行果断有效

的干预。
不仅如此，国家干预，尤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让

社会主义的期待十分失望。它非但没有让经济均衡和持续发
展，反而阻碍了增长，压制了创新和灵活性，以此对市场信
号作出反映。最有戏剧性地代表幻想破灭的是１９８０年代结束
时的东欧。尽管有的改革家希望保持以社会民主和福利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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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国家干预，但是所有的人都团结一致，渴望将生产和分
配系统从行政干预、无能和低效中解放出来。对摒除计划经
济的时机和方法虽然分歧很大，但对于前进的方向则十分明
确一致。
这种幻想破灭不限于在联合国统计专家所称的中央计划

经济国家才有。拉丁美洲对国家通过掌管许可证和牌照进行
过分干预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简洁有力的批判。
赫尔南多·德·索托 （Ｓｏｔｏ，１９８９）对秘鲁进行研究后推

断，政府坚持从建房或开出租车，到开商店或办企业每一件
事都要有许可证，创造了一种规模庞大、成本高昂的不正规
的经济。人们宁可承担不遵守法律被罚的风险，也不愿花钱
行贿，承受延误带来的损失。秘鲁有５０万条法律，其中有些
还是相互冲突的，但所有都是行政法规。差不多２／３的劳动
力选择不合法的工作，其隐蔽的未经计算的产出价值占全国
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９％。
我们从在肯尼亚的外国企业的经历证实了索托的理论：

国家干预代价可能很高，而且导致腐败。另外，过度借重公
有制是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预测，撒哈
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公共行业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３０％，
但却占用了可投资资金的６０％。
不过，并非所有证据都支持弗里德曼的最低限度论。在

日本和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某些行业，政府在加速工业化和
发展出口行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台湾的钢铁和造船业
一直是政府所有的。韩国的产业政策有明确的重点目标，而
且利用政治权力保证企业与计划部门的要求保持一致。在日
本，执政的自民党产业政策通过全行业企业协会得到贯彻执
行，争议则由强有力的精英式中央政府机构调解。

中央政府机构行使这种调解职能，主要通过在每个
行业和主管部门之间发展长期的多阶段 （ｍｕｌｔｉ－ｉｓｓｕ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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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关系，把对议会立法的依赖性限至最低……这种
制度似乎是精英式的，但 （其实）包容面很广，因为通
过自民党提出的政府机构意见合理性要取决于在选区层

次上选民的要求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１９８７，第６８页）

这些形式各异的国家干预虽然被很不恰当地描绘成 “官
僚体制领导下包容广泛的多元性”，但从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８０年
代效果一直很好。不过它们如何继续发挥作用则是另一回事。
随着大量新一代富裕的中产阶级开始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
有的分析者 （如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对国家干预的效果不是很肯定。
而在韩国，镇压反对党和示威的工人和学生表明，适于早期
工业化阶段的政策可能不会继续为人民接受。总而言之，国
家所有和国家干预价格其结果总体上都是不好的，但又不完
全都不好。有的国有企业一直效益良好，有的价格控制手段
（一般经过精心挑选）效果良好。对于其他问题，就任何一国
某项具体政策而言，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学派的论争既没有结
束，也没有结论。
关于第三个问题，即自由贸易对保护主义，也可以用同

样的篇幅讨论。但它当然不像双方老一代理论家建议的是一
个简单的问题———赞成保护的新重商主义 （ｎｅｏ－ｍｅｒｃｈａｎ
ｔｉｌｉｓｍ）与赞成开放、自由贸易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如果将
“四小虎”与其亚洲邻国和地区相比，他们在贸易问题上是比
较开明的，而且实际情况是二者兼而有之。韩国消费品进口
壁垒一直维持到１９８０年代。台湾地区保持高关税，直到受美
国强迫之前，一直使用货币贬值这种仍然有效的贸易武器。
甚至在日本，进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一再被美国
指控为通过不透明的分配制度搞偷偷摸摸的保护主义 （ｃｏｖｅｒ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虽然看上去是保护主义，但在经济转型过程
中，它并不必然是阻碍，甚至可能是帮助。
这一结论提出了哪一种转型对社会最好这一问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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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代中期，有的发展经济学家就成功的经济增长的含义
提出怀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以上升，而穷人的日子并没有
比过去好过 （Ｓｔｒｅｅｔｅｎ，１９８１）。例如，森 （Ｓｅｎ，１９８４，第

４８５页）认为国民经济发展仅仅是实现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目的
的手段。他指出，有的国家如中国、斯里兰卡、墨西哥和印
度，没有实现韩国那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惊人提高，不过
在个人拥有粮食、住房、教育、健康和寿命等方面显然取得
了进步。他们出口的商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却为发展中
的本国市场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比如印度，实际上在其保护
严密的市场上某些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本地的私营企业培
养了一支熟练的工人队伍，最终还是以政府认可的条件吸引
了外国跨国公司。赫希曼也强调，多多少少没把自由主义智
慧当回事的拉丁美洲国家也还是努力提高了大多数人 （如果
不是所有的人的话）的物质生活水平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１９８６）。
或许问题不在于选择理论，而在于选择时机。有些发展

经济学家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在抨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的自由主义教条时，提出在进口替代或出口增强之间进行
的选择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选择一些本国
市场加以保护是迈向成功出口之路的必然阶段。对于政策制
定者，难以决断的是什么时候调整重点，已经采取什么政策
措施使之产生预期后果。
确定有效的国家行为 （ｓｔ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的时机和形式从根本

上讲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政府协调连贯地贯彻既定
经济战略的能力受其双重政治角色的约束：既当法官又当律
师。它是市场力量各方的仲裁人、国内市场的门卫以及在没
有办法的情况下作为对立的既得利益的调解人。同时，其真
实存在得归因于将政府视作社会统治工具的各种社会力量的

结盟———无论这种统治是通过统治阶级、小党派或部落精英，
还是与国家官僚机构联合实现的。因此，政治上判断可行的
选择经济上并不总是最佳的。从我们研究的三个国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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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人们可以看到这种政治考虑的影响，不管是马来人对
华人的支配地位，巴西政府工作人员对无组织工人的支配地
位，还是肯尼亚总统亲信对核心圈以外人的支配地位。
与平常一样，政策制定者任何时候面临的政治上可操作

的选择方案的范围，任何时候都受当地条件的制约，这是他
们所依赖的权力基础，受他们控制不了的外部力量的制约。
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就可以认为，现今理论家的观点不统一
只是一种次要的因素。不过，因为社会科学理论的作用不只
是解释、澄清、增进理解，而且要证明有些政策和做法优于
其它的政策和做法，所以当今 “必然之篝火”在发展中国家
政策制订的正常困境之上又增加了一层困难。理论需要更充
分地研究一般性结构变化怎么就成为跨国企业处理国家关系

时所起的角色转换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竞争还不止于企业间的竞争，因为它涉及到世界

体系中国家的 “结构竞争力”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正如法扬泽尔伯 （Ｆａｊｎｚｙｌｂｅｒ，１９８８，第２页）所言，持续对
抗：

存在于不同的生产体系、制度、结构和社会组织之
间，其中企业发挥显著的作用，但仍然只是将其与教育
体制、技术基础结构、管理人员／工人关系、公有与私人
部门的关系，以及金融体制联系起来的网络的一个组成
部分。

我们描述的结构性调整已经将企业推到了国际政治经济

舞台的中央。所以我们现在转而讨论全球竞争的经济因素及
企业战略调整结构性变化的后果。



第三章　全球竞争

结构变化加速更是着实把跨国企业推向国际事务的中心，
意味着在许多行业竞争的经济含义已经彻底改变，并且可能
已不可逆转。定义松散的所谓 “全球竞争”，是单个企业如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对变化中的机遇和威胁平衡关系的结果。
在企业经营国际化的管制和技术障碍逐步减少的情况下，机
遇一直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威胁也一样，因为不是所有人都
能充分应对领先者制定的标准。每当命运转盘出现，领先者
和追随者行为共同促成了下一轮变化。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大
多数企业在许多轮次变迁中一直是候补 （ｂｙ－ｓｔａｎｄｅｒ），更多
的企业正走向前台，为着未来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台湾企
业长荣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海运公司已经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集装
箱运输商，反映出即使常规行业中起步较晚的企业也有新的
机遇。
本章探讨为什么国际政治经济的外部变化对前一章中讲

到的行业有着不均等的影响。有些原因并不难找到。比如，
虽然电子学改变了许多行业，但对像农业等其他行业的影响
并不明显。假如２０年来汽车成本下降速度也像电脑存储能力
那样快的话，那么今天一辆劳斯莱斯汽车也就值５０美分
（ＶａｎＴｕｌｄｅｒ和Ｊｕｎｎｏ，１９８９）。同样，虽然管制方面的变化
改变了金融服务业，但对化工行业影响较少。这些变化使企
业在如何服务于国外市场、创造愈加国际化竞争替代结构方
面的抉择彻底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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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原因则不那么明显，因为企业不仅要应对外部环
境的变化；许多企业已经积极寻求开创新的内部优势来源。
企业在谋取自己的位置时，经常在同一行业内采取截然不同
的战略。他们在竞争性创新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方面的
投资证明对决定谁在世界舞台上取胜或失败有着决定性的作

用。比如美国企业 ＲＣＡ是电视技术的领先者之一，也是于

１９４６年第一家推出商用黑白电视机的企业，由于未能赶上后
来的发展，１９８０年代期间被通用电气收购，现在属于法国企
业汤普生。竞争如此动荡，以至于在决定具体项目的劳动力
国际分工方面，人们认为企业是否有能力投资下一代技术和
才能，比产业层次上的经济状况更重要。
所有这些内外力量引发的新竞争增加了市场进入障碍 （ｅｎ

ｔｒｙｂａｒｒｉｅｒ），进而加大了许多行业的全球集中度。在许多情况
下，正如几个行业的例子所阐述，规模优势问题已经从工厂层
次转移到整个企业。可以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新生产方式
（ＮＦＰ）的实力不断壮大。凡是它们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它
们就会将企业从国别要素成本中分离出来，并进而对决定国家
最后结局的比较优势这一较陈旧概念提出进一步挑战。
在各行业中，特别是在行业内各企业间，可能性和变化

的多样性增加了另外一种政府官员需要了解的复杂问题

（ａｄｄ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预测未来竞争力的源泉是企业与政府间
谈判成功的核心。

第一节　竞争的备选结构

企业争夺市场的行为总和构成了竞争结构。它们反映了
管理人员在如何最好地服务市场方面作出的选择。基本而言，
他们有三种选择：出口、当地供应或许可经营。当运输成本
低并且在单个地点规模利益大时，出口就是普遍的选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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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或者可以采用另一种方式，企业选择
建立当地业务，简单地将国内业务国外 “克隆” （ｃｌｏｎｅ）。如
果与产品相比运输成本和关税非常高，如洗涤剂和许多简单
的家用产品，或者对本地服务需求很大时，如会计和银行零
售服务，这种投资选择就受人欢迎。第三种选择是为当地独
立企业提供许可或特许经营权，这种情况在快餐服务、宾馆
及部分品牌业务如可口可乐等方面比较普遍。
对同样的业务，企业根据当地法规、市场规模及当地竞

争对手和供应商的不同情况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选择。
因此，比如麦当劳有一些特许经营店，也拥有在国外连锁店
的一部分，而他在莫斯科的新店，则要建立自己的牛肉和其
他物品供应链，而这些需求从数量和质量上靠当地是满足不
了的。在马来西亚，ＩＣＩ的工业化工业务包括了所有这三种方
式：它进口依赖规模生产的产品如氯，生产简单的杀虫剂并特
许当地企业生产其他产品。巴西的信息产业政策迫使像ＩＢＭ
和ＤＥＣ这样的行业领导者在巴西采取他们在其他地方避免采
用的政策。
关于供应商的决定也影响到竞争的整体结构。波音的美

国出口部分依靠加拿大、英国、日本及其他地方的零部件供
应。其中 有 些 是 补 偿 协 议 政 治 谈 判 的 结 果———就 像 将

ＡＷＡＣＳ飞机卖给英国，有些反映独立供应商的规模经济和
专业化情况。如果企业利用在发展中国家的 “工厂”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式下属企业，就可以使成本低于那些留守本土的竞争
对手。换言之，完整地描绘出竞争结构必须考虑构成整个业
务各项经营活动链条的位置和形式。只看供应的最后阶段会
使企业在选择服务哪一个外国市场时不能对全部方案进行清

楚的判断。
综合起来，所有这些影响在各行业选择出口和选择当地

生产之间的广泛多样的平衡，如图３－１所示。我们说明的是
一个行业的一般趋势；总有例外，比如，在其他方面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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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产业的一些美容美发国际连锁店的发展
（虽然通常只是临时的）。被忽略的是主导模式不那么就能轻
易析出 （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ｂｌｅ）的主要行业所在的东道国。汽车、机
械、电子、化工以及许多其他行业介于两者之间：各个企业
的选择分布在整个图上。

图 3 - 1 平衡的出口和当地的生产

本国

本地服务业

理发业

铁路运输业

本
地
产
品
的
重
要
性

高

低

低 高

出口的重要性

“本地为本地”

零售银行业

会计服务业

水泥

许多消费品

全球 /出口

批发银行业

谷物

海运航空业

“全球 /混和”

长途通信业

制药业

石油业

在图３－１中，“全球性 （ｇｌｏｂａｌ）”包含于两种形式，因为
这种现象可能有许多种变体。它们的共性是在一国制定的决策
直接影响其他地方的决策。比如松下决定在马来西亚建立一家
出口型的空调厂，它也得调整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以及从日本
出口的政策。松下的竞争对手也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必须相应
作出决定，保护自己的市场地位。美国竞争者凯利不得不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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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韩国和新加坡的投资以及在美国的贸易政策。
解释这张图要很细心，因为人们看到的东西关键取决于

“行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如何定义。汽车是由上千种零部件组成
的，其中许多零部件由小企业生产并卖给像丰田这样的总装
公司。那么，我们是讨论汽车装配业务还是化油器？前者是
全球性的，而且也是巴西将跨国企业排除在外的行业；后者
更加本地化，且在巴西是由当地企业占据主导。另一个问题
存在于定义一个行业内的 “产品细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ｇｍｅｎｔ）。
个人电脑市场取得成功与大型机的成功大不一样。并且行业
间的 “边界线”（ｂｏｕｎｄａｒｙ）不断移动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比如，计
算机行业和电信行业随着技术进步正越来越靠拢 （ｃｏｎｖｅｒ

ｇｉｎｇ）。日本ＮＥＣ已经采用 “Ｃ和Ｃ” （计算机和通信）的企
业口号，表明它与ＩＢＭ和其他厂家进行全球竞争所遵循的基
础。
竞争的全球结构不是上帝赋予的。随着企业将先前分离

的市场和业务连接起来寻求新的优势，这种结构便产生了。
比如报纸行业，金融时报如今在伦敦、法兰克福、美国，以
及最近在东京同时印刷，极大地扩展了服务的市场范围。它
的新生产形式的发展约束了印刷规模下降和全球信息网络中

规模优势增长的对应发展。通常，变化产生于管理人员思想
上的创新。比如输送气体以２００英里为经济供应半径，因此
工业气体分离业务习惯上被视为 “本地为本地”。ＢＯＣ董事长
对此进行评论时说，

我们了解到常规的智慧是错误的。在当地成本之上
又加上举足轻重的技术维护成本。我们承认可以在国际
上出口技术和管理技能……这些一次性成本一旦付出，
就会从比我们当时已经有的经营活动多得多的业务中筹

措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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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扼要列出了区别不同行业的两种纬度。实际上，
这幅图更接近一部细腻生动的电影。领袖人物从激烈的竞争
中产生。像其他企业一样，ＢＯＣ 寻求从国际参与中创造优
势，并使纯本地经营者做不到的事情成为可能。

一　企业为什么到国外扩展

将企业推向国外的基本动力来自管理者对增长、降低成
本和控制的渴望。这一切和在国内竞争是一样的，但企业一
旦离开熟悉的市场，就面临更大的复杂性和风险。那么为什
么管理人员要承担这些额外的负担呢？他们必须建立昂贵的能

有效地远距离运作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应对不同于国内的市
场险情。管理人员必须有利润将超过成本的感觉。
效果的平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ｅｆｆｅｃｔ）主要取决于企业在努力

做什么。企业可能是市场追求型的 （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ｅｋｉｎｇ），也就
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顾客和用户。换一种角度，它可能是
资源追求型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ｅｋｉｎｇ），也就是希望获得只有投
资才能随时得到的原材料。对于那些已经在国外投资的企业，
有第三种动机：从改变其国际网络运作的投资中追求效益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ｅｅｋｉｎｇ）。这种动机在接下来的 “范围 （ｓｃｏｐｅ）”
优势部分探讨。现在，我们集中研究企业为什么投资的前两
个原因，而不单纯依赖第三方贸易。
在对市场和资源的追求中，管理人员进行投资是为了创

造其他对手更难以与之竞争的三种新的基本优势。第一，他
们可以创造允许他们控制所有与跨国交易业务相关的 “内部”
市场。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经营比依靠不完善的国际市场利
润更大并且更加稳定，他们就这么做 （Ｂｕｃｋｌｅｙ和 Ｃａｓｓｏｎ，

１９８５）。第二，他们可能希望挖掘规模优势。第三种原因是希
望通过供应或市场来源多样化分散风险。
技术领先或开发品牌是创造内部市场的普遍动力。尤其

是技术革新者将出口作为最初的扩张途径加以强调，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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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一个市场的衰弱可能由另一个市场的增长来弥补。同
样的考虑也适用于资源追求型的投资者供应来源的多样化。
（参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７９；Ｖｅｒｎｏｎ，１９８３）。
许多投资者也试图通过纵向整合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减少风险。一旦规模产生高额固定成本，标准化产品的生产
商就有很强大的动力去稳定需求：产量的少许变化对利润就
有很大影响。像矿井或油井这样设备的所有者可以通过并购
顾客或者 “向前”整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减少不确定因
素。虽然这并不能消除不确定因素，但它削弱了顾客在供应
商之间来回转换的能力。他们为了保护捕获的顾客，可能也
会给予市场上其他人得不到的优惠条件。然而，这些好处可
能因生产国的行为而受到限制，比如欧佩克在石油行业中体
现出的对抗实力。由于缺少外交团结，建立铜、铝和其他商品
生产厂家卡特尔 （Ｃａｒｔｅｌ）的尝试不那么成功。当竞争者以
“向后”一体化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对应时，这些优惠就
被进一步削弱了。随着主要石油企业向前整合石油化工企业，
有些化工企业如杜邦就收购石油企业，以进入石化原料的上
游资源。这种行动和对策造成了许多市场的动荡。

二　技术推动变化

技术变化是搅乱现有产业结构最有影响的力量。是竞争
使然，因为需求是发明之母。虽然许多注意力一向集中在诸
如微电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明显具有产生巨大变革潜力
的关键 “突破”（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上，变革也可以在企业寻找
提高效率的新办法时一步步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那么
有魅力的 “乌龟”也能像飞奔的 “兔子”那样改变竞争规则和
产业结构。
从本书目的考虑，重要的是明确我们所指的技术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在任何一个步骤中时间尺度和变化的幅度是重要

的。我们关注的不是技术的产生，而是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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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我们赞同恩斯特和奥康诺 （Ｅｒｎｓｔ和 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８９，
第２０页）的观点：

技术不能被降低为机器。它们必定与某种知识有关，
使得手段适应目的的需要。这种知识一部分体现在机器
里，但大部分不是。它体现在别的地方———人的大脑、
组织结构和行为模式，这些反过来又受社会因素战略及
其冲突及合作模式的限制。从这一更广的角度来理解，
技术变革与市场结构、竞争模式和社会规则是分不开的，

也与教育体制的质量以及劳动力素质分不开。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创新者带来优势，也可能通
过改变供应 “规则”和鼓励新进入者 （ｎｅｗｅｎｔｒａｎｔｓ）削弱既
得者的地位。有时，新进入者可能来自曾经被排除在该行业之
外的 “后来者”国家①。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成为具有竞争力
的后来者，是后面章节深入探讨社会结构和人力技能问题时
将要讨论的迫切问题。我们现在关注的只是勾画出一般的趋
势。
虽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况，但创新成本一直在提高，

以强化市场进入障碍，进一步集中已经高度垄断的行业。像

ＩＢＭ 和富士通这样的高科技领先企业，将近１０％的收入投入
研发；而在制药行业，研发经费更是接近２０％。一些大型企
业发现自己赶不上竞争对手的投入：美洲豹牌汽车发现它无
力支付开发下一代发动机及模型的成本，被迫于１９８９年以１６
亿英镑的价格卖给了福特汽车公司。开发成本有时甚至超过
最大企业手中的资源。比如，一种新型的大型客机成本可能
超过３０亿美元，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需要政府支持。在

１９９６年开工之前，富士通在韩国开发新的硅片封装厂的成本

① 关于这样的效果，历史上有许多先例，如 Ｖｅｂｌｅｎ （１９１５），Ｌａｎｄｅｓ
（１９６９），Ｂｒａｕｄｅｌ（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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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要２０多亿美元，并且是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 （Ｈａｙａｓｈｉ，

１９８９）。
抵消这种障碍的是模仿领先企业的原始创新，其成本可

能会便宜许多。比如，１９７０年代早期ＥＭＩ花费几百万英镑开
发其获得诺贝尔奖的医疗扫描仪，却发现竞争对手绕过专利
保护的重重围墙，只花了几十万英镑。同样，新型迷你计算
机的进入成本过去是２５００万美元，需要５年时间，但现在已
经下降到５００万美元以下，只需一年的时间。后来者可以利
用原创思想广泛传播的影响。随着微型工厂 （ｍｉｎｉ－ｍｉｌｌ）的
出现，钢铁行业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尼日利亚还在遵循用
最先进的设备建造大型工厂，过后遭受产能过剩之苦的时候，
多哥几年来一直在经营小型工厂，盈利颇丰并且开始向邻国
出口，甚至向那些拥有未充分利用的大型工厂的国家出口。
同样，１９８０年代末，象牙海岸和贝宁建了一些小型工厂。非
洲的这些发展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一位美国企业家，他个人提
供了所需的技术转让，开辟了打破由发达国家大型生产商主宰
的旧贸易结构新的机会。①

技术应用于管理体制为创立许多可行的新生产方式结构

奠定了基础。尽管计算机控制设备的出现降低了许多工厂的
最低效益规模，但它一般还是增加了对系统其他部分更大规
模的需求。缩短前置时间 （ｌｅａｄｔｉｍｅ，自订货到收货）以及
存在在单台机器上扩大产品范围的可能性，使得经营增加了一
定的复杂性。如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手持计算器，寿命为６个
月或更短，而１９７０年代其寿命普遍是几年或更长。复杂性进
一步增加，因为工厂不得不更紧密地与市场连接起来，否则
更好的工厂管理优势将被供应系统的效率低下所削弱。对这
种复杂性进行管理通常需要渗透整个企业的效益追求型投资。
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更加严重依赖通信技术的进步及办

① 详见 《西非国家小型钢厂赢利》，《金融时报》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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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自动化，使得这些系统能有效运行。比如，国际保险业的
竞争一部分靠的就是配备人才，管理他们多年来通过对设备
和人员技能投资建立起来的大规模系统。这种投资虽然没有
产品开发成本那样明显，但同样带来了很高的市场进入障碍。
由于生产单位规模变小，许多零部件市场进入成本已经

下降，使得新进入者向外扩散，遍布全球。而且通信更高效使
其更容易控制分包商，把纵向供应链条的组成部分切割成小
块。这种状况是否会反过来转化成为超越对技术领先者新的
依赖，是一个有待讨论且无法笼统回答的问题。大部分取决于
技术及竞争状态的具体条件，不过仍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
些新的选择。

三　经济解释

３０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建立模型，将影响贸易和投资流
的很多要素连接起来。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们的模型不断演
化，对所发生的事情大多从行业层次上进行解释，但对单个企
业的表现却很少提。经济学家们更关心的是找出企业之间的
相同之处，而不是解释企业之间的区别。我们在本书中多次提
出，在谈判永久交易时政府官员关注的正是这些区别。不仅
如此，这些概念很有影响力，为理解后面更为详尽的管理解
释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提供了一种思想。
经济学家认为上述优势是由市场固有的不完善造成的，在

完善的市场，所有企业特有优势将被竞争交易掉，世界将保持
亚当·斯密的小经营者市场状态 （ａｔｏｍｉ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ｔ）。结果，跨
国企业集中在寡头卖主垄断 （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行业，比留守本土
的企业要大得多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等，１９７８）。没有先期在本土的寡头
卖主垄断的发展，就不会有跨国企业。当然例外名单肯定越来
越长，但寡头卖主垄断因素关注很少被远远排除在这一情况之
外。毕竟，跨国企业在利用其特有优势时必须是 “垄断者”，否
则，他们既不需要国内市场也不需要各种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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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思想流派重点是通过建立内部市场，进而克服许
多跨国交易中的 “市场失灵”（ｍａｒｋｅｔｆａｉｌｕｒｅ）来定义培养实
力的条件。像巴克利和卡森 （１９８５）、凯夫斯 （１９８２）、卡森
（１９８７）、鲁格曼 （１９８６）和提斯 （１９８５）等经济学家已经探讨
了国际化生产是怎样受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相对成本影响的。
他们十分强调 “无形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优势和大规模生产优势的
区别。无形优势是对技术、营销和组织技能的投资创造出来
的。这些使企业得以提供特色产品和服务，使他们能够在其
他基础上竞争，而不是仅仅依靠成本和价格。这些 “无形优
势”在非传统投资方式结构中越来越重要，为领先企业提供
了规模效益的另种选择，并给市场进入进一步树立了障碍。
市场进入障碍的反面是市场退出障碍 （ｅｘｉｔｂａｒｒｉｅｒ）：它可能
使企业退出成本比进入成本高。我们将在第五章说明，退出
障碍使跨国企业在实践中没有理论上讲的那样灵活。
另一种相关的流派提出了这样一种问题，即企业竞争优

势如何与国家优势相互作用，以帮助解释企业跨国业务的层
次和模式。邓宁 （１９８８ａ）的 “折中思想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将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 （提供 “地点”优势，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与企业的资源 （“所有权”优势，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做了比较。他的模型显示，国家看起来要面对图

３－２所示的四种结果中的一种。
在图３－２右上框中，当地企业拥有竞争优势，但在母国

的要素及运输成本比在外国要高。因此企业到海外投资，从
他们的优势中赚取租金。但如果国家拥有地理优势，有实力
的本国企业更有可能重视出口。正如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
样，如果国家只有弱小企业，这种可能性就会导致相反的结
果。这些条件与波特 （１９９０）提出的、第一章论述过的国家
竞争力钻石框架 （ｄｉａｍｏｎｄ）类似。邓宁和波特帮助人们理
解平均的国家竞争力优势，但未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国家里
竞争者经常采取截然不同的战略。还有，国家的条件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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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2 工业和国家的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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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一样的影响，取决于他们是否追求市场、资源或效益。
再者，我们下面将说明，要对一般理论进行修改，以使一些
企业有能力通过管理体制国际化避开国内工业经济情况的平

均值。从更为普遍的角度看，这种影响意味着跨国企业会极
大地免受汇率波动和国家竞争力其他决定因素的影响 （Ｌｉｐ
ｓｅｙ和Ｋｒａｖｉｓ，１９８７）。
这种经济学模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们基本上是静态的。

费农 （Ｖｅｒｎｏｎ，１９６６）的国际产品寿命周期是一个例外①。
这种模型根据美国的数据认为投资动机主要是防御性的 （ｄｅ
ｆｅｎｓｉｖｅ），保护不论是受关税壁垒还是受竞争性做法威胁的出
口市场。对于收入弹性 （ｉｎｃｏｍｅｅｌａｓｔｉｃ）大的产品和服务，
需求首先在高收入国家上升。这些国家的企业成为世界领袖，
随着收入增加刺激其他地区需求而开始出口。在某些阶段，
特定国家的需求增长到了可以通过贸易替代投资获得更大利

润的地步。随后，产品成熟并且更有价格弹性，允许生产优
势转移到后来可能依靠自己力量出口的低收入国家。转移的

① Ｖｅｒｎｏｎ的原始模型分为四个阶段；Ｗｅｌｌｓ （１９７２）又将其扩展为五个阶
段，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１９８６）又进一步细分为七个阶段的模型，以便向发展中
国家展示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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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取决于当地市场的发展、关税征收幅度，以及当事国一
方担心如果自己不投资，别人会投资并因而占领市场。这就
导致了 “扎堆儿”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或 “跟风” （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效应，许多企业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投资同一个市场
（Ｋｎｉｃｋｅｒ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７３；Ｇｒａｈａｍ，１９９０）。
这些推理强调企业的创新能力，对国家竞争力的静态的

新古典经济学解释提出了挑战。这就是熊彼特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１９４２，第８４页）描述的力量：

来自新商品、新技术、新货 源、新型组织的竞
争……掌控决定性成本或质量优势，冲击现有企业 （甚
至可能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生存，而不是边际利
润和产出。
约翰逊 （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７５ｂ）重又提出这一主题：创

新能力应该被视为比较优势差别的一种基本来源，技术
变革则看作现有比较优势模式的一种顽强的干扰器

（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ｒ）。

即便是费农本人也承认，他的模型也与对现有模式的持续
干扰相冲突 （１９７９）。虽然它把握了世界石油危机前英国和美
国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态，却没能预见到随后公司战略的
发展情况或者真正激励外国投资者的到底是什么。关键的原
因是在信息成本下降许可的情况下，发掘新的 “范围”
（ｓｃｏｐｅ）优势。

四　新 “范围”优势

技术已经允许企业在更加复杂的 “内部”市场里将服务
海外市场的三种基本手段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出口、本
地生产及发放许可证。具备全球视野让企业既能比别人更快
瞄准市场机遇也能建立结合各种地理优势，并进一步减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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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成本的供应网络。这种结合有时被称为 “范围”经济
（ｓｃｏｐｅｅｃｏｎｏｍｙ），不应与规模经济 （ｓｃａ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ｙ）相混
淆。因为有些企业比其他企业更有条件创造这种新优势，所
以公司战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同样，胜败二者之间的鸿
沟也进一步扩大。
以前分析的重点是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地位。比如，

费农 （Ｖｅｒｎｏｎ，１９７１）将跨国企业定义为最少在６个国家拥
有全部或部分生产设施的企业。最近，人们的注意力转而考
虑外国直接投资和世界市场份额的结合问题。其思想是，正
是因为品牌给供应商带来长久利益，因此控制国际市场主要
份额也同样带来永久优势，即使供应选择随时间推移有所变
化。
日本和德国的许多企业成功地取得全球市场领先地位，

帮助形成这种重新评估。起先，他们强调出口战略作为一种
思路可以替代领先企业以投资为基础的思路。战后的成本优
势帮助了他们———本国的快速重建意味着他们比许多竞争对
手有更新的设备，但盟国没收他们战前海外资产也事先决定他
们要出口。日本人于１９６０年代回来投资时，首先集中在大部
分被早期投资者忽视的亚洲市场。他们倾向于把零部件供应
放在低收入国家，创造与日本的双向贸易；它们没有取代成
品方面的贸易 （Ｋｏｊｉｍａ，１９７８）①。日本的做法无法用防御性
产品循环的概念来解释；日本人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建立某种
地位，允许新的世界规模的优势的地位由后续扩张创造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进攻性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的。日本的成功
如表３－１显示，鼓励其他后来者纷纷效仿。本书第五章将对
此进行讨论。

① Ｋｏｊｉｍａ用他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检验国家与地方优势的影响。他认为，日
本的投资政策比美国的投资政策更能体现竞争优势。然而他的理论因为
忽略了企业内关键的供应方优势，以及近乎完美的跨国界市场贸易的假
设而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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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１　日本企业的世界市场份额　１９８５ （选择的部分产品）

产品 市场份额 （％）

３５毫米照相机 ８４

视频录像器 ８４

手表 ８２

计算器 ７７

微波炉 ７１

摩托车 ５５

彩电 ５３

拉链 ＞５０

钢琴 ＞５０

机器人 ＞５０

　　资料来源：ＰＡ技术

日本这类产品的市场主导地位并没有说明从日本的出口；
企业的市场份额既有利用从本国出口，也有越来越多在海外
生产得来的。在 “范围”经济最明显的行业，更大的市场份
额日益重要。它们允许领先企业不断地随时空的缩短进行调
整，在全世界各地推广产品。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了解别
人都在购买什么。此外，许多产品实际价格陡然下降使得发
展中国家更多的人能接触到这些产品。
然而只有企业投资其内部能力时这种调整才能实现。他

们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将关于国内市场形形色色趋势的认知与

灵活供应的管理整合在一起的体系。像消费胶片行业柯达和
富士这样的公司，它们有能力同时在多个市场推出新产品。
只有最大和最有经验的企业能够做到；资源较少的企业只能
按次序分期安排市场进入活动 （Ｋｏｇｕｔ，１９８３）。但顺序渐进
的做法面临入市太迟，跟不上潮流或者遭遇捷足先登者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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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
随着企业学会如何把握这种 “范围”优势的全部潜力，

他们又一次改变了许多国际化行业的结构。不断涌现的新生
产形式要求等级制中各个层次的劳动力队伍具备更高水平的

技能。但它们并不适用于所有行业，因为存在许多企业不得
不克服的障碍。因为所有的经济力量都影响着企业的行为，
变革的影响力是不均等的，而且不允许笼统地概括。因此，
我们现在转而讨论行业区别，阐述变革如何以不同的速度发
生及其对政府不同的影响。

第二节　行业效应

可以从三大部门的几个特殊行业看一看变革速度和形式

的可能性范围之广：国内自然资源加工、制造和服务。每个
部门的经验都表明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也有许多区别。每
个部门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动力，极大地影响了发展中国家政
府对结局的影响力。

一　自然资源加工

给商品增值是发展中国家增加出口价值最常用的一种办

法。但消费市场的资源追求型投资者进行的纵向整合结构经
常阻止他们这样做。一般来说，高额固定成本、参与企业有
限以及交易市场狭窄结合造成纵向性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ｏｎ，１９７５，１９８５）。这些障碍因为在每一生产阶段和整个增值
生产链条中的有效运营所需要的市场知识、具体技能等无形
因素而扩大了。
铝业是跨国纵向性的极端形式。它有三个不同的加工步

骤———铝土矿采掘、铝提炼以及锭熔化。１９７６年，９１％的铝
交易是由跨国企业操作的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１９８３年）。高额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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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一座铝厂的成本可能高达１０亿美元———限制了链条
上买家和卖家的数量。另外，１９８０年代建设的实际成本上升，
产能过剩减少了利润，因此造成了更大的市场进入障碍。铝
厂高度专业化的事实造成更多的进入障碍；选择化学成分不
同的铝矿来源可能增加２０～１００％的运营成本 （Ｓｔｕｃｋｅｙ，

１９８３，第５３～５５页）。结果，矿井和炼厂之间的交易犹如一
种双边垄断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ｏｎｏｐｌｙ）。经营条件使得短期或现场
合同极具风险；存货太多也不经济，因为铝土矿只有几个可
选的用途。偶尔也会采用长期合同，但最近的经验表明如果
货币不稳定，这种合同也不保险。所以业内的做法是加强纵
向拥有政策———创造 “内部市场”，作为管理未知因素的更为
有效的方法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１；Ｈｅｎｎａｒｔ，１９８８）。
国际寡头卖主垄断的实力限制了生产国在行业总价值中

获取更大份额的能力。比如，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澳大利亚
把目前出口的钒矿和氧化铝炼成铝，其出口价值将是原来的
三倍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８９）。不过澳大
利亚生产商尚未觉得有能力或者愿意面对消费市场已有生产

能力的历史遗产。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熔解炉就安装
在矿井附近，而且是专门和矿产买家按合作方式建的。即使
那样也有困难，部分因为开发有效操作设备所需的技能问题，
部分因为国家选择配置资源不能满足不同需求的困境。
如果人们较少提及这些障碍，如在锡矿行业，纵向性的

程度就会被降低。根据运输成本，本地生产商可以更及时地
在小矿井附近设立炼厂和冶炼装置。比如印度尼西亚就成功
经营了自己的生产企业ＰＴＴｉｍａｈ。这家企业是由荷兰一家大
型运营商Ｂｉｌｌｉｔｏｎ在当地业务的国有化，Ｂｉｌｌｉｔｏｎ后来被荷兰皇
家壳牌收购。即便如此，ＰＴＴｉｍａｈ还是用了许多年时间开发
自己的技术专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跨国企业包括Ｂｉｌｌｉ
ｔｏｎ的技术支持。马来西亚步子更大，收购了许多当地矿厂的
母公司伦敦锡业公司，随后又从Ｃｈａｒｔｅｒ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手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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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收购了更多的矿厂，从而以自己的实力成为大型生产商，
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向国际市场销售。发展中国家并不总是
都能获得这种成功，即使在同一行业；玻利维亚就试图像其
东方对手那样做，却由于非常缺乏关键的专业知识而损失巨
大。
纵向性和当地生产商市场进入的障碍之高在其他许多行

业都是并存的，即使在结构平衡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如此。
有时这些条件只是暂时的，就像可从许多与农业有关的行业
历史中看到的那样。比如，海洋冷冻技术的出现使联合水果
公司这样的美国企业在中美洲的香蕉共和国和英国国际肉联

得以建立起强大的整合体系。
他们用于生产的土地面积广大，在消费市场上打出了响

亮的品牌，统统由加工厂和自己控制的运输船队连接在一起。
他们的实力随着生产国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管制，或者将种植
园或牧场国产化而被削弱了。
相反的例子是肯尼亚的鲜花行业。在这个例子中，技术

发挥的作用是将曾经是分裂的产业集中到一起。在此，该行
业的增值链可以这样来看：
研究—培育—剪枝—栽培—市场。
研究和培育结合起来，使得新的抗病毒品种开发更快；

尤其是在生物技术出现的情况下在 “内部”市场中信息得到
了有效和创造性的管理①。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与铝行业不
同的是，严重的障碍限制了在链条其余部分进行有利可图的

① 种子行业传统上是试验性强 （ＴＲＩＡＬ－ＡＮＤ－ＥＲＲＯＲ，试错）的行业，

使得小公司也可以有一些机会。然而，世界顶级化工和食品公司由于意
识到了生物技术未来的高利润，１０年来投入了大约１００亿美元购买所有
的种子公司，使其为即将到来的大量生物技术产品提供销路。到１９８９
年，最大的２０家公司已经控制了３５％的市场。在１９８９年联合国粮农组
织举办的研讨会上，ＩＣＩ提交的报告预测这个数字到２０００年将上升到

６５％。关于这个趋势和导致这一行业集中度的有价值的总结，见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９）和经合组织 （１９８９）。



９１　　　 

竞

争

的

公

司

整合，即便跨国企业也是如此。
出口市场分割是一种障碍。国内园艺市场在价格、季节

影响、销售方法和质量等级方面差别很大。购买者很看重供
货的可靠性以及供应商在运输过程中保证质量的能力。质量
由市场判断，而不是在发货时决定。因此卖方必须仔细了解
出售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如何将市场情报与栽种周期相配合。
因为质量很难准确定义，所以声誉对供应商与代理商交往以
及在起伏不定且有一定时尚因素的市场上 （比如庆祝活动的
色彩）把握优惠价格 （ｐｒｅｍｉｕｍｐｒｉｃｅ）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条件虽然助长了无形的技术和市场知识，但它们并

没有造成企业固定资产的完全纵向性。相反，有的跨国企业
已经以让他们无须对所有阶段进行投资就能控制整个链条的

大部分的方式，投资于能够获得最新培育技术、病毒控制和
耕种技术的知识体系。这样他们就能在动荡的市场中避免多
种成本和附加风险。他们也投资高级包装材料、仓储和运输
体系以及市场知识。简而言之，他们利用 “范围”优势限制
资产暴露风险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同时又保持对关键要素的控制。
比如联合利华在肯尼亚的分公司Ｓｕｌｍａｃ控制着肯尼亚向欧洲
出口康乃馨的大约三分之一，其整合只限于将种植和仓储以
及在买方市场上的代理业务结合起来①。
肯尼亚在寻求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面临一种困境，因为

光靠优惠的环境显然还不足以成功。肯尼亚可以鼓励更多的
“依赖性”（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ｐｏｒｔ）出口，或者可以向当地生产商
提供帮助以获得必要的技能。但是更多的 “依赖性”出口将
会付更多的进口账单：据认为跨国企业按比例比当地生产商
进口更多。但是，当地生产商名声较小，而且掌握的出口价
格更低。另外，许多本地企业在树立出口增长所需的可靠声
誉之前，必须加强复杂供应活动的管理工作。难处在于肯尼

① 涉及农场工人培训和调配等管理方面的问题，第六章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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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企业在达到证明其对知识和质量投资所需的出口额之前是

不能有效出口的；但是如果不投资他们就无法获得那些出口
额。政府帮助能克服财政上的壁垒，但无法应对管理上的障
碍。比如，因为农场供应的不均匀，为减少进入障碍建立的
国营仓库很少能有效经营。因此对肯尼亚来说，问题变成了
判断培养所需技能需要多长时间，延迟出口增长的代价是否
超过人们意识到的 “依赖性”出口的长期收益。

二　制造业

对于制造业，技能与技术比在自然资源行业发挥着更重
要的作用。在石化行业，非传统出口国家的出现———沙特阿
拉伯、巴西、加拿大———对现有结构未带来多少困扰。许多
国家尽管凭借石油资源行业悄悄发挥影响，发展中国家总体
上只将出口份额从１９７０年的４６％增加到１９８３年的７１５％，
使得许多国家成为经合组织国家过剩产能的倾销场所 （ＵＮＩ
ＤＯ，１９８５）。尽管利用工厂建设企业作为中介，但由于得不
到许多关键技术，发展受到了限制。还有，生产国不得不借
助对销贸易，在它的所有低效表现陪伴之下，防止出现外汇
短缺，而这些外汇是用来发展其他行业的 （Ｖｅｒｇａｒａ 和

Ｂｒｏｗｎ，１９８８）。
另外两种制造业说明，市场追求型投资者如何随着竞争

的加剧把注意力转移到效益追求型投资。汽车行业指出了为
加强设计和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以及工厂和市场的联系而投
资新生产形式的重要性。半导体行业表明技术既能快速创造
也能快速摧毁竞争优势和利润。
汽车行业的全球竞争已经将许多小企业淘汰出局。一方

面装配厂最低经济生产规模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企业层次
的工程、设计以及营销规模一直在上升。成功越来越取决于
质量、型号以及低廉的总系统成本。在全球投资于能及时跨
国转让的新技术和生产方式，相当程度地取代了贸易；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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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家企业能与变革保持同步。英国企业被迫进行防御性合并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ｍｅｒｇｅｒ），而现在几乎销声匿迹。许多其他欧洲企
业也有麻烦，有的企业像１９９０年沃尔沃和雷诺看到１９９２年
前继续保护的前景暗淡，便开始考虑合并的问题。
仔细看一下工厂的实际情况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发生的这一

件件事件。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汽车项目已经研究了世界各地的

８０家装配厂，为发生的一切情况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Ｋｒａｆｃｉｋ，

１９８８；Ｋｒａｆｃｉｋ和 ＭａｃＤｕｆｆｉｅ，１９８９）。最主要的发现是，日本优
势的上升不是建立在规模或者要素成本之上，而是基于创造了
一种叫做 “苗条 （ｌｅａｎ）”的生产系统。这使他们能够更快地推
广自己的各种车型，换取市场各部门对多样性需求的不断增长。
系统要运作，关键是时间。比起美国人和欧洲人使用的更常规
系统，新车型的开发和推出速度更快，更少干扰生产流程。表

３－２给出了一些主要的系统、运作的指数。

表３－２　时间管理影响竞争

日本　 美国　 欧洲　

每辆车型设计时间 （月） ４６　 ６０　 ５７　

每辆本型设计努力 （百万工作时间） １７ ３１ ２９

被延误产品的比率 １／６ １／２ １／３

新车型面世后

到质量正常的时间 （月）
１４ １１ １２

新车型面世后

到正常的生产率的时间 （月）
４ ５ １２

　　资料来源：沃迈克及其他地方 （１９９０：图５－１）。

日本 “苗条”系统的优势还进一步影响到生产率和质量。
就本书讨论的问题来说，更能说明问题 （ｔｅｌｌｉｎｇ）的是这个体
系能够跨国转移，为当地带来新的优势。图３－３显示，尽管
在美国的日本 “移植工厂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付给美国工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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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大致相同，但比当地竞争对手拥有更好的生产率和质量。
这种业绩使底特律困惑了几十年。图３－３显示，在欧洲有同
样的结果，只是程度小了一些。麻省理工学院的作者认为，
日本人已经展示了世界上最好的做法，不单是自动化进一步
加强，更关键的是在一个高度依靠熟练、灵活、充满活力的
劳动力的综合体系中将设计和生产方式结合起来。日本企业
只有在那些有能力采用统一工作做法的国家才能利用他们的

这些优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够在什么地方投资就受
到了限制，我们在第六章要对此进行讨论。
随着日本企业和在自己后院的当地企业差距的扩大，之

前讨论过的许多经济模型中的假设受到挑战。比如，波特的
模型暗示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因素决定着国家业绩。对于汽
车行业，很显然再也不是这种情况了。新生产形式中可以成
功地实行跨国转移的，在于它能开始将企业效益从国民要素
中分离出来，并因此加强全球范围优势。然而到目前为止，
类似的例子还不多，因此其影响必定是初步的。不过它们依
然很重要，因为其他行业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比如柯达，
随着它在所有生产单位之间谨慎分配供货量，正在开始获得
同样的优势。但即使柯达也发现当地工会结构和合理的要求
阻止了统一系统的全面实施 （Ｈａｒｒｉｓ等，１９９０）。
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很明显。虽然规模上的要求已经降

低了，因而在较小市场开辟了新的机会，但是在装配厂得到
世界级后援结构的支持之前，收益是不会太大的。在图３－３
中，“后来” （ｎｅｗｅｎｔｒａｎｔｓ）国家的１３家工厂大部分由跨国
企业拥有，但即便如此，它们严峻的生产效率和质量问题仍
有待克服。可选的出路是寻求政府 （如马来西亚）或者联盟
（如拉丁美洲）的保护。１９８６年福特公司与大众汽车公司联合
组成世界上第十大汽车生产商拉丁汽车公司 （Ａｕｔｏｌａｔｉｎａ）。
二者都有劣势，除非它们能够结合持续完善的动态特点：全
球体系现有发展状况在将来能够相当大地完善，并且能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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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一步的竞争性挑战。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有希望的也许是有可能扩大零部件

供应。在１９８７年大约６００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中，它们的出口
占３４亿美元，主要来自巴西、墨西哥和台湾地区，并且随着
更好的生产系统和可靠的供应的应用，它们的份额一直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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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但困难在于对零部件的竞争使得它们越来越有价格弹性，
因而对汇率变化更敏感。１９８０年代末，巴西的零部件出口猛
增，但克鲁扎多在１９９０年升值后 （Ｋａｒｍｏｋｏｌｉａｓ，１９９０），买
家转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采购，它们的出口才大幅度下降。
我们在第四章阐述电子出口问题时将提到，这种看似独立的
出口有其危害。赢家总是那些能够保持最好的质量标准和可
靠货源，但在残酷的商战中依然保持较低国际价格的企业。
从半导体行业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变化状态。这是一个

竞争削弱利润的传统例子：进入障碍 （ｅｎｔｒｙｂａｒｒｉｅｒ）提高以
及高幅增长并不必定使一个行业盈利，即使对领先企业也一
样。在半导体存在的４０年中，整个行业生产的回报差不多等
于零。部分原因是需求的周期性本质———鼎盛年头的高利润
被萧条时期的严重亏损抵消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全球大约亏损６０
亿美元）———部分原因是倾销价格。面对这些压力，政府已
经发现支持国内生产商的时间有限。
在商用市场出现之前，美国政府原来通过购买军用集成

电路 （ＩＣｓ）扶持本国的幼稚产业。美国早先的领先地位受到
技高一筹的日本人而后是韩国人的打击。他们以直接提供研
究补贴以及贸易壁垒的方式支持本国企业，迫使许多美国生
产商到海外重新获得成本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长期战
略性竞争力，美国企业已经强调最适合本国市场而不必是全
球市场的技术。他们在军事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上遥遥领先。
相反，日本人侧重商业应用所需的零部件。消费产品越来越
复杂，他们的半导体也不例外。用于最新ＶＣＲ的芯片开始接
近电脑的要求。由于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市场，对美
国工业来讲，要恢复先前的领先地位更加困难。
全球竞争淘汰了许多弱小的企业，将大部分欧洲企业排

除在盈利业务之外，并且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
扮演的角色。它也诱发了范围广泛的防御联盟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ａｌ
ｌｉａｎｃｅ）网络，这一点我们后面要阐述。许多零部件技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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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无须对当地劳动力的技术能力提出过多的要求就能向海
外转移。发展中国家已经利用劳动力成本低、能提供大量
“忙碌人”（ｂｕｓｙｆｉｎｇｅｒｓ）的优势 （Ｌｅｃｒａｗ，１９８９）提供高生
产效率来源，这对与日本人竞争的美国人很有吸引力。但是由
此产生的出口却要依赖于跨国企业；当地供应商相对还很少
开始提供独立、尽管必然是易变的供应能力。这种依赖性的
代价是，每一代新技术的到来冲击现有供应格局时，当地供
应商就容易受到打击。

三　服务业

现在服务业的国际化步伐比其他行业更快。这很大程度
上是早期投资者的需求造成的。正如汽车行业许多零部件供
应商为了在世界范围给主要顾客供货，而在国外扩大业务，
因此许多服务性企业也步其后尘。银行、会计事务所、广告
公司以及其他许多专业服务商是跨国大军的随军人员。旅游
业的增长刺激了饭店和休闲行业的相应发展。其他行业如建
筑和交易所却怀着不同的目的走出国门，但它们也是受先前
投资者的影响。
有关增长的精确数字是难以捉摸的，因为官方统计数字

经常忽略服务业。即便这样，关贸总协定估计自１９６０年中
期①以来，每年服务业占世界贸易的７～２０％，其他估计是服
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更快②。衡量的问题在于大多要取决
于涉及什么类型的服务。有些行业如建筑业，要求物理近似
性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因为生产服务之时就是消费之时
（字面上餐馆就是这样）。其他服务像再保险以及建筑合同的
设计部分可以远距离生产。前一种类型最常见，虽然在此还

①

②

这些数据不包括投资收益活期账户、官方资本流动和转让的价值。

有关现有证明资料和政策的详细评论，请查阅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１９８８ａ）、Ｅｎｄｅｒｗｉｃｋ （１９８９）、Ｎｉｃｋｏｌａｉｄｅｓ （１９８９）以及 Ｍｅｓｓｅｒｌｉｎ 和

Ｓａｕｖａｎｔ（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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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进一步的区分。服务消费者可以是不动的，就像建筑工
地，但其他消费者是移动的，如做心脏手术的病人。通信技
术的改善加强了一些行业提供远距离服务的企业的能力，如
邮购和数据库管理。这种情况越发展，服务就越 “体现不出
来”，并且也更难于衡量和管理。
制造商将业务扩展到服务业如仓储和金融业务，进一步

造成了定义和衡量上的困难。他们是在技术改变了整个供应
系统利润来源的情况下这么做的。比如，在１９６０年代经营电
脑系统，硬件占总成本的８０％。到了１９９０年，许多系统发生
了变化，８０％的成本来自服务———软件、技术支持和应用咨
询，当中许多是由硬件供应商提供的。即使制造业和服务业
各自影响跨国交易，但区别二者的 “界线”已经因此被抹去
（Ｈｉｒｓｃｈ，１９８９）。
然而，与大部分制成品不同的是，几十年来大多数服务

的实际价格提高了。价格体现国际一体化的根本障碍，但在
各国之间还没有达到一种平衡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即使有的地方
劳动力便宜，但服务价格可能比在发达国家的还贵。正如巴
格瓦蒂所说， “在不发达国家，你为打电话发疯，在发达国
家，你却为接电话发疯”（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１９８６，第１３页）。但是，
新技术的采用正在发挥作用，改变状况，即使服务不同于产
品，不能被储藏起来。比如保险理赔的实际成本因电脑化而
下降了。此外系统投资创造过去少有的规模经济，使得更加
可能从全球 “范围”谋取利益。
信息成本下降在刺激服务企业以及制造企业内服务部门

在国际上的增长方面发挥着关键的重要作用。三井物产
（Ｍｉｔｓｕｉ＆ Ｃｏ）以及其他日本的综合商社 （ＳｏｇｏＳｈｏｓｈａ）
是很有名的例子。这些贸易公司大量投资收集信息的分支机
构的全球网络以及广泛的通信系统。他们卓越的情报能力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使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交易条
款的制订以及将分散在顾客工厂中生产阶段连接起来。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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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银行和航空公司正在大量投资信息管理。比如，据报道
法航在１９８０年代末期对通信系统的投资和对客机的投资一样
多。１９８９年花旗银行在信息管理上花了１５亿美元，相当于每
个员工１９０００美元或者无息运营成本的２０％。正如许多制造
行业所经历的，这种开销构成了新的竞争障碍并且使服务行
业集中起来。
大规模信息能力的 “无形”优势，假如要取得充分效益，

就似乎要在 “内部市场”得到最好的开发。有几个例外如饭
店和快餐的特许经营。在这些行业，服务可以 “包装”并在
严格的控制条件下转让给第三方。大多数服务企业发现他们
首先需要股权控制 （ｅｑｕ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内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
收益，补偿当初发展网络的高额成本。此外，由于他们在不
要求当地股权分享 （ｅｑｕｉｔｙｓｈａｒｉｎｇ）的国家有许多发展机会，
所以在要求当地股权分享的国家建立业务没有多少积极性。
这种理由正好为更广泛地采用非传统投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

限制，对此我们将在第五章进行讨论。
制度障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ｂａｒｒｉｅｒ）一直是服务业国际贸易全

面发展中特别重要的障碍。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的一个原
因是，人们对服务业相当怀疑。如联合国贸发大会认为，这
部分是因为 “普遍存在的一种印象，认为服务业大多由技术
不稳定、规模小的个人服务组成，其基础是工作人员技术不
熟练、资本小、工作方式多年不变”。联合国的结论是，这种
看法过时了，因为服务型跨国企业带来了有效经营所需的
“软技术”和技巧。他们宁可培训所需的劳动力而不引进人才
（但注意韩国出国工人这样的例外情况），经常给予这些工人
那种有利于被本土竞争对手雇佣的技能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８ａ）。
即使这样，许多官员仍然反对放松管制：认为服务业具有文
化腐蚀性 （如在媒体行业），或者对国家控制来说具有政治上
的重要性 （如金融服务业跨国数据交流）。
有迹象表明，普遍的消极态度也许正在改变。不断积累



１００　　

竞

争

的

国

家

的证据表明，有效的服务设施会增加一个地方对潜在投资者
的吸引力 （Ｍａｒｓｈａｌ，１９８５；Ｂｒｏｗｎｅ，１９８３）。正如硅谷电子
业以及波河谷 （ＰｏＶａｌｌｙ）纺织业动态增长点带来的区域 “外
在性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所以国家优势是可以创造的。新加坡
在认识到基础结构的这些好处后，开始积极投资对外服务企
业。１９８６年一份政府报告指出：

我们必须不止于作为生产基地，而成为国际商业中
心。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那些到新加坡来只是制造或者组
装在别处设计的产品的公司。我们需要吸引公司……建
立业务总部…… （去）做产品开发工作……管理他们的
资金业务，并为它们的下属公司提供行政、技术以及管
理服务。那样就值得他们在新加坡建立工厂，生产出口产
品或服务。（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１９８６，第１２页）

新加坡领先之处，其他国家会很快效仿。

第三节　备选的全球战略

经济潮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个行业，也以多样的，经
常是相互矛盾的方式影响了行业内的各家企业。管理人员不
得不以有限的资源就竞争地点和方式作出艰难的抉择。一些
早期投资者发现他们怎么调整都来不及；其他投资者受到革
新派竞争者的严重冲击，但勉强能够还击。１９８０～１９８２年，
福特在和日本公司的较量中损失了３０亿美元，但换回了复
苏。其他企业证明没那么有活力。１９７０年代的一些主要海运
商如英国的海洋汽轮公司 （ＯｃｅａｎＳｔｅａｍ），抵挡不住长荣公
司 （Ｅｖｅｒｇｒｅｅｎ）这种后来者的攻击，最后完全放弃了这项业
务。对于每一个人，结构变化对管理者的能力提出了进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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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创新的新要求。仅仅重复过去有用的政策是不够的。新的
竞争并不是强者之间的争夺，而弱者只能遵循标准规则
（ＱｕｅｅｎｓｂｅｒｒｙＲｕｌｅｓ）；现在也很像是竞争性战略之间的一场
竞赛。

“十亿美元俱乐部”里６００多家跨国企业和大批无足轻重
的小企业都在争夺市场份额。２０年前，它们当中的６９家大约
占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反映了前面讨论过的寡头卖家
的垄断力量。虽然比例仍然没有变化，但前６０名的组成已经
发生了变化。美国企业已经丧失了许多主要行业的领先地位，
造成经济力量在企业之间分散化，近似于第二章提到的所谓
的霸权力量的扩散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ｐｏｗｅｒ）。
探讨为什么竞争结构中有如此之多的波动，需要作一些

基本的区分。“全球”产品与 “全球”企业或 “全球”行业不
是一回事。传统上将全球产品 （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视为在所有
市场都一样的东西。工业气体如氧气从化学角度在所有市场
中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它们在各市场间配送方式上可能是不
同的。再者，虽然大型企业势力全球延伸，只有一些像ＢＯＣ
这样的企业一直在投资，为业务中的一些关键部门创造了全
球相互依赖。其他企业更愿意在一种本地为本地的基础上和
其他许多纯粹的国内企业竞争。
全球所有企业都在平衡两种竞争力量：一是从系统整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中获得优势的力量；二是对当地需求反映更敏
捷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的力量。他们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公
司战略的核心。答案体现在他们就产品政策、资产地点以及
在技能培养上进行投资的抉择。由于未来变化的方向总有不
确定性，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对于下一轮竞争中处于什么最佳
位置，拥有不同资源和想法的竞争对手是在进行赌博。比如，
比利时Ｂｅｋａｅｒｔ公司，作为世界上汽车轮胎钢索的领先企业，
刻意不要在工厂里把规模搞大的好处。该公司推断，单位成
本的潜在收益不止是从缺乏侧重顾客服务需求的角度被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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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抵消。虽然常规的经济分析可能会意味着相反的政策，但
可能忽略整个系统运转时人的因素。这并不意味着竞争的舞
台不那么全球化 （ｌｅｓｓｇｌｏｂａｌ）。相反，要求对系统大量投资
加强了Ｂｅｋａｅｒｔ全球视野以及总体资源全球规模的威力。
企业可以选择把资源集中在几个国家，重点放在向其他

市场出口；或者可以分散资源，重视外国直接投资。这就是
行业 “地图”的公司版，在图３－１表述过。在进行这种选择
之前，首先是与各种业务协调决定投资的范围。资产分散时，
相对而言企业基本上不用依靠协作，如在 “本地为本地”战
略中，或者他们可以强调协作，如在ＢＯＣ 的全球战略中①。
这种区别近似于一袋大理石弹子和一根大理石柱。许多先期
投资者造了一整袋大理石弹子，每一颗都被精雕细凿，并且
由一支嫉妒其独立性的当地队伍管理。但恰恰是当地独立性
的长处经常阻碍向更全球一体化结构的转变：如果竞争战略
发生变化，过去的长处会变成障碍。

新竞争的两种特征给未来变化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一种
是朝着建立联盟的方向发展，作为应付资源成本不断上升继
续拼搏的方式。另一种是出现了新的第三世界竞争者，他们
以革新的办法配置资源，有时能将作为传统市场后来者的不
利因素降至最低。

一　联　盟

联盟的诱因是研究成本提高、技术变化步伐加快以及进
入严格管制的市场的成本。这一切意味着即便大型跨国企业
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仅靠自己取得成功。联盟可以根据需
要将规模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为下一代产品开发创造充分的
收入。Ｏｌｉｖｅｔｔｉ公司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最近指出：

① 有关最近动向的精彩分析，请查阅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和 Ｇｈｏｓｈａｌ（１９８９）、Ｄｏｚ和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１９８７）、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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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９０年代，竞争将不在个别公司之间进行，而是
在新的、综合性的集团公司之间进行。一家公司的竞争
地位不再 （仅仅）依靠其内部能力，也依靠其能与其他
公司在多大范围内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①

联盟包括合资、外包、生产许可以及合作研究等许多形
式。与过去结合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力量互补的竞
争者之间的双向贸易。单向外包合同如通用汽车从韩国购买
汽车和零部件，也就与人们熟悉的非传统投资形式协议的复
杂形式差不多；他们给供应商提供了获得增值业务排除买方
投资的需求的机会。双向贸易可以用ＩＣＬ与富士通的联盟说
明，没有这种联盟，ＩＣＬ不可能开发其主机的现有品种，而
富士通也无法如此迅速地扩张进入欧洲市场。

对于许多结盟的企业，问题在于虽然联盟能够加强双方
的力量，抵抗外来者，但也会削弱其中一方②。最近一项研究
把联盟定义为：

一种持续不断展开的谈判，其实际条款远远超出法
律协议或者高层管理的目标。每天都要决定交换何种信
息，而且经常是由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决定的。成功的公
司会告诉各个层次的员工什么技能和技术是不对合作者

保密的，而且了解合作方要求什么和接受什么 （Ｈａｍｅｌ
等，１９８９，第１３４页）。

联盟成功的本质是相互对对方技术了解的程度，以及学习

①

②

引自 《金融时报》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９日。

许多美国观察家担心与东方竞争者结盟会削弱美国的实力。见Ｒｅｉｃｈ和

Ｍａｎｋｉｎ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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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扩散到整个组织创造未来优势的程度。“对自己学习能力有
信心的公司，可能还愿意看到联盟的法律结构中有些模棱两可
之处。模棱两可产生更多获取技能和技术的潜力”（第１３９页）。

人们可以从半导体行业中清楚看到这些联盟的影响力。
看起来一个国家过去在某个行业拥有自主能力的经验不太可

能了，现在联盟网络已经几乎渗透到这个行业的各个领域。
单是在１９９０年，ＩＢＭ与西门子就一些类别的产品联手。同时
西门子正与ＳＧＳ汤普森 （意大利—法国集团）谈判开发半导
体，而其他４家美国厂商却与日本竞争者结成联盟。在制药、

航天、建筑以及汽车行业也出现类似的发展，企业越来越难
于在未来所有技术选择上维持自己的能力。

如果小国的生产商想超越 “依赖性”出口而发展的话，
在这些行业他们目前面临着更大的进入障碍。如果只是凭入
场券进入双向合作关系，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提供的。这
些发展自然在政府圈内产生了担忧，认为尽管联盟穿上新且
更迷人的衣裳，但不过是为限制竞争而设计的卡特尔 （ｃａｒ
ｔｅｌ）。

二　第三世界跨国企业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日益向外扩张，许多原因和早先鼓舞
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原因相同①。许多企业不再依靠廉价劳动
力作为竞争力，甚至向国外高技术领域推进。而且也许具有
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做是为了挖掘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和Ｔｏｌｅｎｔｉｎｏ，１９９０）。随着他们扩张并具有了政治
上的重要意义，他们可能会发挥作用，抑制东道国政府的行
动：他们需要对等互惠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威尔斯 （Ｗｅｌｌｓ，１９８３）预计，发展中国家有８０００多家

① 有关这些公司活动的精彩评论，见Ｌａｌｌ（１９８３），Ｗｅｌｌｓ （１９８３），Ｋｈａｎ
（１９８６）和Ｌｅｃｒａｗ（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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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运营，扩张仍在持续，虽然直到１９８０
年底还没有关于增长幅度的综合预测。巴西企业在非洲提供
工程和建筑服务。丽晶半岛以及ＰＡＲＫ饭店集团遍及亚洲。
台湾企业在尼日利亚建造钢厂，在马来西亚制造家具。实际
上在年度投资流入方面，台湾是１９８８年马来西亚最大的海外
投资者。期间台湾对马来西亚的出口迅速增加。看起来已经
清楚的是，将经合组织内部贸易和投资连接起来的力量同样
正在影响着南南经济关系。
第三世界一些企业已经进一步扩张到发达国家，比如巴

西，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于１９７９年以２００万美元从Ｐｌｅｓｓｅｙ
收购了濒临破产的英国企业 Ｇａｒｒａｒｄ，目的在于利用他的品
牌，更重要的是其分销网络，从而增加玛瑙斯出口加工区
（ＭａｎａｕｓＥＰＺ）的出口 （Ｌａｌｌ，１９８３）。最近，大部分因为同
样的理由，香港的Ｓｔｅｌｕｘ收购了美国Ｂｕｌｏｖａ手表公司。马来
西亚的步伐更大，收购了许多在马来西亚设有分公司的英国
母公司：ＳｉｍｅＤａｒｂｙ、Ｇｕｔｈｒｉｅ和其他贸易公司，ＳｉｍｅＤａｒｂｙ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拥有制造业、种植园、贸易、
运输以及金融利益。ＳｉｍｅＤａｒｂｙ凭借本身实力，１９８９年的销
售额为１６亿美元，已经是一家成功且重要的跨国企业。
虽然这些企业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相似，

但还是有重要的区别，对本国及东道国的经济都有积极和消
极两方面的影响。最近的分析从他们对当地环境适应力更强、
对劳动密集型技术使用更广以及在小规模上使用更多的技能

盈利经营，说明了积极的东道国———经济效应 （ｈｏｓｔ－ｅｃｏｎｏ
ｍｙｅｆｆｅｃｔ）。他们的海外公司一般是高度自治的，并且倾向于
把小部分利润汇回母公司。大多数企业作为后来者是开放接
受非传统投资形式各种要求的。大多数企业倾向市场追求性
投资，基本上没有创造新的出口。对于一些企业，他们到海
外的动机似乎更多是迫于对本国规则的无奈，而不是市场机
遇的拉动。也有引起麻烦的报告说，许多企业容易贿赂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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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比先进的对手雇佣更多的本国人。还有，他们使用更
多 “合适技术”（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这一事实意味着他
们与当地企业激烈竞争，并因此加剧了当地族群的对抗。这
些特点又给东道国政府增加一项困难的选择。

第四节　对政府的意义

全球竞争无疑将继续下去。由于各行业在世界层次上继
续集中，本章讨论的各种力量提出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未来
变化可能首先由企业而不是由政府推动。如果更多企业能够
像日本的汽车生产商那样克服内部障碍，世界经济将越来越
由垄断资本家主掌，这些寡头的能力不断壮大，将自己独立
于所在国家环境，并在东道国内创建新型的飞地 （ｅｎｃｌａｖｅ）。
另一个也许更可能的可能性是，巨头远不会成为像大前研义
（Ｏｈｍａｅ，１９９０）预见的无国界世界 （ｂｏｒｄｅｒｌｅｓｓｗｏｒｌｄ），可
能更容易受政府影响。
后者看起来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国家之间对价值创造型资

源的竞争未来大多集中在这些重点企业。关键问题是对过去
严重影响投资行为的市场不完善进行管理，但是投资流入和
流出的结合，能否成为不止是国内投资替代手段的补充？现
在的问题不是把这种关系视为本质上是对抗性的，２０年前许
多观察家就是这么认为的；而是寻求允许双方协作促进共同
利益的方式。
国家在寻求合作的过程中，必须认真观察行业层次竞争

的动态发展以及单个企业的地位。２０年来，竞争性革新在决
定哪家企业取得领先地位哪家企业消失方面，在许多行业已
经证明是很关键的。政府选择脆弱的竞争者，严格地讲是因
为它们更适应当地要求，比如放弃企业的一些所有权，但是
一旦企业在全球竞赛中失败，又会后悔这种选择。英国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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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斯勒准伙伴关系的经历以及克莱斯勒失败，在１９７９年从
巴西逐步撤出，证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会因为未能按
照国际准则判断合作方的实力而感到失望 （Ｓｔｏｐｆｏｒｄ和Ｔｕｒｎ
ｅｒ，１９８５，第２３０页）。
因此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在对具体行业国际结构

以及寻求市场进入的单个企业的实力有了清醒的认识时进行。
战略性行业越来越多地利用联盟手段，强化了了解国际事务
的需求。不再通过交易的即时条款评估投资意向的价值：联
盟结构的长久影响必须列入考虑范围。为确保交易不使谈判
双方失望，投资者的弹性是非常关键的。
在如此之多的国家正放松管制的情况下，国家—企业合

作的情况是可能的。他们正在清理过去曾使投资者转寻它处
的许多扭曲情况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但自由化趋势不是盲目走向放
任自流 （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而是当地社会中许多力量消长的结
果。下一章讨论发展中国家如何制定政策应对上一章讨论的
国际政治经济的普遍性问题，以及全球竞争带来的更特别的
问题。



第四章　政府的两难选择

实践证明，出口引导型增长和扩大自主权是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难以持久的目标。它们大多受有限资源和阻碍其政策
贯彻能力的棘手的国内事务的制约。国际上流动的资本和智
力资源流动性不强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对选择政策和调和
冲突目标造成了严峻的两难困境。尽管有的人企图忽视国际结
构变化，但是其他人也许是勉强，也还是承认需要变革，勇
于对内部调整这一棘手问题知难而上。对于驾驭和管理作为
增长和经济转型推动力量 （ａｇｅｎｔ）的跨国企业，几乎没有任
何国家的热情能与新加坡媲美。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对国家政策选择决定于国际政

治经济情况的若干观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第三章叙述了跨
国企业的战略同样受内、外部力量结合的影响。本章我们开
始讨论变革如何使国家和企业走到一起建立伙伴关系，又如
何迫使他们分道扬镳。图４－１提供了一种研究这一新兴关系
的角度。国家资源与政策选择相结合，既影响形形色色企业
战略的适宜性，又影响国家对现有和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
而跨国企业的资源和雄心既影响其全球战略，又影响所投资
国家的选择。这种因果及互动的方式是双向的，影响着国家
和企业双方工作的开展。
本章重点研究等式中政府这一边。我们的目标是阐明它

们所处困境的本质，说明它们是如何影响与外国投资者的谈
判关系的。我们关心的主要是那些我们认为通过与跨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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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伙伴关系，决定国家目标能否实现的最重要的政策和事
项。我们在下一章研究跨国企业总部制定的战略如何在所投
资国家进行调整，反映其业务所在国发展前途时，就可以清
楚地看到企业如何真正地对国家政策措施做出反应。

影响战略

选择

影响国别

选择

影响合适的战略

影响“吸引力”

国家条件

企业的

资源

东道国 跨国企业

图 4 - 1 国家业绩与跨国企业战略的联系

对于政府，其思路和行为存在简单的逻辑顺序。如果人们
从认识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制约因素和机会出发，就可以认定它
们决定着未来一整套范围宽广的目标，确立了通常包含在国家
一系列规划中的雄伟景象，也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称的国家意
愿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ｔ）。这些目标构成了两种宏观层次上的产业政
策基础。国家级机构和部门在各自负责的工作范围内管理具体
行业及该行业跨国企业的政策。这就产生了问题，因为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能保证其政府各部门协调一致地处理每一件事。在
人们关心的每一个层次上都存在两难困境；“不同的利益集团关
心的重点不同”。因此政策公布后落实不充分或不连贯就司空见
惯了。国家虽然采取了外向型政策，但在很多重要方面可以继
续表现出它仍然是一个内向型国家。困难因各方面工作的相互
关联和环境的动态变化而产生。关于某项工作的政策选择对其
他工作的影响并不总是可以预先了解，昨天的政策也并不必然
适用于明天。常见的做法是采取政策解决现时具体问题。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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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的成本和利益只有以后才可以看见；事后分析能够使它们
看起来似乎一直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解开这种因果发生机制中所有症结和关系不是本书的任

务。相反，我们对重要政策问题进行总结，用政策和行政措
施选择的具体事例说明存在的困难，用数据表明经济政策与
政治谈判的互动关系及其经常导致的意外结果。读者可以决
定哪一种解释可能最有道理。例如，为什么马来西亚１９８２年
提出发展本国轿车的ＰＲＯＴＯＮ计划？有人称其动力来自希望
将跨国企业总装厂已经实现的２０％的国产率再提高一步。但
是为什么在１９８２年？当时那种情况已经存在很多年。然后为
什么选择那样一种特别的合作形式，让占小股份的三菱公司获
得一张 （似乎是有利可图的）配件进口许可证？另外一种解
释可以从马哈蒂尔 “看东方” （ＬｏｏｋＥａｓｔ）政策中找到。设
计这一政策的宗旨就是———一劳永逸地与过去的殖民统治决
裂，利用日本企业的活力加速改革。汽车工业正好很方便地
成为展示其改革决心的行业 （Ｄｏｎｅｒ，１９８７；Ｏｍａｎ，１９８９，
第１６４～１６６页）。
我们在讨论细节之前，首先回顾一下政策管理体制一般

要考虑的问题。本书附录更详尽列举了三个国家政策发展大
事记、近年贸易和投资流动的变化情况，以及经济和人口指
数分行业构成情况。这些数据为更具体评估政策选择提供了
分析背景。本章结束时探讨国际形势发展造成处理临时任务
的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对政府谈判地位及其对跨国企业的行
为产生影响。

第一节　国家经济政策

所有国家都拥有自己炮制政策武器的工厂，从而从总体
上构成自己的政策体制。琼 （Ｊｏｈｎ，１９８４，第８页）根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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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日本的体会认为，其含义是 “提出并协调政府行为，提
升整个经济及其各个行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积极的产业
政策意味着将目标导向的战略性思维注入公共经济政策”。这
当然是日本的经验，但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做
法却大相径庭。不过这种描述毕竟可以作为各个国家有用的
能够追求的目标。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调和经济和社会政策，保证各个部

门充分协调的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只是到最近才有人真正从
战略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巴西于１９８６年先行一步，成
立了跨部委小组，成员来自计划、工业和商业、财政、科技
等部委。马来西亚的工业总体规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ａｓｔｅｒＰｌａｎ）
也代表了这种思想，尽管很多人对能否实现发展战略中１２个
重点行业的目标表示怀疑。相比较之下，肯尼亚的五年计划
在战略的具体性方面要差得多。但不管是否明确说明和连贯
一致，所有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战略规划。正如美国最高法
院大法官对 “色情”所作的结论：“你看见它就知道它，但是
你定义不了它。”发展战略也是一样。

表４－１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２６个国家政策变化的发生率和方向

新兴工业化国家① 发展中国家② 总　数

政策 自由的 限制的 自由的 限制的 自由的 限制的

所有权 ７ １ １７ ７ ２４ ８
税收、关税 ７ ２ ３０ ９ ３７ １１
货币 ４ ２ １７ ７ ２１ ７
价格控制 ３ ２ １６ ７ １９ ９
业绩要求 １ ０ １ ６ ２ ６
具体行业 ５ ２ １６ ２ ２１ ４
行政程序 ４ ３ ２１ ９ ２５ １２
总数 ３１ １０ １１８ ４７ １４９ ５７

　　①包括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韩国。

②包括肯尼亚和从阿根廷到委内瑞拉的２０个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摘编自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１９９０ｂ）：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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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政策思路对企业的重要性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手段体
现出来的①。它们总体上表明了政府希望的发展方向。最近一
项研究仔细选编了１９７７～１９８７年间２６个发展中国家的２０６
项政策的变化。绝大多数数据说明，前几章讨论的向自由化
发展的大趋势可以体现在具体的单个政策中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１９９０ｂ）。这项研究将政策分成７个大类：所有制、税收 （包
括补贴、关税和转移支付）、货币 （包括汇率管理、可兑换性
和汇出限制）、价格管理、运营要求 （比如国产化制度和出
口）、针对行业或部门的激励和限制、行政审批程序。②

表４－１列出了７类政策变化的发生率。虽然自由化是主
导趋势，但每一大类都有重要的例外情况。各国运行方面的
要求都已提高，表示它们对企业保持适度控制的决心。
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此外，许多比较穷的国家

提高了限制性标准，虽然其中有些感觉是受外部动荡所迫才
开始眼睛向外看的。坦桑尼亚１９９０年投资促进办法是经过国
内漫长的政治辩论才形成的，揭示了这种困境对于最穷的国
家是多么麻烦。这是一个第七章要谈论的问题。

补贴还是调控？

各种对立意见混淆了自由化潮流，其部分原因是一般
（ｇｅｎｅｒａｌ）政治性选择思路的变化：直接干预企业事务还是提
供通用的调控环境？干预要么对一定档次的资产拥有者起负

面作用，要么通过提供范围不等的补贴起 （积极的）支持作
用。调控措施也从自由放任式到压制和变化无常等各不相同。
国家一方面支持企业，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又是社会财富的
守护者和资源的再分配者，要协调一致地把握好这种双重角

①

②

有关这些政策的全面总结，见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１９８５）、国际商务
和美国商务部年度报告。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资料存在许多分类和测量问题，然而这里提供的是能够得到
的最为全面的资料，并且与附录中的数据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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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极其困难 （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５）。
作出的选择反映出国家在管理资源、获取更强的国际竞

争能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愿意程度到底有多大，以及以什
么样的形式发挥作用。这种选择不单单是相对谈判地位的问
题，也是对国家作用的认识问题。按照伊文思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７９）的观点，难道国家必须 “一直强迫或哄骗跨国企业承
担他们本可以放弃的角色”，即便在舆论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
的情况下，用谢林的话来说 （Ｓｈ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７９），国家如何处
理好自愿和强制间的平衡关系是理解其未来投资环境，进而
理解其对潜在投资者吸引力的关键。
韩国战后的历史表明，即使政府和军人统治发生重大更

迭，受经济发展逻辑协调演进的驱动，影响的均势也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１９５０年代的几近自由放任政策开始，
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在进口商之间分配稀缺的美元；而在１９６０
年代，政策重心转移到了对本地骨干企业给予巨额补贴和进
行有限的管制，再加上排斥多数外国人的政策。决心起用私
营企业发挥关键角色与以后更加严格的调控措施相互结合。
在整个１９７０年代，随着骨干企业在国内外水平的提高，对
它们的补贴下降，而对出口导向的小型企业补贴上升 （Ｊｏｎｅｓ
和Ｓａｋｏｎｇ，１９８１；Ｃｈｏ，１９８４）。韩国直到１９８０年代才开始
减少对外国投资作为与国际体系更直接联系的附加手段的限

制。
我们从本书关于三个国家的附录数据中，也可以分析出

类似的变化。虽然它们多因为对外国投资者和国内利益集团
采用了混合型的政策而面对更加复杂的抉择，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思路上还是存在一些可以察觉的连贯性，尽管有时掩
盖在行政与政治的妥协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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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货币政策

为了阐明导致如此妥协和矛盾的环环相扣的谈判，我们
先就货币政策，后就贸易政策进行讨论，因为这些都是需求条
件的首要决定因素。我们在第六章将谈到，政府面临的选择
以社会制约因素为条件。尽管这些制约因素在某种情况下起
决定作用，这里的重点还是经济政策和影响跨国企业投资环
境的若干具体的政策如价格管制。

一　债务管理

对于在第二章就已明确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债务国，持续
的债务危机可能是最能影响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而影响增长
能力的单项因素。重组 （ｒ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债务只是拖延而不是
解决了提高国内效益和存款利率的问题。因而国家如何管理
其债务成为研究经济管理的出发点。
债务国的选择机会取决于债务数目，起初谁贷的款，以

及贷款的条件。如附录表格所示，三个国家都债台高筑 （相
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但构成却大相径庭。他们的政策及运作
情况因而能够说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① 肯尼亚因

为从来就不具备从商业银行大量举债的实力，只能依靠提供
援助的 “捐赠” （ｄｏｎｏｒ）国政府如英国，以及国际组织如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官方” （ｏｆｆｉｃａｌ）贷款。结果
偿还期长，服务成本降到比商业银行要求的还低。虽然贷款
的附加条件限制了政策选择的余地，但是肯尼亚的发展可能

① 关于第三世界债务的文献多如牛毛，因此有必要进行筛选，我们特别挑
选了Ｌｅｖｅｒ和Ｈｕｈｎｅ （１９８５），Ｄｅｌａｍａｉｄｅ （１９８４）；Ｓａｃｈｓ和Ｂｅｒｇ （１９８８）

和Ｆｒｉｅｄｅｎ （１９８７），Ｃｏｎｇｄｏｎ （１９８８）和Ｃｒｉｆｆｉｔｈ－Ｊｏｎｅｓ （１９８４）等人的
研究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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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受到人均负债水平的过分制约。人们必须在它们国内政
策的困境中研究发展道路上更严重的障碍。
马来西亚２００亿美元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６％，比

例上几乎与肯尼亚一样高。虽则商业银行贷款占大多数，偿
债负担却比较小。原因是马来西亚的出口要强劲得多。只在

１９８０年代很短的一个时期，商品价格和对半导体的需求下跌，
马来西亚才冒突破借款限额的风险。换言之，如果借债者能
够提供流动资金偿债，借债也可能是发展的积极武器。
在１９７０年代，借债似乎是提供流动资金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ｉｅｓ）为

工业化筹集资金的合理办法，这方面巴西堪称典范 （Ｓａｃｈｓ，

１９８１，第３９页）。巴西同样也是典型的不安全借债国，这一
点已在第二章讨论过。债务水平提高以后导致对偿付 （ｓｏｌ
ｖｅｎｃｙ）危机的恐惧。清偿力 （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与偿付力的区别很
重要，因为贷款国必须相信借款国会合理投资，最终具备偿
还本利的能力。虽然巴西１１５０亿美元庞大债务只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３０％，但其偿债率在５０％以上。在１９８０年代，巴西
两次有效拖欠了到期外债，而且在很多场合宣称无力落实其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的一系列意向书中的承诺。也就是
其庞大的地域和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才使得债主们没有对危机

作出过分反应。
不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的去做是一回事，只是为继

续向贸易发展融资而回避对依赖外国贷款的需要则是另一种

情况。人们认为债务重组比拖欠好。１９８７年重组方案一经谈
妥，巴西在债务资本本地化方面就能够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即让贷款方用未付利息和本金作为对该国某种形式的直接投

资①。这种形式的运行机制首次出现于１９８２年，但是一直到

１９８８年才采用债转股 （ｄｅｂｔ／ｅｑｕｉｔｙｓｗａｐ）方案。
巴西相信债转股可作为一种缓解负担的手段，这一点很

① 必要的技术问题和最近的实践，见Ｒｕｂｉｎ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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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都有同样的认识。实际上二级债务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ｄｅｂｔ）
市场已经迅速发展，１９８９年达到３７００亿美元的规模。尽管得
到了 “布雷迪计划”（ＢｒａｄｙＰｌａｎ）的官方认可，但是与多借
钱的方式相比①，人们对这一思路是否明智仍然存有相当的怀
疑。最新证据显示，直接补偿方式仅仅是增添了银行佣金，
没有促进增长。例如１９８８年，玻利维亚回购了其６７亿美元
高额贴现债务的一半。紧随其后的是剩余债务的市场价格几
乎翻番，使得总价值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然而一般的经济观
点在追求廉价和快捷利润的同时，忽视了金融运营商创新能
力派生出来的好处。此外，有的跨国企业如Ｃｏａｔｓ－Ｖｉｙｅｌｌａ
纺织集团已经基本停止对巴西的投资，但还是在债转股的诱
惑之下以非常可观的贴现率———对于Ｖｉｙｅｌｌａ，达４１％———将
现钱投入下属企业。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贴现率降到约２０％时，
尽管这一比率反映为某种对资产经济价值贬值的衡量，其他
企业同样还是经不住引诱。
对债务危机极端形式作出反应，同样以谁是债主，受多

大伤害，以及他们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等为条件。弗里顿
（Ｆｒｉｅｄｏｎ，１９８７）对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持有人作了关键的区
分———在后一种类型中工业企业占多数。在墨西哥流动资产
持有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可以将钱转到美国：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年
间的金额大约２７０亿美元。同时，固定资产持有人努力争取
优惠帮助以缓解痛苦。在巴西，固定资产持有人占绝大多数，
资本逃离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ｌｉｇｈｔ）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工业利益集团
在没有获得帮助的情况下，转而从政治上采取措施反对军队。
然而推迟必要的调整只能使最终的调整更加困难，政策矛盾
更尖锐。
当然，影响对策的不仅仅是国内社会政治权力结构，还

包括银行和贷款国。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言，他们必须在允许

① 关于许多复杂争论的简单说明，见 《经济学家》１９９０年９月８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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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付款 （以及冒银行业恐慌的风险）和坚持偿还 （冒与债
权国切断贸易往来的风险）之间作出选择。他们之选择第二
种，是因为关心的首要问题，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建议
对金融危机的补救方法没有一个得到完全贯彻，使得贷款者
得以继续浑水摸鱼。

二　资本管制和利润汇出

从极端意义上看，债务问题导致资本外逃。不太明显的
是它们对控制合法资本转移、红利、汇出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及投
资者其他金融交易更 “正规”政策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
正如巴西发现，二者以公然违反管制的方式发生了联系。
资本外逃与政治结构的关系，与人们丧失信心一样密切。

事实上，有些最严重的案件都与独裁腐败的政府有关，如国
王沙 （Ｓｈａｈ）统治下的伊朗或马科斯执政的菲律宾。在这些
国家，资本外逃助长了债务危机。耐勒 （Ｎａｙｌｏｒ，１９８７）曾描
述过不少令人发指的故事，政治家作为主要责任者在不同账
户隐匿政府收入和外国援助资金。在巴西，这样的推动因素
不起作用：资本外逃更多的是因为债务危机本身而非危机产
生的原因。巴西对资本转移的控制可追溯到１９６３年，当时实
行的 “非利润汇出法”将汇出利润限额定在投资额的１０％，
但不包括再投资。后来修改成凡汇出额超过注册资本１２％要
课以重税。到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巴西的通货膨胀造就了一个繁
荣 （但得到公开承认）的、某些跨国企业发觉即使超过１２％
也值得的外汇黑市。他们可以官方汇率汇回利润，又以优惠
的黑市利率再投资，大大抵消了应缴税金。关于利润回汇政
策的基本悖论产生于１９８９年年中，其时债务危机使得政府冻
结了所有利润转让。其结果如图４－２显示，是资本流入灾难
般下跌，对资本流出更是束手无策。一年过后，新政府在意
识到强硬政策的教训之后才对利润汇出予以解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来西亚一直能够做到更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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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开明。对于利润汇往国外或撤资没有实施限制。政府只是
坚持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企业应缴纳 “合理”的费用和技术转
让提成费。然而我们发现在几种情况下，合理性的定义成为
矛盾的起因。尤其是日本投资者特别容易为此要求重新谈判。
走到了这一步，日本方面企图———虽未成功———让日本银行

１９８８年一揽子可用资本扩充计划，以马来西亚政府减少日方
认为 的不合理性为前提。换言之，对于可能向所在国家缴多
少税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进行间接控制。

图 4 - 2 巴西：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汇出 1970 ～ 1989

摘自 IMF《国际收支统计年鉴》多期；Gazeta Mercantil� 1990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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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尽管两次遭受外资大量流失的打击，但同样一直
比较稳健。不过他努力采取其他办法阻止资本流失。比如，

政府将保险业 “非洲化”。这个问题是从英国人将保险业当银
行控制的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在肯尼亚收取的保险费要转
到伦敦进行再投资。但是，正如其他非洲国家所发现的，非
洲的保险公司规模太小，承担不了大的风险，只能与外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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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一起干。因此，政府于１９７１年成立肯尼亚再保险公
司，规定所有承保人必须将部分业务向肯尼亚再保险公司再
保险。但是肯尼亚在提高本国保留收益比例方面取得的成功
是不太大的。如同在其他建立同样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一样，

肯尼亚不可能完全约束市场力量 （ＵＮＣＴＡＤ，１９８７）

三　汇　率

许多国家都努力对汇率进行管理。过去支持高估 （ｏｖｅｒ

－ｖａｌｕｅ）通货的政策已证明不能持久，其影响是为了进口替
代和工业化目的进口资本密集型生产物资，以及为精英们进
口奢侈品。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刺激和出口驱动，经与市
场力量的结合，整个１９８０年代的法定汇率贬值幅度急剧上
升。①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间，世界银行监控的８０多个发展中国家
的平均实际汇率 （贸易加权和通胀调整）下降４０％。除了国
际定价商品，这意味着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更多地出口，

以便进口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最近一项调查的结论令人
沮丧，发展中国家自贬汇率基本无助于提高贸易盈余，反而
往往降低投资 （Ｆａｉｎｉ和ｄｅＭｅｌｌｏ，１９９０）。

汇率与债务之间不可能建立明确的关系。即便如此，巴
西的债务在形成货币贬值压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

肯尼亚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迫将先令贬值，作为获得备用
贷款的一部分代价 （Ｄｅｌａｍａｉｄｅ，１９８４，第６１页）。其他很多
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如法炮制。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间，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提供了３０亿美元的 “调整贷款” （ａｄ

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ｌｏａｎ）。接受国在其他条款之外，还必须同意将自己
的货币贬值。外债与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同样也

① 当然也有例外。与市场力量不同，美国施加外交压力对于迫使韩国和台
湾地区重新调整货币价值是必要的。华盛顿认为它们对货币价值估计过
低，因而导致了与国内生产者的 “不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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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清楚的。不过，人们还是广泛认可利率的中心作用。因
此，许多贸易负债国正在试验新奇的机制，如货币选择权、
利息互换和限额以及与商品挂钩的融资贷款机构，以便降低
对异常国际利率变动的暴露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风险。１９８９年，用
这种风险管理办法筹集新资金的市场已达大约４０亿美元。但
是，进一步的增长似乎有限：昂贵、复杂，设计一种恰当控
制机制限制套期保值情况下的潜在损失，已经证明非常困难
（Ｍａｔｈｉｅｓｏｎ，１９８９）。
我们与其费力回顾所有关于这类问题，以及关于汇率如何

影响调整和增长的相互矛盾的理论，不如将重点放在直接影响
与外国投资者关系的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投资者如何评估各种
措施，第二个是政府如何管理其用以影响汇率的行政机制。
投资者眼睛盯着汇率，因为他们用本国货币计算利润，

而且因为他们必须评估本地产品将来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受变

化影响。如果公司相信不久将贬值，他们一般会在事情过后
才投资，避免资产价值缩水。在许多国家，企图操纵汇率未
来走势的主要指标是黑市汇率。比如缅甸就不像巴西，坚持
所有跨国企业的货币交易都必须以官方汇率进行。１９９０年代
中期，投资的人都往后缩，寄希望于官方汇率之高不会长久。
第二种因素是政府如何干预以影响汇率。肯尼亚的做法

说明了这一问题。到了１９８２年中，肯尼亚的外汇储备已不足
以支持一个月的进口，抛弃复杂且随意性大的进口控制量化
机制的计划走到了头，“因为中央银行已无力为已签发的许可
证发放 （必需的）外汇” （英联邦秘书处，１９８５）。有关部门
超负荷受理进口许可证申请。外汇配置委员会是以个案处理
方式工作的。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决策后果及时机的不确
定性如同实际的汇率一样重要。凡是认为效益和速度必不可
少的地方，投资者就会转移它处。尽管肯尼亚最近在外汇管
理程序上有所改进，但它建立出口加工区 （见下文）的计划
还不会结出什么果实，这一点不会有多少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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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贷配置

经济成功发展的三个必备金融要素———以某些亚洲新兴工业

国家的经验来判断———是低估汇率、高国内储蓄率以及一套通用
的或者以歧视但鼓励竞争为基础的、将廉价贷款分配给工业企业
的制度①。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具备三种要素，但有时是得自即使
是开明的人也皱眉头的社会政策的帮助，如缺少公共福利支出。

为弥补这一点，亚洲的家族愿意大幅度削减目前支出，因而将储
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到发展中国家闻所未闻的高度 （如

３９％）。到了这种程度，经济学家早先强调本国发展的资金积累
没有被人们误解 （Ｃｌａｒｋ，１９８４；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９）。他们最最忽视的
是，存在国家使用权力将信贷分配给具体行业的可能性———比如
韩国的造船或台湾地区的钢铁———或者安排给特殊的贷款群
体———骨干企业以及近期的规模更小的出口型企业。

三要素当中，对于开放型市场经济国家，第一种在既定
市场约束下很少有可能做到。第二种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更大，

不能轻易改变，只有第三种可以进行具体的管理。我们研究
的三个国家中，只有马来西亚感受到了第一种要素的效力：

在１９８０年代后半期，它的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了３６％。他们既
没有享受第二种的好处，也没有努力将信贷分配机制当作推
进行业竞争的手段。即使巴西在邀请跨国企业建立汽车工业
之时有机会这样做 （后面还要说明），还因为害怕吓跑潜在投
资者而选择不行使这种权力。

即便如此，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提供本地化的、优惠
的贷款。马来西亚在１９８５年设立了 “新投资基金”，其目的
是利用优惠利率鼓励在制造业、旅游业、采矿业和农业方面

① 就在我们刚刚完成本书手稿时，Ｔａｎｚｉ （１９９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
全新研究成果发表了。他阐述了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和贸易之间错综复杂的
相互关系，为我们的最终结论作出了极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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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但它的规模是否足以产生影响似乎值得怀疑。巴西
在１９５０年代成立了国家 “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虽然原始
章程禁止向外国人控制的企业贷款，但１９８６年的一项政策声
明表示包括跨国公司占少数股份的本地企业，因而软化了这
一政策 （巴西政府公报，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的一项新的产业政策
更前进一步，反映了巴西工业家们日渐强大的意见，即与外
国公司某种形式的伙伴关系经常是取得国外甚至是国内竞争

力的绝对必要条件 （Ｆｒｉｔｓｃｈ和 Ｆｒａｎｃｏ，１９８８，第８２～８４
页）。结果是有的巴西人现在认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是

１９５０年代的老朽，当时有用，如今已不再是发展政策的主要
手段。
由于没有较高的存款利率，肯尼亚的步伐比大多数国家

迈得都大。自１９７０年代中期，肯尼亚就已限制跨国企业进入
本国市场。肯尼亚害怕他们将本国借贷者 “挤出”市场，稀
缺的国内储蓄会以红利的形式漏向国外。那么肯尼亚的难处
在于如何找到一条既让外国人感到受欢迎，又迫使他们将资
金带进来的路子。不过，幸亏依靠中国人所称的 “关系学”，
有的人还是找到绕开种种限制的途径。他们最喜欢，也最拿
手的就是任命一位具有良好政治关系、善于疏通进口许可证
和本国信贷流程的肯尼亚主管。如果成功，这位主管将为这
个问题增加另一条纬度。区别对待的政策只能是鼓励现有外
国企业雇佣处于腐败边缘的本地人，因而以合谋方式维持令
人难以满意的现状进一步阻碍了新企业的进入。

五　国内价格和工资的控制

最后，还有与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作斗争的问题。通货
膨胀与增长之间、通货膨胀与投资比率之间 （Ｇｙｌｆａｓｏｎ，

１９８９；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和 Ｒｅｙｎｏｓｏ，１９８９）以及通货膨胀、货币贬
值和出口潜力中间存在着关键的否定关系。除了财政政策，
价值控制有时也是一种武器。这些在战争时期有时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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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时期基本无效。东欧、英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用过这
种方式，但又放弃了。所有国家都发现这是一种最困难的市
场干预形式。三个国家中，肯尼亚引人注目之处是只有它以
有选择地对单个商品进行价格控制的方式管理经济发展，遏
制通货膨胀。可以想见，其结果是商品短缺、黑市出现 （腐
败的又一刺激因素），以及不管是外国还是本国企业界普遍的
怒气和烦恼。同时，尽管采取措施维持起码是首都内罗毕周
围地区的最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还是下降了。在听天由命
的情况下，肯尼亚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到１９９０年撤消所有的管制，
其中几种农产品如玉米除外。
巴西在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进行了最严厉、普遍的

干预。１９８６年 “克鲁扎多 （Ｃｒｕｚａｄｏ，巴西货币）计划”才采
用了强制的反通货膨胀的工资和价格冻结。由于没有政府削
减开支或货币供应的配合，失败是可以预见的。增长持续造
成短缺、扩张了黑市。经合组织得出结论 （１９８８，第６１页），
因为这些条件也阻碍了出口，削减了贸易盈余，因此这一政
策是自己打败自己。到１９８９年，萨尔内政府在所谓的 “夏季
计划”中仍然试图控制价格，承诺通货膨胀率会保持在月均

２８％的水平上。但是１９８９年司法部长以未兑现的承诺会带来
社会动荡为由辞职，说明其时管制的效果何等之差。１９９０年，
管制被裁定违宪。新政府也许不知道还要做什么别的事情，
采取了冻结所有存款的极端措施；同时尽管通货膨胀率依然
保持在每月８％，还是放弃了工资与价格挂钩的做法。随之发
生的是愤怒的福特工人罢工，使得整个工厂遭到破坏。不仅
是对管制的管理困难，放弃管制也有政治上的风险。

第三节　贸易政策

很多发展中国家通过修改干预政策，降低或废除关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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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税壁垒，使自己的贸易制度自由化。然而自由贸易并不
能包治百病。剧烈的、未经准备的自由化可能像１９８８年的象
牙海岸一样导致经济混乱。在没有对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进行
调整的情况下削减关税，其产生的问题最为明显。如果增加
收入的关税削减之后预算依然恶化，政府可能就等不到用长
期贸易收益弥补已经损失的收入。之后他们也许会觉得有义
务重新开税。但他们这样做就是向私营行业发出外向型政策
“不灵”的信号。
确定调整的影响及时机如此之难，使得我们难以对贸易

政策进行概括。因工业化政策在每个行业都有其动态特点这
一事实，以及外国贷款机构干预国内政策，这些困难变得更
加复杂了。贸易理论似乎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近年在认识贸
易影响国家财富方面取得的进展，被理论本身提供能在实践
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的能力方面具有的局限性抵消了 （参
见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９８８；Ｈｅｌａｍａｎ和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９）。即便如此，
贸易政策面临的问题是清楚的。在下面这一节，我们将它们
分为影响进口、出口和易货贸易的政策。我们也会考虑在区
域贸易集团中对出口加工区 （ＥＰＺ）和商业外交的使用情况。

一　进口管制

“初创的新兴产业”（ｉｎｆａ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和其他进口管制的
问题是，它们保护国内的生产厂家，不管是外国的还是本国
的。取消了获得或保持竞争力的激励因素后，从长期看各国
要冒丢掉原先追求的利益的风险。马来西亚也许认识到这种
风险，只将关税当作临时性措施，保护在某些行业如电视机
的最先投资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巴西为使本国制造业免受进口

货冲击，采用了高关税的有效保护措施 （到１９６０年代高达近

７０％），因而形成了强烈持久的反出口偏见 （Ｂａｌａｓｓａ，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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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７页）①。这一人们熟知的 “相似法则”（Ｌａｗ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ｓ）
政策直到最近仍由ＣＡＣＥＸ （中央银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局）②

执行，有的时候也听听企业协会如ＡＢＩＮＥＥ （电子）和ＡＢＩ
ＭＡＱ （机械）的意见。凡是项目中涉及很多进口类目，

ＣＡＣＥＸ就会为整个项目谈判确定一个 “国产化”比例，让企
业自行决定哪些进口至关重要，哪些可以替代。比起对实际
上只对６％进口总值起作用的高关税手段，ＣＡＣＥＸ许可证对
进口的控制要有效得多。
但是，到了１９８０年代后期，这一制度逐渐受到国内外出

口商越来越多的批评。他们抱怨，“相似法则”常常迫使他们
使用高价配件，在国际市场上损害了他们的产品。１９８８年５
月，政府以一系列名为 “新产业政策”的新规定对这些抱怨
作出答复 （无疑是受债主看门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评意见
的促动）。这肯定会以一套透明的关税制度取代许可证制度下
不透明而且经常是模棱两可的保护制度。但执行工作比较慢，
倒不是缺少信心，更多的是因为往年积累的债务和不利的国
际收支情况。在国民议会以及受保护的既得利益者当中也有
阻力。新的贸易政策或可发挥作用，削减企业协会的实力和
社团影响 （Ｆｒｉｔｓｃｈ和Ｆｒａｎｃｏ，１９８８）。
不过，贸易改革最终还是明显成为巴西与其主要债权国

美国交易的一部分。科洛尔上任伊始就用虽高但呈下降趋势
的关税取代了ＣＡＣＥＸ禁止进口的商品目录，但是到了１９９０

①

②

制成品保护的实际关税税率与名义税率不同，因为其他关税对当地生产
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部件的进口产生影响。举例说明这个区别，比如一种
商品面对的是９０％的关税，又比如当地竞争者不得不进口一半的投入
品，导致２５％的关税。实际关税变成１５５％。这个算式是这样：制成品
关税 （９０％）－ 进口部件份额 （５０％）×部件关税 （２５％）实际保护关
税税率 ＝ （１－进口部件的份额 （５０％））

外贸许可证管理局，中央银行负责全面审定进口许可的部门。此外，不
同机构为不同行业制定专门的行业政策、方针。因此，信息产业特别办
公室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负责广义上的信息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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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已极其严峻，没有什么选择余
地。科洛尔宣布将既废除进口许可证，也废除关税，以换取
美国放弃其威胁要动用的美国贸易法案中臭名昭著的 “３０１条
款”。巴西还将根据在乌拉圭的贸易谈判开始时美国提出的要
求，停止对咖啡生产厂家的补贴，认可外国企业在巴西医药
行业的财产所有权。对巴西信息产业的影响同样严重，这一
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华盛顿使用这种强制手段是否明智还
不能肯定，原因是巴西调整其他政策面临困难。此外，不管
是谁遭受调整的痛苦，也不管公正与否，都会怪罪美国。
肯尼亚利用进口许可证制度最充分，按照一部分人的说

法，投资者的大部分问题都因此而起。但是，肯尼亚为赚取
外汇，要大大依赖世界商品市场，因此手中的牌永远比较少。
但是，产品价格波动正好可以偶尔提供一扇机会之窗，放松
高度保护主义政策，其中一次机会是１９８６年咖啡价格 （出
口）上扬、石油价格 （进口）下跌。政府的两难之选是冒自
由化的风险，希望价格会稳定，还是平稳操作、保持控制。
政府迷宫中的耽误最终还是让这一机会溜走了。
肯尼亚的困境因其极端复杂的保护主义政策而恶化。这

些包括高关税———高达１００％的从价税、进口退税和折扣率，
再加上某些特定资本货品的免税进口。但是对钢铁、汽车和
电气商品的实际保护率还要高，达３００％。在每一具体个案
中，行政处置权赋予的自由度肯定是助长而不是抑制了官员
腐败。因此，从原则上讲，世界银行要求到１９９１年６月所有
进口商品 （因卫生和安全原因而不包括在内者除外）都应该
取消控制，似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１９８８年５月，
肯尼亚政府由于要仰仗世界银行一笔结构调整贷款，同意将
此作为其已批准的 “工业部门调整计划”的一部分。但仍然
不能肯定的是其国际收支平衡情况能否允许这一协议顺利执

行。与此同时，与巴西ＣＡＣＥＸ制度注重选择性相比，肯尼
亚过于复杂的进口许可证制度对企业家旺盛生机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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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大。改革不入正轨的时间越长，变革就愈加困难：坏习
惯就像附着在船底的甲壳，死缠住国家这艘巨轮。

二　推进出口

肯尼亚自１９７０年代初期便用补贴方式促进出口。这样可
以抵消使用国内生产的没有竞争力投入品，或从国外进口已
交纳高额关税投入品而产生的额外成本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和 Ｂｒａｎ
ｓｏｎ，１９８７）。但是，进一步恶化的国内环境迫使他们于１９８５
年将补贴提高到２０％，而且保证立即付款 （肯尼亚政府公报，

１９８６，第９６页）。换句话说，“影子价格”的成本可以相当可
观，而结果却很差。因此，许多国家倾向于另选政策。

表４－２　１９６９～１９８３年亚洲出口到美国的组装半导体零部件

（美国关税８０６３０和８０７条款下）（总数的百分比）

国家 （地区）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３

香港 ４９ １２ ５ １

韩国 ２３ １７ １０ １７

马来西亚① ０ ３０ ３４ ３７

菲律宾 ０ ５ １６ ２１

新加坡 １０ ２６ ２５ １３

台湾 １５ ８ ５ ５

其他 ３ ２ ５ ６

　　①从１９７３年项目下开始出口。

资料来源：计算出自Ｇｒｕｎｗａｌｄ和Ｆｌａｍｍ （１９８５）：表３－７。

对于制成品，马来西亚主要依靠吸引外国企业到其 “出
口加工区”（见表４－２），以最低限度的干预让他们在出口市
场上拼杀。这一政策有相当高的风险，因为出口商品竞争力
可以在各国之间快速转移，与国内成本的相对变化几乎没有
关系。出口易变性的极端形式是表４－２所示美国企业的半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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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产品。美国关税法的运转方式特别重要。根据其中的

８０６３０和８０７条款，美国公司从本土出口、在国外加工后又
出口美国的产品可以获得关税减免①。
从另一面来看，巴西将出口补贴与其他规定相结合，迫

使企业开发出口商品，更多地增加对收支平衡的净贡献率，
作为能够在庞大的国内市场进行销售的代价。巴西幅员辽阔
赋予其无论肯尼亚还是马来西亚都无法具备的谈判实力。根
据１９７２年制定的旨在整合早期政策的ＢＥＦＩＥＸ制度，答应将
一定比例产品出口的企业，可以绕过 “相似法则”，同时也获
得支持出口的软贷款。令人称奇的是，也许这一计划是根据
福特公司在当地企业的建议提出来的 （Ｂａｕｍａｎ和 Ｍｏｒｅｉｒｎａ，

１９８７，第２页）。

ＢＥＦＩＥＸ制度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事实判断：到１９８５年，
该制度涵盖了所有制造企业的４０％，创造的净贸易额大幅度
上升 （Ｆｒｉｔｓｃｈ和Ｆｒａｎｃｏ，１９８９，第１１６页），其中相当部分
要归功于面对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跨国企业。到了１９８６年，
它们占整个制成品出口总额的１／３，主要集中在交通设备、机
械和化学品。② 即使本国企业也允许使用ＢＥＦＩＥＸ规则，跨国
企业的出口增长趋势仍要快４倍。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两难
困境。ＢＥＦＩＥＸ既影响出口价格，也影响毛利润。１９８０年代
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部价格控制与市场预留 （ｍａｒｋｅｔｒｅ
ｓｅｒｖｅ）政策相结合，使国内市场利润比出口更有吸引力。不
少跨国企业称他们已相应调整供应，这样全面降低了出口增

①

②

在这些１９５０年代中期采用的关税项下，美国企业只支付离岸加工增值
税，包括不需要进一步加工，只需组装的项目 （第８０７项）和出口加工
非贵重金属 （第８０６３０项）。这一关税计划迅速扩大了美国的进口，因
而在美国受到严厉批评。在普惠制允许范围内所有低于３５％增值价值的
项目中，美国在１９８７年的进口总额为９０亿美元以上，比１９６６年美国关
税委员会刚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增加了４１倍。见 Ｍａｒｋｉｄｅｓ和Ｂｅｒｇ
（１９８８）。

Ｇａｚｅｔａ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３日 ，资料来自ＢＮＤＺＳ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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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换句话讲，巴西发现同时保持对国内和出口的干预比较
难。

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种政策创造的贸易收益主要得
自对价格敏感的商品。其明证是，特别是在南南贸易中，以
价格弹性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这一老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

（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８８）。它的含义是，随着全球竞争诞生了一种新
的 “亚经济”（ｓｕｂ－ｅｃｏｎｏｍｙ）。这似乎是一个零和游戏，因
为一发展中国家的利润即为另一发展中国家的代价。只有跨
国企业的权力得到限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收入弹性商品的
收益。

三　出口加工区

自１９７０年代以来，建立出口加工区 （ＥＰＺ）创造新的出

口机会，其中只能有出口型企业才能设立，不受当地法律的
约束，这种做法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欢迎①。肯尼亚无力进
行其他政策调整以保证效率，而这正是一项根本性的要求，

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探讨过。正如下文要说明的，巴西仅有的
经济特区属于一种相当不同的情况。因此，我们重点研究

１９７１年这一思想倡导者马来西亚。

对于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目标除了别的以外，还包
括创造就业的工业化。其中本已在经济中十分重要的外国资
本将会在加强出口工作中发挥作用。但是政府为了让地理位
置有足够的吸引力，决定向新加坡学习，创立出口加工区。

在加利福尼亚开展的第一次宣传攻势针对的是具体的工业部

门———如电子业。政府官员们认为他们成功的机会就在这里。

国民半导体公司是一批经不住诱惑的美国公司，以及后来日

① 关于这个观点有很多种表述，每一种都有不同的技术和行政背景。我们
用出口加工区这个术语粗略地涵盖所有细小的差别。详见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ＵＮＩＤＯ （１９８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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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有时会产生荒唐的情景，靠近集成电路厂的另一家公
司非要向母公司或其地区营销中心订货。这样马来西亚生产、
运出的部件几天之后又运了回来”①。马来西亚随即在程序运
作上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墨西哥也一样，现在允许设在
当地的美国企业 Ｍａｑｉｌａｄｏｒａ按照一定条件销售其产品的

２０％。采取其他调整措施的还有斯里兰卡。那里成本因素促
使选址要靠近原料供应地，企业实际上不必非要设在加工区
内。有的国家现在已经取消了国别限制，也允许本国企业在
加工区内开办企业。韩国更进一步，正在试验将出口加工区
转换成科学园。所有这些情况说明，出口加工区现象有其自
身的生命周期，不管在实际工作中多么困难，有关政策一定
要作相应调整。
巴西的玛瑙斯自由贸易区是１９６７年在军方坚持下设立

的，其理由是亚马逊盆地的经济发展对国家安全是必须的，
因此它的管理机构玛瑙斯自由贸易区管理局 （ＳＵＦＲＡＭＡ）
负责的是防务而非贸易。结果是原先允许免税进口商品进入
该地区的政策与国家的其他政策基本上没有关系。外国企业
发现玛瑙斯自由贸易区是避开 “相似法则”进口禁令的绝佳
途径。在电子行业尤为如此。ＳＵＦＲＡＭＡ只在１９８７年才开
始宣传出口。其相对不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其他政
策不配套———１９９０年科洛尔取消国家进口指标，并且威胁也
要降低关税时，这一情况才变得明朗起来。

四　易货贸易

世界贸易体制收得太紧的时候，易货贸易是逃避这一机
制束缚的一种手段。这种逃避当然有相当多的争论。吉尔平
（Ｇｉｌｐｉｎ，１９８７）像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它与消费
者利益背道而驰；而其他人则将其描绘成 “忧郁世界的一线

① 一位业界经理，引自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１９８７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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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无论双方观点都有什么优点，如先前化工业例子说明
的，这是一种全世界广为采用的做法。最近的一项研究列举
了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间发展中国家达成的１３００笔这样的交易
（Ｊｏｎｅｓ和Ｊａｇｏｅ，１９８８），其结论是这些交易中的多数都得益
于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其他人则重复着这种观点，认为易货
贸易是 “表征，不是病” （Ｈａｍｍｏｎｄ，１９８９，第２５２页；

Ｗｅｓｔ，１９８５）。
巴西是这一贸易方式的最大倡导者。许多人预测易货贸

易占巴西原材料和制成品出口量高达１０％。正如许多第三世
界国家的交易包括石油，以避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量指标，
巴西在１９８４年用价值６３亿美元的当地制造的大众汽车换取
了伊拉克的石油。对尼日利亚，巴西答应用价值４０亿美元的
糖和制糖设备换取石油。马来西亚自１９８３年以来也很活跃。
政府谈判获得的交易包括用锡和橡胶交换南斯拉夫的制成品，
用纺织品和电气产品换取韩国的巡逻艇，用石油换取巴西的
铁矿石。
巴西和马来西亚自由施展之时，肯尼亚却受到了制约。

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它能据以易货的商品，而在
于他们在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批准的情况
下所具有的不均衡的脆弱性。肯尼亚对官方援助和结构性调
整贷款的依赖性实在太大，政府都不敢涉足易货贸易———尽
管它像巴西一样为贫困、负债累累的邻国环绕。不过，现在
有的大公司似乎能够找到绕过这一障碍的途径。比如通用汽
车贸易公司在知道乌干达允许易货贸易后，就与其谈判出口
五十铃公共汽车 （在肯尼亚关栈中组装），换取皮革卖到第三
国。
虽然多数发达国家都强烈反对这种贸易方式，但多数要

么不时也这样做———比如英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武器交易，要
么起诉他们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自１９６７年以色列
就执行一个总的原则，所有政府采购———当然包括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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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以补偿贸易的方式支付。美国国会对以色列从没有提出
一个字的批评。有了这些例子，如果发展中国家眼下的需要
胜过任何长期且后果更不确定的需要，那么他们同样感觉自
如地运用易货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　区域性贸易集团

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是独立采取行动，而是努力通过形成
区域性贸易集团提高竞争力。他们有两种典型的动机。一是
通过专业化规模优势提高区域内贸易额。然而，经常发生的
情况是获得的这种优势证明是虚假的，因为成员国要么拥有
自己的竞争力，而不是互补性产品，要么不能就决定新专业
化产品份额分配的 “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另一种或许更强
烈的动机是提高集体谈判实力和地位。① 以东盟为例，有某种
证据表明其获得了成功。比如，１９７７年澳大利亚在东盟威胁
从别处进口食品之后 （Ｇｉｌｌ和Ｌａｗ，１９８８），便取消了原来提
出的削减从东盟进口鞋类的建议。阻碍实现区域性优势的严
重障碍反映在此类政策令人气馁的历史之中。从１９６０年代中
美洲共同市场开始，几乎在所有地方，希望之后是幻想的破
灭。１９７６年东非经济共同体垮台，阻断了重要的当地市场，
对外国投资者造成了破坏性影响。１９８３年，东南非洲１８国签
署协议，成立区域性优惠贸易区，在解决三个人们熟悉的问
题方面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一是贸易优势不平衡。肯
尼亚和津巴布韦作为本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稳稳地
从结盟中得到最多的好处。肯尼亚挣了 （大部分未付）赢余，
但不愿意增加得不到回报的出口。二是原产地规则条款不包
括非洲人不占多数的企业的出口。三是穷国政府对贸易税收

① 同样的动机还促使他们尝试以商业协议和供应者同业联盟的途径改善贸

易环境。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例外。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原因是很难维持
严格的内部约束。我们不将这些协议展开，因为我们重点是讨论商品的
增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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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性———乌干达总收入的７０％，肯尼亚总收入的２０～
３０％，以及他们甚至不愿意向其他非洲国家削减关税。比较
而言，关贸总协定总体上不认可这种扭曲贸易的主张，也就
是小虫子叮一下而已。

拉丁美洲国家努力行使集体谈判权对抗跨国企业也同样

遭到彻底失败。安第斯集团 （ＡｎｄｅａｎＰａｃｔ）引起广泛关注的

１９７０年第２４号决议激进地排斥跨国公司，但是却被１９８７年

５月第２２０号决议完全纠正过来———正式的委婉提法被 “撤
换”下来，谈判权有效地留在了各国的手中 （玻利维亚、秘
鲁、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原先已经淘汰，要求逐渐没收外
国公司财产的条款没有了；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建立
合作社式的 “地区性跨国公司”的努力于１９８２年被放弃。①

范围更广泛的拉美自由贸易区似乎除了提高行业内贸易外，
没有带来其他可以察觉出来的成果。原因之一是它加入了一
条最惠国规则，排除双边贸易，因而限制了就最不合作成员
国的意愿达成集体协议。１９８２年，允许双边贸易的拉美一体
化协议 （ＬＡＩＡ）有效地取代了安第斯集团，从此成为拉美双
边贸易快速发展的保护伞 （Ｔｕｓｓｉｅ，１９８７，第１２９页）。

同样值得怀疑的是东盟的发展。尽管本地区内行业间贸
易额高于发达国家 （Ｅｒｚａｎ，１９８４），但这可能只是因为良好
的通讯和便宜的运输 （Ｇｒｉｍｗａｄｅ，１９８９）。在谈判并坚持基
础产业区域专业化工作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果。计
划失败最新的例子是由日本支持的东盟汽车配件发展计划。

由于印度尼西亚坚持不妥协态度，区域性专业化规划只能从
头再来。

双边协议或许会带来更多的承诺，如果仅仅是因为它们
易于管理的话。例如，巴西和阿根廷正在制定自由贸易协定，

① 对安第斯投资章程 （Ａｎｄｅ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ｄｅ）总体影响的分析，见Ｈｏ

ｊｍａｎ （１９８１）。对公司的影响在第五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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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１９９４年完成。最初的协定涵盖很多资本货物 （不含信
息产业），使得贸易增加，专业化加强。阿根廷的出口重点是
批量生产效果好的商品，而巴西的重点是长期的规模效益更
重要的商品。将来协议要覆盖的行业范围更广泛。为支持这
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当地企业已经达成了技术互补协议。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争论区域性贸易集团和双

边协议比一个次优的战略好多少。不过加拿大决定与美国一
道建立自由贸易区，意味着较弱的国家觉得 “不”加入的风
险更大，其利益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是值得的。对于发展中
国家，这一观点仍然有效：如果富国认为这种战略有利可图，
对穷国也应有好处才是。

第四节　所有权控制

根据对国家所有制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的考虑重点以及对
外国企业的态度，国家资产所有权政策可以从四个范畴来研
究。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坚持国家所有制，这在公用设施、邮
政和电信行业比较常见。只要对国家所有没有争议，它们就
不会有什么变化，使得整个行业自由地应对市场力量以及广
泛的国家政策。至于其他方面，他们可以选择要么给予外国
企业优惠待遇 （以本国企业享受不到的激励方式），要么用巴
西的市场预留政策歧视他们。

一　国有企业

在有的国家，国有企业虽然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但只是
在１９４０年代后才在发展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在国有化
方面，还是在创新产业方面，人们还是广泛地认为国有企业
是管理经济 “制高点”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ｈｅｉｇｈｔ）的关键特征。
在１９３０年代，巴西总统瓦加斯开始设立国有企业。到了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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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一数字升至１５０家。１９８０年则超过６００家，其中有些
是混合型的，也就是说在有的行业如化工，投资是在 “三方”
（Ｔｒｉ－ｐｅ）政策指导下进行的。通过这一政策，国有企业、
本国其他企业、跨国企业共享所有权。马来西亚国有企业成
倍增加，其发挥的理想的角色正如一位官员所言，是 “成为
马来人加强参与工商业的 ‘后台老板’、托管人、合资伙伴、
补台和引导者”（Ｌｅｅｄｓ，１９８９，第７４３页）。肯尼亚在本国大
多数行业里成立了１００多家国有企业，而且经常是以合资的
形式。
因为创立国有企业有多种目的，所以大多数国有企业均

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自相矛盾的压力，不能够调和多重的、
相互矛盾的目标。问题因腐败而恶化。如马来西亚一个著名
的案子揭示的，一家资质不错的建筑公司获得了一个重要的
高速公路项目，而这家公司竟然是执政党经营的。因此，这
种企业创立过程中固有的利益矛盾导致了它们在很多国家的

灭亡。
追求产出和就业常常与追逐利润率相矛盾。为政府税收

做贡献是无法抗拒的。正如在塞拉利昂，对国有石油企业价
格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能源价格降下来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Ｓｔａｆｆ，１９８９，第２２５页）。除了有限几个例外，实践证明国有
企业的状况令人失望。它们中的多数非但没有高效率地优先
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相反却成了吸干国库资金的笨拙的庞
然大物。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其资金最初主要来自外国贷款，
因而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债务已超过外国商业债务
的一半以上。而在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情况更糟糕，成立
国有企业的初衷主要是为了代替进口，结果却损害了贸易盈
余。更进一步，坦桑尼亚的国有企业成了国家财政收入庞大
的净消费者，对发展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１９８９，第１１～１３页）。
没收跨国企业财产造就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历史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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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１９３８年墨西哥接管美国和英国的石油公司。这种做法到

１９７５年形成高潮；在２８个国家一共发生了８９起没收外国企
业的事件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８ａ，表ｘｉｘ－Ｉ）。此后潮流发生了逆
转。１９８０年代的前５年，总共发生了１５起没收外国企业事
件，而１９７０年代同期的数字为３３６。ＵＮＣＴＣ对此的评价是，
“今天的态度很不一样……没有多少国家会认为跨国企业的活
动侵犯国家主权……明显的迹象表明，新式的务实做法来自
这样一种信念，发展中国家能够与跨国企业谈判达成协议，
其中外国投资的收益未必小于成本”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８ａ，第

３１４页）。

二　私营化

不管是因为内部效率不高，还是因为需要创造新型的国
际伙伴关系，失败已经让许多国家将私营化作为拯救办法的
组成部分加以考虑。广义上看，私营化的范围包括从卖掉全
部或部分股份，到以合同形式转让给管理层，或租赁给私营
企业。它还像银行业一样，包括取消市场管制的程度。① 不管

私营化的销售机制是什么，卖给谁，其意图是提高经济效益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和 Ｋｉｌｌｉｃｋ，１９８８），提高一个国家经济的国际化
程度 （Ｖｅｒｎｏｎ，１９８８）。
到目前为止，这种意图还极少实现。截止１９８０年代中

期，以卖为目的的国有企业中，确实私营化了的相对很少。
数据表明，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不包括智利），列为私营化对
象的企业只有约１７％被卖掉；而在亚洲也只有约３０％。在巴
西，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额达４００亿美元，私营化了的资产只
有２７００万美元 （Ｐｆｅｆｆ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８，第１５页）。这种情况至
少比尼日利亚或土耳其要好。尽管两国声势不小，可行性研

① 关于私营化可能存在技术问题的详细总结，见Ｖｕｇｌｓｔｅｋｅ （１９８８）和Ｒａ
ｍａｎａｄｈａｍ （１９８９）。



１３８　　

竞

争

的

国

家

究花费不少，但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做成。
行政上的严重阻塞和资产评估上存在的问题，是行动的

主要障碍。智利之所以比多数国家更成功，其原因恰恰是行
政程序简单、资产评估相当务实：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特色。
在私营化作为更广泛的外向型政策调整工作的一部分加以实

施的情况下，评估问题便加重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发放新贷款之前，经常要求压力最大的国家采取 “结
构调整”（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和 “政策改革”（ｐｏｌｉｃｙｒｅ
ｆｏｒｍ）（私营化的委婉说法）。结构调整能使国内市场盈利下
降，因而降低对那些寻求开拓当地市场的有前途的买家的吸
引力。这是故意降低待售资产价值，因而减少了国库的财政
收入。
更进一步的障碍来自重建工作的短期成本，以及缺乏当

地买主。要让衰败低效的国有企业从机能上康复，按巴西的
预测，需要１０亿美元。因此，１９８５年便宣布的私营化由于缺
少买主，大部分一直拖到１９８９年。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
的强烈反应进一步阻碍了巴西的私营化计划。巴西国会１９８８
年就新宪法进行辩论时，通过了一项迫使外国企业在４年期
间放弃采矿业控制权的规定。正如下面要讨论的，虽然对这
一规定进行了修改，但是潜在的买家明确感受到了他们的民
族主义情绪。在巴西，支持私营化的意见需要从政策措施和
实践更进一步调整上给予支持，以避免仅仅成为其历史上一
种微不足道的好奇 （ｍｉｎｏｒ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１９８３年以来，马来西亚受到的阻碍较少。在总理的领导
下，当时实行了一种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的新政策，跨国企
业可以作为占少数的股东，或凭借管理合同参与私营化。不
过马来西亚并没有一直从出售如航空公司和 Ｋｌａｎｇ股份等资
产中获得很多利益。政治上的控制依然能够超越商业上的考
虑 （Ｎａｎｋａｎｉ，１９８８）。在肯尼亚，１９８３年 “政府投资撤资特
别小组”成果很少，反映的问题与其说是政府坚持私营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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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不强———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那
样———倒不如说是缺乏愿意出价的非洲———不是亚洲———买
主；大多数外国私营企业根本不感兴趣。结果是半国营的肯
尼亚银行提供的优惠融资明显下降 （英联邦秘书处，１９８５，
第２６页）。政府由于害怕损失就业岗位，也不愿意采取措施。
后面在讨论纺织品时还将谈到。
像私营化已经完成的东欧一样，企业赢得更强的竞争力

之前，不会获得全面的比较长期的利益。如果考虑一下在管
理人员态度、技能和内部控制机制方面必须要进行多大的改
变，阻力是相当大的。长期以来受政府干预被晾在一边的管
理人员，已经习惯了受生产指标而不是市场考验的驱动。他
们失败了可以马上得到原谅，甚至可以因为政府资金的进一
步注入而被掩盖。重负之下搞竞争，很少有人能够一直保持
热情。在比较小的国家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人们害怕取代
“国家资本主义” （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只会是 “密友资本主
义”（ｃｒｏｎ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实际情况经常是，刚刚私营化的企
业为了维持广泛的垄断特权，对抗市场的全面竞争，就要保
持对政治关系的依赖。除非充分注意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推
进内部竞争，弥补政治体系中商业知识或经验的不足，否则
私营化只能是将特权和政府资助从一个集团转移到另一个集

团手中。

三　对个人所有权的控制手段

对个人所有权的控制已经超越了国家所有权或外国投资

政策的范围；它们还影响到社会中的种族或部落群体。在肯
尼亚，关于所有权的主要问题有时似乎还不完全是外国人与
非洲人的关系①，甚至也不是亚洲人与非洲人、国家与个人的
关系。非洲的储蓄率、识字率低，使得经济严重依赖亚洲企

① 肯尼亚背景下的 “亚洲人”指祖先生于印度次大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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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外国投资和专业知识的增长。考虑到歧视亚洲企业的政
策很明确，对外国人所有权有限制，国有企业必须弥补这一
空缺。甚至最近的自由化也没有消除人们内心深处的疑虑，
即表象下面仍潜伏着歧视。
马来西亚担心的主要是使华人的经济所有权不致太多。

受１９６９年严重的种族骚乱的刺激，１９７０年采取了新经济政
策，其主要目的是强制实行所有权改革，以反映国家的民族
构成。这样做是希望马来人企业所有权的份额从约２％提升到

３０％。外国投资者的份额将从６０％降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０％ （马
来西亚政府公报，１９７３，表４９）。由于马来西亚政府更加直
接地介入国家资源的再分配，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如１９７５年的
“产业协调法”，因此华人企业也被迫对其股份结构进行调整。
此外，针对华人的歧视蔓延到教育领域和公务员就业方面，
相当多的位置留给了马来西亚人。其反响之一是既造成了该
国人才外流，又引发了资金外逃。有讽刺意味的是，有谣言
说资本外逃促进了东盟国家向马来西亚投资的增长。撤出的
资金通过海外家族关系，以新的面目再度流入———不管其民
族或种族背景，能够受到新近放松的外国人投资有关规定的
欢迎。虽然无法证实这种谣言，但它们的广泛流传足以说明
类似事件确实发生过。

１９８０年代末期，普遍制约外国人所有权的条件逐渐放宽，
这种总的气氛有可能已经扩展到当地华人以及人数较少的印度

人当中。马来人所有权急剧上升无疑为此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到１９８６年，广泛代表涉外经营企业的马来西亚工商总会，其

１７３家会员中马来人所占股份总额已上升至２１％。然而必须指
出的是，不断增长的马来人股份相当大一部分掌握在一系列信
托和养老基金手中。由于削弱了所有权和控制权间的联系，在
当地企业家和个人当中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利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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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外国企业的控制

政府也像企业一样，用能够获得的东西修饰战略上想要
的东西。针对私营化的各种措施，目的是使国有企业迈向国
际潮流，随之而来的经常是其他行业所有权限制的放松。例
如，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后第一部宪法规定，石油及其他有限的
几个行业的外国产权应限制在一半以内。只有外国人带来别
处无法获得的技术，或者企业将其产品大部分出口，才会放
宽这些限制。如今，随着政府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所有权限制
对特定投资者，特别是追求全球战略的企业的真正意义，这
样的豁免做法就会得到推广。
所有权自由化对于采取中间政策的国家很少引起争议。

多数希望保持或推进本地企业的参与。这一偏向反映在政府
对各种新投资形式的偏好不断增强。在这种投资形式下，一
家本地企业与一家外国企业结成伙伴关系 （或者有时与两家
外国企业。如巴西，ＴｉｎｔａｓＲｅｎａｓ既与ＩＣＩ也与杜邦结对，为
国内市场生产涂料）。所有权控制放开后，透过美国企业的反
应就可看出这一问题是多么敏感。１９７７～１９８２年间，他们竭
尽全力增加了全资或控股企业的比重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１９９０ａ）。
美国人对所有权控制的喜爱似乎依然丝毫未减。其他国家则
根据自身竞争实力和发展策略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下一章
比较本国战略与本国规章制度时，将全面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五　激励措施

人们自然会提出，政策放开是否带来了更多的外国直接
投资？由于可以利用的手段如此之多，在盘根错节的激励和
制约措施中，它们中的有些效用被抵消掉了。因而一方面韩
国发现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间实行自由化政策后外国投资流入急剧
上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１９８４年采取新的欢迎外国投资政
策后，投资者的兴趣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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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貌似不合理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许多管理人员存有
疑虑，即如果努力消除原有的经济劣势，或者保护限制性的
国内政策，人们的积极性会不会上来。此外，激励的方式也
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吉辛格 （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１９８５）开列出了５９
类政府使用的激励和阻碍方法。每种方法的效果都取决于许
多其他因素。比如美国投资者就不为税费减免所动，因为美
国的税收政策会抵消掉大部分好处。最重要的是，对效果不
能笼统地衡量；必须从每家企业努力拼搏进取的具体情况中
来看待。正如我们一再看到的，关键的区别在于企业是努力
发掘本国市场，还是创造出口。对于前者，国内价格管制或
许更重要 （ＩＦＣ，１９８６），但对后者却不然。韦尔斯 （Ｗｅｌｌｓ，

１９８６）指出，认识不清这种区分就会导致困惑。

效益也随着主管机关工作效率的变化而波动。许多国家
都有单一机构评估投资者的申请；而在其他国家，投资者必
须要同好几个部门谈判，其结果是各种耽搁和信息不连贯。
考虑到时间的敏感性，有些国家采取 “一条龙”（ｏｎｅ－ｓｔｅｐ－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方法就不足为奇了。① 许多企业如印尼的ＢＫＰＭ，
也正在简化他们的程序，较小的项目不再经过审批；或者采
取允许３０天自动批准的方法。雄心勃勃争当效率第一的记录
似乎要属马来西亚雪兰峨州政府。它于１９８８年宣布，现在
“一天之内就可完成对申请的审批”②。

这样的做法令人敬佩，但是其效果却因行政低效和缺乏
信任而大打折扣。例如，柯达公司拟在内罗毕建一地区分销
中心，却没有获得再出口 “绿色通道”许可证。肯尼亚政府
相信免税的照相器材怎么着也会流入国内市场。另外，柯达
发现通过肯尼亚服务地区市场要牵涉相当多行政上的麻烦，
而将有关材料直接空运至每个国家成本上更合算。马来西亚

①

②

有关这个问题的总结，见Ｅ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和 Ｗｅｌｌｓ（１９８６）。
《新海峡时报》（Ｎｅｗ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ｉｍｅｓ）报道，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２日。



１４３　　 

竞

争

的

公

司

将目光转向促进出口时，本国符合出口激励条件的制造企业
“不是因为受冷遇就是因为烦琐的程序，没有利用这一便利条
件”（Ａｒｉｆｆ和 Ｈｉｌｌ，１９８５）。还有，激励措施中的隐性补贴不
足以弥补新经济政策 （ＮＥＰ）“填充物”（ｐｕｄｄｉｎｇ）和保护主
义造成的反出口 “偏见”（ｂｉａｓ），目标仅是瞄准大企业。
抛开这类障碍不谈，所有权政策的各个方面和改变行为

的激励措施共同产生了一种 “新务实主义” （ｎｅｗｐｒａｇｍａ
ｔｉｓｍ）。在股权简单多数不是决定因素的项目上，决策上的灵
活处理现在变得更加普遍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８ａ，第３２６页）。因
为政府对技术、出口换汇、管理经验的需求因部门不同而有
所差异，就像投资者对利润的需求一样，谈判中部门的差异
甚至可能比国家间的差异还要大。

第五节　行业政策

至此，讨论虽然一直围绕影响所有行业的总的政策进行，
但方法各有不同。国际大公司要比注重国内市场的企业更加
关心比如汇率这样的问题。政府为了处理这种问题，可以选
择采取有针对性的行业政策。他们同样拥有我们曾探讨过的４
种所有权政策的选择方案：国家所有；对本国或外国企业有
针对性的支持或歧视；或者采取中立。然而在行业层次上，
这样的选择可能更难，尤其是如果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受到直
接影响，或者某些具体行业被确定为工业化的首选行业。政
治交易会使执行具体政策更加令人困惑。
图４－３展示的三方之间平衡效果大不相同。根据伊文思

的观点 （Ｅｖａｎｓ，１９７９），巴西军政府预见到了 “三方联盟”。
本国企业提供政治策略和技能，跨国企业提供技术，国家提
供制度和舞台，制定共同目标，团结各方力量，管理国民经
济。在巴西或其他国家，部门内部的结盟实际上永远是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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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因为结盟是为了应付现状。私营化开始时可能对加强
与外国企业的联系表示支持，但了解到本国企业反对被排除
在外时，就转而对本国企业给予更多的支持。有的本国企业
通过与外国企业结盟获得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本地
部门结盟的内在竞争弱点就会失去控制。偏向外国企业的部
门政策就像马来西亚的电子业，可能在与本地企业保持更稳
固的关系，给予更大的支持方面，激发出更加强烈的需求。
现在用５个国家行业的经验说明这些变动的平衡关系，

以及伴随而来的行政上的混乱和困境。它们表明了改革的压
力、选择的困扰和政府各部门意见相左时贯彻落实的困难。
本书第六章将对这些问题的人和政治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东道国和国有企业

当地企业 跨国企业

图 4 - 3 平衡竞争利益

信息产业是最好的例子。巴西最初受海军和国内对更快
信息安全需求的刺激 （特殊性能要求，美国供应商没有很好
地满足），决心在相应技术方面遵循自给自足的政策。这一举
措如果用第一章的矩阵图说明，就是意图雄心勃勃地从左向
右移动，在所有各种风险的伴随下发展成为全球产业。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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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口被禁止，外国投资者被迫重新就自己的立场进行谈判。

有的企业如霍尼韦尔选择了撤出巴西，其他企业则将股权转
换成许可协议。但是１９９０年巴西科洛尔新政府上台后，同意
了降低与美国贸易摩擦的计划 （前面已经讲到），因此推翻了
前政府的这一政策。新政府没有立即放弃现行的１９８４年通过
的 《信息产业法》，而是决定到１９９２年其有效期满时废除它。

科学技术部长对此的解释是：

我们别无选择。《信息产业法》必须由议会修改，而
它对此是明确反对的。我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国希望出
口计算机、汽车和纺织品。他们抱怨如果不修改法律就
无法现代化，从而无法开展竞争。另一方面，巴西的计
算机厂家说我们正将他们引向破产。①

在原来就混乱不清的情况下，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据
报道信息产业部继续保留对相似性的检查，在进口渠道上设
置了行政障碍。即使为一系列具有与外国产品竞争潜力的产
品一直坚持保护的过渡政策代替了预留政策，他们似乎还可
能继续这种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计算机公司不太可能
急于占新政策的便宜，认购当地制造业３０％的股权。②

巴西的国防工业是第二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在这种情况
下，变革更多地源自市场力量，而不是人们想象的，来自巴
西政坛中军队长时间强大的影响 （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０）。这里，当

①

②

引自 《金融时报》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从印度对外国电脑公司的政策也可以看到从市场预留到特权解决的相似

的转变。从１９７６年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强烈排斥，到最近欢迎外国
公司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安营扎寨，这无疑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印度还劝说Ｂｕｌｌ公司购买印度国内最大公司ＳＰＥ２６％的股权，主要目的
是加大印度向中东地区的硬件出口。 《金融时报》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６日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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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企业虽然有些为了技术上不落后，有选择地与外国公司达
成技术协议，如Ｅｍｂｒａｅｒ和英国宇航间的协议，但总体上表
现相当突出。曾有一段时间，它们的出口相当成功。或许是
禁运限制了某些竞争对手，巴西的武器出口跃居世界第５位。

根据伊文思的详细分析 （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１），对陆基武器工
业没有进行规划：它是在对机床和其他资本货品的需求下滑
后出现的。生产厂家迫切需要为繁荣时期形成的生产能力寻
找出路。由于其扩张大多在运输行业进行，因此将生产从卡
车向坦克制造转移是很自然的一步。时机也很偶然，因为他
们的发展正好赶上中东的需求在扩大。但是两伊战争结束导
致出口暴跌，两家大公司破产：Ａｒｉｂｒａｓ和Ｅｎｇｅｓａ。狭窄的出
口基础阻止不了这一行业不受兴衰循环之苦。

巴西教练机和小型民用飞机出口成功的缘由完全是另一

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歧视外国公司，加上对Ｅｍｂｒａｅｒ
的优惠保护措施，打破了美国早先对这一行业实行的卡脖子
政策①。在整个１９５０年代，美国轻型飞机公司Ｃｅｓｓｎａ垄断了
巴西市场。政府开始用优先伙伴、强制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
向Ｃｅｓｓｎａ提出进行一宗交易。如果Ｃｅｓｓｎａ在巴西生产飞机并
按当地条件修改美国的设计，就继续给予保护。Ｃｅｓｓｎａ拒绝
了这一建议。它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Ｐｉｐｅｒ同意组建合资企
业。它在被Ｅｍｂｒａｅｒ全面接管之前，一度曾拥有Ｃｅｓｓｎａ的地
位。一直到１９８０年代末，在外国公司和技术的帮助下，巴西
这一行业甚至发展到Ｅｍｂｒａｅｒ宣称的拥有世界支线飞机市场

４０％的份额。不过，在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向美国的出口因美国
报复其 “做法不公平”而受阻。出口形势一直到１９９０年取消
进口飞机预留市场才得以改善。这个例子中值得注意的是，
国内垄断并不产生低效。Ｅｍｂｒａｅｒ长期以来采取了着眼于提

① 一开始政府拥有８２％的股份，但是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财政改革后减
为５２％。然而政府保留有投票权股份的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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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国内市场太小，支持不了它的雄心壮
志。
巴西的汽车组装行业创立于１９５０年代，目的是用投资补

贴和保护吸引外国投资，以此替代进口。虽然给外国人优惠
的政策保留住了，但是其贯彻落实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
据 “相似法则”，投资者最初被分配到可以享受保护的名额，
一个行业一家外国企业，就好像飞机制造业一样。因此产生
了准垄断，其特征是低效和缺乏出口潜力 （Ｆｒｉｔｓｃｈ和Ｆｒａｎ
ｃｏ，１９８８）。１９７２年采用 Ｂｅｆｉｅｘ后，这一战略发生了变化。
庞大的国内市场使得巴西有实力坚持改革，尽管有的企业对
用重新投资需要的费用持反对态度。大约在同一时期，州际
竞争为推动竞争力的提高注入了活力。比如 ＭｉｎａｓＧｅｒａｉｓ就
想在原先集中于圣保罗附近的外国企业面前扮演东道主的角

色，以此获得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些好处，所以它与菲亚特达
成了一笔交易；Ｐａｒａｎａ与沃尔沃的合作也大致如此。但是像
化工和航运业一样，这一行业因世界市场需求档次下降而遭
受循环衰退的打击。通用汽车公司和拉丁汽车公司①通过与本

地配件商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将风险降至最低，开始垄断这
一行业。尽管有人如达尔曼 （Ｄａｈｌｍａｎ，１９８４）认为这一行业
创造了 “初创新兴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然而现实情况却要
复杂得多。这是一个跨国企业垄断的行业，但是必须迫使其
采取措施创造出口效益，而代价不仅仅是加深了对主要产品，
而且是对主要配件供应商的依赖。此外，日本人在这一行业
占的比重是有限的。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决定从糖料作物
中提取酒精，不单单是为了降低油料进口，而且是为新的外

① 拉丁汽车公司 （Ａｕｔｏｌａｔｉｎａ）是１９８６年福特汽车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在
巴西和阿根廷业务合并之后的产物。大众汽车公司已经买下了克莱斯勒
的股份，福特兼并了 Ｗｉｌｌｙｓ。其他外国公司针对性更强一些，丰田公司
生产吉普车，Ｓａａｂ－Ｓｃａｎｉａ制造柴油发动机，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Ｂｅｎｚ和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制造货车和卡车，Ｂｏｓｃｈ生产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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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进入制造更多的障碍。
以提高自然资源附加值为目的的政策依世界市场性质具

有不同的形式。第三章讲到，如果技术先进性低，以及向下
游推进的幅度小，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则赋予政府更大的
权力。但是，如果纵向整合有优势，比如在铝业，跨国企业
就会击败政府的政策。例如，１９８８年巴西通过决议，禁止外
国公司在资源性企业中占控制性股权，但对通过建立炼油厂
等诸如此类方式将业务 “产业化”的厂家则给予例外的待遇。
尽管很多巴西人觉得法律上的软化是因为跨国企业的游说，
但是其他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巴西矿业研究院的一位权威人
士声称，“国会觉得已经在这里巨额投资的外国采矿公司应该
跟新来的公司有所区别”。新的条款对处于勘探阶段的项目打
击最大，因为这一阶段的风险最大。壳牌公司声明，它 “不
再想投资于巴西的勘探采矿。不过，因为壳牌在巴西矿业投
资的９５％是铝业，我们在巴西的影响力依然很大”①。
政策上摇摆和行政上妥协都是常见现象。肯尼亚的纺织

业清楚说明政策困境和矛盾可能会持续很多年。
纺织业是肯尼亚最早建立的现代制造行业之一。独立前

共有７家纺织厂，都是由当地的亚洲人全部或部分拥有。独
立后的１０年里成立了好些家纵向整合的与外国人合资的公
司，政府在其中一些公司占有较小的股份。截止１９７２年，这
些企业还算成功，主要是因为严格有效的保护措施 （Ｌａｎｇ
ｄｏｎ，１９８６，第１８６页）。然而，这种保护由于过度鼓励扩大
产品生产范围、缩短生产周期，成本高于世界市场价格４０％，
因此必然产生低效率。

１９７０年代初期，政府政策开始向促进制成品出口转移。

１９７４～１９７８年的发展计划将纺织品出口列为重点，政府与外
国公司就４个项目进行了谈判。由发展融资机构组成的银团

① 壳牌的Ｊｏｓｅ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Ｓｏｕｚｕ和ＣａｒｌｏｓＭａｒｉａｎｏ。引自南方１９８９年９月。



１４９　　 

竞

争

的

公

司

在每个项目中均占有多数股份。原本答应的出口收益没有实
现：多数项目从欧洲正在萎缩的纺织业高价采购了过时的设
备。到１９８３年，所有政府发展融资机构参与的企业都因无力
偿还贷款而国有化。即便是公共企业，大多数也是投资严重
不足，效率很低：原料供应没有规律造成积压 （ＵＮＣＴＣ，

１９８８ｂ）。惟一盈利的是当地亚洲人和日本野村 （Ｎｏｍｕｒａ）合
资的私营纺织公司。

事实上，政府是为自己独到然而不完整的逻辑所困。规
划部门普遍的观点是，因为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可以用
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所以是有吸引力的。

规划部门没有注意到的是利润率之争产生的影响。高关税保
护 （高达９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８７ａ，第２８３页）阻止不了
当地亚洲人经办企业和走私商品的竞争。即使政府因纺织业
的游说，禁止进口并且采取强化措施，也改变不了国内纺织
品市场高度集中的运行机制。它仍然大多由拥有多数服装厂
的亚洲人控制。在出厂价方面，它们自然也会竭尽全力自上
而下施加压力。①

利润率低意味着肯尼亚１９８０年代开始一连串货币贬值
后②，纺织企业已无力为举外债筹措资金。同时，政府尽管在
重新资本化方面已没有什么资源可用，但还是害怕造成失业
不愿意关闭工厂。一家曾与Ｌｏｎｒｈｏ合资的公司，其景况非常
之差。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间，它的亏损额比其工资总成本还大。

流动资金不足的国有纺织企业面对亚洲批发商的价格敲诈，

甚至更加脆弱 （Ｃｏｕｇｈｌｉｎ，１９８７）。此外，企业较高层管理人
员或许是旱涝保收的政治任命官员，与此同时，亚洲人 （还
有一些欧洲人）仍然占据着纺织高级工程师等职位。

①

②

直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Ｎｏｍｕｒａ似乎也满足于让当地的一个合作伙伴拥有
在基价上增加５％的价格购买所有产品的专有权。

根据政府外汇管制条例，公司有义务承担海外贷款带来的外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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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政策还可能引起其他意想不到的问题，因为受保护
的国营机构自己也试图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在图１－７的矩阵
图中，这种努力表示 “意图”已从左向右转移。在有的企业
如巴西的Ｅｍｂｒａｅｒ成功地开发出成为国际级企业的资源或能
力之际，很多其他企业却是跌跌撞撞、踉跄前行。前面提到
的肯尼亚再保险公司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该公司成立之
初是为了控制国内再保险资金流动，因此努力通过承保非洲
邻国和孟加拉国风险市场而进一步达到扩张的目的。在此之
前，更有经验的大公司都是拒绝承保这些风险的。这种做法
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许是亏损不断增加，最终退回到受保护的
国内市场。开始时对穷国间互相支持的期望因市场力量的作
用而落空。换言之，本书第二章所说的南—南合作在国家层
次上的局限性，在部门或行业层次上也是清晰可见的。
这些例子全都展示了经济、竞争和政治等范围广泛的各

种力量，它们共同影响着行业谈判实力的平衡和政府选择理
想控制形式的基础。得到优惠待遇，甚至得到可以自作主张
待遇的机会，关键也要取决于有关技术变化的层次和速度，
以及所在行业的集中度和竞争程度 （Ｍｙｔｅｌｋａ，１９７９；Ｍｉｌｎｅｒ，

１９８８；Ｇｒｏｓｅ，１９８９）。通常，正如在日用品和工业化学品行
业，跨国公司下属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既保证增长，又保证成
本具有竞争力。
但是，全球竞争本身并不必然充分。跨国企业可以利用

自己的市场地位搞转移价格欺诈，这种情况虽少但确有发
生①。１９７８年，肯尼亚Ｃａｎｎｅｒｓ （现更名为ＤｅｌｍｏｎｔｅＫｅｎｙａ）
公司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调查，就是因为它在国内一直亏损，
却持续将产值的６０％出口国际市场。调查显示其向肯尼亚政
府和向外国买家申报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公司最终同意由
独立机构进行审计，并开始赢利。假定公司利润的２０％来自

① 有关技术与实际问题的评价，见Ｐｌａｓｓｃｈａｅｒｔ（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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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 “出口补偿” （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这种默许就不
足为奇了。在制药行业，企业可以公然利用自己的技术搞寡
头垄断，因此招致许多国家从政策上做出反应。比如斯里兰
卡就曾采用国家储备政策，主要转向东欧国家采购非专利药
品。尽管其原因是节省外汇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这一政
策后来还是因为质量和供货不稳定问题不得不做出修改。

第六节　理论失灵的时候

对行业区别的简单分析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学
术理论是否能够充分说明新兴的政府—企业关系是如何影响
谈判的。在研究国际关系和国际经营管理方面，谈判理论是
常用的理论。关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学术界
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管是否明确，
都是谈判的结果 （Ｇｒｏｓｓｅ，１９８９；Ｋｏｂｒｉｎ，１９８７；Ｄｕｎｉｎｇ，

１９８９；Ｄｏｚ 和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１９８７；Ｓａｆａｒｉａｎ，１９８３； Ｗｅｌｌｓ，

１９７７；Ｅ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ｇ和 Ｗｅｌｌｓ，１９８６；Ａｕｓｔｉｎ，１９９０）。还有
一种共识是，某些共同因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影响着一
个国家与跨国公司谈判的成败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８）。不过，
即便证实了图４－１中各种关系的理论模型，也并不能从一般
理论角度说明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谈判实力平衡关系发生变

化，为什么结果不一样，甚至谈判过程 （涉及的不仅仅是狭
义上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情况）为什么非要开始，是怎么开
始的。
关于谈判的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没有提供更多的帮

助，它们最多澄清了谈判过程的某些方面，根据这些过程，
具有不同、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目标的各方努力达成大家都能
接受的意见。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方面，从谢林的开山之
作以来，相当多的研究都是从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假定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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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点几乎无一例外地放在国家行为的研究上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

１９６０；Ｉｋｌｅ，１９６４）。公共选择理论的进一步假设是，国家有
理智并且相互以理智的方式交往。这一假设使得本学科的很
多学者跟着经济学家转———而经济学家跟着数学家转，采用
博弈论且对其本质和持久性做限定性推断。逻辑上有连贯性，
但却失去了经验上的关联性。这方面走极端的有国际法专家
福尔克和冲突解决学派的加尔藤，他们的目的就是明确规范，
追求用博弈和谈判理论改变领导人的行为。只有很少几位国
际关系学家对国家制定政策的所谓理智严肃地提出怀疑 （著
名者如Ｊｅｒｖｉｓ，１９７６；Ｓｔｅｒｎｂｒｎｅｒ，１９７４）。近期某些著作还发
现，谈判双方并非有意争斗，而是共同寻找某个吻合点
（Ｒａｉｆｆａ，１９８２；Ｒａｎｇａｒａｊａｎ，１９８５）。
从我们的证据看，谈判理论的作用为什么如此之小应该

很清楚了。国家的目标是多重的，经常是矛盾的，并且永远
是处于变动之中的。根据博弈论，其政策目标有固定的优先
处置顺序，因而事实上它不可能是理智的。它永远希望获得
不匹配的、相互矛盾的价值。它希望有效率、有竞争力，同
时保持社会安定和政府与社会的团结。它希望自主、自由地
选择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能获得先进技术，进入海外
市场。它玩的是永远没有常量的平衡游戏。
我们再次强调制定政策中的两难困境，因需要与跨国公

司结成伙伴关系争夺国际市场份额，而在数量和难度上都有
增强。如同企业选择战略，国家必须在多元化和专业化产业
政策之间作出选择。专业化可以提高成功的机率，比如韩国
和马来西亚的电子业，台湾的集装箱业，或者香港的银行业。
但是新的竞争对手、技术或者需求变化带来的风险也更大。
韩国在造船业，特别是油轮市场在１９７０年代中期实际崩溃之
前，选择发展造船业，其结果可能应该是灾难性的。在纺织
业，肯尼亚的经验说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不足以克服不断
增加的进口指标和自愿出口限额因素，或者与新进入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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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更便宜对手的竞争。国家也必须选择在哪种行业采用什
么政策思路，什么时候以及采取什么方式进行行业调整。
针对外国企业的政治上的最佳政策，可能因影响谈判关

系的因素的不平等而被排除。在经济发展史上，比较优势不
那么死气沉沉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可以理解的是，政府难以
将针对外国人的宏观政策与对在不同行业实行区别对待政策

的需求协调起来，而且更进一步，难以与他们或许忍耐不住
要和特定企业进行的具体谈判协调起来。特别是外国企业嚷
嚷着要求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游戏规则。他们希望政策有连
续性，而不是多变的、任意的。但是，每一家企业都希望政
府灵活，对自己好一点；希望自己自由地利用任何要素变化，
提高谈判实力。
较之经济规模大的国家如巴西或印度，经济规模小的国

家如肯尼亚，其政府的两难困境更加严峻。不过，两类国家
在同一行业选择企业是有困难的。我们的结论是，不管是取
得成功或者是政策的贯彻，大多要看由哪些企业来操作。但
这又造成了另一种困境。国家是不是应该照顾可能坚持更苛
刻条件但处于领先地位的跨国企业？或者应该找一些经常取

悦本国政策，但手中没有什么顺应变革步伐手段，比较弱小
且新的竞争者？我们将在下一章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在目前，
要记住谈判的关系从来就不是静态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理性的、经济上的分析太过静态，不能抓住这种动态的

特点；政府只好基于政治的考虑选择自己的政策。饱尝错误
政治决策之苦的是他们，而不是国际顾问们。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经常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建议抽象空洞、
脱离实际，毫无希望可言。这些组织不管政治现状，不得不
向所有的成员国提出———或者至少人们看见它们提出———相
同的建议。这些建议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支持下经常产生一定
的效果，只是因为有关国家采纳了这些建议。但它们并不总
是或必然是最好的建议。它们的专家意见就如１９６０年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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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鼓吹旅游业肯定成为经济发展的倍增器一样①，并不是无
懈可击的。即使是今天，灵活性和政治敏感性更强，他们的
意见经常也是没有人采纳，倒不是经济逻辑出了问题，而是
因为等式两边的政治要素对于决策贯彻者来说都无法量化而

且主观。
这种情况下谈判理论的最后一个弱点，产生于现实世界

中各种环环相扣复杂的关系。人们一定要从整体上，而不是
部分地看待政府的政策。政府中部长之间要谈判；支持政府
的政党间要谈判；与工会、企业协会、宗教团体、少数民族
等也要谈判。在与外国公司、政府和国际组织谈判时，以上
这些谈判又都要纠合在一起。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对任何一
位伙伴过分大方会严重损害与其他伙伴的关系。相反，在一
轮谈判中如果太苛刻，那么在另一轮谈判中自己的可信度和
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就会受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恰好是
外国银行、企业和政府准备在贷款、技术和市场准入方面提
供帮助的话，其代价证明将是极其高昂的。

① 被遗忘的 （后来名誉扫地的）１９６０年给世界银行的塞奇报告 （Ｃｅｃｃｈｉ
Ｒｅｐｏｒｔ）在旅游投资违规方面制造了一些虚假数字。世界银行旅游处使
用了这份报告，影响了几个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政策制定。旅游处
后来被 ＭａｃＮａｍａｒａ裁撤 （Ｎｅｗｔｏｎ，１９９０）。



第五章　企业当地决策

在前面几章，我们就世界体系、跨国企业总部以及各国
政府的问题做了广泛的描述。从具体行动抽出身来，我们可
以从最近的措施中看到一些模式。但就像看印象派画，如果
走近画面，图象就模糊起来。因此，同样的，如果从基础水
平观察活动，顺序的含义就消失了。在多种力量作用之下，
当地管理人员被拉向不同的方向。他们的行为受公司老板以
及当地官僚需求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建立能够利用并开发当
地技能和资源的强大的人力体系需要的限制。现存的构成行
为模式的东西将更多地体现在单个企业层面上，而不是体现
在行业内部。我们在本章研究前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将关
于人的争论留到下一章。
公司战略对当地管理人员有许多种影响方式，其中有两

种显得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种产生于向全球战略的转变提高
了保持现有地位的成本。我们在第三章已说明，因为看似相
似的企业在平衡风险和机会上意见相左，所以对于越来越强
烈的集中力量搞好 “核心”业务的需求，他们的对策也是不
一样的。许多领先企业发现他们不得不甩掉前几年多元化扩
张时形成的业务。如果总部的管理人员判断一个发展中国家
已经退居新的国际主流业务边陲，那么这家企业就可能要撤
资或者采取其他政策，将资产暴露风险降至最低，而不管当
地环境的变化。第二种是当地和总部的管理人员对企业的将
来并不总是持有同样的观点。我们发现，当地管理人员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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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国际战略运用于当地需求时，越来越对这些艰难且据称
是 “合理”的决议的有效性提出怀疑。这两种趋势正开始受
到更近期新生产形式的进一步的影响。国有单位之间的纽带
越强，生产工艺越标准化，在当地适用的可能性就越小。
对当地管理人员来说，同样困难的是和东道国政府打交

道。国家政策可能会被那些直接和企业打交道的部门官员断
章取义。因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经常是分开的，所以官员
们觉得有义务对项目进行审查。然而，尽管世界银行等机构
建议采取 “外向型”政策以提高效益，政府官员通常还是发
现他们不得不采用 “次优”方案。内阁或类似的机构也许决
定菜单，但炒菜而且搞砸宴席的是代表着部门利益的许多官
员。因此各方如何判定某一具体投资项目是否有吸引力，对
于进入某个特定国家投资以及该国留住投资的谈判都具有重

大意义的。
企业需要某种形式的新投资方式，以便给股权组合 “松

绑”，同时也需要与当地需求缔结更强的纽带，培养更好的适
应性。本章还要对这些需求对不同类型企业产生的影响进行
研究。领先企业在已经站稳脚跟的领域也许会抵制这些要求
或采取防卫措施，新进入者则会在他们尝试着进入市场时满
怀激情地拥抱它们。从始至终，我们重点讨论作为个体的企
业，因为无论长期或短期做得最好的企业并不总是最顺从当
地要求的企业。因此政府为实现宏伟发展目标必须小心选择
自己的伙伴。

第一节　全球战略本地化

企业用以实施全球战略的国家战略并不是均质的 （ｈｏｍｏ

ｇｅｎｅｏｕｓ）。企业必须选择在哪个市场竞争以及如何去做。必
须就开展每一项业务的地点单独决策，最后统一构成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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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企业是把研发设在海外或将实验室集中在国内？广
告片是在当地制作或者就像可口可乐那样搞一种全球统一的

形象？是不是应该在顾客和用户附近生产，以提高服务水平？
关于每一项业务必须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当地需求或者合乎全

球需求标准，还须做出进一步的决定。政府必须明白，企业
对当地业务的决策就像依靠合理的经济学理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一样，也取决于内部政治。
跨国企业不得不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构，以使他们能够平

衡这些抉择产生的紧张关系。这些结构既反映行业发展情况，
也反映企业的战略。在极端情况下，企业很像罗马总督那样
把责任全部授于当地管理人员，让他们自主决定。另一种极
端情况是，总公司给下属企业很少甚至不给任何行动的自主
权。二者之间存在一个范围广大的结构空间，平衡当地与总
公司权力和专家的关系。①

世界上以 “矩阵”结构 （ｍａｔｒｉ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表示这种最
复杂平衡关系的当数荷兰的皇家壳牌公司。图５－１大致描绘
了壳牌的全资下属企业以及它在１００多个国家经营的１０００多
家合资企业的隶属关系。总部的各服务公司就从金融到技术
各专项功能提供专家建议和指导；业务部门盯着各种业务对
全球经营的意义并在战略思考上提供帮助；区域性公司则要
反映股东的意见。影响力的平衡情况因业务和时间的推移而
有所区别。比如，在石油开采的上游领域，总公司主导勘探
新油田的决策，但是一旦发现石油，控制权就逐渐被转到在
有关国家新成立的生产公司手中。这种完善的结构允许将赢
利责任授于经营公司，但以一种总公司可以从其国际水准获
得优势的方式。
这种结构只能经过多年慢慢建立。管理人员必须学会如

① 有关组织选择的分析，见Ｓｔｏｐｆｏｒｄ和 Ｗｅｌｌｓ （１９７２），Ｐｒａｈａｌａｄ和 Ｄｏｚ
（１９８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和Ｇｈｏｓｈａｌ（１９８９）。



１５８　　

竞

争

的

国

家

地 区 业务领域

执 行 董 事 会

运 营 公 司

职能部门

服
务
公
司

线性责任

股东代表

建议和信息

图 5 - 1 皇家荷兰 /壳牌矩阵组织

何应对跨国经营以及在不同文化下进行管理的复杂性。法国
电子集团阿尔卡特开始在中国发展业务时，其负责人据称在
第一次会议上说过， “冯先生，时间就是金钱”。对此，冯先
生回答说，“时间是无穷的”（Ｋｕｐｆｅｒ，１９８８）。我们在采访中
一再重复这种需要了解当地情况的插曲。因为大多数跨国企
业的管理人员在本国工作，他们需要找到寻求转变和积累经
验的办法。比如，壳牌全世界的１３５０００名职员中，只有大约

５０００人是国际职员，尽管他们代表７０个国籍。几十年来，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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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花费大量金钱建立自己的人事系统，使得管理人员在不失
世界眼光的情况下，能在基层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很少有其
他公司能与如此丰富的经验抗衡。它的价值是多方位的。一
是比新手更迅速、有效地找到通过权力通道的能力。但是这
种优势并不总是转为出色的业绩 （Ｇｒｏｓｓｅ，１９８９，第１７１页）。
出色的组织上的能力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必须与优秀
的产品及战略相匹配。
企业面临的挑战是保持应对全球和本地市场所需的活力。

这种活力受到体现管理人员世界观的两种特点的影响。一是
战略的时间跨度。另一点关系到企业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经营
中都要遇到的连续性与灵活性平衡问题。
大多数跨国企业都努力在战略上采取长远眼光，不像通

常人们描述的那样 “无拘无束” （ｆｏｏｔ－ｌｏｏｓｅ）。作者之一记
得当年作为年轻的工程师加入壳牌，公司反复强调的是壳牌
的视野是５０年，决定新建企业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而不是过
分地受眼前事件和眼前成本及价格的影响。尽管壳牌代表的
是一种极端情况，大多数企业为了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市
场地位，不得不从长远考虑。长期的向前看的战略导向也影
响到政府鼓励措施的价值：诸如资本赠予之类的鼓励措施，
只能产生短期效应，很少左右企业选址方面的决策。
决定长期从事一项全球业务是一回事，连贯地管理好当

地业务并随着当地优势转变作出恰当的改变则完全是另一回

事。失去连贯性带来的发展动力其损失可以从通用电气
（ＧＥ）在电器业中一度拥有的牢固地位的衰退中看出 （Ｂａｒｔ
ｌｅｔｔ和Ｇｈｏｓｈａｌ，１９９０）：

在２０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一任接一任的ＣＥＯ……国
际战略从未长久保持一致。公司从在每一个市场建立当
地负责和自给自足的 “微型ＧＥ”，转向一种开发低成本
海外生产基地的政策，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既成事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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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外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从别人那儿买进）战略。最后，
在收购ＲＣＡ之后，ＧＥ的消费电子战略又来了个１８０度
转变，集中于建立中央控制下的发展规模以捍卫国内市
场份额。① 与此同时，在这一业务重心变化之中产品战略
是不稳定的。巴西的分公司……在１９６０年代生产电视机
后被通知停止；１９７０年代早期，它注重大型电器直到它
的资金被取消；接着它侧重家电直到母公司把这一业务
卖掉。２０年间ＧＥ完全丧失了在巴西电子产品市场占主
导地位的特许经营权。

在这个例子中，当地管理人员为应付当地环境变化制定
的措施被总部其他重要工作取代。实际上，ＧＥ的巴西管理人
员年复一年地并不清楚公司对他们的期望到底是什么。
从当地角度看，管理人员在分公司之间来回调换也产生

了不连贯。比如，一家在许多产品上拥有世界领先品牌地位
的欧洲公司在马来西亚的经营备受一任又一任的管理人员轮

换之苦，其中没有一位停留两年以上。既然分公司在总部看
来无足轻重，反过来当地老板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从其
他国家获得的经验决定生产什么加工什么。结果是一场混乱，
市场地位和士气严重受损。必须要等待总部进行更有连贯性
的管理和指导才能改善。
相反，联合利华长期致力于巴西市场开拓，尽管变化无

常的命运之神导致了像德国汉高这样的竞争对手撤离巴西，
使后来者望而却步，就像联合利华的主要竞争对手宝洁公司
一样。正如一位董事生动指出，“在世界的那一边，你从他们
跳舞的样子获得管理的信号。桑巴式的管理方式要求你每前

① 这个尝试失败了，因为通用电气公司在一笔复杂的交易中，向法国汤姆
森公司出售它的全球消费电子业务，牵涉到通用电气购买汤姆森公司的
医疗设备业务。两家公司都改变了自己的业务 “投资组合”，以集中公司
资源增加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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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两步，后退一步。目光短浅的公司无法接受这种观点”①。
企业需要将灵活性和克服当地阻力的毅力相结合，并随

着时间的推移与连贯性相结合。在这些因素间做好平衡工作，
能够帮助企业保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并在与政府谈判时保

持一种可行的谈判姿态 （Ｐｏｙｎｔｅｒ，１９８５）。我们已经讨论过，
企业和政府需要在相互理解上下功夫，作为持久合作的基础，
因此企业内部也必须这样做。这并不总是容易的或可以做到
的，其原因我们在下面进一步说明。

一　企业选址

投资之前，管理人员必须相信对该项目的投资一定会带
来足够的回报。他们如何解释财务计算结果 （后面讨论）取
决于所有国际投资的几个关键方面。其一是该决策的渐进性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ｅ）。企业的兴趣不只在于从当地经营中获
得回报，也在于这一投资对作为整体的企业的边际影响。跨
国企业能够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并且价格或成本都有别于
当地行情。因此他们关于选址的最佳选择与国内企业的选择
有所区别。国内企业利用国民要素成本并以国际行情价格进
口资源：跨国企业利用他们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找到的
最好价格并在自己的体系内以边际成本调动资源。如果考虑
像商业和技术信息、品牌以及信用担保这样的因素，总成本
与边际成本的差异是巨大的。
第二种因素是风险，既有经济上也有政治上的风险。经

济风险涉及的既包括当地要素又要考虑竞争者的反应。人们
通常认为世界范围的风险比当地风险更为重要。然而，对风
险进行衡量却是一件主观的事情。管理者的观念才是重要的。
比如，雀巢公司在１９８０年宣布，尽管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
润很高，它仍然要放慢投资。公司认为将其３５％的销售额放

① 引自Ｂａｒｔｌｅｔｔ和Ｇｈｏｓｈａｌ（１９８９，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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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区太冒险。这种观念提高了当地供应商的风险，因
为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影响事情的结局。
对风险的认识也取决于个人的地位、经历和知识。在一家

大型 化 工 公 司，总 部 管 理 人 员 长 期 以 来 回 避 在 东 盟
（ＡＳＥＡＮ）国家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这比在他们熟悉的发达
国家投资风险更大。只是在关心失去发展机会的企业规划人
员做了许多汇报之后，董事会成员才开始认识到他们的观念
更多的是基于无知或偏见，而不是现实。结果该公司于１９８９
年宣布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在１９９５之年前把他们全世界资产
的相当大一部分投放在该地区。
第三种因素是由新生产形式的发展引发的。这一切决定

性地限制了当地管理人员的自主空间并且使对国别的选择受

到局限。比如，日本汽车制造商采用的一体化管理和运营体
制是成功的，因为该公司的每个人唱的都是同样的乐谱。为
了确保部件的互换性以及质量和服务的标准水平，即使对当
地工作习惯调整的余地也不多。一线工人必须接受培训才能
与公司的工作标准看齐。换句话讲，其利益只有以限制接受
这种做法的国家范围为代价才能得到。
人们为了确定许多对选址的影响中哪一种是管理人员认

为最重要的做了许多尝试①。基本上，结果一致指向管理人员
对市场规模和市场发育的绝对重视，同时也关心政治上的不
稳定性。人们普遍认为，政治上和行政上考虑的问题，如利
润汇出限制和价格控制，比提供激励政策更为重要 （Ｋｏｂｒｉｎ，

１９８２）。比如，ＭＩＴＩ于１９８８年对日本在东盟国家和新兴工业
化国家的投资动机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２０％的 企
业认为激励政策与他们的选择有关，而只有１０％的企业认为

① 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例如Ｄｕｎｉｎｇ（１９８８）和三十国集
团 （１９８４）。关于法国跨国公司罗纳—普朗克 （Ｒｈｏｎｅ－Ｐｏｕｌｅｎｃｅ）怎样
在国家综合条件和风险与公司具体需求之间保持平衡，见 Ｑｕａｒｒｅ
（１９８７）。



１６３　　 

竞

争

的

公

司

与贸易规则有关系。然而，如我们在前一章指出的，这种证
据不表示激励政策必然脆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企业要
实现什么目标。
以实际投资为公开声明过的重点工作提供资金，其结果大

部分令人失望，主要是因为衡量方法方面的严重问题。施耐德
和佛雷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和Ｆｒｅｙ，１９８５）对这些问题和有关文献做了
很好的总结，作为他们努力提供的 “预测性”（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模型
的前奏。他们在研究了１９７０年代后期流入８０个发展中国家的
外国直接投资之后，发现经理们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点工作
有某种程度上合理的 “吻合”（ｆｉｔｗｉ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ｒｓ）。令人惊讶的
可能是他们发现诸如政府意识形态上的立场、通货膨胀率、工
资水平或技能这样的可变因素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企业难以就风险和机遇达成共识，因就再投资进行决策

而复杂起来：这里增加了当地管理人员，他们的职业生涯可
能面临危险。他们未必就和地处遥远而且可能更缺乏热情的
老板有共识 （Ｂｏｄｄｅｗｙｎ，１９８３）。我们通过无数例子发现，当
地管理人员主张在当地的投资数量比总部认为明智的投资数

量大得多。比如，一家欧洲大公司只是在当地管理人员冒着
个人前途受损害的风险，坚持必须得到更多资金后才扩大其
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发现总部对这类争
论表现得无动于衷。就像在通用电气例子中，德国化工企业
在巴西的一些当地管理人员尽管仍然相信这种决策会损害当

地的业务，但还是被迫放弃。
像军队或在政府内部指挥官与参谋部门意见相左一样，

跨国企业在其内部表现上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如何就风险
和回报达成可接受的共识这一点上，争论可能会是相当紧张
的。政府谈判人员很清楚企业内的游戏状况，而且并不是简
单地通过主观声明对有关建议进行评判。他们可能在企业内
部拥有意外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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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边缘化问题

这些人人各怀期望的问题由于全球竞争而复杂起来。企

业发现竞争加速限制了他们能够以足够资金支持并有效管理

业务的范围和当地市场。结果许多企业一直在甩掉看起来无
足轻重的生产线；就是有时称为 “企业瘦身” （ｓｌｉｍｔｈｅ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ｐｏｒｔｉｆｏｌｉｏ）。早先认为能减少风险的产品多样化政策，

在１９６０年代和１９７０年代占据主流。在１９８０年代，它们大体
上让位于集中搞好总公司能增值的有限几项业务政策。①

同样，许多企业现在对其 “全球”业务在地理上的扩张
加以限制。有些国家很小，在实施控制中管理时间的成本超
过了回报。古德曼 （Ｇｏｏｄｍａｎ，１９８７）引用了许多管理人员
在１９７０年代说过，而我们在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听到的话。一位
负责设在加勒比、对部门贡献率为００２５的小工厂地区经理
说，“政治动荡意味着我用四分之一的时间来维持这００２５％，

而我是从负责巴西和加拿大的经营中抽出时间的” （第１１４
页）。即便这家工厂盈利超过投资的２０％，它被卖掉并不奇
怪。另一位负责秘鲁分公司的经理说，“创造巨额利润不是我
的底线。即便去年的利润翻两番或三番，对总部也没有多大
影响。我的底线是不浪费老板的时间” （第１页）。如果我们
看看他小小的分公司，就需要重新审视跨国企业在世界上的
实力。

在已建立全球地位的跨国企业之间，产品和地理边缘性
结合会产生新的选择，即在何地及如何集中资源。图５－２列
出了一些可以考虑的因素。对那些被认为是企业未来核心的
产品和地区，管理人员特别坚持要控制，并常常坚持拥有全

① 这方面的实践多种多样，但总趋势是明显的。对美国做法的详细评论，

见 Ｍａｒｋｉｄｅｓ（１９９０）。除了日本之外，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显示同样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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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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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再投资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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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坚持控制；发展更

强的国际联系

产品

“核心” 边缘

图 5 - 2 全球竞争迫使对重点工作重新选择

部或至少是大部分的所有权。他们最反对政府要适应本地情
况 （ｌｏｃａｌ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的要求，特别是他们通过延长跨国纽带
而发展时尤为如此。在这些 “核心—核心”领域 （ｃｏｒｅ－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ｓ），传统的谈判形式依然延续。在另一极端，跨国企业可
能会撤出在边缘国家的边缘产品线，但会受到退出障碍的抑
制。二者之间有两种可能，企业努力通过采用一些新投资形
式限制其暴露风险。他们这样做属防卫性质，因为他们考虑
再投资是为了保护现有的业务。

三　退出障碍

即便在边缘地区，如果退出成本超过利润，企业仍将留
下来。他们面临的退出障碍根据可行的方案主要有消极和积
极两种方式。只有压倒一切的重大理由，包括整个业务失败
或总部决定完全撤出，才会导致企业退出 （Ｇｒｕｍｂｅｒｇ，

１９８１）。在这个国家的初期投资会因此将企业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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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退出障碍使企业想离开时又保留下来。退出的现
金成本会比转而利用收回并汇往国外的资产更大，包括支付
裁员费用和其他影响到义务和责任处理的规则。谁都不能简
单地说走就走。另一种阻力可能是对竞争对手的影响。在
“本地为本地”类型的行业 （如洗涤用品），企业也许不想拱
手交出当地市场份额，因为担心竞争对手未来可能获得的资
金流，日后用来出击其他市场。
企业希望在市场上仍留有一席之地以应万一情况有所改

善之需，也存在退出障碍。肯尼亚的一些投资项目即便当时
不盈利也被保留下来，首先是为了保持一个 “非洲窗口”
（Ａｆｒｉｃａｎｗｉｎｄｏｗ）。许多像葛兰素、Ｈｏｅｃｈｓｔ和ＩＣＩ这样的药
品和化工企业，在肯尼亚经营简单的 “搅拌”装置，作为给
其他业务提供平台的途径，像进口大工厂生产并因此不适宜
在当地生产的高科技药品。为了帮助分摊当地管理费用，葛
兰素也按合同为竞争对手生产其他产品。但这种 “等着瞧”
政策经常意味着企业可能无法以一种像在战略上更重要的地

区那样的有效方式保持他们的资产。东道国因此最终遭受日
益严重的低效之苦。
留下来的更深层的动机是，在当地存在有助于与政府建

立紧密的联系，能够对援助机构联合进行游说。比如，科尔
总理１９８８年访问肯尼亚时，德国商会的头脑们游说他为德国
制药厂和化工厂提供资金以 “帮助肯尼亚发展”。他们对他们
所看到的德国的 “中立”的外援政策感到非常愤怒。换言之，
投资和贸易扶持措施相互结合，可以减少退出的刺激因素。
通用汽车公司致力于肯尼亚市场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我

们称之为 “沙利文效应”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ｅｆｆｅｃｔ）形式进行的。

ＲＬ沙利文既是著名的反种族隔离黑人活动家又是通用汽车
公司董事会成员。许多人认为董事会花在肯尼亚分公司上的
时间很不相称，就是因为它是他们在黑非洲最为重要的投资。
因此肯尼亚为他们的南非业务免遭反种族隔离抗议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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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保护形式，直到通用汽车决定撤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通用汽车在肯尼亚的大部分销售额是由通用占４２％股份的五
十铃实现的。
如果人力资本投资的 “沉入成本”（ｓｕｎｋｃｏｓｔ）投资使得

留在当地比在别处新建业务更便宜，那么就存在积极的退出
障碍。比如到１９８８年，马来西亚２６家外资企业中的１９家过
了免税期后，没有一家迁往他国。一位管理人员表示：“我们
来这里是因为劳动力便宜和税收优惠，但我们现在留下来是
因为我们在此已经建立了优势。就装配和测试而言，我们在
这儿比在美国更有优势。有时我们不得不派我们的马来西亚
工程师去美国解决他们的问题。”英特尔也不得不用马来西亚
专家去解决美国芯片生产线的问题，因为在那边这种工作早
些年已经停止了。①

更笼统地讲，为新生产形式系统重新选地方的代价是相
当昂贵的，原因是在一个新地点培训和重新调整复杂的跨国
行政体制代价极高。面对这样的阻力，已经成名的企业有很
强烈的动机去寻找利用现有资源的新方式。比如在巴西，德
国大众汽车公司扩展一种通过与其他地方的市场空隙接合起

来拓展开发本地市场空隙的思想。其Ｆｏｘ型汽车已经出口到
美国的少数民族社区。像这样的创新性对策远可解释为什么
第一章 “淘汰式谈判”的假设并不像适合采矿业那样很适用
于制造业 （Ｋｏｂｒｉｎ，１９８７）。换言之，东道国也许可以出乎意
料地不强求建立更密切的当地联系而获得优势。
国家对这种决定可能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权力。但惯性

的力量可以发挥对他们有利的作用。不过，跨国企业有时利
用退出 “威胁”东道国获取更好的交易。福特汽车公司在和
英国政府的交易中，多次公开利用这种战术，但还是留在了
当地。许多新项目虽然分布在欧洲其他地方，也享受了很慷

① 根据 《商业周刊》１９８６年３月３日报道。



１６８　　

竞

争

的

国

家

慨的优惠，但是英国谈判代表仍然怀疑要完全退出的威胁。
他们会看到，福特公司面临着极大的退出障碍。在发展中国
家，情况也一样。这种威胁在最初进入之前也许已经很有威
力了，但虚张声势的恫吓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四　一种新撤资形式

领先企业利用某种非传统投资形式捍卫现有、但边缘化
的业务之时，后来者也许大力开拓这些业务以弥补他们的相
对竞争弱势。对全球行业领导地位的争夺以及它对非传统投
资形式政策的影响，从对挖掘机行业领导地位的长期争夺中
可见一斑。在１９７０年代，新来的日本公司小松制作所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创建了要求当地参与的合资企业。有名的行业领
袖如卡特皮勒 （Ｃａｔｅｒｐｉｌｌａｒ），一般都坚持自己完全所有。对
小松来说，合资企业有助于建立过后能转化为成本优势的数
量和经验。随着发展，小松建立了自己的独资企业，虽然大
部分设在经合组织国家。此时，卡特皮勒只能被动地修改了
自己的所有权政策。
因为领先企业在其他方面更迫切的任务，他们也许准备

放松以前的政策，并在一些国家对一些产品的资产组合 （ｅｑ
ｕｉｔｙｐａｃｋａｇｅ）松绑。这种动作可以被看作一种新的撤资形
式。他们是否给东道国带来优势很有争议。有一个例子说明
了这一点。

 世通于１９７２年在肯尼亚开设了一家轮胎厂，其中一小
部分收益由政府和一家欧洲发展金融机构分摊。原始协议支
付净销售额２％的专利使用费，不受利润汇出的限制。这一点
是直接和总统肯雅塔商谈的，他还决定 世通不受一般价格
和外汇管制的限制。在和中央银行发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
吵之后，这一协议在１９７９年被终止，理由是原来的意思只允
许临时豁免。争议使总部取消了扩展计划，并要求分公司将
所有利润调回国内。当时肯尼亚政府反对这样做， 世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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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ＯＰＩＣ ①起诉肯尼亚政府，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条件是
世通根据双边协定向肯尼亚提供资金，但从此后再也没有增
加过任何投资。

 世通全球地位的削弱掩盖了在肯尼亚的事件。规模较
小的非核心业务被作价卖掉。肯尼亚的业务在旷日持久的谈
判之后找到了一种政治上可接受的交易，于１９８５年最终卖给
了当地一家财团。 世通保留１９％的股权并可以不受外汇管
制将资本收益调回国内。此外， 世通通过谈判，获得了净
销售额３％的专利使用费加上１％的管理费：是先前收费的两
倍。收益更大是因为这样一种事实，新财团一旦成为当地多
数控股的企业，就可以从当地借款，还可以提高价格。这家
财团积极扩展，几乎垄断了当地市场，但在主要原材料方面
仍然依靠 世通， 世通对此只收取手续费。还有， 世通
垄断了非本地产轮胎的进口。简而言之， 世通在资产暴露风
险降低的情况下，其来自肯尼亚的利润却增加了。
获得当地多数控股权被肯尼亚国内媒体吹捧为一大进步。

但代价是什么？外汇支出不断增加，当地价格被抬高，但在
效益上没有获得什么补偿性进展。此外，虽然 世通已被日
本企业桥石轮胎公司 （ＢｒｉｄｇｅＳｔｏｎｅ）买下，但是由于交易是
由前任达成的，将来会有什么技术转让并不清楚。
在 “成熟”行业 （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防守性举措是普

遍的，领先企业缺乏的是对关键投入品如技术的控制。为了
能取得附加的、边际化的回报和现金流，用以在 “核心”领
域展开争夺，部分撤资提供了一种颇有吸引力的手段，然而
也有局限性②。菲亚特和倍耐力都已经在一些小的国家和地区

①

②

ＯＰＩＣ是指美国政府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私营企业可以购买他们在外
国投资和保留在海外的收益中９０％的保险。

大量文献研究许可证和承包方式与传统投资形式相比具有的相对优越

性。全面评论见 Ｔｅｌｅｓｉｏ （１９７９）、Ｔｅｅｃｅ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Ｃａｖｅｓ （１９８２）

和 Ｔｅｒｐｓｔｒａ （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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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许可证，虽然二者都认为这在其整体战略上微不足道。
在轮胎生意上，倍耐力在东欧 （虽然它在那里的政策现在也
许正在变化）、伊拉克和其他几个规模较小且不稳定的市场发
放了许可证。一位经理总结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态度，他说：
“我们不担心被许可的欠发达国家的竞争；他们的规模太小。”
其他人也许不会这么乐观，像葛兰素在澳大利亚遭遇的那样，
担心这些国家会成为未来的竞争对手。当时的被许可企业找
到办法改进了葛兰素的专利并发明了一种面向澳大利亚市场

的有竞争力的产品。这家企业后来被雀巢公司 （Ｎｅｓｔｌｅ）购并
时，对葛兰素的国际影响已经很严重了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Ｈｉｎｅｓ，

１９８６）。
这种担心促使企业限制被许可企业只能在本地销售，

并禁止出口，结果招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批评并且被许多
国家明令禁止。有了这些问题，我们访谈过的大部分企业
把许可限制在一些较老技术上就不奇怪了。他们坚持保留
全部所有权并控制那些他们认为可能会生产世界级产品的

的技术。
类似限制也体现在合同上。主要问题是因不确定性、技

术变化和信息不充分而起，而这些在法律协议框架内很难充
分掌握和处理。一家产品属世界领先的美国跨国企业就其标
准产品与中国签订供货合同大获成功，使得它在东盟国家电
子元器件采购上一再使用这种做法。然而，在第二种情况
中，技术变化如此之快，签订的协议不得不在一年内放弃。①

相应地，当跨国企业意料到会有某种变化，在处理中肯定会
与合作伙伴发生冲突时，他们就非常倾向于某种股权的控制
形式。

① 我们非常感谢ＬｏｕＷｅｌｌｓ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姓名不便公开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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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项目评估

评估企业如何应对政府政策的变化要求对企业和政府如

何衡量项目的价值有一定的了解。方法不同给政府官员就为
什么企业并不总是像预期的那样做出反应提供了线索。

企业依据投资回报率衡量价值。回报按获得的全部现金流
计算。它的来源包括红利、附加使用费、管理费、商标费以及
对在其他国家业务赢利性的影响。如果项目看上去可能为整个
企业带来大于资本风险调整成本的回报，他们就投资。项目风
险越大，要求的回报就越高。企业的估算叫做回报的财务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ａｔｅ）；他们要求的最小比是门槛比 （ｈｕｒｄｌｅｒａｔｅ）。

企业做这些计算要面对两大问题。一是从财务角度估算
所有利益和成本的困难。一位在巴西的德国经理说，“我们用
尽了所有的数字，但接下来关于是否还想要投资，我们不得
自己判断。有时我们会投资那些第一眼看起来没有利润的项
目。虽然财务部门无法计算出来，但如果我们相信企业战略
收益整体上是真实的，我们也将继续下去”。这种困难因为非
传统投资类项目而复杂起来。在这类项目中，大部分收益是
在投资国以外获得的。

第二个问题是计算适当的风险费用。在一个国家投资感
觉到风险与在一个具体项目上投资的风险是两码事。根据面
临的业务，有些项目比其他项目更容易避免一般风险 （如贬
值和管制）。① 还有，如果外汇管制限制利润汇出，资本的
“实际”成本是不确定的。一位经理甚至说，在这种环境下他

① 有关具体项目的变量正当性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ｆ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概念的讨论，见

Ｐｏｙｎｔｅｒ（１９８２）。关于发行时股本比例带来的敏感问题，见 Ｆａｇｒｅ和

Ｗｅｌｌｓ（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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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不做投资的后期回报审计 （ｐｏｓｔ－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ｕｄｉｔ），
因为 “钱一旦投了，就被套住，并且几乎毫无价值；因此也
就说不上这些钱是否确实得到有效利用”。虽然没有几个人能
有如此极端、长远的观点，但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政府的措施不一样。因为他们衡量的是项目对国家的价
值，其根据是经济或社会回报比率①。企业预测中使用的价格
和成本可能会因政府干预和不完善的市场而失真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比如，由于关税保护，相对于国际价格来说，价格可能会高。

成本由于补贴和当地缺少竞争而失真。为了允许这些失真，
就从最有效的非传统使用的角度，运用 “影子价格”（ｓｈａｄｏｗ

ｐｒｉｃｅｓ）评估价格和成本。虽然计算难有把握，但它们越来越
被用作另一种财富的衡量标准。政府也使用在国家资本资源
的机会成本基础上计算出来的门槛比 （ｈｕｒｄｌｅｒａｔｅ）。
今天，所有利用世界银行或国际金融公司 （ＩＦＣ）资金的

项目必须根据这些原则来评估。这一要求的重要性体现在１９８９
年财政年度，ＩＦＣ在９０个项目中共投资１３亿美元，并从其他
资金渠道调动了８４亿美元。但即便专家也有他们的问题。最近
的一项内部研究显示，大部分ＩＦＣ预测的回报率比实际达到的
要高 （ＩＦＣ，１９８９）。最严重的错误出现在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
中。在这些行业，评估项目所有发展后果———所谓 “外在性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的困难最大。易变的商品价格给项目前期估
算增加了具体的问题。在肯尼亚的一项菜籽油出口项目中，国
际价格两年内下降了８０％，然而ＩＦＣ初期过分乐观并不必然意
味着它接受 “差的”项目。ＩＦＣ声称，通过淘汰其受理申请的
大约三分之二，以及通过提供建议，它对广泛的发展过程做出
了贡献。
对企业看起来有好处的未必对国家有益。企业计算全球

① 关于使用方法的大量技术文献，见Ｌｉｔｔｌｅ和Ｍｉｒｒｌｅｓｓ（１９７４），Ｒｏｅｍｅｒ和

Ｓｔｅｒｎ （１９７５）。关于这个问题的简单阐述见 Ｗｅｌｌｓ（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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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政府只看到当地效果。一项对３０多个发展中国家１８３
个项目的仔细研究显示，２５～４５％的项目有负面的经济后果，
即便对跨国企业是盈利的 （Ｅ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和 Ｗｅｌｌｓ，１９８６）。这
些结果与早期由经合组织 （Ｒｅｕｂｅｒ，１９７３）和联合国贸发大
会 （Ｌａｌｌ和Ｓｔｒｅｅｔｅｎ，１９７７）赞助下进行的研究大致一致。只
要政府为进口替代项目提供关税保护，“差”项目就会得到批
准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非出口型项目有负面的众人皆知的后果。这
一分析揭示了政府面临的两难困境。如果它想要进口替代，
就得常常付出高价。但政府偶尔也会觉得别无选择，尤其是
在工业化早期或债台高筑时更为如此。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
政坛强人为了个人声望甚至个人利益也会批准 “差”项目。
两种价值的衡量手段可以结合起来，表示不同的相对评

估会导致不同的谈判类型。我们在图５－３展示了四种不同的
可能性。门槛率只是抽象地描绘出来，因为企业和政府有着
不同的需求。在ＩＦＣ关于１９８０年代早期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平
均机会成本预测之后，标出了实际的 （及根据通货膨胀调整
的）１０％的社会比率。使用了１５％的个人实际比率，因为这
在发展中国家是一种普遍要求的风险费用。低于两种比例的
项目双方都是无法接受的。低于任何一种门槛率的项目也不
太可能，除非有特别的条件抵消财务计算的结果。比如，因
为本国和外国合作伙伴之间分摊的风险不平均，各自寻求的
风险费用也会不同。因此，就像 世通例子，给项目 “松绑”
（ｕｎｂｏｕｎｄｌｅ）可以将财务上不太吸引人的项目变成政治上可
接受的项目。
几乎我们观察到的所有谈判都是在双方财务上是否可以

接受这个范围内进行的。在此，谈判主要涉及收益分配和行
使相对权力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坚持或接受对改变项目的要
求。相对权力的部分含义来自对计算背后的数据的掌握。企
业真的比政府更了解自己的业务吗？我们交谈过的许多官员

认为必须接受企业的数字。“我有什么资格告诉通用汽车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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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能不会批准项目除非

能找到“政治”利益

双方都无法

接受

企业除非发现 “战

略”收益，否则不

会投资

就收益分配进行

谈判

５ １０ ２０ ２５ ３０１５

私人门槛率

社会门槛率

实际财务回报率％

图５－３ 谈判前预测项目回报

实
际
经
济
回
报
率



３０

２５

２０

５

１０

％

预测是错的？”这种态度很普遍。然而，错误的痕迹和废弃的
项目讲的却是另一回事。看一下加拿大的骨干铝制品跨国企
业加拿大铝业公司 （Ａｌｃａｎ），它在第三世界经营历史漫长而
辉煌。加拿大铝业公司于１９７０年代在象牙海岸建立了一家组
装厂，却发现它持续亏损。他们最后卖给了知道如何管理本
国小规模业务的东非企业集团 （Ｃｏｍｃｒａｆｔ），它几乎从第一周
起就盈利。加拿大铝业公司起初顶住了英国一家大银行要求
必须提供母公司担保作为贷款资金部分 “代价”的压力，但
最后还是打破了通常的不担保政策按时付款。加拿大铝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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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一位经理说，“银行强调担保告诉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不
应该到这儿”。因为在不熟悉的国家扩大业务，管理人员会夸
大自己对业务的理解，因此政府官员不应该自然地认为企业
总是最明白的。
尤其麻烦的事情是计算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壳牌最近与

加蓬政府合作开发Ｒａｂｉ－Ｋｏｕｎｇａ油田，其最新经验现在已成
为石油行业标准做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壳牌专门指定荷兰
威洛宁根 （Ｗｅｒｅｎｉｎｇｅｎ）大学的独立专家，对这个３３亿美
元项目进行环境影响的研究，结果做出重大修改。与此相类
似，英美烟草公司 （ＢＡＴ）肯尼亚分公司只支持当地为他们
烤制烟叶种树的烟草供应商。英美烟草在业务扩张上下功夫
给双方带来了较好的树木收成和更好的烤窑设计，使当地农
民拥有充裕的木材供出售或做燃料。这种工作不是慈善事业，
而是具有积极的商业意义。
虽然现在这种做法对许多企业是惯例，但其他企业可不

这么仔细 （Ｓｈａｉｋｈ，１９８６）。成本增加的压力和急于工业化造
成一些国家在环境控制上采用次好的国际标准。清理过去错
误的开支不断上升，不只在东欧，也在巴西库巴图这样的城
市。在那里，不论是外国或本地的许多化工厂造成了当地所
称的 “死亡之谷”（ＶａｌｌｅｙｏｆＤｅａｔｈｓ）。缅甸政府与泰国有关
方面就开采日渐减少的柚木林的交易说明了另一种类型的压

力。缅甸对外汇的迫切需求似乎超越了对长远环境的关注。
好的做法只能在企业、政府以及国际调控组织之间以

合作形式建立起来。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最近所说的，
我们陷入了一种 “技术悖论” （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工
业造成环境危害，但也提供修补危害的主要方法 （Ａｕｓｕｂｅｌ
和Ｓｌａｄｏｖｉｃｈ，１９９０）。因此政府和企业有共同协作寻找解
决方法的强大动力，否则没有居民和顾客的世界有什么意
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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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企业应对压力的措施

无论事前项目评估如何复杂，许多问题仍然留在财务计
算领域之外。许多国家不顾总体上的自由化趋势，觉得有义
务在绩效的个别方面进行干预，迫使跨国企业在本地采取更
有力度的应对措施。他们要求建立更多的 “本地联系”（ｌｏｃ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既为了降低进口成本，也为了培育当地的创业能
力。许多国家因为担心企业行为其他方面的影响，因而竭力
争取某种非传统投资形式，而不是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形式，
认为非传统投资形式对将来是更好的赌注。面对这种压力，
跨国企业有三个基本的选择。他们可以抵制现有状态的任何
改变；他们可以答应要求；或者他们可以积极拥抱新规则，
把它作为大力开创新优势的手段，超越那些认为变革困难、
昂贵、难以招架的对手。这些多取决于两个因素：产业特点
（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过）和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是否行业
领导者，巩固已取得的地位，或者是弱小的竞争者或者新手。
企业的地位及其态度和价值观相当程度地说明了貌似不同的

谈判的结局。

一　创造更多本地联系

在１９７０年代期间，多数人会同意国际劳工组织 “没
有……政府干预”……有可能除了一些市场压力，本国跨国
企业的联系可能比今天发展程度低得多 （ＩＬＯ，１９８１，第９４
页）。这样的联系远远超过对国产化规则的单纯考虑，包括当
地供应商和购买者的关系。今天，那种泛泛的结论更加可疑。
但如果不维持这种压力，正在捍卫自己在新生产形式中高成
本投资的领先企业会最大限度地压缩与当地的联系，因为他
们担心失去国际效益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再回到图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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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允许国际化行业 “依赖性”出口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的政策修改后，要求外国企业更多地购买当地材料，此时就
产生了新的矛盾。
有效地建设这种联系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包括当地可

用的资源及有效的供应商、有限和不完善的基础设施。虽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投资者有别的
选择，成本和延误就会使得他们不敢承担负担。如帕瑞
（Ｐａｒｒｙ，１９８０，第１５１页）指出： “吸收能力实际上决定了跨
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潜在联系发展成实际联系的程度。很
常见的情况是……微小影响…… （来自）东道国经常缺乏吸
收能力，而不是跨国公司不愿意或者没能力与之联系起来。”
我们发现这种制约的例子很多。比如戴尔蒙特公司声称由于
当地包装材料质量差，其从肯尼亚出口罐装菠萝受阻。这种
情形下，垄断当地金属罐供应的另一家跨国企业 ＭｅｔａｌＢｏｘ
一直不愿在新设备上进行必要的投资，因为缺少其他使这一
项目有利可图的客源。戴尔蒙特公司还断言，由于缺乏从庄
园到蒙巴萨港的快速运输工具，它的鲜菠萝出口远远低于应
该达到的水平。
政府需要更多的促进当地创业能力更好发展的联系方式。

他们害怕当地竞争者会被强大的外国公司 “挤出局”（ｃｒｏｗｅｄ
ｏｕｔ）①。在这个问题上企业的实际表现引起相当大的争议。比
如，劳尔 （Ｌａｌｌ，１９７９）认为，在马来西亚的外国投资者很少
关心当地企业家，并且通过引进当地企业无法获得的新工艺
和产品加大了行业集中度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然而，
劳尔所依据的是马来西亚工业化早期的数据。另外，他的平
均数掩盖了广泛的行业区别 （Ｌｉｍ，１９７６）。进入更先进的发
展阶段后，就像今天的墨西哥，布隆斯特罗姆 （Ｂｌｏｍｓｔｒｏｍ，

１９８９）说明集中度不是由外国企业增加的，虽然他也承认存

① 见Ｎｅｗｆａｒｍｅｒ（１９８０）、Ｊｏｃｏｂｓ和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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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反的可能性；就是说，正是这种高集中度吸引了外国企
业。甚至，布隆斯特罗 姆 和 沃 尔 夫 （１９９０）已 经 指 出，

１９６５～１９８４年间，在跨国企业最有优势的行业中，当地企业
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差距大多消失了。乍看起来，这一证据可
以表示，有一种强大的 “溢出”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效应；一种消除
政府担心的技术转让和管理优势的方式。
这种相互矛盾的证据体现了单个企业实际应对措施的复

杂程度。松下在马来西亚的举动说明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松
下公司将所有窗式空调机的生产迁出日本时，它同意争取达
到７０％的国产化率，就像政府鼓励措施要求的那样。但松下
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联系。公司决定当地零部件厂的一半
由自己建，另一半分给当地企业和日本供应商。一位当地经
理解释其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质量，我们必须自己生产
复杂的风扇壳。我们让当地供应商生产较简单、不那么复杂
的聚乙烯部件。”对于其他部件，管理人员则找他们在日本早
已熟识的供应商。“由我们自己培养供应商是不够的。我们已
经带来了更多的支持企业，以便在马来西亚多生产，少从日
本购买。我们在日本是有很好的供应商，并且我们正在安排
这些供应商把他们的技术和管理技术转让给这里的公司”。这
当中有些东西要求当地投资而不是靠许可证。“我们鼓励他们
到马来西亚来，所以现在他们在这里为我们供货”。①

更为普遍的是，日本人看起来比美国和欧洲投资者更不
愿意发展与当地供应商的联系。他们最倾向于利用在本国认
识的供应商；也许反映了他们和本国供应商建立长期和密切
关系的方式。一旦经济情况允许，这些供应商就被 “拖入”
（ｐｕｌｌ）到当地，建立一种与当地没多少联系的外国 “飞地”
（ｅｎｃｌａｖｅ）。企业培养出国际分工模式并因此锁定在新生产形
式的构架中时，这种飞地是最普遍的。比如东南亚电子行业

① 引自与 《商业时报》的一次访谈 （马来西亚），１９８８年５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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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半导体芯片生产大量集中在马来西亚，驱动器生产则集中
在新加坡，等等。这些模式反映出本地区劳动力成本、工艺
技能和宽松贸易体制方面不同的国民要素优势。

跨国企业加强还是限制了东道国的创新能力是有许多争

议的。一方的观点是恩斯特 （Ｅｒｎｓｔ，１９８７）提出的，他认为
投资者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转让了 “一体化”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的生产单位，加速了当地发展。然而，虽然当地
产量提高了，如果有任何转让的话，也只是一点点技术原理，

而不是工程设计上的转让。① 邓宁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０）最近对
这一证据的权威研究使得他得出结论：解决这一争议的基础
不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国联系的具体方式，当地企业
的反应以及政府在营造创新环境中所起的作用。英曼和伯顿
（Ｉｎｍａｎ和Ｂｕｒｔｏｎ，１９９０）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企业随着时
间的推移对当地创新的贡献才能衡量其影响。这一事实提出
了关于考虑企业国籍，而不是企业业务的相关性问题：我们
要在第七章回过来讨论这一问题。

这些观点适用于拥有强大谈判实力的企业。对于其他企
业，特别是 “本地为本地”型行业和非关键物资销售行业，

同意当地要求的需求更大。这种思想适用于百事可乐印度公
司 （Ａｕｓｔｉｎ，１９９０，第１７０页）。该公司因为迫切想要扩大业
务，同意印度外汇兑换方面的要求，承诺以５倍于其百事原
料进口价值的数额出口番茄酱和水果汁。它还答应进行研究，

开发出口农产品。同样，布克·麦康耐尔公司曾经在肯尼亚
涉足甘蔗种植，后来扩展到合同饲养家禽。而布鲁克·邦德
公司在被联合利华收购之前，也很想把一部分它在１９７６～
１９７７年咖啡种植高峰时挣的利润投资到菊花种植园。

① 我们删去了关于向发展中国家进行 “适当”技术转让这个大问题的详细
讨论。已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相关依据，见Ｓｔｏｂａｕｇｈ和 Ｗｅｌｌｓ
（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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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问题上满足政府的要求会带来很好的商誉，以后
在其他方面获得可能的利益，抵消最初的成本。从一些对所
有权改革号召的反应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们下面将要
说明。但是，即使企业愿意培养新的联系，他们也可能会由
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和人力资源而受到制约。下一章我们对此
进行讨论。

二　偏爱市场力量

我们所有的事实都支持由来已久的论点，即如果不是所
有企业，那也是大部分企业自然倾向于不受干扰地在当地企
业自由拓展自己的国际优势，因此要处理这样一些重要的平
衡关系。跨国企业拓展他们在营销、研究及贸易方面优势的
行为可以说明 （可能比较勉强）他们面对当地压力做出调整
的某些特点。
营销方面的调整是有限的。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广

告开支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占肯尼亚广告开支的８０％
（Ｊｏｕｅｔ，１９８４）、墨 西 哥 广 告 开 支 的 ７５％ 以 上 （Ｂｅｒｎａｌ，

１９７６）。因为国际生活时尚的意义，这方面无疑是当地对外国
品牌的偏好帮助了他们。此外，人们还能怎么解释万宝路牛
仔形象在热带国家的影响力呢？精彩广告展示的肌肉显然帮

助 “挤走”了当地企业，就像发生在马来西亚烟草业的那样。

２０年前，马来西亚大约有１００家卷烟企业，现在却是跨国企
业的天下。
但是，广告密集型跨国企业能够调整他们其他方面的业

务。英美烟草马来西亚分公司已经新开垦出原先认为不适于
种植烟草的新耕地。由于为当地农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竞争对手的跟进措施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被化解
了。另外，尽管相当部分的马来西亚产品在工艺上不适应国
际市场的要求，但是一些烟草还是以只有跨国企业供应链才
能做到的方式出口了。因为限制外国企业的政策会对其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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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产生影响，所以政府并未努力实行许多歧视性的规
章制度。
此外，当地企业在广告开支上也并不总是比跨国企业少。

虽然巴西的有关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Ｗｉｌｌｍｏｒｅ，１９８６），但阿
根廷国内的医药企业在１９７０年代较多的广告支出为其赢回了
先前输给跨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Ｃｈｕｄｎｏｖｓｋｙ，１９７９）。在马来
西亚，我们观察到的几家当地企业已经觉得需要赶上外国企
业的广告开支并成功地巩固了市场份额。一些像Ｚａｉｔｕｎ工业
公司这样的企业依靠对本地和少数民族需求的充分了解，也
在夹缝中成功开发了新的市场 （ｎｉｃｈｅｍａｒｋｅｔ）。然而，由于

Ｚａｉｔｕｎ被高露洁买下了一小部分，因此可能会失去其独立性。
有关广告的争论经常牵涉到跨国企业推出开发过程扭曲

的、不适合的产品。但是否适合如何判断？这很像情人眼中
的西施 （ｂｅａｕｔｙｉｎｔｈｅｂ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ｅｙｅｓ）。跨国企业推出产品，
相信当地必有其需求。难道当地消费者不会帮助判断这样的
问题吗？除了像雀巢公司出售奶粉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ｍｉｌｋ）给不了
解保健常识的母亲产生的问题外，当地实际需求给政策造成
了棘手的两难困境。有些食品可能被视为发展中国家不必要
的奢侈品，但对它们的需求反映出世界各地消费者 “上升的
期望” （ｒｉｓｉｎｇ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政府感觉能够拒绝选民要求的
空间是有限度的。
超强研究能力的优势只受到许可证问题的限制，这在前

面已经讨论过。凡是跨国企业为所欲为的地方，实际上就是
他们已经主导了当地产业，比如巴西的医药行业。１９６０年代
末，许多当地企业的研究支出比国际大型企业的分公司还多，
人们认为他们在工艺上很先进。当然，他们无法与母公司的
开支相比。最先进的当地企业后来被跨国企业收购，将最大
的３５家企业中当地企业数量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１家减少到１９７４年
的１家。正如伊文斯 （Ｅｖａｎｓ，１９７９，第１１８页）指出，“１９６９
年谈论开发自己产品的企业到了１９７４年就已经放弃了这些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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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巴西曾试图利用歧视性的市场预留政策 （ｍａｒｋｅｔｒｅ
ｓｅｒｖｅｐｏｌｉｃｙ）和不签署国际专利协议扭转这种趋势，最终因
为第四章介绍过的与美国签署了协议而宣告失败。
许多观察家得出结论，认为跨国企业也根据自己国际化

网络的需求，把自己的贸易模式强加给东道国，而且并不总
是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利益出发。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一论断，

因为太容易被夸大的各种统计数字误导。对于出口，每个企
业的状况差距太大，很难得出有用的具有普遍性的结论。在
理论上，跨国企业发展全球分销网络意味着他们应该比当地
企业出口更多的产品。在国家总体水平上，早期统计研究显
示这种预期是虚假的：本地企业出口倾向更强 （参看Ｃｏｈｅｎ，

１９７５；Ｌａｌｌ和Ｓｔｒｅｅｔｅｎ，１９７７；Ｆａｊｎｚｙｌｂｅｒ和Ｔａｒｒａｇｏ，１９７６）。

但后来的一项研究显示跨国企业的出口开始超过当地企业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８，表Ｘ１）。然而，这种一般数字掩盖了行业
效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ｆｆｅｃｔ）。许多研究表明，外国与当地企业之间
在同一行业没有统计意义①。原因之一是许多跨国企业为了平
衡整个系统的运行，限制某些地方的出口量。另一个原因是
非传统投资形式的发展意味着一些当地企业可以在不被认作

外国拥有的情况下增加 “依赖性”出口。其意义在于 （出口
加工区之外）跨国企业的单纯存在既不帮助也未妨碍该国的
整体出口业绩。

进口则另当别论。理论表明跨国企业比本国企业更有出
口倾向，原因是转移部件边际成本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ｃｏｓｔ）的规模经
济以及进口转移价格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ｉｃｅ）收益的机会两方面的影
响。１９７０年代以来的事实甚至从行业角度为这一理论提供了
一些支持。 （参见 Ｒｉｅｄｅｌ，１９７５；Ｖａｉｔｓｏｓ，１９７８；Ｊｅｎｋｉｎｓ，

１９７９；Ｎｅｗｆａｒｍｅｒ和Ｍａｒｓｈ，１９８１；Ｎｅｗｆａｒｍｅｒ，１９８５）。但是

① 有关马来西亚的数据见Ｃｈａｎ （１９８３），Ｎｅｗｆａｒｍｅｒ和 Ｍａｒｓｈ （１９８１），韩
国数据见Ｃｏｈｅｎ （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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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肯尼亚肥皂行业说明的，也有重大的例外情况 （Ｌａｎｇ
ｄｏｎ，１９８１）。不过，这种研究使政府更加相信，必须强制性
要求跨国企业，即使是出口型的跨国企业，与所在国家建立
更牢固的联系。

三　所有权本地化的要求

企业对加大所有权本地化的号召如何反应，大多取决于
响应这一号召的成本以及股权的占有形式。如果是将股票在
本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问题，那么很少能削弱外国企业的控
制。但如果当地合作伙伴实力强大或者合作方是国有企业，
那么控制问题就变得尖锐起来。
让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在马来人控股方面贯彻新经济政

策有关要求时的经验。这些要求于１９７０年代开始提出，其中
有各种时间上的规定。如果变化涉及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
市，那么谈判的是估价，不是控制。这一点已在银行业证明
尤其困难。渣打银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和汇丰银行
（ＨＳＢＣ）的重组计划由于估值争议而延误①。又由于要寻找
足够的本地资金，为其他银行开先例，而其时政府已开始考
虑将国有金融机构私有化，因此这种延误又被拖长了。但在
其他行业，这类情况就没那么严重。英美烟草将其在马来西亚
分公司 ＭＴＣ的部分股权按照协议时间表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
上市。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企业不遵从新经济政策指导方针，

隐含的歧视性威胁就会刺激企业采取原本不会采取的行动。
一些投资者将部分股权卖给了马来人以获得 “商誉” （ｇｏｏｄ
ｗｉｌｌ）。１９８７年ＩＣＩ重组，据说部分想法是计划在符合马来人
利益 （政府是主要客户）的情况下加速化肥分公司撤资，并
且也帮助在当地收购。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威胁是很明确

① 根据商务国际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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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位美国投资者发现，如果不遵从新经济政策就不会允
许建新厂。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出现了矛盾：企业需要投资以
增加出口，认为他们的出口潜能由于必须从当地购买价高质
次的材料而受到限制。这一点当然符合政府希望跨国企业建
立更多当地联系的想法，但它与扶持当地企业家的政策相冲
突。遵从新经济政策是作为逃避困境的一种手段来执行的。
最近，官方虽然已经放松了新经济政策的要求，但是有

些人觉得威胁依然存在。１９９０年中，ＲＪ雷诺兹烟草公司找
到了一种既有创意，又看起来危险的遵守办法。它宣布有意
收购一家麻烦缠身的当地纺织集团ＪｕａｒａＰｅｒｋａｓａ。从技术上
讲，这笔交易要求Ｊｕａｒａ接收雷诺兹在马来西亚的所有业务，
而雷诺兹承担债务责任，合并后的集团将在证交所上市。雷
诺兹作为外国企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当地的合作伙伴，已
经影响了它在对官方企业股权原则①很敏感的市场进行扩张的

机会。对管理层来说，扩张机会被进入不熟悉业务的多元化
所取代意味着一种艰难的妥协。
所有这些例子中，已发展起来的市场追求型企业遵从股

权分离 （ｅｑｕｉｔｙｓｈｅｄｄｉｎｇ）的要求。他们这样做花费不多，有
些甚至还获得财务上的好处。但就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而言，
绝大多数情况下带来的变化并不大。凡是遵从的成本高的地
方，比如对在出口加工区 （ＥＰＺｓ）的出口商，那么政府甚至
懒得执行这项政策。
政府官员需要认识到今后的问题，即企业有时可以通过

调整其法定所有权形式减轻法规变化带来的影响。比如尼日
利亚１９７０年在制造业实行本土化法令，于是一家啤酒厂将业
务一分为二：啤酒厂变成了一家与当地利益集团合资的公司，
但销售公司仍然是独资的。因为销售公司拥有所有产品的独
家合同并且控制品牌和价格，所以它能够在所有主要方面控

① 《金融时报》１９９０年９月７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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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这家啤酒厂。对它来讲，遵从成本一样也是低的。

四　响应非传统投资形式的要求

马来西亚暂时利用所有权这一武器强行推动变革的步伐，
是各国政府坚持更广泛地使用非股权 （ｎｏｎ－ｅｑｕｉｔｙ）扩张路
线的一部分。他们以 “谢松融资” （Ｃｈｅｙｓｓｏ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ｙ）的方
式这样做实际上是有官方鼓励的。这一特别金融手段由欧洲
委员会在１９８８年提出，目的是促进欧洲企业与亚洲、拉丁美
洲以及地中海国家的企业合资。但非传统投资形式远远超出
了单纯的股权分享；它还涉及颁发许可证和合同。现在我们
讨论企业如何采取措施以及政府从中获得什么好处的问题。
虽然非传统投资形式呈全面发展态势，但各种形式的具

体情况又有一定程度的不同，这取决于效益和质量控制的重
要性以及 “投资人”在没有股权的情况下进行控制的程度。
在汽车配件、化工以及电子等领域，许可协议和合资公司
（经常在当地融资）是常用的做法。在高科技领域如生化工
程，非传统投资形式一直不太明显。在这一领域，在股权
“包”（ｐａｃｋａｇｅ）内化控制的需求仍占主导地位，其原因我们
已在第三章提到。尽管和其他选择相比，非传统投资形式效
果有这样的局限性，许多机构还是一直坚持进行全盘推介。
我们认为，要对需求进行更充分的理解，以便有针对性地解
决具体项目中的问题。弗兰克 （Ｆｒａｎｋ，１９８０，第５７页）得
出结论，认为企业 “关于松绑的意见大部分取决于各个企业
的哲学及其分公司在特定东道国的经验”。我们的证据支持这
一观点。
不过，某些行为模式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取决于企

业是防守既有地位还是攻取他人的堡垒。防守者作何反应，
我们已经从在修订过的当地战略框架内抵制还是顺应变革的

角度进行了讨论。需要补充的是，即使大企业也会发现，在
他们原先忽略的部分地区，非传统投资形式的资源局限性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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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有优势的。一家大石油公司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在马来
西亚接受合资企业的地位。我们是迟到者。尤其是在营销和
非石油投资方面，我们发现先前坚持拥有全部所有权的政策
代价太昂贵而且太慢”。他们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企业发现，虽
然合资公司会产生冲突并且干扰公司全球综合战略的发展，
但迄今为止还很少出现严重问题。但是如果这种新的合资企
业成功了，投资者又可能会回到更 “正式”（ｎｏｒｍａｌ）的政策，
买下对方并建立外国直接投资所有权和控制的传统形式。”
欧曼 （Ｏｍａｎ，１９８９）提供了金属、合成化纤、纺织、服

装、化工以及食品行业新到者 （ｎｅｗｃｏｍｅｒｓ）和迟到者 （ｌａｔｅ
ｃｏｍｅｒｓ）大量对比鲜明、积极有为的例子。马来西亚也有许
多类似的例子。最近和国有企业 （ＳＯＥ）合资的大多是日本
公司，体现了马来西亚政府的 “看东方”（ＬｏｏｋＥａｓｔ）政策。
相对于其他日本汽车制造商，马来西亚Ｐｒｏｔｏｎ汽车的合作伙
伴日本三菱汽车公司是一家迟到和弱小的企业，这也许并非
偶然。在马来西亚拥有自然资源优势的行业，有时它能够坚
持合资，甚至对出口项目也是如此。比如，德国Ｅｖｅｒｔｓ公司
与马来西亚Ｐｌａｔｔ公司 （大部分由马来西亚橡胶发展公司拥
有）和促进这种事业的西德国有投资银行合作，投资建立一
家用当地橡胶生产玩具和气象汽球的工厂。但有局限：正如
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马来西亚迄今未能将其供应优势转化为
意义重大的轮胎出口。
锐意进取的新人会迫使已有建树的领袖们改变政策，如

同小松制作所和卡特皮勒的竞争或第四章讲到的行业性竞争。
从投资者对安第斯条约组织 （参看第四章）制定的２４号决议
的最初反应中可以看到许多同样的效果。美国投资者是有最
多利益需要保护的最大集团，反对强行实施淘汰条款 （ｆａｄｅ－
ｏｕｔ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并预测外国直接投资会大幅度下降。这一点
并没有成为现实，新投资者也许是受到后来者成功的刺激，
缓和了他们的反对立场 （Ｋｏｏｐｍａｎ，１９７９，第１１６页）；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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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增加了投资 （Ｍｙｔｅｌｋａ，１９７９，第１１０页）。但是，２４号
决议在１９８７年被废除这一事实表明，有关国家认识到了将外
国企业全部排除在外的代价。

第四节　非传统投资形式利益的局限性

许多国家在促进非传统投资形式方面取得成功，回避了
他们是否真正为东道国带来了好处以及以什么方式带来好处

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如果国家对积累竞争
性资源的能力取得了更多的控制，而不用大幅度削弱跨国企
业对他们最关注问题的控制，就产生了积极的后果。如果当
地精英或东道国政府未能利用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夺过来的控

制优势，就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Ｅｖａｎｓ，１９７７）。弗朗科
（Ｆｒａｎｋｏ，１９８９）研究美国１９７０年代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后
认为，非传统投资形式的收益在进口替代方面是最大的，而
不是出口。他还指出，如果企业在本行业中无足轻重，缺乏
大公司的工艺或经验，因此给东道国带来的利益也很少。我
们还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
后进入的企业形成了积极的初期收益，这看起来没什么

疑问。随着这些企业力量壮大、改变策略，现在判断国家是
否会持续收获成果也许为时过早。这些好处有可能只是暂时
的。如果日本投资者能起到任何向导作用的话，有关国家必
须警惕起来。他们早先偏好合资企业，现在转向在新加坡这
样不规定投资形式的国家设立独资企业 （Ｌｉｍ 和 Ｆｏｎｇ，

１９８８，第６８页）。在第三章介绍过的第三世界新兴跨国企业
中，这种行为上的变化也是清晰可见的。
然而，最成问题或最不可靠的收益出现在现有企业转型

的时候。 世通在肯尼亚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其他的
例子说明国家受益甚至更不可靠。一些企业将他们的全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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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换成管理合同，外国来的管理人员继续经营当地企业，
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这是非洲普遍的抱怨。
非传统投资形式作为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替代形式，

对其效益或效率评估涉及的问题可以分为三个独立但相互联

系的范畴。第一，影响国际交易的附加成本和效率可能限制
进一步发展。第二，只维持现有业务的附加成本会不必要地
减少利润，造成一个或多个合作伙伴希望退出。第三，存在
这样一个问题，非传统投资形式从结构上增强还是阻碍了更
多的出口。

一　附加成本问题

第一个范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关系到国际交易的本
质。我们在第三章已表明，如果要有效管理，就可能需要在
企业内 “内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市场越动荡，这一需求也越
大。第二部分是，在许多新建联营企业项目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中，没有一个合作伙伴被充分调动起来保证所有事
项妥当、按时地落实到位。结果可能是选错了技术，或者完
全误解了供应链或市场。这种失败的故事在关于发展的文献
资料中到处都是。试举肯尼亚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的程度。

１９７０年代后期肯尼亚专门成立了一个联营企业，将玉米
棒子芯加工成糠醛、乙酸、甲酸等国际市场热销的化工产品。
基本的想法是让废弃产品增值，创造附加的出口收入。三家
外国公司共同拥有４５％的股权，其余的由肯尼亚政府机构和
一家当地投资者控制。股权只代表总资本的３３％。欧洲投资
银行和苏格兰银行提供国外贷款，主要是美元面值的票据
（ｄｏｌｌａｒ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ｎｏｔｅｓ）。从一开始，各种失误综合起来导
致了１９８０年代初的破产。项目管理人员未能意识到使用未曾
试用的技术的风险。他们不能许可使用同样主导世界市场的
美国ＱｕａｋｅｒＯａｔｓ公司拥有的成熟的工艺。由于项目只勉强
实现设计能力的８％，因此从未实现预期的出口。还有，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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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亏平衡点是设计能力的８２％，现金流问题便日益严重起来。
进一步的问题是将玉米棒子芯当成废料，当地农民有许多其
他用途如喂牛或当作燃料。因此原料供应不稳定，价格也远
比原来想的要贵。后来接手的人预测，供应成本是一开始论
证投资成本的两倍多。还有，运送设备的船只在英吉利海峡
沉没，施工因此延期，意味着１９８０年代初期才投产，正赶上
萧条期到来，价格暴跌，肯尼亚先令贬值。贷款无法兑现，
项目因此跨掉。
这一故事在许多方面有教导意义。第一，高额债务意味

着没有一个股东会有多大风险；他们可能因此敢于冒险。第
二，项目不是由市场一流种子队 （ｆｉｒｓ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ｐｌａｙｅｒｓ）企业
管理的。他们必然只能用次好 （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ｓｔ）的技术及次好
的出口路径。第三，债务以美元面值计算反映出对项目出口
能力过分自信。第四，可以问一下肯尼亚当局为什么要按协
议条件批准这一项目。肯定应该有人至少告诫过管理人员，
要对供货风险保持警惕。第五，也可以试问，如果和已有建
树的领先企业合作，假设 ＯｕａｋｅｒＯａｔｓ感兴趣，肯尼亚是否
会有更好的结局。
第二类问题是合作关系能够承担附加成本。在肯尼亚一

个农业项目上，所有权由联合利华、ＩＦＣ和英联邦发展公司
共享。合作各方积极贯彻自己的审计程序，即便在小小的一
百多万英镑的企业项目上也是如此。准备３份独立的财务报
表意味着总共４０位职员中，大约３０人是财务人员。正好同
样的附加成本影响着更大型项目，并可能导致利润大幅度下
降。如果合作各方就企业重点战略意见分歧，这种效益低下
就会愈加严重。当地与外国合作伙伴之间发生冲突，每一方
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时间概念，以及经常是不同的利润
来源，这样会严重拖延或扭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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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展出口的局限性

第三个范畴是发展出口，其影响远不止于将非传统投资
形式的条件运用起来，包含现有进口替代企业转型为出口竞
争性企业时遇到的困难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非传统投资
形式的成功局限于旧的技术上，这一点产生了由来已久的两
难困境：可以创造就业，但是就像肯尼亚纺织业，出口竞争
力却消失了。还有，虽然当地附加值的绝对量可能增加，但
其作为国际生产链上总附加价值的一部分却消失了。全球化
力量可能意味着总价值的更大部分在诸如研究和设计上游业

务中产生。比如毛里求斯纺织出口增加，但１０年来在总价值
中的比例却稳步下降。因此毛里求斯控制并适应未来变化的
能力正在衰弱。
政府鼓励转向出口的政策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经常受

到保护的现有企业，如果用世界标准衡量，其效益总是低下
的。因此他们不论是否仍然主要由跨国企业拥有，都需要一
定的现代化。许多问题的根源都是管理人员和工人没有能力
或不愿意面对这种新的考验，就像在私有化运动后期一样。
我们在下一章将讨论，如果我们考虑开发不同类型的出口对
人事系统 （ｈｕｍ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的影响，非传统投资形式的条件
能够让已经很困难的项目雪上加霜。
总而言之，如果非传统投资形式因政府不愿意调整其他

政策或因市场力量而受阻，那么它们对转制问题就起不了多
大的缓和作用。马来西亚生产用于食品调味的谷氨酸一钠
（ＭＳＧ）说明了这两种因素的第一种。ＭＳＧ由糖蜜或淀粉制
成，既可以从玉米也可以从木薯淀粉中提取。日本的味之素
公司 （Ａｊｉｎｏｍｏｔｏ）是世界领先企业，预计拥有世界市场４０％
的份额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７）。它们和其他日本和台湾的竞争对
手在泰国设立工厂，并且不同程度地发展出口业务。味之素
在马来西亚也建立了一家工厂，目标也一样。工厂具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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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但木薯淀粉的输入价格由政府把持，远远高于国际价
格。结果出口量当然微不足道。在这个例子中，不能或不愿
意调整政策实现转制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
市场力量的抑制作用可以用马来西亚的轮胎行业加以说

明。轮胎是工业总体规划中出口快速扩张的重点行业。从

１９８６年的２０００万林吉特 （Ｍ＄）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０亿林吉特。
然而各种调查显示，不管马来西亚的工艺技术如何，当地生
产商不得不大幅度压价来抵销在主要市场缺乏品牌的影响。
这些不仅抵销了原材料优势，而且使得社会和财政方面的投
资回报令人十分悲观。由于缺乏任何独立的选择机会，马来
西亚可以与大企业中的一家合作，如在马来西亚已有业务的
固特异 （Ｇｏｏｄｙｅａｒ）。但是适应固特异现有国际供货网络的成
本将很高，并且需要大量补贴才能使投资更具吸引力。正如
所发生的，固特异等企业对冒新的风险不感兴趣 （除了在一
些规模小、市场合适的产品）。结果至今也没取得什么进展。

１９８２年当格林纳达希望为其可可豆出口创造更多的附加
值时，受到了完全相同的市场力量的抑制。对各种可能性研
究后认为，所有可以做的项目中只有一个项目的回报率为负
值。问题是格林纳达的可可豆特别适于制作某些品牌的巧克
力，著名者如 Ｒｏｗｎｔｒｅｅ＇ｓ公司 的 “ＡｆｔｅｒＥｉｇｈｔ”薄荷巧克
力，并且可以在商品市场获得２０～２５％的溢价收入 （ｐｒｅｍｉ
ｕｍ）。国家不能用自己的资源替代建立在购买者品牌实力基
础上的高额收入。因此，专家建议格林纳达集中改善供货效
率，同时作为一个小国家，不要试图改变现有的市场结构
（英联邦秘书处，１９８４）。

三　结　论

国家的行为和跨国企业的业绩取决于他们全球和当地战

略，取决于企业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想要改变企业行为的
政府和抵制或屈服于压力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了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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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化的各种应对措施。总部与分公司之间的争斗会导致出乎
意料的后果，时而帮助东道国，时而在东道国帮倒忙。在我
们研究项目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同一行业，
他们的行为也是大大的不同。因此行业平均值对于行业政策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ｙ）如何在企业具体谈判中所起的导向作用很
差。问题只能从企业层面上回答。
完全理解谈判如何运转以及如何才能获得预期结果，要

求对是什么东西真正决定了国家和企业的行为进行更深入的

调查。政策要求形成了，不只是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因
为政治和社会力量。但是，当不同部门争名夺利时，政策会
因其贯彻的方式而被扭曲。因此，我们下一章重点谈论行为
在人和社会层次上的真正根源。



第六章　社会原因及后果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的伙伴关系已远远超出经济活动和
产业竞争的范畴，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了。我们在第四章提出，
对于追求同样理想的但又互相排斥的目标的国家，其两难困
境只能随着时间推移、在前进的每一政治抉择中加以解决。
但是政治选择无可避免地涉及社会。谁得益？谁胜利？谁失
败？谁承担新的风险或摆脱旧的风险？谁的选择机会扩大，
谁的选择机会又被遏制？这些永远是政治关系中的关键问题。
跨国企业与他们母国的谈判也无一例外。对于我们，有必要
找出不同社会群体的哪一种后果主要是因政治关系而不是其

他因素而产生。这就是本章的着力之处，重点特别放在工会
和技能培训等问题上。
有一个例子说明了 “谁收益？”逻辑上必然带来的问题。

回想一下 世通轮胎试图降低其在肯尼亚的暴露风险 （ｅｘｐｏ
ｓｕｒｅｔｏｒｉｓｋ）。轮胎厂的控股权由当地投资者组成的一个小集
团购得，他们的影响力足可以劝说政府特事特办。 “特许权”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ｙ）谈判被局限于在选好的几家机构间进行：政
府没有允许国家发展金融机构提高其控股比例，虽然这只需
小小的股权转让便可实现本地多数股权控制。肯尼亚提高了
产出，工人们得到了新的工作。本国投资者被授予 “重奖”。
但是代价也是有的。 世通强化了自己的垄断地位，消费者
获得的产品价格并不是经过竞争产生的。更为严重的是，肯
尼亚自主权的明显提高却因更容易受到企业决策影响而被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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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母公司从多数控股转为少数控股，从经营利润导向转向
收费导向，使当地下属企业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因为对于
多数非传统投资形式 （ＮＦＩ），收费都必须在企业内部谈判中
逐个协商。只有在长时间后， “谁收益”这一问题才会有答
案。

第一节　国内政治的影响

到了１９６０年代，已经很难坚持认为早期发展论者设想的
现代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是温和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很
多像普莱比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１９６３）这样的学者认为，第三世界
国家是与发达工业经济国家 “不平等交换”的牺牲品，主张
进口替代政策作为一种撤出市场的手段。其他人则更关心现
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混乱状况。亨廷顿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６８）认为，政治发展作为制度成长的函数，能够应付社会
经济发展的压力与紧张，能够在危机面前调整自己。“强势国
家”（ｓｔｒｏｎｇｓｔａｔｅ）概念的出现即是反映这种适应能力。宾德
（Ｂｉｎｄｅｒ，１９７１）建议，对跨国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应该用它
们对维护政治稳定和维持政治体制所作的贡献来衡量。今天，
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手段太有限了。比如德索陀 （ＤｅＳｏｔｏ，

１９８９）从自己在秘鲁的调查得出结论，国家及其官员对在其
政治支持者和平民之间分配经济 “大饼”（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ｋｅ）的
关心要甚于对经济发展的关心。
只要国家变成发展动力和社会关系的仲裁人，利益分配

就是通过与本国和外国集团的 “特许权”谈判实现的。随着
时间的推移，国家控制的对 “特殊照顾”（ｆａｖｏｕｒｓ）的分配对
维护现有政治体制就很重要了。这里，跨国企业很少是无辜
的旁观者，特别是他们紧盯着国内市场的时候。不过，特许
权谈判并不免除他们与国内及其他外国企业在垄断特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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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殊死的竞争。

人们在肯尼亚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后果。在那里，精英
们能够利用经济民族主义加强他们的地位。国内保险业 （回
想一下第四章国际保险业发展情况）受到１９８４年保险业法案
的严重影响。这一法案因其执行方式，而非包括本国股权最
低限额制的技术条款，而更加值得一提。两家大公司的股票
据说是被代表包括总统、财长和央行行长利益的辛迪加买
走①。在多数有声望的保险公司都认为需要改善法制环境的时
候，强迫与那些有 “关系”（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的企业联合是不得
人心的②。

巴西军人当政说明了贯穿本书的一个观点：即使一个政
权宣称自己正 “改过自新” （ｍａｋｅｆｒｅｓｈｓｔａｒｔ），新政策也只
是 “添加剂”（ａｄｄｉｔｉｖｅ）。奥唐耐尔 （Ｏ＇ｄｏｎｎｅｌ，１９８８）辩称，

巴西的政治不管是哪一个政权，几乎永远以主从关系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为基础。他认为，这主要是农业社
会顽固的寡头群体 （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ｉｒｅｐｕｂｌｉｃ）政治作风的表现。在
这个社会中，城市和农村利益的矛盾是以明显的专制手段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ｍｅａｎｓ）克服的。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结构
二元性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ｕａｌｉｓｍ）即传统农业与没有一体化的城市
工业共存的持续，阻碍了有能力制定广受支持的重点政策
（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的国家体制 （ｓｔａｔ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的形成。

虽然巴西的农业发展政策刺激了生产，它们非常偏爱富裕的
精英和公司，但还是 “降低了劳动力需求，使得穷人不可能

①

②

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当然也负责任授权向外国所有者汇出收益。

一位具有尼日利亚本国化政策实施经验的资深保险业高级官员表示，他
的跨国公司没有必要对这项法案表示愤怒。在尼日利亚，多数股权由当
地 “控制”是强制性的。这对公司的管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甚至
对作为母公司的下属企业赢利能力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当地公司反
对这项法案，理由是该法案将财务要求定得太高。他们感到，这些规定
对那些经过长期运作积累了足够储备的外国公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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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地成为农场主”（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９０，第５９页）。此外，过
去用国家机器为政治靠山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们分派职位，
留下的是一个膨胀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到处泛滥的既得利益。
今天，巴西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繁多，从某种程度上仍然体
现着持续努力制定国家政策的痕迹。它们缺乏灵活性体现在
坚决与科洛尔总统裁减３６００００公务员的决心唱反调。

族群对立

这种问题在那些受族群对立折磨的国家大大地恶化了。
伊文斯 （Ｅｖａｎｓ，１９７９）关于巴西工业政策 “三方联盟”（ｔｒｉ
ｐｌ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的模型认为，工业化政策产生于横向组织的、以
阶级为基础的联盟之间的谈判。不过，凡是纵向对立 （ｖｅｒｔｉ
ｃ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盛行的地方，比如马来西亚和肯尼亚，在哪一
个族群掌握经济活动这一问题上，矛盾都很尖锐或比较尖锐。
霍洛维茨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１９８５）提出，在族群对立的社会里，
主要斗争就是关于族群的相对能力和经济财富的斗争。
一般来说，主要较量是在 “落后”（ｂａｃｋｗａｒｄ）族群和更

“先进”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的、经济上经常是成功的移民族群之间
展开的。肯尼亚的情况尤其复杂，因为１９７８年肯雅塔死后总
统宝座转到了莫伊手中，政治权力从人数更多更先进的Ｋｉｋｕ
ｙｕ族转移到了相比之下不太先进人数不太多的Ｋａｌｅｎｊｉｎ族。
相对 “落后”的族群的政治领袖利用他们在国家机器中

的优越地位，推进其支持者的利益，人们可能希望将他们的
行为归因于一种 “卑微意识” （ｓｅｎｓｅｏｆ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①。当然，
似乎同样有道理的是用主从关系 （ｐａｔｒｏ－ｃｌ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尽管是在族群竞争范畴内确立的———中内在的合理分析解释这
种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重新分配为从前 “落后”族群
合法化提供了基础，因为有的族群分得资源后会成功，转而为

① 例如，莫伊总统在他的那个民族聚集的地方靠捐赠建立了大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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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策 “辩护”（ｊｕｓｔｉｆｙ），强化本族群的地位。很明显，在其他
族群付出代价的基础上，加强对族群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对
追求 “合理”（ｒａｔｉｏｎａｌ）经济政策起到了制约的作用。
关键问题在于，一个族群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而另一

个族群则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那么如何在权力和经济义务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之间实现平稳的分割 （Ｊｅｒｕｄａｓｏｎ，

１９８９，第１２页）？对于要从国家财富的更平均分配获得的利
益，经济上先进的族群不太可能有长远的打算。相反，他们
的成员可能会限制在投资、出口资本和／或转向短期交易。这
种行为当然只会强化政治精英所指的负面的陈旧想法，被人
们指责为搞 “经济破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ｂｏｔａｇｅ）、 “敲诈勒索”
（ｒａｃｋｔｅｅｒｉｎｇ）。
政治上有权势但经济上不安全的族群也同样容易短视。

其没有从商经验的成员对于可提供快速回报机会的特许权最

感兴趣。因此国家主导的经济再分配受到是否有一支令人满
意的、“忠诚”的、愿意或能够以长远而专业的眼光看待其
责任的管理人员队伍的制约，因为这样做将明确要求重视经
济上歧视带来的更广泛的社会成本。不过，人们在比如肯尼
亚的纺织业中还是能够看到这种成本的。我们在第四章说
过，即使合资协议也无法弥补 “合适的”族群在创业技能上
的欠缺。政治上的压力掩盖了解决商业上关键问题的需求。
远非敏捷的肯尼亚官僚机构在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时候，
证明是胆怯的、没完没了耽误功夫的。例如，一家半国营的
纺织厂５年间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被迫采取不缴纳营
业税 （ｔａｘｏｆｓａｌｅｓ）的方法筹措流动资金。
族群间深深的鸿沟意味着即使跨国企业有时因 “帝国主

义”而遭民粹主义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ｉｃ）政治家的诋毁，但他们一般
还是比国内由外国移民开办的企业更受欢迎。马来西亚的情
况说明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况。政府于１９７５年执行 “工业协
调法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ｃｔ），以期提高马来人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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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就业和股权份额，但华人工商界强烈反对这一歧视性立法。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跨国企业要轻松得多。如果价格适中，
他们会卖掉自己的股权。他们相对比较容易适应管理干部中
马来人不断增加的情况，因为这会瓦解他们封闭的亲友圈子
中的私人关系。作为防御措施，他们中有的人采取了新闻媒
介称为 “阿里巴巴”的做法：他们雇佣有名望的马来人装门
面。肯尼亚的亚洲人开办的企业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大体采
取了同样的手法。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甚至繁荣起来，得感
谢政府落实政策的能力弱。
这些就是给予外国人巨大自主权的条件。他们能够经常

保持 “主要合作伙伴”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ａｒｔｎｅｒｓ）这种地位，即便
失去股权控制也是如此。最近，有的研究报告严厉批评了肯
尼亚投资主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执行适当财务报告标准的能

力 （如 Ｈｅｎｌｅｙ和 Ｍａｙｎａｒｄ，１９９１）。这些机构由于没有有效
地约束作为发展伙伴的跨国企业，使企业得以抵制改革，并
在与政府任命的董事进行的 “甜蜜交易” （ｓｗｅｅｔｄｅａｌ）中保
住既得利益。

第二节　荆棘丛生的自由化之路

如果特许权是应对当今经济挑战的一种并非理想的措施

的话，那么就产生了国家如何脱离陷阱，创造一种兼顾个人
和公共利益，实现国家建设持续发展的公正循环 （ｖｉｒｔｕｏｕｓ
ｃｉｒｃｌｅ）。一个主张干预的政府如何才能做好政策的转换工作，
促进竞争和出口，同时保持其支持的政治基础？对于极端的
民粹主义者，新发现的对全球竞争的重视只不过是伪装粗糙
的不实之词，其用意是让发展中国家退回到 “殖民地式”的
经济功能中去：出产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容纳对环境有害
的产业。比如，巴西汽车配件生产厂家出口成功，相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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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因为他们 “非正规化”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的能力，其方法是
在低于标准工作环境以及大多逃税的条件下雇佣大都市贫民

窟 （ｆａｖｅｌａｓ）里的廉价劳动力。
真正的挑战是既要建设好行政管理能力，又要建设好有

效运转的基础设施。有关措施明显受到国内政治迫切要求的
制约，族群对立只是其中之一。政治领导人需要在所有的重
要的支持者面前保持最低水平的合法性。这种困境可能会因
农村问题、向城市流动以及人口迅速增长而加剧。只要在受
欢迎的精英 （ｆａｖｏｕｒｅｄｅｌｉｔｅｓ）中有太多的失意者，变革的逻
辑就会遭遇抵制。

１９６０年代末期和１９７０年代初期，在巴西 “奇迹”结束后
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可以看到这种两难困境。增长不是可持
续的，因为从全社会来看它是被分割的。随着穷者更穷，富
者越富，国内的反对力量加强了。变革果真到来时，也只是
以缓慢的速度进行。１９７４年盖泽尔将军掌权时，他就喜欢
“ｄｉｓｔｅｎｓａｏ”，一种向文职政府的逐渐过渡。但是，经济问题
再加上有关腐败在实行审查制度多年后开始出现，抵消了地
方选举带来的很多好处。中产阶级不听话了；学生示威；工
人罢工 （虽然法律禁止罢工），因此美国的卡特总统谴责巴西
严重侵犯人权。曾有一次，盖泽尔甚至临时关闭了反对其意
见的由文职人员构成的国会。１９７９年，到菲古拉多 （Ｆｉｇｕｅｒ
ａｄｏ）总统执政时，政府开始了所谓的 “Ａｒｂｅｔｕｒａ （开放）”
的自由化进程，最终导致１９８５年选举文职总统。
就事后分析来看，军方是否充分掌握了行政技巧，运行

高效的中央计划经济，现在仍然不是很清楚。工业发展局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ＤＩ）的 “决策……是
在个案处理的基础上……使体制具有潜在的腐败特征，高度
依赖就发放奖励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ｏｆ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进行决策的政府官
员的常识、公平和个人品格” （Ｔｙｌｅｒ，１９８１，第４２页）。创
业家们不久就认识到专制主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最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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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中真正的重点工作的含义，或者部门间的争议如何得到
最有效的解决。这些就是犯错误几率高的条件。在东道国管
理人才有限的条件下，国家有关部门项目管理工作不尽人意
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更薄弱的环节 （ｄｅ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可能
是对项目是否成功没有人承担直接的责任；对政府官员的评
价措施是他们如何把钱花掉，而不是项目的实际运转效果。

现有民族精英和外国投资者的既得利益加重了这些困

难。自由化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将它们分开，在其他问题上则
又构成暂时的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两个集团都并不必然支持改
革。由结盟的利益集团更替形成的民族精英，对于外资流入
的前景是很少被动应付的，因为任何国家资源的净增加都会
为顶班制和权力扩张提供机会。对于他们，在保护主义下繁
荣起来的跨国企业或许会欢迎放松关键投入品的进口管制，

但也可能反对放开对最终产品的管制，因为经常这样会刺激
走私①。对于其他措施如采用 “现实的”（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汇率和利
率政策，他们也同样可能举棋不定。造成的影响迅速体现在
包装、运输和财务成本上，并且能抵消出口市场上任何比较
长期的潜在收益。由于工资成本很少超过出厂价 （ｇａｔｅｐｒｉｃｅ）

的２０％，甚至经常低于１０％，因此企业提高劳产率和竞争力
的余地有限。② 不过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以及因此而创造的总
体经营效率愈加可能受到国内需求萎缩的不利影响。此外，结
构调整一般不会理会本地生产厂家的问题，他们可能会与努力
寻求市场的跨国企业联合起来反对某些或全部改革措施。

①

②

进口定量限制通过发放进口许可证进行总体控制。虽然这种方式可能产
生腐败，但这样的管理很难避免。然而，在开放式通用进口许可证制度
下，具体实施由海关完成，他们也许会被劝说将一部分应付关税以托付
形式完成，但仍然报告关税已全额支付。

例如，肯尼亚制造业总产值中附加值所占平均份额从１９７５年的２２９％
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８９％。同一时期总产值中工资平均份额从１００％下
降到８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１９８９，见表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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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造成社会和政治混乱的两难困境面前，政治领袖
们一般也会产生分裂。一派的权力基础在财政部，他们认识
到了迅速扩大的政府预算赤字和收支平衡恶化造成的后果，
承认需要提高国内资源的利用率，扩大出口。另一派由激进
的民族主义者与保守的旧制度的受益者联盟构成。他们抵制
接踵而至地削减福利计划，裁减公共部门工作人员，通常将
跨国企业指为主要始作俑者 （ｃｕｌｐｒｉｔ）。这种派系斗争自巴西

１９８０年恢复文官政府以来尤为明显，在通向自由化的道路上
进一步设置新的障碍。

第三节　人力资源开发

国际竞争以及保护性障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的消退
暴露出当地人力资源基础的弱点。过去进口替代投资可能会
容忍低效率，而今出口则对东道国的能力提出了高得多的要
求。如果本国的能力不提高，以积累新的技能和增效的手段，
那么任何政治和制度的自由化都不足以应付新的挑战。人力
资源开发是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
这如何影响与跨国企业的关系，关键取决于要创造什么

类型的出口。人们从某种简化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一章从对东
道国能力提出要求的角度确立的 “依赖性”出口与 “独立”
出口的区别。依赖性出口要求要么设立出口加工区，要么对
先前寻求市场的投资项目进行调整转换。尽管存在障碍，如
果企业限制在一个或多个生产阶段，而且高度依赖从跨国公
司转移技术和工艺，这种转换调整是可以实现的。对整个社
会要求不高，因为技能升级主要是在企业内部进行。

“独立”或至少半自主性质的出口激发出意义更加深远的
需求。随着本国企业培养自己开展国际竞争的能力，它们也
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这样一种需求，即如果要赶得上，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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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革。它与 “依赖性”出口的区别根本上就是沿 “学习
曲线”（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ｕｒｖｅ）行进的区别。虽然从出口加工区直接
出口使下属企业承受国际压力，但是学习收获的大小却受到
对外来技术和设计依赖的制约。为了获得更大的独立性，不
管是当地的分包商还是跨国企业在当地的下属公司，都必须
不断地培养自己的人力资源，以强化知识、自主和灵活性。
它们更加倚重从基础设施和其他当地供货商等渠道获取其他

的优势；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没有人能沿着学习曲线走得
太远。
政治和行政机关为了促进 “独立”出口的全面发展，需

要激发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竞争力的双提高。由于在压制性、
专制性制度下，工人和管理人员得不到信任，因此这一点很
少有人能够做到。假定改革的不确定性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一定，未来竞争力的源泉是不可能事先充分规划好
的；他们必须产生于一种以政治权力下放为主要特点的总体
竞争环境中。

第四节　劳资关系政策

保护进口替代政策一直以广泛的国家干预为支撑点，以
维护顺从的工会组织。很明显，国家对维持和谐的劳资关系
的重视一直随着它对营造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的关心程度的

变化而变化。然而，统治精英们对于劳资关系另有自己的安
全利益考虑；劳动力大量集中为那些心怀不满的反对派团体
提供了潜在的聚集点。政客们并非没有理由担心 “城市下层
民众”（ｕｒｂａｎｍｏｂ）的破坏力。的确，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领
导人就是在工潮中获取了权力。因此，如果必要，人们就会
拿工联主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ｔ）的言辞证明对工人动乱采取强制措
施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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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和谐，官方正式要求工会积极分子必须将自己
的活动限制在符合 “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例如，马来西
亚劳工部的官员在向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关于罢工权力的报

告中说：“为了实现１９８６～１９９０第五个马来西亚计划中制定的
发展目标，敌对关系必须让位于创造一个和谐的劳资关系氛
围。这对于增加和鼓励更多的外国和本地投资，解决从１９８５
年以来就困扰着这个国家的失业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Ａｌａｇａｎ
ｄｉａｍ和 Ｒａｈｉｍ，１９８８，第１１页）。很清楚，马来西亚政府认
为，要求过分的劳工运动会抑制投资。巴西和肯尼亚政府也
表明了相同的看法。①

其涵义是，劳资关系极其重要，不能径由雇主和雇员讨
价还价决定：国家认为必须加以干预，只要能抑制住对政权
稳定的潜在政治威胁就行。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在制定排斥性、
压制性政策和努力将劳工运动纳入官方政治和行政体制这两

者之间举棋不定 （ＤｅＶｉｌｌｉｅｒｓ，１９８９）。他们劝诱与制约并举，
努力将工会组织限制在严格控制的参与性角色之内，以此阻
止来自工会组织的压力 （Ｃｏｌｌｉｅｒ和Ｃｏｌｌｉｅｒ，１９７９）。劝诱方法
包括登记制度、成立工会的权力、提出正式抗议的专门权力、
强制会员制和／或工会补贴等。制约包括确定工资定额和罢工
的规定、控制政治活动、控制领导人员的任命、国家监控和
干预工会内部事务等。然而这些制约手段由于对政治参与需
求增加而受到挑战。

一　工资谈判和解决争端的程序

我们研究的三个国家劳资关系是以 “三方性 （ｔｒｉｐａｒ
ｔｉｓｍ）”原则为基础的。这种概念就是工会和雇主不论作为个
人还是作为组织的成员，都应该参加为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
而存在的由国家赞助和管理的制度。从理论上讲，三方性意

① 见肯尼亚劳资关系宪章 （１９６２年起草，１９８０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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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促进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合作，减少对抗，以及将劳
资关系从仅仅围绕与工资有关的事项扩展到提高生产率上。
然而这实际上也许是不稳定的：国家的统治者对于期望的经
济和政治秩序结局有自己的观点。在理论上，国家统治者应
该能够确定什么是国家利益，使企图破坏国家利益的反对组
织如工会 （或雇主）名誉扫地。因而制度的合法性严重依赖
政治干预的实质，以及其他双方的任何一方是否认为它是参
与者。三个国家劳资关系体制的发展充满暴力，说明这个理
论有很严重的局限性。在不同时期，工会组织都与颠覆现有
制度的反抗活动联系在一起。
肯尼亚和马来西亚都继承了英国殖民部建立在企业工会

制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ｕｎｉｏｎｉｓｍ）和集体谈判基础上的 “自愿”劳资
关系制度。两个国家独立后不久，都发现向三方性发展不失
为一种权宜之计。他们增设了一个涉及广泛的政府调解部门
和一个劳动争议法庭 （ｌａｂｏｕｒｃｏｕｒｔ），对集体和个人纠纷进行
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同时，对罢工的权力加以法律上的限制。
工会登记员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的作用得到加强，增加了监督工会内
部事务的责任和解决报酬和司法方面的纠纷。
马来西亚工会登记员的作用历来是增加注册工会的数量，

同时缩小它们的平均规模。这是因为登记员有意将产业结构
变化解释成为需要新的工会，包括企业内的工会，而不是仅
仅扩大现有工会的规模和权力。１９６０年代以来，制造业工会
入会率从未超过２０％ （Ｗａｄ，１９８８，第２１３页），１９８８年只
占全部劳动力的１０％。同时，罢工活动逐渐减少，１９６０年代
每年大约６０～８０次，到了１９８８年只有９次。
外国投资者占了马来西亚出口加工区的反工会法律的便

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比如１９９０年，１００３名日立消费品
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日方承认马来西亚电气工业工会
（ＥＩＷＵ）。这项罢工是非法的，因为只有加入工会的工人才允
许罢工，还因为政府不允许生产电子 （而不是电气）部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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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全行业工会组织。经过谈判，公司同意为所有２１名
被公司指控为 “工会领导人”的罢工者恢复名誉，并承认了
一个企业工会组织。① 从日立公司的行动判断，它似乎为自己
的 “产品”采用了一种狭隘的墨守法规的定义，以便利用马
来西亚政府的限制性法规。这与已经承认电气工业工会的其
他日本投资者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做一个附加的间接说明，
美国劳工联合—产业工业联合会的查尔斯·格雷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ｒａｙ，１９９０）断言，１９８８年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强迫马来西
亚劳工部继续坚持禁止电子工业成立联合工会的政策。然而
从现有证据看，工会在出口加工区的活动似乎并不比在其他
工业区的困难大多少 （ＵＮＣＴＣ／ＩＬＯ，１９８８，第 ９６～１００
页）。
肯尼亚政府更直接地将权力延伸到劳工运动。１９６７年以

来，几乎所有罢工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劳工部长规定禁止
任意的罢工行为，也就是那些还没有尽力完成调解和仲裁程
序的罢工。此外，政府是中央工会组织 （ＣＯＴＵ）的代表，
总统有权否决其高层领导人的任命。再者，从１９８８年起，中
央工会组织一直附属于执政党，因此它作为执政党的一个下
属机构，从理论上必然执行政府的政策。
肯尼亚政府在努力将工资增长保持在通货膨胀率以下的

过程中，通过财政部向工业仲裁法庭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ｕｒｔ）的
法官们颁布了工资指南，这些指南在决定工资和其他费用的
发放、就业条件或是当法庭接受关于注册的自愿谈判集体协
议时采用。１９８８年这样的协议大约有３８４个。现行使用的法
规将所有的工资增长限制在通货膨胀率的７５％。为了换取工
会接受这种限制，政府每隔一定时间就告诫雇主们增加雇用

① 同样的对抗１９８４年发生于巴西玛瑙斯自由贸易区，结果却不尽相同。

电子业的雇主们试图出资成立另一个工会组织，脱离玛瑙斯冶金、机械
和电子工会联合会。虽然当地劳工部的有关机构批准成立新的工会，但
在劳动法规的保护下，原先的工会组织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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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的劳动力。

肯尼亚关于当今工会会员人数的资料虽然远远不够完整，

但估计占大型制造企业长期劳动力的一半。工会会员数量没
有增加，尽管１９７２～１９８３年间实际平均工资每年下降３８％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１９８７，第１７２页）。罢工运动从独立初期的高
峰稳步下降，但是１９８０年代后期经济开始复苏和那场大旱灾
之后，罢工运动重又回升。然而最近发生的罢工大多数是自
发的，主要是关于当地一些如解雇、聘用临时工等问题，没
有造成什么破坏。

直到最近，巴西的工会一直都是按照１９４３年瓦尔加斯独
裁期得到巩固的劳动法 （ＣＬＴ）运作的。该法是工联主义性
质的，其基础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 “ＣａｒｔａｄｅｌＬａｖｏｒｏ”。它
寻求在政治体制下通过平行的工会和雇主组织结构，使企业
主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１９７９）。巴西劳工部已经
制定并加强了比肯尼亚和马来西亚广泛得多的劳资关系政策。

ＣＬＴ要求就业的所有条件都必须通过三方协商确定，对当地
村 （镇）（ｍｕｎｉｃｉｐｉｏ）政府或劳动争议法庭的仲裁具有全行业
约束力。１９６５年的一项法令赋予政府制定私人和公共部门工
资标准的权力。实现这个目标要采用一种调整最低工资基准
的复杂方式。调整就是强制性的。从那时起，工资就是按最
低工资的倍数计算。半年期指数计算方法在１９７９年才引入。

工会由劳工部按村级区域发放许可证。劳工部决定具体
哪个企业应该属于哪类行业，进而决定它的雇员应该属于哪
一个工会。正规部门的所有雇员在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条件
和就业条件方面均受到ＣＬＴ的保护。所有工人，不论是不是
工会会员，都必须支付相当于一天工资的会费 （ｉｍｐｏｓ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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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ｄｉｃａｌ）。劳工部还将６０％的资金拨给有关工会。① 对于违反

ＣＬＴ的工会，劳工部可以而且确实扣除其资金，解除其领导
人职务并任命新的领导人 （Ｐａｓｔｏｒ和Ｓｋｉｄｍｏｒｅ，１９８５）。国家
还另外制定旨在控制工会政治活动的专门法规，包括向他们
任命的工会领导人颁发 “思想合格证”（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Ｒｏｅｓｃｈ，１９８７）。
因为国家已经为保持平和的劳资关系承担了最主要的责

任，所以雇主们对工会的侵犯基本上没有采取联合抵制行动
的兴趣。单个雇主通常是让公司律师到劳资争议法庭作辩护，

以此解决劳资纠纷。事实上，政府指定的劳资争议法庭系统
地使用ＣＬＴ，限制工会提交的诉讼范围：一旦某个案子被裁
定为 ＣＬＴ 权限之外，任何罢工的企图都被宣布为非法。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年间政府干涉工会事务达５３６次：工人的战斗精
神只好体现在消极怠工上 （ｗｏｒｋ－ｔｏ－ｒｕｌｅｓ）。

１９８０年代后期，随着当选平民政府的出现，情况发生了
变化。工会很快学会了怎样发挥２５００万会员的政治力量。他
们采取多种疏通办法，成功地将许多新的劳工权利写进１９８８
年制定的国家宪法，因而从根本上修正了ＣＬＴ。特别是第９０
条取消了１９６４年４３３０法案关于限制工人罢工的规定。在公
共领域，政府将工资增长降到低于通货膨胀，造成相当大的
混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私营企业老板则选择将
员工工资增长率提高到接近通货膨胀率。只要罢工没有工会
支持，政治派别间的明争暗斗常常迫使工会领导人支持非官
方行动。然而这样的行动大多数都是短命的：工人们十分担

① 在剩下的４０％中，１５％分给了有关州的工会组织，５％分给了国家级的
工会组织，２０％给了劳工部管理的一项基金。工会可使用的 “税款”主
要用于福利事业，受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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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就业保障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的卫士；这意味着
非正式工 （ｃａｓｕａｌ）在９０天之后必须被聘为正式工人。肯尼
亚劳资仲裁法庭的法官评论说：“如果工人干得不错，哪怕不
是十分好，那么我们也就可以通过劳资仲裁法庭保证他的就
业保障……我已经向雇主们说明，到我这里来告诉我已经提
前１个月或者２个月通知了工人就不叫非法解雇，这没有用。
我说不行，还没有这种做法 （ｔｈａｔｉｓｎｏｔｏｎ，原文如此），因
为如果你没有实实在在的理由，这种通知说的绘声绘色 （ｃｏ
ｌｏｕｒｆｕｌ，原文如此）。”（ＩＬＯ，１９８５）。然而，许多雇主还是越
来越多地聘用临时工或是 “非正式”工。１９８８年临时工人数
占整个就业人数的１４％，在新就业机会中的比例在１９８８年上
升至３９％ （ＦＬＴ—肯尼亚，１９８９）。①

三　新涌现的做法

２５年来，巴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国家权力的
消褪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落暗示着巴西劳资关系不稳定有了

新的根源。另一方面，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为劳资双方建立新
的联盟提供了机会，其中跨国企业首当其冲。越来越复杂的
工会运动的挑战迫使雇主协会培养能力，帮助成员与工会打
交道。很显然，如果巴西继续提高其高附加值项目和其他制
造业的竞争力，必然会与劳方有新的交道：如果新技术得到
有效利用之时，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结构和更多的信任当得
以被人们认识为必不可少 （Ｃｅａｍ／Ｓｅｉ，１９８３）。

劳资联盟的可能性可以在 “依赖性”出口商中间看到，
他们已经开始抛弃通过劳资争议法庭制定工资的做法，转向
以公司为单位进行集体谈判。设在圣保罗的福特汽车厂是

１９８０年代初第一个在工作场所建立劳资委员会的企业之一。

① Ｍａｔｈｕｒ（１９８９）注意到，对裁员同样严格规定的印度也存在着聘用临时
工——— “非雇员工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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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戏剧性的是，拉丁汽车公司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在法庭上挑战
政府冻结工资的政策。附属于ＣＬＴ的金属加工行业工人领袖

ＶＰ达·席尔瓦挺身而出，公开支持公司，称政府的定价政
策为 “不可理喻”。另一位金属加工行业工人领袖ＬＡ德·
马德洛斯批评巴西对跨国公司有 “偏见”，并对他称为 “阿根
廷”现象的外国撤资提出警告。１９８８年初，另一个ＣＬＴ下属
工会与通用汽车公司在１９８５年的对话在激烈争吵一度中断后
又重开谈判 （ＦＬＴ—巴西，１９８９）。
在肯尼亚，由于政府笼络 （ｃｏｏｐｔｉｏｎ）和强制 （ｃｏｅｒｉｏｎ）

并用，劳资关系政策在两个固定的极端之间摇摆。它一方面
鼓励比较顺从的有国家支持的工会，另一方面又以严格执行
有关工会事务的法律搞乱 （ｈａｒａｓｓ）那些比较激进的工会。工
人领袖们很容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惟一的政治党派的

“人质”（ｈｏｓｔａｇｅ）。理论上，用这种密切关系应该有条件接触
最高政治阶层，因而有助于促进有利的立法氛围：实际上，
政治精英们似乎不愿意在这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优先考

虑工人的利益。比较而言，接受党的纪律其劣势是立竿见影
的。依赖性降低了工会组织对普通会员需求作出反应的能力，
并且随着领导人和会员利益分化，导致更多的派系斗争 （ｆａｃ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和不稳定。最近，未经工会同意不断增加的罢工
（ｗｉｌｄｃａｔｓｔｒｉｋｅ）也许就表达了会员对工会领导人政治参与的
态度。
马来西亚政府仍然对工会领袖的政治动机持怀疑态度。

例如，马来西亚工会理事会理事长、运输工人联合会总书记

Ｖ戴维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对政治人物和严厉抨击政府人士的一
次大规模镇压中被拘留①。因为这些压制因素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① 戴维还是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议员，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７年期间任国际劳
工组织理事会成员 （后来他又回到了理事会）。虽然国际自由工会联合
会主席同时也是全国种植园工人联合会 （马来西亚）的总书记，马来西
亚政府仍然没有被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威慑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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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会代表了近三分之一的工会会员。单个企业工会结构
分散，规模小，分散了工人运动的整体资源，阻碍了强有力
的高度团结的工人运动的发展 （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９８，第１６４～１６５
页）。因此，马来西亚工会组织仍然易受雇主干预和压力的影
响，而且他们由于不能组织临时工或者支持政治活动，所以
也像肯尼亚的工会一样，一般是眼睛向内的。
伴随这些国内运动的是国际压力日益增强，马来西亚不

愿变革的做法因此受到了影响。国际劳工运动利用人们对拘
留Ｖ戴维的抗议呼声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修改其劳工
法修正案。１９８８年，美国劳联—产联 （ＡＦＬ—ＣＩＯ）向美国
贸易代表 （ＵＳＴＲ）提出请愿书，强烈要求根据美国普惠税制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撤消对马来西亚的关税优惠，
理由是马来西亚不重视得到国际公认的工人权利 （ＦＬＴ—马
来西亚，１９８９）。不久，政府释放了被关押了８个月的戴维，
并且修改法律使之对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有利。值得一提的
是，工人比起以前更容易组织，在劳资仲裁法庭裁决的案子
也可以由普通法庭执行了。１９８９年，美国贸易代表宣布，马
来西亚政府在承认工人权利上有很大进步，所以应该继续享
受普惠税待遇。
国际上对于人权包括结社自由等的关注，似乎可能越来

越多地被用于约束东道国政府对付有组织工人的专制主义行

径，因而改变了三方结构的权力均衡。例如，１９９０年美国政
府要求成立一个关贸总协定工作组，专门研究贸易协定中包
括 “社会条款” （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ｕｓｅ）规则 （ｒｕｌｅｓ）的可能性。这
些规则 （ｒｕｌｅｓ）会涵盖若干国际公认的工人权利①。然而这
似乎并不能说明一项条例 （ｃｏｄｅ）就可以阻止政府在政治和

① 像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和国际金属工人联合会，或是像美国劳工联合
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这样的国际组织的游说动机是矛盾的。他们不但反
映出对工人团结的普遍关注，而且还反映了可能对将工业化国家的工人
置于不利境地的 “不公平的劳资惯例”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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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乱时期以结社自由为代价保证社会制度的稳定。由此
产生的有组织的工人与政府之间的交火使管理人员处于尴尬

的两难境地。然而，平静恢复之后，如果管理人员不支持某
一方，劳资关系或生产效率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就不是不可
避免的。

第五节　为出口而投资人力资本

发展出口对劳动力提出的额外要求不能仅仅与跨国企业

的生产体系 “栓定”（ｂｏｌｔ－ｏｎ）就行了，还需要企业各级员
工的意识、理解、动力和承诺。而且他们都将因发展 “独立”
出口而兴高采烈。因此重新审视跨国集团怎样管理在发展中
国家的下属公司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舞台就很重要了。
首先要提出一些基本问题：他们创造还是取代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就业机会？他们是否支付高额工资，将当地企业家排挤出去？
他们是否提高国内生产率？最后，他们是否提供足够的培训
和提高技术的机会？大多数回答必定是模糊不清的，因为这
里有一个评价如果没有外国投资将会怎样时无法回避的方法

论上的问题。相当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都没有切中要害
（ｂｕｒｎ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ａｗｍａｎ）。接下来必然是历数存在的问题，而
不是对跨国公司怎样影响当地劳动力市场进行完整的评估。

一　就　业

众所周知，能归到外国投资名下的就业数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因为对基本的投资内涵
缺少公认的定义。在肯尼亚，中央统计局是这样区分企业种
类的：政府参与的企业，本国私人企业和没有政府参与的多
数股份由外国人拥有的企业。然而，大多数制造业大公司同
时具有政府和外国股份。马来西亚的统计也认同多数股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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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拥有的制度。在这些变量的基础上，跨国企业在工业
和商业所占的就业比例估计为：肯尼亚２３％，马来西亚

２９％，巴西不到２０％。
这些数字的问题是其隐含的东西与暴露的东西一样多，

特别是关于就业的动态因素：劳资关系是可变的。比如外汇
短缺时，企业就不能只顾自己喜欢所谓的 “管理人才”（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ｎ） （Ｗｅｌｌｓ，１９８４）。假如可以自由选择，在寡头
卖主垄断 （ｏｌｉｇｏｐｏｌｉｓｔｉｃ）的行业里，管理人员宁愿选择资本
密集性的技术作为一种保证不受产品市场风险和不稳定的手

段，将操作问题限定在操纵机器而不是管理人的那些人手中，
以及尽可能生产质量最好的产品。对于当地公司，如果生产
技术信息有限，在发展中国家要具备包括获得能理解替代技
术金融含义的宽阔的技术视野是很困难的 （Ａｕｓｔｉｎ，１９９０，
第４６页）。
外汇短缺还制约了机器配件的供应，使得工程师们不愿

意使用最先进的技术。他们更倾向于将精力主要放在如何延
长现有设备寿命，投资于当地工艺师 “解难”（ｆｉｘ－ｉｔ）技术，
培养当地零部件供应商的修理和复制能力。但是短缺也能促
进革新，比如一家制罐公司的分厂总经理说，他回总公司时，
总要抽时间看看被丢弃的机器，自己或许能用。
这种技能的变通和提升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在出口加工业务的

发展初期显然是不存在的。这里强调的是简单的标准化生产
体系和非技能化 （ｄｅ－ｓｋｉｌｌｅｄ）。技能正如它们所表现的，是
企业独有的。可靠和质量已经被编入公司总部定义的 “系
统”。然而马来西亚的经验说明，随着成熟度的增加，转让的
技能也在逐渐提升。这一趋势的推动力是东南亚地区跨国采
购零部件的必然结果，与之相随的是雇主对当地劳动力的生
产能力和素质的信心日益增强。例如在第五章讨论过，松下
电器公司宣布计划在特定的零部件制造方面使海外生产中心

专业化起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它将把海外生产中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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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可以与日本的总部相媲美的水平，将重点特别放在与
设计工艺、采购、营销和全系统综合管理有关运作方面上
（ＵＮＩＤＯ，１９８９，第１１１页）。很明显，东道国要想处于良好
的位置，收获零部件生产合理化统一化趋势带来的就业上的
好处，就必须能够既提供积极的投资环境，又提供技术高度
熟练的劳动力。

二　工资和生产率

许多调查表明，跨国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比当地公司高。
因为工资在总成本中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许多企业对全力
有效经营要比对工资上的小小差异更加敏感。另外，很少有
公司付得起因怠慢外派雇员而疏远外国客户的代价。他们通
常比当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即使他们只进口很
少的技术 （Ｋｕｎｉｏ，１９８８）。大体相当于对生产率进行比较的
也许是外国企业和当地企业普遍采用的平均工资。但是，进
行看来是同类的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ｅｌｉｋｅｗｉｔｈｌｉｋｅ）当然是非常困
难的。外国公司在增值行业的比例特别大。比如，在１９８０年
代中期肯尼亚外国人合资拥有的企业付给员工的工资比制造

业平均数高出３０％，但是这些企业绝大多数集中在制药、油
漆、塑料及其相关产业 （ＵＮＣＴＣ，１９８８ｂ，第２６页）。在服
务行业，工资相差５５％。
这种差异还有进一步的原因。虽然跨国公司在工资制定

上有相当大的权力，但他们在追求长久利益时却很少使用这
种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当地管理人员将母公司超国家的决
定权 （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体现在投资、产品转让和工艺技术上
了；它面对的是比较而言组织得很差的工人团体，他们脑子
里装的大多是工作是不是有保障的问题。然而， “效率工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ｇｅ）的假设说明，如果低工资政策伤了工人的
积极性，增加人员流失和减少劳产率，那么高工资政策就可
能是一种经济上合理的方法 （Ａｃｋｅｒｌｏｆ和 Ｙｅｌｌｅｎ，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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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ｄｂｅｃｋ和Ｓｎｏｗｅｒ，１９８７）。因而，如果管理人员相信削减
名义工资会对未来的生产率和单位成本产生负面影响，他们
就不会愿意这样做。
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对工人收入的要求也在提高。部分是

因为人口增长及随之而来的未成年人数量增加，部分是因为
巴西和肯尼亚的就业机会减少，许多工人挣的钱远远满足不
了需求。这就导致许多小偷小摸行为，特别是在肯尼亚，即
便解雇也无济于事。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挑战是找出办法，
鼓励雇员为高质量和高效率而骄傲，尽管管理人员和工人的
工资级差非常大———肯尼亚和巴西的级差达４０∶１。
工资高于平均水平和工作强度低，通常意味着贸易保护

程度高。受到严密保护的企业或许愿意与雇员分享所有的垄
断 “租金”（ｒｅｎｔ）。一般说来，在保护严密的大规模经济中，
许多当地企业在调动政府保护自己对付竞争方面有着相当的

能量，因此有时取代就业机会的是他们，而不是跨国公司。
肯尼亚当地的 “制造商”们将一小部分主要是进口的半成品
部件组装成诸如火花塞和线路安全带这样的汽车成品零件，
因有时附加值甚至为负值，创造了数量很少的半熟练工作岗
位，但因浪费资源而取代了就业机会的创造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１９８７，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三　培训和技能的强化

长期发展 “独立”出口的关键问题不是跨国企业是否支
付了高额工资或创造就业机会，而是它们是否提高了能培养
更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要求的技术积累。如果国内增长低迷压
制再投资水平，那么制造业生产过程就维持相对的技术密集
型，用劳动力强制取代资本设备。如果长期缺乏设备和配
件，首选办法是尽可能地依靠自己解决，特别是在机器保养
方面。这可以通过在工厂里组织一批对具体机器操作有实践
经验的骨干雇员完成。由于获得这些技能主要是在岗位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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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正式的脱产培训，因此必须大范围地将非骨干临时工筛
选出来干一些必要的具体工作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１９８６）。即使在
巴西，１９４０年代以来政府鼓励的正规的公司内部培训取得的
成功也是有限的 （Ｒｏｅｓｃｈ，１９８７）。在马来西亚，政府将推
广培训计划作为在技能要求高的行业中增加马来人比例的一

个战略措施，而这些行业以前主要是由华人其次是印度人垄
断的。

“解难”知识渊博的精英熟练工人，在社会地位和就业条
件上都与他们的那些技能不熟和半熟练的助手们有着巨大的

差别。一项对埃及和西德工业的比较研究说明了一种技术依
赖性鼓励 “过度保养维修”的途径。在埃及，政府详尽的保
养计划 “远远超过了制造商们制定的计划”，管理人员也证明
了这样做的正当性，理由是比起机器不转和配件供应上的问
题，这种方法更可行 （Ｍａｌｓｃｈ，１９８４，第１６页）。助工们在
技能熟练人员的严密监控下按照高度专业化和严格的用工形

式开展工作。
除了几个例外，大多数跨国企业不愿意在通用 （ｇｅｎｅｒａｌ）

技能培训上投资 （Ｃａｓｔｒｏ和Ｃａｒｎｅｉｒｏ，１９８１）。他们通过支付
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能由内部培训满足公司的具体需求。
短缺 （ｓｈｏｒｔｆａｌｌ）的任何技能都可以高工资从不太有前途的当
地公司那里挖来。我们的大量资料说明，市场追求型跨国企
业用的是一批稳定的，大部分为男性的自已培养的管理队伍
和熟练工人。发挥支持作用的是数量不固定、没有什么技能
的临时工。效益追求型跨国企业如日本的汽车公司，更喜欢
雇用掌握了先进的公司技术的稳定的工人。因此，跨国公司
卓越的培训能力是不是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效益，其意义值
得怀疑。毕竟，没有哪个理性的管理人员会在毫无收益的情
况下替别人培训员工。在三个国家，通过劳动力流动而在更
广阔的经济中剥离派生出新的企业 （ｓｐｉｎ－ｏｆｆ）是非常有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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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劳工问题顾问通常都关心全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的

整体均衡，但他们没有抓住要害，即决定技能积累的大多是
现有雇主的需求模式。只要企业压倒性地集中生产成熟的标
准化产品，比如在肯尼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就是有限的，
就会抑制向更先进的生产迈进。这反过来对目前马来西亚和
肯尼亚都非常关注 “大学生失业”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效应 （ｋｎｏｃｋ－ｏｎ－ｅｆｆｅｃｔ）。结构性问题引
发了一种两难境地。政府是否应该在需求之前为吸引更先进
的投资而在昂贵的通用技术培训方面投资？

马来西亚试图以促进出口导向的产业来克服这一困境。
因为政府有一支它希望雇用的在工业上缺乏经验的劳动力队

伍 （马来人），又因为国内市场很小，到处充斥着进口货，所
以它除了鼓励 “依赖性”出口之外几乎别无选择。一种产业
单作制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ｍｏ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ｅ）已经形成，其基础是外国电
子公司，依靠的主要是低成本、高生产率和纪律严格的劳动力
的相对优势。因此，从新技能积累上看，得到的利润是不太
大的。再说，因为新创造的劳动岗位８０～９０％都是由女工承
担的，所以对男性失业问题并没有多少影响。
启动更强大的国家能力建设途径之一，就是推动 “联系”

（ｌｉｎｋａｇｅ）的发展，我们在第五章已经讨论。日本人在最大限
度地挖掘以大工地和无数小型卫星企业为中心的一级承包商

密切的、纵向统一 （分散）网络的潜力方面特别成功。转包
公司垂直的整体或分散的网络围绕着大公司和无数小的卫星

公司 （Ｏｄａｋａ等，１９８８）。然而事实说明，只有产业化达到一
定的水平，实现最低限度的规模经济时，这样的政策才能对
与当地企业构建坚实的向后联系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希尔
（Ｈｉｌｌ，１９８５）称，菲律宾政府的一项计划强迫加速向后一体
化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与技术扩散，对外国总装厂将部
分业务转包给当地供应商的习性基本没有产生影响。对韩国
（Ｋｏｏ，１９８５） 和 台 湾 （Ｒａｎｉｓ 和 Ｓｃｈｉｖｅ，１９８５；Ｓｃｈ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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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的研究表明，以什么样的方式以及为什么成功地与本
地企业建立更牢固的联系要取决于在教育和基础建设变成动

力源泉之前对它们进行大量前期投资。
我们已在前面讨论过在马来西亚和巴西这种联系的有限

的结果 （ｐａｙ－ｏｆｆ）。然而这两个国家都有迹象表明在某些部
门存在长久性的收益，比如马来西亚的电子业和巴西的飞机
制造业。这样的特殊例子强调了长时期需要投资的范围。没
有捷径可走。

肯尼亚一直没有这种工业投资，但是有一个前途光明的
解决方法，即以转包形式发展农业。像在制造业一样，农业
承包的 “力度”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公司对生产过程实施不间
断监控的程度———因产品市场性质不同而发生变化 （Ｇｌｏｖｅｒ，

１９８４）。例如，英美烟草公司的烟叶是向１００００家肯尼亚当地
烟农采购的。公司的延伸服务提供种植、加工和储存、幼苗
和施肥方面的意见。加工好的烟叶在生产地的收货点以货到
付款 （ｃａｓｈ－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方式收购，保证烟农不会去种其
他收入得不到保障的农作物。即时付款的重要性可以从政府
农作物收购处的成绩看出来，他们的付款常常要拖６个月或
更长时间。１９８０年代这种拖欠导致棉花产量在两年时间里从

２００００吨下降到２０００吨。

最终用户出资的扩张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施承包

的现实性。在烟草这个案例中，英美烟草公司是惟一的买
主①。相比之下，１９８５年由联合利华公司、英联邦开发公司
和ＩＦＣ成立合资企业，合同生产油菜和向日葵简直就是灾难。
公司没有考虑到农民会骗取贷款，把油菜籽直接卖给当地的
加工厂。结果，公司面对的相当普遍的问题就是许多承包合
同无法执行。

① 因为烟草计划的稳定性受到新的非洲企业加入烟草市场带来的威胁，英
美烟草公司正努力说服政府将肯尼亚绿叶专门处理权授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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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好合同对双方都会有实质性的好处。在一种互相依靠
的关系中，风险也由双方共同承担。这种关系的 “强度”（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根据买主对生产实行控制的强弱而有所不同。例
如，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专利性生物技
术 “设计”和营销知识是当地生产厂家难以掌握的①。不进入
市场，这种知识就不可能开发出来。然而主要的长期优势就
是建立信誉的机会，与买主一道按照国际市场要求完成好严
格的质量保证和交货计划。
在 “好公民”（ｇｏｏ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活动中，通过向当地企

业转让工艺和技术也得到同样的益处。如联合利华就有一项
印度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其动因是需要帮助当地农民改善居
住地条件，促进更加繁荣，营造更好的经营环境和刺激对公
司产品的需求。在智利，与政府一道成功地进行了鲑鱼饲养
技术的转让，从而开发出新的出口资源。在肯尼亚，联合利
华与其他跨国企业积极参与 “管理援助计划”，为小企业提供
咨询以及其他形式的帮助。巴塔鞋业公司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开展的 “前进中的伙伴”计划中有相同的理念。所有这些主
张和措施虽然规模小，但都说明了有益的 “外在性” （ｅｘｔｅｒ
ｎａｌｉｔｉｅｓ）是怎样在有责任心的外国人的参与下得以建立起来
的。
对于大规模项目，外国人与当地生产商在目标上并不必

然有冲突。实际上，当地企业或可作为公司化生产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补充或替代，就像制糖业的普遍做法那样。例
如，肯尼亚非常成功的国有企业———肯尼亚茶叶开发总公司
（ＴｅａＤｅｖ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通过提供培植服务和加工厂促进了用
于出口的小规模茶场的发展。它的茶叶与伦敦市场上外国种

① Ｇｒｅｅｌｅｙ和Ｆ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８９）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应该在生物技
术研究上投入资金，以便更方便地获得这种知识。不幸的是，第三世界
研究机构在生产商业上可行的加工程序和产品方面的成绩并不令人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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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园生产的茶叶展开竞争，并且卖出非常好的价钱。公司取
得的成就大多要归功于它有能力抵制政治干预。这是我们在
本书中反复表明的观点。

第六节　工作中的妇女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国际劳工组织 （ＵＮＣＴＣ／ＩＬＯ，

１９８５）对发展中国家女工的研究使人们注意到，女工占跨国
企业雇员的比例虽小，但是一直在增加。凡是女工就业的地
方，她们大多数被出口为主的跨国企业和按合同生产出口产
品的当地企业安排在非技术或半技术性的岗位。这样的企业
大多数都设在出口加工区 （ＥＰＺ）内。值得怀疑的是，不知
是否有人 “预测过出口加工区主要的就业作用是招来成千上
万的年轻女工，她们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出来找工作，因为
没有她们可干的工作。事实上，对其他任何人也一样” （第

１４９页）。比如在马来西亚，出口加工区的雇员８５％是女性。
在其他制造行业，妇女就业人数的比例低于１／３ （第６０页）。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熟练的、技术性强的、专业化的和管理
岗位妇女就业数字相对很小，并且大都由男人把持 （Ｍａｅｘ，

１９８３，第５３页；联合国，１９８６，第７９～８０页）。
扩大妇女就业的机会与障碍既受到工业需求的影响，也

受到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许多穆斯林国家如埃及，就反对
妇女就业 （Ｈｅｎｌｅｙ和Ｅｎｅｉｓｈａ，１９８９）。不过另一个穆斯林国
家马来西亚似乎没有出现这个问题。肯尼亚的许多工厂歧视
女工，根据是正规行业的就业机会有限，应该留给男人，即
使在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也应该这样。在出口型农业经济中不
存在妇女就业这样的障碍。
妇女就业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主要是服装加工、电气

和电子工业等。海勒塔 （Ｈｉｒａｔａ，１９８９）对一家法国电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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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和巴西分厂进行研究，重点提出了男性经理相信女性
职工具备的优越品质：体能，特别是手指灵活；进行单一重
复工作的持久耐力；需要用眼睛仔细检查时的耐心和聚精会
神；速度快。其他研究也提到雇主们相信女工都很恭顺，好
管理 （Ｅｌｓｏｎ和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８１）。
一般说来，女工从事的工种都是一些无需投入多少培训

费，但强度又非常大的工种。柯戈特 （Ｋｅｒｇｏａｔ，１９８２）用在
家习得的手艺和工厂要求的技能的相互联系来说明这个问题。
她认为妇女在家中和在学校所学的 “天然”（ｎａｔｕｒａｌ）的技术
为雇主们节省了大笔培训开支。因此，看上去似乎 “没有技
术的”（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女工实际上为企业带来了有价值的技术。
也许可以想见的是，跨国企业宁愿雇用年轻、通常是未

婚的女性 ———７０％年纪在２５岁以下 （ＵＮＣＴＣ／ＩＬＯ，１９８８，
表８）比起年纪较大的女工，她们由于没有家庭拖累而比较灵
活，可以更容易随时倒班和加班，通常身体、视力、反应都
比较好。她们也不会因为工厂劳动和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而
弄得上班时精疲力竭。据鲁斯·皮尔逊 （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８０）观
察，跨国企业聘用的是女儿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而不是妻子 （ｗｉｆｅ）。
这样，公司维持了一种表面上 “对社会负责” （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的工业条件，同时又有机会保持就业人数上的灵
活性：大多数女工在２５岁左右就因结婚而离岗。这种行为是
否视为剥削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争论话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
有限观察使得我们同意，林和冯 （Ｌｉｍ和Ｆｏｎｇ，１９８８）援引
的材料诚然是初步，也就是年轻女工的工作条件至少与那些
农村失业者的条件一样好，甚至更好。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年龄结构年轻化和这种劳动力来源充

足的前景，是发达国家在人口迅速老化的情况下将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迁往发展中国家的有力促进因素。正如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一份报告 （１９８０ｂ，第５页）总结的， “发达国家某
个行业妇女就业多少通常强烈预示着该行业的重组倾向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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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例如，在美国，女工占整个生产和操作工９０％
以上的电子组装和服装制造两个行业，重组安排到发展中国
家的情况最为突出”。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出口加工区的跨国企业在女工

（以及男工）工资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可能都不逊于当地公司，
甚至在很多时候比当地公司更好。冯 （Ｆｏｎｇ，１９８２）在对马
来西亚纺织、电子和木材加工等行业进行研究时，发现女工
比与她们干同样工作的男工的工资低很多，但是这个差别随
着妇女职位的提升和对技术的掌握而逐渐缩小。艾迪生和德
默里 （Ａｄｄｉｓｏｎ和Ｄｅｍｅｒｙ，１９８８）发现东亚企业的市场定位
对工资高低没有太大的影响。有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在工
作时间与国内其他行业没有太大区别的情况下，还没有批准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禁止女工上夜班的第８９号公约，这明显提
高了那些设在违反这项公约的国家里的企业的竞争优势。①

在肯尼亚，妇女在 “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可以在迅速
扩张的插花和花卉栽培出口业中找到。传统种植业主要是依
靠男性的农村无产者，他们原先主要是农村的季节工 （ｍｉ

ｇｒａｎｔ）和契约雇工，而现代的出口型的花卉种植业主要依靠
妇女的 “天然” （ｎａｔｕｒａｌ）技术。女劳力非常充足，因为农
村其他有工资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劳动强度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ｔｅｎｓｉ
ｔｙ）对于为高产的有商业开采价值的作物创造一个必要的均
质的生长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成功的运作要依靠高水
平的控制，首要的工作是永远反复强调常规的工作方法，不
厌其烦地关注每一个细节。肯尼亚的一个成功例子是约德兄
弟公司。他们公司的口号是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ｔｏｇｒｏｗｏｎ”，揭示
其在花卉栽培业务中特别的市场定位，也就是为观赏植物种
植者和零售商生产栽培材料。肯尼亚的子公司专门负责为欧

① 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和国际劳工组织 （１９８８，第８９页）证实，新加坡
妇女上夜班的人数比男人多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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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市场供应菊花插花。在现场工作的三分之二是年轻妇女，
其中９０％住在公司的院子里，而且只能是单身。尽管农场地
处相对偏远地带，约德公司还是能够招聘到一批识字的工人，
她们至少有小学文化，可以记录种植的２３０个不同品种花卉
的生长情况。
通过造就全新一代的 “理想工人” （ｔａｒｇｅｔｗｏｒｋｅｒ），妇

女就业日益增加的社会影响正好反映出早期工业化引发的社

会变革模式。男性工人非但没有在退到生存农业 （ｓｕｂｓｉｓｔ
ｅｎｃ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之前，到城里的工厂干那工资高的工作，年
轻妇女们反倒在结婚和生儿育女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前千方百

计提高生活水平和提高收入。尽管早先的农民季节工已经出
来，女工还是把她们工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差不多一半，寄
回了她们的大家庭。这种 “滴入”（ｔｒｉｃｋｌｅ－ｄｏｗｎ）效应在靠
近出口加工企业的当地社会以及更大的范围内产生了相当明

显的影响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４）。
从家庭关系看，这些事实说明经济作用提高加强了妇女

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男性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男人的传统
权力逐渐衰弱。不可避免的是，有些地方关于年轻单身女工
的社会表现也有一些有待证实的指控。不过做出这样的结论
似乎是公允的，那就是导致社会紧张的不是妇女就业本身，
而是干活拿工资培养的更加独立的行为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

影响力。如阿克曼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４）所言，越来越多的农
村妇女季节工嫁给工厂的男性工人，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
虽然这样说，但还没有证据表明新一代城市化工厂女工对婚
姻、家 庭 和 生 养 儿 女 的 信 念 有 所 降 低 （ＵＮＣＴＣ／ＩＬＯ，

１９８５）。
大量 “依赖性”、出口型生产的竞争力严重依靠密集使用

低成本 “没有技术”女工。东道国政府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并
创造出有利的环境，显然会对该行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大多
数新参加工作的妇女工作一般都不会超过１０年，基本上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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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技能。她们所学的只是公司自己的技术。一方面人们
对产业化类型的就业越来越赞赏，在更有广泛代表性的人群
中收入增加，这样也许会有一些长期的社会效益，但另一方
面，这样的就业本身并没有提高向自我可持续的工业化迈进
所需的技术和积累。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在要求的学习中让
妇女发挥大得多的作用。

第七节　管理人员培养和复杂的文化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下属公司的经理们深切地
感受到他们技术上远离工业市场、先进的生产体系和供应线，
在心理上远离社会和经济活动基本因素的巨大而无常的变化。
这种相互矛盾的影响力来自公司总部、当地官员和雇员，很
少仅仅能用理性的办法解决。例如，在１９８９年大选前的竞选
阶段，巴西的许多经理听从了就业—关系的意见，因为害怕
左翼候选人重新当选总统后对他们进行报复。① 管理人员为了

对付这种不明朗的形势，依靠的是特里安迪斯 （Ｔｒｉａｎｄｉｓ，

１９８４，第８８页）所称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ｓｉｍｏ”文化，人们将它定
义为 “认识某人的社会过程，该某人又认识另某人，这另某
人又认识一个你需要他帮助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管
理人员特别是外派来的人，就体会到无力的感觉 （ｐｏｗｅｒ

① 高层管理者必需显示出敏感性的另一个例子是肯尼亚。１９８８年５月，政
府取消了对某些消费品价格的控制，包括家用清洁剂和肥皂，作为得到
世界银行结构性调整贷款的前提。在１０天之内，联合利华的下属公司
———东非工业公司将它的清洁剂价格平均提高１８％，它的产品几乎占到
当地市场的７０％。第二天，莫伊总统抨击了该公司这种反社会的行为，

并把公司董事长调到政府的一个重要研究机构任非常务主任。几天后，

公司宣布将价格 “特别”下调１０％。过了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一群
公司经理在国会大厦代表公司向总统递送了一笔用于国家慈善事业的捐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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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ｓｓ），即便他们的正式地位会使他人期待他们的权威和专业
水准。如果没有对当地组织氛围的深入了解，管理人员会犯
代价昂贵的错误。
发展中国家的组织文化与有着较长工业化历史的国家组

织文化大不相同。主要区别就在于权力和义务的不可分割性。
高层管理人员相对于自己的下属，在很大程度上比在成熟的
工业经济中有更直接的权力，但平行的社会义务仍然要求他
们对亲朋好友进行帮助。通常，这些义务源自人们从乡下季
节工变为完全 “被俘虏了的”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城市资本主义社会
一员的调整过程需要的帮助。社会网络和义务不可避免地渗
透到企业内部，因为雇员们不可能把自己与他们广泛的社会
责任隔绝开来。
因此，所有的组织都必须决定是接受这样的特征 （ｔｒａｉｔｓ）

还是尝试着培养出一种新的特征。可以利用家庭和其他的社
会网络形成维持正规组织凝聚力，减少交易失灵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概率的基础。如果用于管理组织关系的正规
的奖惩制度受到某种道德义务的支持，效果就会更加明显。
如果传统的公共价值观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ｖａｌｕｅ）能够用于这个目
的，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布伦特 （Ｂｌｕｎｔ，１９８０）在研究了
肯尼亚的两家私营保安公司之后断言，如果人们因为血缘关
系被录用，他们就会感到能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更多的控制。
这样做可以减少员工流失和公司财产的损坏，增加对顾客的
服务。
这种综合战略，或者为从根本上实现现代管理目标而利

用传统文化，一直是推动日本１９世纪末以来 （Ｄｏｒｅ，１９８３），
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 （Ｈａｍ
ｉｌｔｏｎ和Ｂｉｇｇａｒｔ，１９８８；Ｃｌｅｇｇ，１９９０）工业化成功的主要因素
之一。然而，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相对同质的文化
背景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ｉｌｉｅｕ）。相比之下，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发展
中国家都是多民族社会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ｉｃ）。不幸的是，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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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独有的并赋予其连贯性和力量的特征，翻译成多民族社
会中的现代组织环境，就是独占性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会导致严
重的效率低下。因此，比如一方面共同自助的传统规则可以允
许在自己人集团内的灵活性，而另一方面，对他人集团会完
全采取标准化。这样的行为会安排好一套程序，让大多数人
（他人集团）会相信，组织认为他们不值得信赖。不久之后，
行为与期望相互吻合，一项简单的工作比如签一张支票，本
来只需一个人，现在有必要用三个人完成。
崇尚精英的拉美文化一般也倾向鼓励培养强大的既得利

益集团，这在巴西最为突出。政府这样，企业也是如此。沃
伦德 （Ｗａｌｌｅｎｄｅｒ，１９７９，第１９５页）报道说， “巴西的企业
及其管理人员与家族关系和政治紧紧纠缠在一起。其主要原
因是传统上相对较少的一批有钱有势的家族在各个商业部门

占据主导地位。管理职位通常由这些精英家族成员把持，他
们的管理经验和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巴西的高级主管们因此
一般不把操作经验授予下属经理。相反，他们采取 “为今天
而生活”的态度，强调实现短期目标，忽视管理人员的培养
和发展。对下属管理人员缺乏信任，使得与跨国企业很难合
资。
如果跨国企业的管理人员想要避免严密的行政控制带来

的效率严重损失的危险，就必须特别小心。要实现一体化，
在不放弃全面控制的条件下给予管理自主权，最巧妙的办法
就是通过管理培训、社会化和培养。总体上，管理信息制度
等 “硬”机制和管理人员管理的 “软”机制似乎形影不离，
同时并存 （ＰａｕｌＥｖａｎｓ，１９８８）。没有整体的软机制实践组织
承诺，硬机制措施也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很明显，在
多民族社会里，传统义务观念仍然很强，管理一体化的障碍
最大。跨国公司无论如何必须培育对共同目标和公司战略远
景的忠诚。我们在第五章讲过，那些已经着手开发更综合的
全球化一体化形式的企业，需要将全球 “心态”（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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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ｌｉｔｙ）向下推广到组织基层。在一种多样性、复杂性和变革
日益增强的商业环境中，管理人员不论国籍或文化，为完成
共同的企业使命共同开展工作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
对传统的靠总部推动的人员培养思路提出的严肃挑战，

是需要更多地考虑当地可以利用的管理人员。过去，许多企
业认为他们可以用外派人员弥补当地管理人才的短缺。如今，
东道国政府对工作许可的限制以及从经合组织国家外派人员

费用上升，迫使跨国企业重新审视他们的国际人事政策。事
实上，所有为我们提供资料的人都说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外派管理
人员比例大大下降。
成熟行业中市场追求型跨国企业在持续提高标准方面面

临着巨大的障碍。如果提升当地的管理人员，就会发现要为
此承担昂贵的培训费用，而且当地条规常常也不鼓励这样做。
肯尼亚一家公司声称，中央银行会允许按日发放只能支付最
基本食宿的津贴。该公司感觉到这对进行海外培训的目的之
一，即提高当地管理人员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感到他们是全
球精英的一分子，而不是 “乡下的穷表弟”，是一种削弱。如
果他们仅仅依靠定期引进外派经理，那么他们在保证整个分
公司不致于与总公司的思路分隔太远方面几乎无计可施。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中跨国企业面临的障碍甚至更大。

对于较高层次的技术，纯粹的室内培训代价太高，公司在选
择培训地点时优先考虑已经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很显然，
那些急于吸引外资的政府就要承担发展国家高等技术教育和

管理培训能力的义务。

积累新的人力资源

理论上，政府通过对正规教育和培训机构的投资可以为
提高雇员生产能力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但在现实中，对于很
多人能做的事又有实实在在的政治和资金上的限制。本章开
始时，我们已经说明了矛盾的政治利益是怎样削弱国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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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提高经济效益的意愿和能力的。我们特别指出了强大的
既得利益集团间特许权谈判引起的效率低下。此外，还有能
够有效用于培训的资源数量太有限。即便如此，劳工和人力
发展部通常较低的地位，加上与工业和商业部门的协调较差，
使得这些有限的资金额度都很少拿到———除了纸上谈兵①，政
府在能够用制度方式预见行业培训需求方面的表现也相对较

差。
实证材料证明，规模大、基础好的企业从政府培训收费

中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好处；小公司则把它们当作纳税对待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１９８６；Ｒｏｅｓｃｈ，１９８７）。如果任由当地小公司自
行其事，他们就会在培训上少投资，因为害怕有技术的雇员
会被更有钱的公司挖走。它是政治优先权令人伤心的折射，
即 “三方性”只在劳资关系领域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政府机
构和本地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的 “合资”型培训计划却没有
被赋予多少优先权。东道国政府也许会更卖力地说服跨国企
业让当地企业分享他们出色的培训能力，但许多人担心这会
打击新进入者的积极性。
政府还可以在推动建设一个鼓励效率、质量和可靠性的

激励环境方面多做些工作。遗憾的是，体现在巴西、肯尼亚
和马来西亚劳工法中传统上有效的劳资关系思路，与技术高
度熟练且专注的劳工队伍的发展不相适应。这些法规假定工
人专注性低，甚至是对抗性的，且目的是通过认可协议和申
诉解决程序实现劳资关系的稳定。他们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
看上去非常明确的标准。例如沃尔顿 （Ｗａｌｔｏｎ，１９８５）认为，
虽然控制型的劳资关系可能取得可靠的成绩，即便不出色，
但他们不可能达到世界级竞争对手制定的卓越标准。

① 马来西亚的工业总体规划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要求提高制造业劳动力中工程
师和技术员的比例，到１９９５年应该从现在的２％增加到８％。计划还提
出用立法形式完成每年在职培训公司员工１０％的任务。目前看来成绩还
不是特别突出，部分原因是国内外雇主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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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把日本的管理方法如全面质量管理 （Ｔｏ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恰逢其时 （ＪＩＴ）引入美洲和欧洲企业，

所有记录都证明，这些技术如果与组织内更广泛的变革联系
在一起，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不幸的是，基本上没有迹象
表明满足于 “依赖性”出口的跨国公司正在为建立当地的技
术力量投资。例如，尽管马来西亚是世界上ＤＲＡＭ存储芯片
的主要生产国，但也只有相对较小的厂家ＳＧＳ———汤姆森公
司选择将技术扩散性较强的生产阶段设在马来西亚。① 日本在

东南亚的电子公司似乎像他们的美国和欧洲同行一样，采用
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上工具性的短期的观点。

个人赋予就业挣工资的重要意义，影响管理人员 “捕获”
工人全心投入的能力。在任何新兴工业化经济中，正式就业
的体验从定义上是新出现的现象。组织的额外承诺和雇员的
义务一定会有某种意义，使得对组织的心理上的承诺含混不
清起来。长久的种族、血缘和家族关系也发挥作用，限制了
工会将工人组织成团结一致的群体可以挑战管理层又能与管

理层合作的能力。在就业关系可能缺少道德内容之时，金钱
关系就会产生比高工资的工业化经济大得多的影响。

管理人员努力加强和提高员工责任心的另一个局限。就
是当地管理人员影响企业全球战略的程度。因为外国人拥有
或管理的企业决策中心一部分是在海外，当地下属公司的雇
员们除非愚蠢透顶，否则不会忽视高层管理人员不受管束的
责任和义务。下属公司越处于边缘状态，总部也就越少投入。

政策摇摆可能会非常严重、难以预测并且与下属企业的绩效
毫无关系。如果当地人以为战略不过是 “短期行为”（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ｉｓｍ），雇员们允诺的很可能也会同样含糊不清。
如果跨国公司逐渐失去对低成本、非熟练劳动力充足供

① 按照 “原产国”规则，美国和欧共体都坚持将零部件制造任务包括在生
产部门之内以便使直接随机存取存储器集成块作为合格的当地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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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兴趣的话，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的强项是什么？为了建
立自主权，进而防止 “短期行为”，当地下属企业应当开发他
们本土的技术能力。有的企业已经这样做了，尽管更多只是
出于必须而非出于预先的设计。卡茨 （Ｋａｔｚ，１９８７）指出了
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型企业被忽略的若干优势。首先，因为
他们的设计目的是满足国内的有限市场，所以他们是在不连
贯的 “成批”工艺和相对低水平的自动化基础上展开业务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企业必需获得一门技术，以便将
进口技术更好地适用于当地条件。第二，由于缺乏合格的分
包商，比起在发达国家，公司的很多业务都只能 “依靠自己”
（ｉｎ－ｈｏｕｓｅ）来完成，第三，供应上的稀缺和偏差迫使公司学
会用另外的方式替换进口。换句话讲，即便有这些障碍，许
多企业甚至那些产品很成熟的企业，都拥有相当丰富的人力
资源。不过，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况，多数企业的资源仍
然处于休眠状态，没有将他们向出口市场引导。政府可以通
过为这种转换提供资金进而降低单个企业风险的方式极大地

发挥帮助和促进作用。问题在于这种调整的过程在获得回报
之前可能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面对结构调整方面愈加逼人
的要求，多数政府除了屈服于眼下利益别无他法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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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未来之路

我们现在综合前述各章的观点，说明我们相信国际关系
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关心企业战略和管理的人应该提出
的新的问题。我们的所有材料表明，许多常规分析框架都没
有充分处理好当代变化的动态性。最常见的原因是，他们既
没有充分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大范围结构变化，也没有充
分考虑到不同国家国情千差万别，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力量
经常与经济规则发生碰撞。在对东道国与外国公司关系的观
察过程中，我们发现政府很典型地认为自己上面受结构变化
这块磨石驱使，力争世界市场份额；下面受仰仗外国投资者
和本国政治支持求生存这块磨石的挤压。我们也发现，外国
投资者也夹在结构调整和第三世界国家对更宽松政策的根深

蒂固的抵触这两块磨石中间。①

我们在提出新问题之际，也尝试向政府和管理者提出我
们的建议。这项任务极其艰巨，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总结性建
议能够经受住具体环境的检验。对巴西合适的建议对肯尼亚
可能就完全不适用。此外，环境的变化意味着对任何国家适

① 双方都感到压力的一个例子，是１９８８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它在亚沙汉
东南亚最大的铝厂的日本合资伙伴发生争执。印尼政府由于面临本地工
业对铝的需求和农业灌溉对水的需求两方面的压力，停止向一直使用他
们铝产量达６０％的日本发货。当日本重新支付现款并处理了过去的债务
后，僵局被打破了。之后印尼政府恢复向日本发货，并通过债转股的办
法将它们的股本份额从２５％提高到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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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具体的政策路线必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很明显，
对企业也一样。那么，如何综合各部分的观点呢？对此我们
采取了相当谦逊的态度，不过，我们相信某些基本的政策思
路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整个观点的核心就是我们第一章提出的命题。有关证据

尽管多么不完整，但还是强烈地暗示，在追求世界市场份额
的过程中国家和企业之间以新的形式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在不

断增强。我们承认，希望世界上谈判的对抗性减少，从一般
意义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相互间的猜疑依然很深。然而，我
们的结论反映出这样一种信念，困境是可以克服的，但只能
假以时日并且小步前行，而不是大的跨跃。这些观点会被更
有远见的国家和企业接受。那时，许多常规的分析手段都需
要作根本性的调整，才能充分把握变革的动态特点。每时每
刻，需要比常规文献更宽阔视野的新的研究课题都在不断涌
现，为人们所关注。

第一节　基本前提

我们最初的命题可以重新表述成三个基本前提。首先，
对国家和企业行为的主要影响力存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
世界体系的变化当然是个人、企业、国家或政府间机构等方
方面面行为的产物。２０年来，这些行为综合起来限制了各国
政府做出独立的选择。
第二，多数国家已经更直接地参与对世界财富份额的争

夺，而不仅仅关心围绕权力的外交政策。因此，他们已经以
推进创造财富的资源积累的方式，调整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
国家资源的配置重点。这些变化表明可能进行合作，建立伙
伴关系的基础正在产生。
第三个前提是关于实现理想目标的手段。也就是国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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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不断提高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制定的战略，与企业全球
战略的互动越来越加强。图４－１勾勒的政策互动关系，不单
单受针对外国投资者有关规定的影响，也受为实现其他政策
目标所采取措施的影响。因而在国家内部创造竞争的环境，
以作为处理这些互动关系的手段，已经成为政府议事日程上
的一项重要工作。
只是到最近有的国家才尝试着将与外国企业的谈判与本

国其他重要工作事项联系起来。过去那些行为的原因是不难
找到的。对于许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外国投资尤其在深入
内地 （Ｉｎｗａｒ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后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在其他
国家如巴西，主流态度是处理外国人的影响无需顾及其他政
策。只有等到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大到足以在国家决策中发挥
重要影响时，政府才知道跨国企业的行为是可以直接影响对
经济政策的选择。没有跨国企业的积极参与，马来西亚在诸
如电子行业发展制成品出口，分散对农矿产品的过分依赖，
是不可能成功的。此外，很多国家了解到跨国企业也对社会
政策的后果具有影响：其方法如增强或削弱所在国家的创新
力，或者通过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做法等。
这三个前提对我们的结论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对于仍然

不那么信服的读者，我们对三个前提做进一步的阐述。

一　全球性变化

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
最剧烈的政治变化发生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超级大国间的冷战
冰消雪融；东欧中欧从前苏联 “公司”放出来；不仅在欧洲
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和民族自决运动。程度稍小
但同样重要的是，发达国家逐步解除管制，世界上多数国家
都在实行私营化。这种经济变化主要体现在金融结构中资本
流动加快，生产结构中现有技术的扩散也加快。反过来，这
些变化为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外国直接投资的指数增长 （ｅｘｐｏｎ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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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提供动力，影响了企业间全球竞争的形式。
如果把这些结构变化一起来看，它们经常被松散地归拢

到 “相互依赖性”（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这类标签下。但它太含
糊，被赋予的价值太重，既不能让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也不
能让企业的战略家明了如何应对最好。每一种变化都会产生
自己的影响。
没有一种政治变化会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１９８９年

柏林墙倒塌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对于援助东欧的改革，
双方达不成任何像马歇尔计划那样的一致意见，从而向企业
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管是西
方企业，还是东欧企业，都必须开展企业外交，向本国和潜
在的东道国尽量争取最好的买卖。只要条件合适，他们就不
得不在本国银行和前东欧国有企业中寻找企业盟友。①

这些反响还在将经济事务摆在国家对外交往工作更中心

地位方面发挥了作用。所有发展中国家现在都面临着新竞争
者出来争夺政府援助、银行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很多人担
心援助中欧重建会分散其他地区的发展资金。正如马来西亚
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前 《海峡时报》编辑乌尔丁·
索皮 （ＷｏｏｒｄｉｎＳｏｐｉｅｅ）简单明确地指出， “从长远看，东欧
多一点肯定意味着其他所有人少一点” （Ｗｏｒｌｄｌｉｎｋ，１９９０，
第８７页）。虽然捐资国坚决否认，但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相信，
对他们来说前苏联集团内的政治变化也会加剧他们之间对市

场份额以及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竞争。
经济上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不管其定义多么简单化，

还是对国家的选择形成制约。也许除了最小最穷的国家，几
乎所有国家经济中受外在因素影响的那部分都在增长。对这

① 这种企业外交的典型例子就是德意志银行董事长提请德国和前苏联政府

帮助做一笔交易，后者同意在原东普鲁士的加里宁格勒建立一个出口贸
易区，并且为向遭受前苏联外国信贷饥荒之苦的德国供应商发放商业贷
款提供９０％的担保。《金融时报》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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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外在因素处理不好会束缚国内政策，因为为收支平衡赤字
提供资金是很少能持久的。近期比较经典的例子，是１９８３年
此类赤字对法国政府的影响。密特朗的社会党政府受外部赤
字和对外信贷的枯竭所迫，政策来了个关键的１８０度转变，
偏离国有企业和工会，而向提高出口行业生产率倾斜。外在
经济压力如果与个人对东欧事变的认识诱发的内在压力结合

起来，就会在当地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极端的例子是，前
共产党国家老挝１９８９年试图在政策上几乎完全１８０度转弯，
废除所有货币管制，取消对消费品的进口控制，让私人贸易
逐渐取代国家控制的企业。过去的意识形态放到了一边。规
划选举，欢迎外资———大多来自泰国。很明显，起示范作用
的是泰国，而不是缅甸。但即使是缅甸———第四章已有讨论，
现在也开始扭转原来的经济孤立政策，如果不是其政治的话。
更普遍的是，全球体系的变革将原先分隔开的各项任务

联在了一起。对关贸总协定前途的争论揭示了已经产生的问
题。虽然这场争论到本书写作时尚未了断，但是其议程却是
清楚的。贸易问题越来越无可避免地与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
公司所作所为捆绑在一起。使用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ＴＲＩＭＳ）将政府的激励与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内容广泛的政
策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时间表。
我们的证据明确显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如果与进

口替代政策挂钩，就会因要求低效率使用次优的本地资源，抑
制该政策原本希望创造的出口而违背自己的初衷。它们会使外
国企业十分恼火，特别是如果当地供货商标准低，这样外国企
业必定降低产品质量，进而冒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对于进口
替代，如果说菲律宾制造的铅笔比美国原装的质量低，那也无
关大碍。但如果是用于出口，那对于企业和东道国政府，就另
当别论了。其寓意是，政策应以帮助本国供应商提高投入品质
量为方向，而不是将质量低劣的东西强加于制造商身上。那么
为了让供应商有时间和积极性这样做，公开宣传降低需要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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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比例的时间表，可能是有效的折中方案———就好比在英国
制造的日产轿车。同样，关于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措施”
（ＴＲＩＰＳ）的争论因 “盗窃”和 “剽窃”之辩而搅不清楚，没有
认识到完全有理由计算出保护专利的不同的社会最佳时间限度。
这些不同很重要，因为它们影响到投资者对项目可能的回报和
交易机会的认识。例如，大约１０年前，意大利纠正了其专利保
护制度中的许多不足和缺陷，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加，促
进了本国的生产率、就业和出口的增长。印度与此成鲜明对照，
在本国生产厂家的压力之下，反对关贸总协定包含知识产权。
与近期的巴西相仿，印度官方没有认识到此类政策对将来技术
转让和出口方向产生的影响。
如果不解决所有行业包括服务业的ＴＲＩＰＳ和ＴＲＩＭＳ的

争论，在协助出口引导型增长方面跨国企业的潜力就不会得
到充分的利用。太多的发展中国家躲在ＸＶⅢ （ｂ）条款后面，
将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困难当作阻碍企业进入其市场的借口。
同样，发达国家限制农业和纺织品市场准入，为自己困难重
重的工业部门实施 “自愿出口限额”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ｅｘｐｏｒｔｓｒｅ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从而破坏了国际竞争的行为准则。我们在第四章已
经说明，在国际经济的长期变化面前，这些手段大多不攻自
破。逐渐取消这两种制约将会极大地推进建设一种更加平等
和充满活力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
跨国企业的利益与这种争论的结果有直接的关系，这一

点似乎无可辩驳。但英国石油公司 （ＢＰ）例外，它已经发布
了一系列政策声明。１９９０年，ＢＰ明确表示支持关贸总协定：
“ＢＰ作为国际性公司，其成功关键取决于世界经济的健康成
长，而这反过来又是以维护和加强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系为基础的。”ＢＰ的声明承认，每一个具体问题上
取得进展，都取决于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跨国公司需要更
加直接地关心公众关于实践中如何取得进步，以及如何能够
避免不明智的额外支付的腐蚀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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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支付 （ｓｉｄｅｐａｙｍｅｎｔ）问题，或者我们在前一章所称
的 “特权资本主义”（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产生于许多
官员的担心。他们认为，新的竞争使得贸易的日常管理工作
作为控制国民经济外在性的一种手段，效果不怎么理想。管
理出口引导型的增长比起进口替代要·困难得多。凯夫斯
（Ｃａｖｅｓ，１９８２，第２９５页）这样说到：

符合跨国公司最大全球利益的国家政策与那些看起

来似乎最能增进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一致的。即便有的
国家认识不到其政策的相互依赖性，这一命题仍然有效；
而且谈判和报复理论并无保证这种认识会促成对使共同

（全球）利益最大化政策的一致认识。

他接着争辩道，与贸易理论的假设不同，跨国企业母国
和东道国的利益间没有可比的平衡条件。因此，没有任何
（保证）全球有效、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持中立的政策变化，
可以声称在不用额外支付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其利益。
问题在于，政府制定政策的程序能够以矛盾的方式影响

企业行为的各个方面。假定多数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
以某种典型的方式把握的，那么各部门的官员是否有可能了
解本部门程序的全貌，而不仅仅是有限的部分？更有可能的
情况是，大多数人了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且据此开展工
作。如此造成的政策上的不连贯会带来问题，鼓励企业谈判
特别交易。
我们再次强调，从这些变化得出的一个明显但十分关键

的教训是，全球变化的趋势为国家努力实现变革设定了环境。
同社会学家一样，对政治风险分析家来说，完全参照国家标
准进行分析已经不再适应 （现在的要求）。主导当今世界及将
来的结构变化可能将是全球的，或许是区域性的，但不会是
国家内部的或地方性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国家的选择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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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调整形式。它们凸现出外交上两种新特点的重要性：政
府与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的谈判，以及企业之间的谈判。我
们考察过的所有课题都反映出新 “三角”外交的重要性。

二　追求财富

我们的第二个命题是，政府在其多重目标中，现在更优
先重视能创造财富的资源的积累。这对于研究国际关系具有
直接意义。迄今为止，研究国际政治的学生都是从这样一种
假定开始，即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霍布斯式的国际社会里，
每个国家都宣称有自己的主权，没有高于一切的统治权威，
大家压倒一切的担心是自己的安全 （Ｂｕｌｌ，１９７８；或 Ｍｉｌｌｅｒ，

１９８２）。这一观点假定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守卫者，将权力作
为保护独立、防止外来干涉的手段加以追求。因而国际关系
就是关于追求权力以自卫的学说；需要财富主要是提供可与
掠夺成性的邻国进攻性军力相媲美的收入。现在，很多人的
观点认为，国家对财富的需求更多的是为了防止内部而不是
外来的威胁，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生存。没有财富或者看不到
未来的财源，即便没有外来安全上的威胁，国家也会分裂。
当然，这种对财富的追求是始于中世纪漫长的、世俗的

变化的一部分，当时普遍关切的是提高物质生活条件。这一
变化还没有完结。以后的几十年里，旧有国家间冲突形式还
会恢复。国家将继续受到邻国强制性暴力的威胁，特别是出
现稀缺资源危机 （如水）时更是如此 （Ｍｙｅｒｓ，１９８９）。科威
特在被迫削减原油产量，提高原油价格的情况下依然遭受伊
拉克入侵，就足以证明国际关系中旧的权力游戏现在依然，
而且以后仍将是头条新闻般的事件。
不过，许多国家现在似乎更广泛地看待安全问题，认为

其涵义要超出防御外敌入侵。为政治稳定的目的也需要财富；
而财富明显可以通过在世界市场份额的角逐中取得胜利获得。
将政府视作园丁，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一块地，这种类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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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有用。过去，园丁最关心的就是搭好护栏：为了保护好植
物，护栏必须很结实安全，将贼人拒之栏外。即使是今天，
护栏也没有完全过时；许多花园仍然需要它们。但是现在多
数园丁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饲养业、改善水的供应、加强土
壤肥力以及保持太阳光照和阴影的恰当比例，以让小植物长
得大一些、现有植物的花开得更多更鲜艳些、果实更饱满些。
有眼光的园丁现在已经意识到，要做好的饲养专家，而不是
一个高效的护栏维修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期的一份报告 （１９９０）对需要好的

饲养专家做了十分生动的描述。它以平均寿命、识字率和财
富等指标为基础设计了一种衡量 “人力培养”（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的复杂的公式。对于这１３０个国家，将指数与实际
人均ＧＤＰ相比较，得出图７－１所列的图表。如果将这种关
系放在一个时期内考察，就不免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人力培
养先于经济发展。问题在于为了有效利用现有资金，不只是
资本资源短缺，人力资源也短缺。
更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在日益知识密集化产业中竞

争，就需要将人力资源基础扩展到高等教育。我们在第六章
谈到，有关国家只有弥合与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技能差距，
才能实现收入弹性较大产品的出口。马来西亚开始提升跨国
公司电子产品技术含量的能力得到大幅度加强，是因为它有
一批成本低，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这样的
职工其工资能够达到企业可变成本的１５％，这种情况就会发
挥强大的作用，鼓励投资者攀登技术等级，从原来只是采用
别人的思想提高到创造全新的机会。

三　名不符实的伙伴关系

我们的第三个命题是，政治家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目
前这场游戏的风险之高。他们通过将跨国企业争取到自己国
家来投资了解到，在现有的政策框架里，企业要求的不是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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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1 人力发展先于财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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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力发展指数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的 130 个国家

编自 UNDP，人力发展报告，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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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款待；如果要全面获得投资利益，这种框架就需要做重
大调整。这一前提对常规的国际关系提出了挑战。多数教科
书关于跨国企业的讨论都是事后诸葛。它们被描述成排在主
力选手国家之后的次要的 “非国家”选手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ａｃ
ｔｏｒ）。
我们的所有证据都表明，跨国企业根本就不次要。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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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不喜欢，它们都日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同盟。它们为世
界市场份额而竞争，作为实现财富和生存的手段。但是，鉴
于国家需要在自己的领土上为世界市场生产，那么不管由谁
组织，企业都需要在自己的最终控制下为世界市场开展生产，
而不管坐落在哪里———在许多情况下，也不管其所有权归
谁。①

这些就是导致合作和冲突的条件。如果国家能保证确定
地理位置，而企业能确保控制，那么就存在利益上的互补。
如果企业决定倾向另选地点 （而且能够克服退出障碍），或者
国家试图限制企业行使控制权，那么就产生了冲突。
在国家间新的竞争中取胜，其需要的素质和优势与直到

最近人们一直认为的大有不同。按照国际关系的传统构想，
生存与成功的关键是外交政策，然后是防务政策。１９４０年比
利时失败，继而被德国占领，至少部分是因为在坚持中立的
情况下，拒绝同法国一道，将马其诺防线扩展至海岸线。在
同一场战争中瑞典却成功地生存下来，至少部分是因为开始
时倾向德国的 “中立”，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倾向盟军的
“中立”。如此人们可以凭借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们对过
去经验的诠释，继续列出无数类似的例子。不过，传统意义
上的外交政策，如今相对已不那么重要了。财政、贸易或者
经济发展等部门提供了更有意思、最终回报更好的职业。这
些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决定着一个国家对跨国公司是不是

更有吸引力，在东道国与作为受欢迎的 （尽管是暂时的）客
人的跨国企业间建立起新的联盟。
在理解政府与企业间动态的互动特点方面，跨国企业影

① 关于政府应该怎样促进或者特别优待民族 （或 “欧洲”）捍卫者企业的
政治争论仍在进行。公众在接受这个观点上仍然很缓慢，那就是 “外
国”公司对于当地的民族利益比土生土长的公司更有作为，正如我们后
面要讨论的那样。同样，我们在第五章里说过，公司董事们仍在争论企
业应该什么时候和怎样通过拥有而不是承包的方式实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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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国内政策已经成为中心问题。由于投资已经达到或超过贸
易量，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挥着驱动作用，因此对外政策的
本质以及国家可以使用的适当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近期在
国际关系方面的分析及其对博弈论运用的增加，其相当部分
正如第二章和第四章探讨的，将谈判描绘成具有内在的对抗
性。为了双方的利益，强调冲突关系的协作性同样很重要。
我们在三国所得数据深刻说明，政策制定者经常让步，以根
据外国投资者的需求进行调整。即便政治上付出代价也如此。
这类情况使得国家在将一般政策贯彻于创造财富新源泉

的具体问题时，越来越难以明确把握好各种政策的相互关系。
有的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并没有努力预测其结果，而是转向
某种保证取得进步的机会，其方法是选择未来能够源源不断
带来利益的伙伴。换句话讲，与特定企业结盟是处理额外支
付问题的一种手段。能够证明是否果断就是看对伙伴的选择。
选 “准”伙伴是国际关系史中真正的教训之一。这种选

择如同谈判中的技巧一样，对生存非常关键。外交政策制定
者以伙伴身份替别国支招，结果证明不可靠；或者要价太高
失去伙伴，历史上这些例子比比皆是。１９３９年波兰拒绝向英
国和法国提供军事基地，转向前苏联，换取互不侵犯条约。

１９６０年代，坦桑尼亚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也门选择了
前苏联。同样的问题影响了对企业合作伙伴的选择，尽管此
处所谓的选择更加复杂。
中心问题是允许在一国投资的企业是否会实现其允诺过

的利益，并且证明其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竞争力，确保
生存。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比较我们在第五章讨论过的后
来的公司，已经有基础的、实力更强的企业也许不是很愿意
满足政府的要求，根据当地的政策适应当地的环境。
一直到近期，或许是因为佩服跨国企业的规模，很少有

人质疑甚至考虑过投资者在其国际同行中的相对实力。不过，
正如我们先前说明的，巴西和英国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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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经历是很不幸的；克莱斯勒在国际业务上的缺点意味着
它永远不会兑现自己的诺言。在许多事例中，昔日的领导们
跟不上日益显露的全球竞争，同样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着。当人们的注意力如马来西亚一样，集中于模仿 “日本模
式”的普遍热情之时，这样的问题可能被掩盖住了。国家将
与日本的合资企业作为重点行业以予扶持。有的钢铁和水泥
合资企业由于对个别投资者缺乏应有的考查，在技术和财务
上蒙受严重损失 （Ｂｏｗｉｅ，１９８８）。其意义之一是对未来投资
者具体实力的考查工作要更加关心和重视；对于那些有实力
的，尽管还不能更多地满足当地的短期需求，也应该给予更
大的优惠。其二是大量采用海外思想除非明确与未来本国能
力的调整和加强相结合，否则真正有实效的很少 （如果真有
的话）。
做出这些判断不可能有普遍适用的 “规则”。要处理的变

量就有很多。比如就有这样的问题，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新的企业是否应该享受优惠？它们的技术和产品也许更适合

本国国情，但是相当多的证据说明在满足本国需求方面，它
们的经营方式比其他企业好不了多少。发展中国家要处理这
种问题，需要建立能够在国际背景下评估项目和投资人的信
息系统。承担这一任务所需资源和技术是难以克服的困难。
这是我们后面还要谈到的问题。
这种精心选择必然带来的伙伴关系却并不一定是永久性

的。相反，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多数老式的同盟相比，这种
伙伴关系的持久性甚至还要差一些。而且就像国家间结盟一
样，在作为合作关系的同时，也将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在谁
该做什么、什么条件下相互的承诺有约束力、谁最后掏腰包、
倾向于哪种武器系统以及谁负责 “按钮”等问题上，盟国之
间总是争吵不休，只需稍加想象就可看出，大型跨国企业的
管理人员如果抽出睡前的一点时间读一读从修昔底德斯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到丘卡蒂尼 （Ｇｉｕｃｃａｒｄｉｎｉ），或者更晚一些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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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哈特 （ＬｉｄｄｅｌｌＨａｒｔ）和迈克尔·豪伍德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ｏｗａｒｄ）等人的国际关系史著作，更不用说或许人们更熟悉
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那收益应该是良多的。

四　到底谁获得了权力？

我们向伙伴关系双方提出某种建议之前不可以绕过这一

关键问题。因为势均力敌的伙伴与力量悬殊的伙伴明显大不
相同。那么现实世界谈判的结果———区别于对策论模型的谈
判，取决于谁控制局面，谁的谈判实力更强。我们不能回避
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家间以及企业间为争夺世界市场份额而
不断激化的竞争是如何影响作为集团的国家与作为集团的企

业间谈判实力的平衡关系的。政府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成果
的能力下降了，而同时企业的影响力增加了？那就是为什么
比起１９７５年，１９９０年代又有那么多的发展中国家 “欢迎”毡
铺地？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外国企业炽热的热爱，而
是因为他们跨国企业不断增长的可以帮助或阻碍国民经济发

展的实力？

我们的结论是，作为集团的政府事实上已经将谈判实力
输给了跨国公司，因为集体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降低了。比起
企业间全球竞争的变化，国家间不断激化的竞争已成为削弱
其谈判实力的更重要的力量。这并不肯定政府在与外国企业
打交道时保持相当的权力。原因在于对世界市场份额竞争的
本质。
所谓竞争分为两类。一是进入生产要素市场：得关键生

产要素者拥有进口替代投资的优势。二是掌握从世界市场销
售获得的利润和租金。掌握这二者是参与出口型竞争的必要
条件。
在我们看来，如果与企业享有多数控制权的要素比较，

第二、三章所述生产结构的变化，似乎已经改变了那些政府
享有多数控制权的要素。国家对进入土地及居于土地上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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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进行控制。企业控制资本和技术，或者至少准入的条件
更好些。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借债融资，而在１９８０年代的
大部分时间里政府获得资本受到严重限制。随着技术变化加
快步伐，降低了专利体制的威力 （ｐｏｗｅｒ），企业对技术的控
制也在加强。尽管或者也许是因为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ＴＲＩＰＳ）的争论，很多企业越来越依靠非专利 “秘诀”。更
有甚者，我们在第五章也谈到，很多企业还在一些关键领域
不愿意颁发许可证，害怕由此造成新的竞争。

假定从土地上获得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其在决定竞争力方

面的相对重要性急剧下降，而资本和技术的相对重要性却上
升，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企业作为集团在生产要素
方面的谈判实力已经加强。由此争论开始复杂起来，因为单
个企业也可以认为其实力随着竞争加剧也下降了。新进入者
改变了规则并且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谈判优势。

人们需要将影响一般政策的权力与坚持具体谈判的权力

区分开来。跨国企业能够集体采取措施，对政府的选择行使
相当大的影响力。例子之一是，它们指出 “非欧洲” （ｎ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化的代价，以这种方式促使布鲁塞尔制定１９９２年的
目标。企业通过诸如国际商会这样的代表机构，还在从双边
征税条约到环境标准等影响内容广泛的国际标准方面发挥着

中心作用。在许多部门和行业，同样重要的是某些行业的企
业针对跨国广告和营销网络而开发出的控制手段。或者，在
其他部门和行业，全球沟通和数据准入网络借助新的技术，

使自己独立于政府之外，同时将遍布全球的经理人员联系起
来。①

权力关系中让我们深有感触的另外一个变数就是时间。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国家受社会和政治因素所困，它不能置之

① 毫不奇怪，关于跨国数据来源的争论如今在许多国家里都显得更加突
出。见Ｓａｕｖａｎｔ（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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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从而放慢调整的步伐。政府可能会相信，比如其自主
权需要自然资源的公有化。然而与先前由跨国企业所有、有
自己内部的国外市场渠道相比，国有制可能会使在国际市场
上推销本国石油或铝矾土更加困难。同样，国家对电力行业
的垄断可能导致投资过多，或者管理不善，这样用户的电力
成本可能会超过竞争对手。在劳资关系方面，政府在福利方
面的顾虑可能会导致保护工人不被立即开除的政策。但是，
如果政策的方向是赢得了世界市场份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
际的生产厂家，都需要在用工方面有更多的灵活性，需求上
升时增产，订单减少时减产。
很明显，解决这些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随着时间

推移逐步解决。事实上，我们一再强调，工作进程的变化如
果没有其他工作进程的变化是不会有效果的，而所有工作进
程同时变化又不是企业或国家能恰当把握的。坎特 （ｋａｎｔ）
多年前在为文明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深感自豪之时写道，“如同
天主造人时肋骨般弯曲，雕刻不出任何笔直的作品”（引自柏
林，１９９０）。进步的历程多作为一个历史的进程被人们认识，
其中变革的良方与社会在这一进程所处的阶段是相适应的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１９８３）。
在马来西亚和肯尼亚，执政精英实行种族歧视的政策有

明确的政治原因。在处理进口替代问题时，这样的政策实际
上可能是相互强化的，因为为提高马来人生活水平而进行干
预将会增加对本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国家决定将政策指
向增加出口品生产时才出现矛盾：在发掘和利用出口所需资
金和技术方面，享受优待的族群———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或许并不如其他族群。与此相类似，巴西１９６０年代末期和

１９７０年初期的快速增长造成社会的分化，也没有保持住。不
过，一直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萨尔内总统才宣布社会关心的问
题列入国家的议事日程。至此，延误造成的代价如此之大，
以至于巴西至今仍然在寻找克服国家发展进程中诸多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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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进口替代政策与中央专制权力结合，如果用先前的比喻，

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花园护栏里面的事情。政治上 “强硬”的
国家可以不顾反对强行推动其政策，保证其政府部门和国有
企业贯彻它的决定。因此，许多理论家以为 “强硬”的国家
本来就比政治上软弱、在民主问题上更敏感的国家更有能力
竞争。但是，如果强硬国家现在必须克服随出口导向而来的
困境，那么它的政治权力并不必然赋予它同样的优势。实际
上恰恰相反，因为所有强硬国家强化其权威的工联主义手段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ｔｄｅｖｉｃｅｓ）都容易成为发展的障碍。他们使得为各
经济部门制定适宜的政策所需的灵活性更难以实现。对于出
口导向，“软”控制一般比硬禁令更有效；在社会内部以及与
外国企业建立信任比处处显威风 （ｆｌｅｘｍｕｓｃｌｅ）带来的结果
更好。简言之，国际竞争中强硬国家的效率没有精明伶俐国
家的高；这就要靠对重点工作的良好判断和明确目标。
现在我们回到这些重点，也就是我们研究结论中先为政

府，后为企业建议的 “做”与 “不做”的工作。在１９９０年
代，如何更有效地把握好市场的复杂性，很多关于政府和企
业的东西都要学。对于政府，我们无意为整个经济决策提出
建议：涉及的地缘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量太多。我们关心的
只是如何处理好与外国企业的关系，以利于在与其他国家的
竞争中他们成为有效的盟友。我们假定所有的政府都想———
因为几乎各国政府都说他们确实想———吸引外国投资者。那
么怎么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呢？

第二节　对政府的建议

１选择增长，而且是可持续的增长 （ｇｏｆ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ｂｕｔ
ｓｕｓｔａｎａｂｌｅｇｒｏｗｔｈ）。它意味着避免以过量借贷为基础的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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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让经济落入债务的陷阱。它还意味着避免只会加剧社会
分化、削弱社会团结，或者破坏和毒害子孙后代自然环境的
增长。这是１９８０年代明确传达的信息。然而政府必须选择增
长，清楚地表达自己改变旧方法、克服障碍，以及将经济坚
定地推向具有明确长期目标、积极向前发展道路的决心。

１９８０年代的事实也说明，即使是穷国，可持续发展能够而且
已经实现。这些年实际增长率超过４％的国家，都做到了对经
济上的克制与控制通货膨胀的需求，对坚持外向型政策与注
意国内能力建设需求的平衡。那种经济上的克制与增长是相
互排斥的说法，就如大量投资于国内资源建设和在全社会统
一思想阻碍发展的提法一样，是明显错误的。当然，对于国
内工业曾受保护而今正在努力面向世界的国家，确实存在如
何建立这种平衡的问题。有些极其困难的国家除了对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言听计从外，也许别无他法，即使它
们的建议有时过分强调财政约束。但是其他国家在注意到跨
国公司更可能因经济动荡信号而不是一个点的通胀率而动摇

的情况下，将会意识到这两个机构各有不同的、维护现行制
度的工作重点，而且也完全可以要求它们有所不同。波兰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迅速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尽管通货膨
胀很高，仍然放弃管制，使兹罗提可以浮动，比起捷克斯洛
伐克小心翼翼的政策，这对外国尤其是德国公司更具鼓舞性。

２集中抓好未来资源积累中确定重点工作的关键问题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ｏ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ｓ），包括注重健康、教育、建设高效
的基础设施、法律和行政改革，以及消除人身依靠和腐败。
这些重点工作管理起来并不容易；它们都会带有短期的

风险。以教育为例，如果将资源投入教育，提高本国工人的
生活水平，以此作为吸引潜在的外国业主的手段，那么新的
困境产生了。每一家企业、每一个研究发展的人都知道改进
教育体制、培训熟练工人的重要性。但是受过教育的工人比
非熟练工人更能清楚地看到其他地方的就业机会。如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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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人帮助到海外学习，就更有能力跳槽或留下。比如，马
来西亚政府虽然培训了华人工程师，但他们中很多人却流失
到新加坡，因为那里的企业没有亲马来人的种族歧视。全球
生产要素竞争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工业国家里第三世界工
人人数上升：挪威的土耳其人和泰米尔人，日本和台湾地区
的菲律宾人；法国的摩洛哥人和阿尔及利亚人；美国的墨西
哥人和其他西班牙裔人。尽管移民当局做出了最艰苦的努力，
也没有阻止得了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大，它变成了母国和 （常
常是不欢迎的）东道国都十分关心的事情。还有一种风险就
是，在新的大学里政治反对派在壮大，威胁外国投资者希望
的政治稳定。但是不管是这种风险，还是受过良好培训的人
员流失的风险，都没有被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台湾和新加坡超
过的风险大。在那里教育一直是一项长期性的重点工作。

３强化本国或外国制造和服务性企业间的竞争。有权享
受政府资助已经明显没有效率。外国人垄断与本国人垄断一
样坏。如果本国企业没有能力竞争，那么也不要让外国企业
占据垄断地位。或者，如果外国企业不止一家，要保证他们
不得串谋瓜分市场、哄抬价格，以及形成明目张胆的卡特尔。
如果必须依靠某家企业，国家应该要求按照国际标准，定期
对有关情况进行检查。
这种思路可能会对较小国家带来两难困境：许多跨国企

业只有在没有竞争的条件下才投资。或者，如果政府允许竞
争性产品进入，不管是进口还是本国制造，他们都会威胁撤
资。比如像埃及这种经济问题严重的国家，外国企业已经走
向极端，要求新的保护———据称是防止日本进口货倾销，以
此作为留在埃及的代价。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情报系统，政
府如何才知道他们所宣称的自己的经营会没有赚头这种说法

是真是假？

提高竞争力的另一个障碍可以用巴西政府因大的行业协

会发挥政治影响力造成的弱点来说明。在这些协会里，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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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国内强大利益集团结成同盟。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外国
公司 “挤走”本地公司。答案不是排除竞争，而是找到向本
地企业提供帮助———但只是暂时的———的手段。

４放弃民族捍卫者 （ｇｉｖｅｕ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乍看
起来，这条建议似乎全然不顾及那些将 “独立出口”作为未
来发展源泉加以追求的国家的远大抱负。然而问题与追求独
立的抱负并无大的关系，而在于通过一种受欢迎有保障的遍
布全国的机制实现这种独立的灵活性。如在第四章谈到的，
国有企业令人担忧的成绩就是政府从扭曲的竞争中收益贫乏

的证明。
在欧洲，民族捍卫者的培育与国有制既有关系又无关系，

但其表现同样糟糕 （见Ｓｈａｒｐ和 Ｎｏｌｍｅｓ，１９８９，第８章）。
请考虑英国计算机制造业老大ＩＣＬ。１９９０年代中期，日本富
士通最终在一片英国又变卖 “家中银牌”的喧闹中购得

ＩＣＬ８０％的股份。不过，尽管ＩＣＬ尚能盈利，但事实是它仍要
依赖富士通的芯片技术，如果独立，它根本没有生存的希望。
人们讨论了很多计划，要拿出一个欧洲式的解决方案，但所
有这些都没有成功，因为有关各方都不愿舍弃控制权，与其
他技术和资源都差不多的公司组建集团。虽然ＩＣＬ被赋予政
府指定供应商的地位，但是英国是否从中获得任何利益，这
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是ＩＣＬ的国产化率低于ＩＢＭ的同类替代产
品。ＩＢＭ在英国的投资使得它比民族捍卫者们更具有本地
“实力”（ｌｏ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如果欧洲经验说明依赖民族捍卫者既可能代价高昂又太

冒风险，那么发展中国家要面临的风险和代价将更大。它们
本国的企业要赶上先进企业还要走更远的路。日本和韩国的
民族企业和欧洲企业更成功，但至少还需要１０～２０年强有力
的保护。但是这两个国家都不保护任何一家 “民族捍卫者”，
都将小心翼翼地维持一种强烈的内部竞争观念，作为为每家
企业培养竞争力创造条件的主要力量之一。巴西Ｅｍｂｒａｅ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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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成功经验可能是这一规则的例外情况。

５分阶段自由化。企图同时做每件事的风险是明显的。

应该重视改革工作循序进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问题。① 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来挑战都强化了这样的复杂
性，使得对改革的短期后果进行预测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不
过，通过给出一定时间取得对新建立能力的体验，这种风险
还是可以限制的。已有的所有证据都说明，从保护主义转变
为参与国际竞争比经济学家通常相信的要更加困难，花费更
长时间。顽固精英们的反对意见只能慢慢消亡；它是不可能
用行政法令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ｆｉａｔ）消灭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要求用某种非传统投资形

式取代传统的证券投资。我们在第五章给出的证据对于政府
计算期望收益很有意义。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些最后都证
明不可靠，因为没有恰到好处地预见到整个后果。官员们需
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相当多的东西。这样才能避开更明显
的陷阱。

６胡萝卜加大棒 （Ｓｔｉｃｋｓａｎｄｃａｒｒｏｔｓ）。为了从外国企业
体会和获得最好的东西，政府可以调动各种控制手段；而作
为诱惑，又可以采用大量的激励手段。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选择。按照ＴＲＩＰＳ和ＴＲＩＭＳ这样的执行标准办理，这种大
棒最好要谨慎而又有选择地使用，因为其效果也可能适得其
反。用胡萝卜时也应小心。跨国企业进入一个国家投资，从
来不会拒绝免税、廉价有补贴的贷款，以及其他各种激励等。

但是近期的研究说明，它们很少会因这种或那种方法而受这
类胡萝卜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充分理解企业的
运作方式而相当不必要地放弃了它们。应该注重长远打算。

７行政管理现代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官员们认识不到

① １９９０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研究报告 （ｓｔａｆｆｐａｐｅｒｓ）对国家如何把握
这种顺序提出了很多建议，表明人们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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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式拖延和变化无常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对他们来说，时
间算不了什么，而且正如第六章所言，亲友的索赔要优于高
效利索地办理业务。如此，这位官员也许没有意识到，国家
花两个星期受理一堆小小的许可证申请，因而延迟受理了更
重要的申请给国家造成的代价。亲友关系网也使本国的政治
家们难于开展官僚体制改革。
与其花大钱请国际机构的专家做可行性研究，倒不如长

期聘请像瑞士这种国家的行政管理专才，成本效益或许会更
好。对现有投资项目进行恰当的监控是必要的，因为很多企
业即使有一点机会也会不折不扣地趁机篡改歪曲现有法律。
同样，对官员们进行分析技巧的培训会减少我们在第六章指
出的有关问题，即对社会和经济回报不均，对项目工作轻重
缓急和风险的误解等。
到海外培训从长远看是会有回报的。坚持认为本国经理

人员和熟练工人员能在本国培训———有的发展中国家就是这
么做的，不能花外汇到国外学习，这是一种伪经济学。印度
尼西亚最近取得的成绩似乎毫无疑问地归因于苏哈托总统所

坚持的，即政府高官都要在国外接受内容广泛的培训，因此
才能在处理重要工作时具有世界眼光。就更普遍的意义而言，
许多官员都具有共同的国际眼光，会有助于降低不同部委之
间的歧见，进而降低政策及其贯彻落实中的不连贯。只有在
此类教育培训上进行持久的投资，所需知识才能够深入到行
政体制的各个角落。

８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 （Ｓｅｔｃｌｅａｒｒｕｌｅｓ）。这是上述建
议的必然结果。对于企业，也对于未来发展的机会，行政处
置权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越少越好。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体系陈
旧过时、自相矛盾、晦涩难懂。企业需要了解它们的法律义
务和权利有多大。虽然政府完全有理由保留修改规则的权利，
但变化应该连贯、方向统一、清楚透明。随意决策是阻碍投
资的最大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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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小而且贫困的国家会发现特别难以接受这一条建议。
他们可能觉得即使改革进程开始了，也必须继续干预。然而，
他们应该认识到持久干预的代价，为以后尽早改革做好基础
工作。他们的主要难处是，他们都处于大多数跨国企业利益
（就第五章的意义而言）的 “边缘”地带，而且发觉坚持干预
会让新来的和原有的企业都灰心丧气。与此类似，已经开始
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可能受不了诱惑 （Ｇｒｏｓｓｅ，１９８９，第２５１
页），更多地以谈判实力增长为基础进行干预。以我们的观
点，这种思想即使或许是过时的，但却是危险的幻想：第四
章探讨的数据说明自由化浪潮是多么强劲地席卷高增长和低

增长国家。

９密切注视竞争 （Ｗａｔｃ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按照企业的
一贯做法去做———密切注视竞争对手要干什么，从它们的成
功和失败中汲取教训。有的国家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
例如突尼斯在处理外国投资许可证申请管理延误问题时模仿

摩洛哥王国的做法。１９８９年王室的一份文件允许凡在两个月
之内没有得到政府有关部门任何答复的企业，均可认为已获
得许可证。同年，突尼斯也以重新解释现有法律条文的方式
加以效仿。再一个例子，是马来西亚在私营化和将吉隆坡建
设成金融和银行业中心方面照搬新加坡的经验。然而，正如
企业竞争一样，简单模仿是不够的，还必须创造出明显的本
国的优势。
密切注视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可能也是很重要的。如

果军队实力是生存的关键，国家就会花巨资收集敌国或对手
的情报。今天，注重对不同政策的以及与具体行业的外国企
业特定交易的成本效益和风险机遇进行监测，同样是符合国
家利益的。不确定因素大幅度增加、政府赖以认真决策的信
息匮乏，加剧了因向出口导向转变带来的困难。在国际市场
如何演变、选择什么样的合作对象以及进军哪一个市场等不
确定因素之上，还有企业如何应对变化中的政府决策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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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因素。投入更多的资源找出这些因素会有好处。此外，
让企业参与对话，帮助建立信心和长久信任的基础，政府官
员们会从中受益匪浅。

第三节　对跨国企业的建议

对跨国企业的建议大部分是我们对政府建议的镜像

（ｍｉｒｒｏｒｉｍａｇｅ）。从我们并不试图涵盖全球战略各种复杂性的
角度看，我们的建议同样也有局限性。因此我们宁可以企业
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为重点。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许多著名
跨国企业对我们要说的很精通。不过我们发现，它们特别是
新进入者，其实际工作经常达不到我们所指的行为标准。

１密切注视全球趋势。今天的管理人员在几乎每一个国
际化行业中，都必须以世界眼光仔细关注政治和安全事务、
财政以及在数量上并不亚于各自业务细节的各种思想氛围等

结构性变化。随着新的趋势影响企业，许多人能够更好地利
用企业的研究部门，让它们收集并且解释统计数据及其他信
息。要认真建议有的企业保证它们遍布全世界的管理人员定
期见面或者至少沟通，以汇集他们的信息。人们如何看待变
革主要依靠他们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第五章已经说明，即
使有经验的跨国企业其管理人员也可能更多地出于对新情况

或新机会的无知而不是了解制定政策。放权的组织希望长期
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开展工作，那么就必须建立了解和理解的
共同基础。

２认识到企业在东道国越来越扮演政治角色。世界级公
司几乎都需要某种外交部式的机构，有一批能将本国专长和
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丰富经验相结合的企业外交家。如果只
是按两年一期在国外子公司间轮换管理人员，就会造成本国
经理人才的缺乏。我们在巴西访谈过的多数有经验的企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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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自己处理与政府政策和行政关系的部门。这些部门大都
雇佣当地人，提供各经过充分授权下属机构都可以利用的政
治专长和知识。商界如外交，良好的私交和谙熟 “权力走廊”
有利于建立信任和持久的关系。
管理人员像好的外交官一样，必须能够以积极的心态与

所在国的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了解他们是如何工作
和获取权力的。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实现大多数管理人员的雄
心壮志，真正成为发展和进步的代表。管理人员还要像政府
里的人一样，必须具备持久追寻共同立场和相互利益的洞察
力和宽容心，而不是退回到对敌对关系的推测当中。
管理人员作为 “外交家”，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也许是无

意当中），防止落入密谋利用当地的腐败或以其他不可接受方
式行事的陷阱。这只是做企业的一种良好的观念；很多人在
付出代价之后发现，企业认识不到自己长久的政治角色，迟
早会随着政府更迭而尝到恶果。

３企业在选择何处扩大经营时，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管
理人员必须能够透过短期经济数字，将其与国家的社会和政
治现实联系起来。如果不对所在国投资 “环境”作广泛的分
析，其代价可能是昂贵的。企业如果对国家希望调整其 “发
展愿望”缺乏很好的认识，就会对我们的主要工作矩阵中谈
判重点在象限 （ｃｅｌｌ）间滑动造成的风险毫无所知。更进一步
而言，处理突发事件经常意味着政策不能连贯，忘掉了企业
的长期战略目标。
上述观点的必然结果是，管理人员有必要为帮助他们所

投资国家而为自己设置一个主要工作日程。如果增长真的会
持续，那个企业就必须成为所在国家必要的积累过程的一分
子。如同我们讨论环境问题，如果要消除增长的制约因素，
许多需要利用的资源是掌握在企业手里的。

４做守法派 （ｇｏｏ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对于希望在任何国家都
有利润可赚非常关键。管理人员不仅必须从文化上意识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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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地处理好所在国家的事情，而且也必须避免将自己
的前途与个别精英集团捆在一起。假如变革的动态性一定，
那么企业培养很多当地盟友至关重要，这些人并非前台配角，
也不是寡头密友，而是像工会、农场主合作社、妇联、环保
组织和社会团体等。这种做法不应局限在几个大家都喜欢的
国家，而应成为标准的做法。ＩＢＭ总裁最近说：“ＩＢＭ不能成
为它经营业务的每个国家的净出口商号；我们在每个国家都
必须做好公民。”（Ｒｅｉｃｈ，１９９０，第５８页）
我们从深有感触的有经验的跨国企业那里听到了许多类

似的说法。好公民要取得很多国家要求的社会合法性，就必
须要让人们觉得他们在所在国家投入的不仅仅是建立社会关

系，它意味着采取措施，以第六章所讲的方式帮助注入发展
的动力。它还意味着不仅仅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盈亏结果，还
应该报告对所在国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实现作出的贡献，同时
至少概括性地向政府传达自己的未来战略。当然，这样的政
策有其局限性。如果环境实在强人所难，企业必须永远保留
投奔别处的权利。当地的管理人员要像大使一样，偶尔也掩
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以保护企业自己的选择权。双方都需要
承认这种现实。不过，双方还应该承认，有的跨国企业在与
国家打交道以及信守诺言方面，有着出色的 “透明”纪录。
这类企业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可以效仿的示范作用。

５培训好当地职工。既要在工人中又要在管理干部中做
好这项工作。因为在当代管理中变革是如此重要，因此培养
更强大的力量，使得下属企业在将来有更强的适应性，已经
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企业除提供各种培训外，还需要
保证所在国家的雇员充分理解企业在当地投资的全球战略和

目的。如果企业要经受住未来变革风暴的考验，已经是陈词
滥调的 “胸怀全球、立足本国”仍然是必要的。这只是将我
们第五章鼓吹并定义的长远思路应用起来罢了。

６利用好当地的低效率也许看起来比较奇怪，但它的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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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管理人员应从帮助消灭低效中取得优势，而不是视其为
永久的制约。比如，许多企业抵制有关提高国产化率的规章
制度之时，其他企业总能找到创新和有利可图的方式，遵守
或超越这些规章制度 （ＵＮＩＤＯ，１９８６）。这种态度通过向职
工们明确目的，超越很多人在优厚环境下为外国人打工的罪
恶感，能够成为激发当地员工动力和热情的强有力的工具。
我们采纳的很多做法和观点只能对常规的管理方法进行

变革后才能在企业内部得以持久。指挥层级 （ｃｏｍｍａｎｄｈｉｅｒ
ａｒｃｈｙ）这样的传统概念要让位于 “软”控制和指挥链上下共
同学习成为持久活动源泉的组织形式。我们的证据使我们坚
信，总公司和下属海外企业间建设更强烈的伙伴意识，必须
先于与所在国政府建立伙伴关系。这是一个需要单独处理和
研究的大课题。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列出所有情况和管理上的
困难，而在于揭示出这样一种事实，即最卖力气叫嚷政府要
担当更大 “责任”和保持更强 “连续性”的企业，就是那些
最不能言行一致的企业。持久的伙伴关系要求双方都培养自
己耐心学习和坚持不懈的能力，作为走好未来成功之路的前
提条件。

第四节　继续探索

我们只是揭开了所谓政企关系微观政治经济学的一角。
我们终究没有按我希望的或喜欢的那样，收集到那么多关于
在最基层和企业层次上微观研究的案例。许多情况下，最直
接的当事人已经调离，其继任者除了泛泛地解释已经发生的
一些情况外，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相对于我们的研究目
的，政府的文献记录也不完整，有的时候需要进行广泛但又
没有什么结果的调查工作。但是我们的发现足以让我们认识
到一个多么富足而待发掘的金矿，并且体会到了我们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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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所积累资料的价值。我们希望所写下的东西会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我们还在工作中体会到，以单一学科的观点
还不足以理解变革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相信
对拓宽国际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生思维的基础应有一种紧

迫感。
对这一想法我们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关于注重当代政企

关系的现实可能会对我们社会科学同行产生的解放效应 （ｌｉｂ
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即它能让他们从当代不少理论赖以立足，
然而却束缚思想、渐已过时的概念中解脱出来。其二是关于
受这种微观政治经济学启发，但又亟须更系统探讨和研究的
两个主要领域。
在我们的证据中受到最多挑战的是两个具束缚性的概念：

阶级和托管 （ｃｌａｓｓ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虽然还有其他许多概念，
但就我们的研究而言这是最要紧的两个。阶级的概念在社会
学和某些政治科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中占据相当大的主导
地位。其基本假设是，工业化／资本化创造两大阶级———资本
家及其雇员，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易于体现在政治交往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和政治决策中的矛盾。资本家的特点
是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其奖励的形式———
利润。雇员———工人——— 的特点是对自身劳动力的出卖———
用马克思的话，是 “商品化”，其奖励的形式是工资。这些特
点意味着阶级冲突的不可避免，以及阶级成员共同分享利益
的可能性。
这些假设受到生产国际化，以及随后 “资本”之间———

再次用马克思的话———为世界市场份额竞争的严峻挑战。更
严峻的挑战还在于雇员间的利益冲突。例如，通用汽车或大
众汽车公司的巴西员工与底特律沃尔夫斯堡职工在就业机会

及相应的工资等级、工作稳定性以及福利待遇方面就存在内
在冲突。随着世界体系中生产结构的变化将劳动从数量上降
为不重要的投入，提高资本的作用 （以资金、技术和人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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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等形式），是否存在阶级斗争，或者谁站在谁一边，以及在
政府的各部门、企业各部分和任何特定的社会或经济集团之
间的利益重迭，归根到底是不是存在什么明确的规则
（Ｗｅｉｓｓ，１９８８），所有这些都越来越模糊。人们以利益为基础
的从属关系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已经极其复杂，不太可能纳入这种
古董式的强求一致的制度 （ａｎｔｉｑｕｅｂｅｄ）。
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应扔进垃圾场的老古董制度是托管地

概念。这一概念一直就是摇摇摆摆，现在正在显露出即将坍
塌的迹象。也许它从来就不是什么真的古董；只是更早期的
区分基督教与世俗社会、文明教化与野蛮、受托国家与被两
次大战中获胜盟国认定为 “尚不具备独立条件”人民模式的
可怜的现代翻版。不管哪一种情形，其隐含的假设是，发展
中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都共同依赖工业化国家购买他们

的初级产品和卖给制成品和服务。现在已经证明，体制中没
有任何内在的东西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躲开初级产品制造国的

角色。此外，我们第二章研究的结构性变化使得任何国家的
经济都不可能置身于世界市场经济之外，并且因此作为买方
和卖方 （托管国的概念命中注定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特质）能
够回避得了对它的依赖。还有，作为完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
特质，托管地概念已经不再有任何说服力。１９８０年代各国政
府采取措施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而不是邻国，表明１９７０年代
宣称的南—南团结已经基本上荡然无存。
随着北方贸易集团的发展和南方国家贸易利益的分

化———即我们前面讲过的分崩离析的世界，人们一定要问
南—北对话的说辞是不是还有任何意义。我们一直强调的分
化使得发展中国家渐行渐远。墨西哥希望加入美国加拿大的
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巴西则愿意另起炉灶。在出口制成品方
面相对后来的国家希望自由贸易制度，非洲的贫穷国家也许
希望特别的援助方式。由于南方国家间缺少团结，全球层次
上的政策需要明确承认国家利益的多重性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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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依赖性的不对称性———当然还有，但
也不是１９７０年代联合国贸发大合所说的经合组织国家和７７
国集团国家间的简单的不对称。根据它对依赖性的解释，经
合组织各国政府决定规则，制定国际通用的制度，比如船运
或空运的制度，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接受别无其他选择。
然而仍然有另外一种更为复杂的依赖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选择都可能受制于世界经济中某个行业占优势企业的

决策。在石油、广告、银行以及制造业的某些部门，主要企
业虽然都以富国为大本营，但又都决定将生产和研究放到远
离母国的地方，其产品设计和替代技术的选择既不依靠富国，
也不依靠穷国。因此对企业的依赖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政府共有的特点。

一　风险不对称

我们的探讨中，两块黑色 （或者至少有一部阴影）领域
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成绩，但是如果希望
国际政治经济学全面发展的话，仍然要做大量的调查分析工
作。每个领域都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经济学、政治学
和管理学，有时分成明显的派别，有时完全在黑暗之中，搜
寻着构筑新理论的认识论上的坚实土壤。他们的工作表明，
阴影区域或可是那些将来能进行最富有创新、最有意义工作
的领域。
第一个是关于外国企业参与国民经济的实质。这一问题

值得重视，绝不是因为这是依赖性的一种衡量手段。我们已
经争论过，这是转移注意力。更确切地讲，这种参与可以视
作东道国成功的一种标志，犹如订单全满是生意人成功的标
志，八方邀请是社会认可的标志一样。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
外国企业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这样政府的决策者们比现在
能更多地了解这些形式的正反两面将是很重要的。对社会科
学也很重要，因为它似乎是世界经济某些重大变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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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经完成的工作看，这些已经很清楚了 （Ｏｍａｎ，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Ｊｕｌｉｕｓ，１９９０）。首先，证实这个领域没有受到
足够重视，基本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①。第二，证实了外国直
接投资或非传统投资形式的参与，不管以何种方式衡量，都
增长很快。第三，证实了外国企业参与的增强对国际贸易、
国际汇率变化以及国际政策协调现实性的常规理论严肃地提

出了质疑。
衡量问题似乎多少是解决不了了。刚开始的时候，谁决

定什么是外国人拥有的企业？１９８２年，经合组织就一项由经
验总结而来的原则达成协议，即如果一家企业１０％有表决权
的股权为外国企业拥有，则为外国人拥有的企业。但这只是
为了收集数据用的标准化概念。多数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多数
股权的分法。但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里，特许经营已成惯例
（如酒店、餐饮、零售等），外国企业可以不拥有任何股份进
行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出于统计目的———坚持
外国企业参与仅限于 “所有者”在企业中拥有 “永久利益
〈股权〉”等情况。但是大规模参与外国经济———如建筑公司
的交钥匙工程或建设—经营—移交 （ＢＯＴ）工程不可能是拥
有永久股权。欧曼 （Ｏｍａｎ，１９８４）的解释是，很多情况下看
起来是销售而实际上是投资，检验的方式是看卖方是否从外
国买主售出的机器、厂房或技术诀窍中继续赚取利润———以

① 正如我们期望的，最全面的资料主要是工业国家收集的。但即使是这些
资料也存在很大的缺口。关于外国人拥有企业承担从日本和美国的进口
比例，我们也只有粗略的估算。但是两个国家都没有算出，或者都没有
告诉我们流入的投资比例是多少，虽然我们根据历史价格粗略估算了它
们的资本。即便如此，可以得到的数据大多是制造业的，而忽视了服务
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资料大多以美元为计算单位，因而汇率变
化会产生失真的结果 （例如，在附录中１９８１和１９８２年外国在巴西的投
资利润翻一番）。有关非传统投资形式表格数据的详细分析，见Ｇｒａｈａｍ
Ｖｉｃｋｅｒｙ为Ｏｍａｎ （１９８４）所作附录。这些数据缺口也很大，特别是德国
和日本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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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费、专利使用费或者回购量 （ｂｕｙ－ｂａｃｋｏｕｔｐｕｔ）。
因此，一方面我们了解常规意义上的外国直接投资———

明显地只是冰山之一角———的增长速度上升很快，另一方面
我们对非传统投资形式增长速度，及其在各行各业的重要作
用，没有任何可比的精确的了解。我们从金融类出版物偶然
得到的一些证据，只能猜测某数字差不多大，并且对第二章
所说的国际化生产总值 （预计）超过国际贸易总值做出了相
当大的贡献。因而从收集信息和定义两种困难看，我们或许
永远不会知道任何国家外国拥有企业参与国民经济的程度，
而不管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
因此，能够搜集到而且得到政府和企业关注的材料，应

该会是关于一个或若干个国家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外国企业参

与的分解资料。我们一再说明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差别
很大，而各个行业跨国企业的经验也一样。对于发展中国家
特定行业中几乎数不清的谈判协议，如果能进行更多的研究
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竞争性博弈的胜利完全取决于密切关
注对手要搞什么名堂，那么对研究就不会没有兴趣。
它还能够帮助阐明国际化生产中风险发生与分布的变化。

因为如果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它是拿资金冒风险———而且／或
者是金融债权人的资金。如果企业失败或者计算公司资产负债
表的母国货币贬值，利润价值降低，他们或许要赔钱。但是如
果企业与外国伙伴达成特许经营协议，因失败或贬值带来的风
险就小得多。从一开始它就被转移到了被授权经营者身上，由
他筹资建旅馆或者采购工业厂房的设备，反过来换取获得外国
企业技术、品牌以及更好的市场准入的机会。如果说直接投资
的成本效益是可以预测的话，那么对于非传统投资形式就困难
得多，其原因就是风险很难量化，机会很难评估。

二　企业的国籍

这是第二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其对于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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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价值或许要大于国际商务的研究价值。因为国际关系
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国际体系本质上是
由国家这一基本单位构成的，我们了解 “国家”的涵义是什
么；所有国家都具有 “功能一致性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ｍｅ
ｎｅｓｓ）———即它 们 就 社 会 和 经 济 而 言 行 使 同 样 的 职 能
（Ｗａｌｔｚ，１９７９），因而，当人们说起 “合众国”或 “不列颠”
或 “日本”时，这些词是政府、领土、人民和经济企业的全
面的速写 （ｓｈｏｒｔ－ｈａｎｄ）。国际关系的多元论或自由主义观点
本质上并没有对这种描述提出怀疑。它只是补充认为还有像
跨国企业这样跨越国界的参与者，它们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
部分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国家为基础的权力的本
质。它们是电影的临时演员，商船上的押运员。它们并不改
变游戏的名称。两种观点都默契地认为美国的跨国企业 “属
于”美国，法国跨国企业属于法国，如此等等。假如它们实
际上不是外交政策的另一种手段，一种 “美帝国主义的工
具”，人们就不会切实怀疑它们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马克思主义，即结构主义或激进

主义 的 观 点———以 及 大 量 管 理 学 著 作 （这 一 点 并 不 明
显）———还是对政府和企业的密切关系提出怀疑。有这样一
种常见的总结性解释说国家和企业资本积益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逻辑都是与众不同的。民族主义的资本积益逻辑要求在领
土范围内进行增值经营，利润要留存。而全球化逻辑则要求
企业在它决定的任何地方进行增值经营，只要利润最大，风
险最小。因此，根据这种解释，企业和国家的利益 （即使是
母国利益）永远且必然重叠这种假设就不合逻辑了。如果它
们确实重叠，这种理论就会称其为纯属偶然。
哈佛商学院的罗伯特·瑞奇最近对这一逻辑以政策取向

为题所作的阐述说明，像美国这样忽视这一逻辑实际意义的
国家，它们这样做是冒着输掉而不是赢得竞争力的风险的
（Ｒｅｉｃｈ，１９９０，第５９、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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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公司逐渐地与美国人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
因此把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委托给他们毫无意义。美国公
司的利益可能与也可能不与美国人民的利益重叠……投
资于美国的企业，培育着美国工人的价值，与在海外投
资的美国企业相比，它们对我们未来生活水平起着更关
键的作用。

但是在瑞奇认为索尼、汤普森、飞利浦和本田对美国的
贡献多于ＩＢＭ、摩托罗拉、惠尔浦或通用汽车之时，美国和
其他发达国家大众的———还有确实是政治上的———意见则不
那么肯定。尽管政府一般都对外国企业采取开明的态度，但
大多数仍然保留禁止进行某些购并的权利。德国政府拒绝让
科威特公司收购克虏伯公司；英国政府不让香港银行收购皇
家苏格兰银行。日本企业收购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不动产的时
候，美国公众曾有强烈抗议。
抛开恐外情绪不谈，这种反应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是外

国公司比本国公司更少关心或同情当地更重要的社会问题或

国家利益。这在逻辑上是明显站不住脚的，正是因为政府手
中掌握的权力无可避免地使外国企业比本国企业冒更大的被

排除出局的风险，因而避免触犯所在国家敏感之处的动机更
强烈。
第二个原因更带有实质性，即不管本国企业在全球经营

的触角有多长，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看，都 “属于”母国
大本营。实在没有办法时，企业的董事们也总要留意政府的
愿望和要求，因为后者至少还要给他们及其家属颁发护照。
比如，最近对美国前１０００家企业董事会的调查显示，只有

１２％的企业董事会包括一位非美国人，而１９８２年的数字是

１７％ （经济学家，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１日）。在日本企业，找一个
外国董事做做样子都很难。即使在欧洲，除了跨两国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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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联合利华，人们看不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通过国籍反映出
企业经营上的地理分布。

正是在国家定位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与企业定位关系这一问题上，
产生了国际关系中事关国际贸易和投资管理的矛盾。因为人
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关系在有的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密切，
并且影响到国家间对国内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在美国，人
们感觉到美国企业也许因为是 “老一些”的跨国企业，先于
日本企业到海外生产，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是比日本企业更纯
的 “跨国企业”———也因此吃了苦头。①

由此产生政府间，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政府间的交锋。美
国人认定，如果要国家间进行公平竞争，每个人都遵守共同
的游戏规则，那么对每个国家与以本国为基地企业的关系应
有对称的衡量方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同样，各国政
府在对待外国企业，不管是银行、证券商或制造商，也应有
对应的措施。“你不让我进，我也不让你进”是美国和欧洲对
日本常讲的一句话。他们相信，不仅仅是有的日本企业效率
更高、管理得更好，而且除此以外，它们明显拥有与政府和
受政府影响的银行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人们相信这种关系
是共生的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企业为了换取国家的支持，更愿意使
自己的战略适应并符合国家政治 （包括经济安全）目标。正
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特别是美国及其贸易代表署，迫使日
本按美国人的说法在更公平的竞技场上向外国企业和产品开

放市场———否则日本向美国出口产品将面对更高的壁垒。

不过美国政策并非不带自己的偏见。自从 “买我美国法
案 （Ｂｕ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ｃｔ）１９５０年代通过以来，政府在凡涉及
防务及其他政府采购时，一直承担给予美国企业优惠的法律
义务。比如它与前苏联的贸易协定习惯性地坚持优先使用美

① 顺便提一下，这是一个美国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ＩＢＭ），它被认
为是在１９６０年代初第一个使用这个委婉形容词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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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船舶。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中有一条规定给予产于
北美、最低本地化比率高的轿车以优惠。如果日本政府与日
本企业间有 “特殊关系”的话，美国政府与美国企业间也存
在特殊关系。然而与某些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较，美国
政策在国内与外国企业间明显摆布得好的一种方法是美国的

国有企业相对较少；其金融和商业中介机构比起偏袒自己人
的德国或日本银行和综合商社 （ＳｏｇｏＳｈｏｓｈａ）疑心要小。
（Ｓｐｉｎｄｌｅｒ，１９８４）。虽然日本学者对有关证据有不同看法，但
这仍然是两项证明美国报复性贸易措施正当的基础。①

美国与其他包括日本在内的工业国家之间另一个重大区

别产生于它在国际安全体制中发挥的特别作用。在其他国
家———前苏联和中国除外———必须接受其国防力量全部或部
分依赖外国供应的情况下，美国则认为如果美国军队的关键
武器或部件依靠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可以想像战时会中立
或成为敌人的国家，那么美国的安全就有危险。这就导致新
的周密的法律提案，防止出现任何此类易受打击的情况发生。

例如，如果只有４个国家或者占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４家企
业成为供货来源，则认定安全受到威胁。② 但是美国在 “战略
防御意见书”上的经验表明，没有任何规章制度能完全避免
对外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摩兰 （Ｍｏｒａｎ，１９９０）的结论是，要
在依赖效率并非最佳的美国厂家或者承认相互安全依赖的不

可避免间做出选择。后者即意味着要为实现一种多边规范而
努力，使得所有国家都放弃对其他国家利用军事或其他技术
行使治外管辖的权利。只不过考虑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以

①

②

对日本公司极具竞争力的卓越工作业绩有各种有价值的分析，详见Ｂｅｓｔ
（１９９０，第五章）。

例如，Ｈｏ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ｇ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ｙ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美
国技术评价局，１９８９；参议员宾加蔓和麦凯恩 Ｄｅｔ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ｃａｙ；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Ｂａｓｅ；其他国会研究资料，引自 Ｍｏ
ｒａｎ（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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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一规范切实有效，是尚待回答的问题之一。
政治上的辩论培育出相当多关于日本企业管理和日本贸

易和工业政治经济学著作①。特别在英国，也导致了相当多关
于所谓战略贸易政策的讨论②。不过所谓国家—企业关系非对
称性的经验主义证据最多是不完整的，还需收集关于企业和
工厂层次上的更详细的资料。科恩所言倒是不错，他说经济
学家需要从工业组织理论拓宽视野，“帮助在市场和政治之间
建立正规的结构”，这样政治权力与经济企业间功能性关系的
本质就可 “因理论上过得硬、经验上可以总结而具有立体感”
（Ｃｏｈｅｎ，１９９０）。这种事说比做要容易得多，而且建这样的正
规结构和模型的材料目前尚不具备。
关于这两块阴影领域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其一是外国

企业参与国民经济；其二正相反，是跨国企业能凭着胸怀祖
国而影响国家经济关系的程度。这一切说明，我们只有更多
地搜集并分析有关政企关系的数据，才能取得更广泛的研究
成果。当然，对于政府和企业间谈判实力的一般理论，我们
也不可能再有更深入的理解；关于生产更加国际化的世界经
济带来的长期后果，我们也无法进行聪明的猜测。我们只希
望我们的努力能为未来其他学者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①

②

Ｉｎｏｇｕｃｈｉ和 Ｏｋｉｍｏｔｏ （１９８８）；Ｏｈｎｍａｅ （１９８２）；Ａｂｅｇｇｌｅｎ 和 Ｓｔａｌｋ
（１９８５）；Ｃｌａｒｋ （１９７９）；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８）。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６）；Ｃ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８５）；Ｓｔｅｒｎ （１９８７），Ｚｙｓ
ｍａｎ和Ｃｏｈｅｎ （１９８８），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 （１９８６）；Ｍｉｌｎｅｒ（１９８８），还有Ｒｉｃｈ
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９０）和Ｃｏｈｅｎ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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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巴西、肯尼亚、马来西亚

没有什么能够比后面的统计表格能更清楚地说明将 “发
展中国家”作为通称的危险性。我们选择的三个国家相互之
间很难说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任何一组随意挑选的国家都存
在同样的差异。
巴西在地域和人口方面明显大于其他两个国家。ＧＮＰ的数

量大致与国家的规模相一致。１９８８年巴西的ＧＮＰ总量估计为

３２３０亿美元，马来西亚的ＧＮＰ大约等于这个数字的１０％，为３５０
亿美元，而肯尼亚只有８０亿美元。在人均收入方面，巴西和马来
西亚不相上下———人均２１６０美元对１９４０美元，肯尼亚则显得非
常贫困，而且差距还在增大。肯尼亚自１９６５年以来年增长率仅
仅为２％，而马来西亚的增长率是４％。然而这种差别并没有从
一个人出生时期望的预期寿命上明显地反映出来，也就是像２０
世纪初那样。可能的原因是尽管贫穷，但在肯尼亚城镇人口相对
比较少，只有２２％，而马来西亚的城镇人口为４１％，巴西的城镇
人口为７５％———巴西城市婴儿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就经济增长而言，马来西亚无疑是三个国家中的佼佼者，它

有着与ＧＮＰ相应的最高的储蓄率，在整个１９８０年代保持最高的
出口增长率。如今其中的４５％属于制造品，这与肯尼亚一直依
靠商品出口形成对照，肯尼亚的商品出口等于全部出口的８３％。
三个国家都有外债———其中最多的是巴西，高达１１５０亿美

元。肯尼亚外债虽然不高，只有６０亿美元，但主要都是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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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也就是说它欠的是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钱，而巴西
则主要是欠外国银行的债。这种差别并不是因为借债人有不同
的选择，而更多的是因为贷款的机会不均。但是获得外国银行
贷款所带来的是国际财政体系在进行结构性调整时受到责难的

脆弱，因而导致了１９８０年代的信贷饥荒。失去外国银行贷款和
对未来缺乏信心，导致了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４年的四年的经济不景
气。表Ａ１－Ａ３提供了一些具有明显可比性的社会与经济方面
的数据，以更好地说明这些差异。这个表显示，到１９８８年经济
和社会的许多重要特征发生了怎样迅速的变化。
虽然拉丁美洲文献资料已经涉及了很多关于非民主的、

专制的政府与全球资本主义或市场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紧

密联系，但这些数据并不能证明某些不明确的假设。肯尼亚
是民主程度最小的国家，它的经济远远没有与全球的市场经
济接轨。国内政治因素对这个国家选择发展方式的影响似乎
远远小于外部的全球化经济因素。国家在历史、文化和社会
结构上的不同对于国家选择对内对外战略的影响比经济学或

比较政治学产生的影响大得多。
接下来关于每个国家的数据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与正文讨论的问题相关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年表。另一部分是
精选出来的对前面提到的总数作进一步说明的具体数据。由
于所获得的数据详细程度不尽相同，这些资料在用于不同的
国家时稍有变化。关于每个国家的数据是这样设计的：
增长与通货膨胀

货币与国际收支差额

外债

外贸

就业

外国投资

两组数据的组合提供了一个背景，说明在这期间与跨国
公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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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

社
会
与
经
济
的
基
本
数
据

巴
西

肯
尼
亚

马
来
西
亚

面
积

（
平
方
公
里
、
千
）

8
.5
12

58
3

33
0

人
口

（

19
88

中
期
百
万
）

14
4
.4

22
.4

16
.9

人
口
增
长
率

19
80

～

19
88

19
88

～

20
00
19
80

～

19
88

19
88

～

20
00
19
80

～

19
88

19
88

～

20
00

（

%

每
年
）

2
.2

1
.8

3
.8

3
.4

2
.6

2
.2

G
N
P

19
65

19
88

19
65

19
88

19
65

19
88

（
美
元
十
亿
）

19
.4
5

32
3
.6
1

0
.9
2

7
.3
8

3
.1
3

34
.6
8

G
D
P

增
长

19
65

～

19
80

19
80

～

19
88
19
65

～
19
80

19
80

～

19
88
19
65

～

19
80

19
80

～

19
88

（

%

每
年
）

8
.8

2
.9

6
.4

4
.2

7
.3

4
.6

人
均

G
N
P

（
美
元

19
88

）

21
60

37
0

19
40

人
均

G
N
P

增
长

19
65

～

19
88

19
65

～

19
88

19
65

～

19
88

（

%

每
年
）

3
.6

1
.9

4
.0

通
货
膨
胀

19
65

～

19
80

19
80

～

19
88
19
65

～

19
80

19
80

～

19
88
19
65

～

19
80

19
80

～

19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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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巴
西

肯
尼
亚

马
来
西
亚

（

%

每
年
）
①

31
.5

18
8
.7

7
.3

9
.6

4
.9

出
生
时
的
预
期
寿
命

1
.3

（
年

19
88

）

65

59

70

年
龄
结
构
（

%

）

19
88

20
25

19
88

20
25

19
88

20
25

0
-
14

35
.7

22
.8

50
.9

31
.9

37
.2

23
.4

15
-
64

59
.8

66
.9

46
.1

64
.7

58
.9

67
.2

教
育
（

%

人
群
）
②

小
学

10
5

94

10
1

中
学

39

20

54

大
学

③

18

47

27

城
市
人
口

19
65

19
88

19
65

19
88

19
65

19
88

%

总
数

50

75

9

22

26

41

①

G
D
P

中
扣
除
通
货
膨
胀
因
素
的
价
格
指
数
变
化
。

②
超
过

10
0
%

的
数
字
说
明
已
注
册
的
成
人
学
生
人
数
。

③
高
等
学
校
的
数
字
与
所
估
计
的
所
有
科
学
和
工
程
专
业
的
注
册
学
生
有
关
。

资
料
来
源
：
世
界
银
行
，
联
合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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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２：经济尺度

巴西 肯尼亚 马来西亚

部门的ＧＤＰ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分布 （％）

农业 １９ ９ ３５ ３１ ２８

工业① ３３ ４３ １８ ２０ ２５

　　制造业② ２６ ２９ １１ １２ ９

服务业 ４８ ４９ ４７ ４９ ４７

制造业增值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７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７

（美元１０亿） １０４３ ７８ ０１７ ０８４ ０５０

所占比例 （％）

　食品、饮料、香烟 １６ １５ ３１ ３８ ２６ ２１

　纺织品③ １３ １０ ９ １１ ３ ６

　机械、交通设备

２２ ２１ １８ １３ ８ ２２

　化学 １０ １２ ７ １１ ９ １５

　其它 ３９ ４２ ３５ ２７ ５４ ３７

投资率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ＧＤＰ的％） ２０ ２３ １４ ２６ ２０ ２６

储蓄率

（ＧＤＰ的％） ２２ ２８ １５ ２２ ２４ ３６

外债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８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８ １９７０ １９８８

（美元百万）

　总计④ ５１２７ １１４５９２ ４０７ ５８８８ ４４０ ２０５１４

　公共部门⑤ ３４２１ ８９８４１ ３１９ ４２４１ ３９０ １６１０１

　私营部门 １７０６ １１５１４ ８８ ６２７ ５０ ２３４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０ ３３３３ ０ ４５５ ０ ０

短期 ９９０３ ５６４ ２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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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肯尼亚 马来西亚

债务比率⑥

　债务／ＧＮＰ １２２ ２９６ ２６３ ５８５ １０８ ５６３

　债务偿还占ＧＮＰ总 １６ ４５ ３０ ５７ ２０ １６５

　　　　值的百分比

　债务偿还占出口的 ２１８ ４２０ ９１ ２５３ ４５ ２２３

　　　　百分比

　　①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水和煤气。

②仅仅是制造业。

③包括制衣。

④１９６５年的数据因资料不完整，因此可能被低估了。

⑤公共和公共保险业。

⑥不包括短期债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表Ａ３：贸易和贸易构成

巴西 肯尼亚 马来西亚

贸易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美元１０亿） ３３６９ １４６９ １０３ １９９ ２０８５ １６５８

增长％ （每年）

１９６５～１９８０ ９３ ８２ ０３ １７ ４４ ２９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６０ －２９ ０１ －０６ ９４ ０４

进口构成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８

（总数的％）

食品 ２０ １４ １０ １１ ２５ １５

燃料 ２１ ２８ １１ ２２ １２ ６

其他主要产品 ９ ７ ３ ４ １０ ５

机械、交通、设备 ２２ ２５ ３４ ３１ ３２ ２８

其他制造业 ２８ ２６ ４２ ３１ ３２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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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肯尼亚 马来西亚

出口组成

（％总数）

燃料、矿物

金属 ９ ２１ １３ ２０ ３５ １８

其他主要产品 ８３ ３１ ８１ ６３ ５９ ３７

机械、交通、设备 ２ １８ ０ ２ ２ ２６

其他制造业 ７ ３０ ６ １５ ４ １９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巴西年表：

１９４４～１９６４：在自由组成和自由选举的基础上建立政府。

１９６４：政府被军队推翻，通过非直选方式产生了新总统。
物价和工资冻结政策被取消。税收增加，公共开支削减。

１９６９～１９７４：梅迪西政府采纳进口替代发展计划，强调
国有企业应该作为经济增长的龙头。

１９７４：石油价格上升。盖泽尔政府将进口替代战略与促
进出口的方式相结合，同时将外国银行贷款用于基础设施的
改进。政府采纳ｄｉｓｔｅｎｃａｏ政策，允许实行地方选举。

１９７９：菲格雷多政府继续坚持进口替代与发展出口的战
略并且进一步资助公共项目。盖泽尔的政策以ａｒｂｅｔｕｒａ形式
继续延升，国家慢慢转向平民化和民主化统治。

１９８２：巴西希望继续得到大量的欧洲货币贷款。受到墨
西哥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

１９８４：政治改革使独立、自由而又激进的反对党得以组
成。信息产业法案７２３２号为巴西公司 （指巴西人拥有７０％股
份和控制权的公司）预留了计算机和其它信息技术的市场。

１９８５：来自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党 （ＰＭＤＢ）的

ＴａｎｃｒｅｄｏｄｅＮｅｖｅｓ在非直选总统选举中获胜。他去世后由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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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乔斯·萨尔内 （ＪｏｓｅＳａｒｎｅｙ）继任总统。政府的议程表
上，社会问题开始占据显著位置。

１９８６：萨尔内提出巴西货币克鲁扎多 （Ｃｒｕｓａｄｏ）计划。
稳定物价和工资的政策与消除指数化政策是这项计划的支撑。
一开始，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上升。但是增加的进
口和滞后的出口减少了贸易顺差。直到１１月份国会选举才开
始采取一些矫正措施。克鲁扎多第２号计划提高了税收和已
得到控制的物价，并允许蠕动钉住贬值 （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ｐｅｇｄ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萨尔内政府延缓支付外债利息，控制解除后，物
价迅速上升。克鲁扎多３号计划也就是Ｂｒｅｓｓｅｒ计划，再次试
图稳定物价和工资以抑制通贷膨胀，同时采取税制改革和紧
缩银根政策控制公共投资，这项计划持续的时间比第２号计
划更短。

１９８８：元月份制定的夏季计划导致 “新克鲁扎多”问世
（＝１０００旧克鲁扎多），加强了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并实施１７％
的货币贬值，为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与生活指数挂钩的库存
债券被废除。允许私有化并减少公共部门就业人数。
与官方债权人和私人债权银行关于重新安排国际债务支

付的协议结束了１９８７年的债务延期偿付权计划。
经过近两年争论，批准了巴西新宪法。宪法中的一些关

于福利救济金、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和利率最高限度的某些
条款显然是不现实的。劳工法规改革开始。

１９８９：美国将巴西列入不平等贸易国家的超级３０１名单，
危及到这个国家进入主要出口市场。

１９９０：在经济形势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两个著名的跨
国公司—壳牌和雀巢公开推迟投资计划。３月，新任总统科洛
尔 （Ｃｏｌｌｏｒ－ｄｅＭｅｌｌｏ）提出关于税务改革、自由贸易、浮动
货币和国有企业私营化等一整套经济改革方案。后者由银行
和福利基金资助并签发不可谈判的有股权的私营化特许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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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洛尔还提出分阶段终止ＳＥＩ的信息产业市场预留政策，减
少地区补贴和咖啡补贴。

６月，经过９个月的周旋，美国将巴西从超级３０１名单中
划去，作为一项隐含交易的条件，其中包括贸易政策、产权，
解除了已冻结１２个月之久的跨国公司 “汇出利润”。
布什关于发展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紧密合作的建议

促成了半球自由贸易圈，包括消除双边的官方债务，为９月
份举行关于重新安排私人银行债务支付计划的谈判铺平了道

路。
主要资料来源：ＣｏｆｆｅｙＰ 和 Ｃｏｒｒｅａｄｏｌａｇｏ，Ｌ，Ａ

（１９８８）：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巴西。

ＥｖａｎｓＰ （１９７９）：依赖性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联盟：巴
西的国家与地方资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Ｆｒｉｔｃｈ，Ｗ 和ＦｒａｍｃｏＧＨＢ（１９８８）：巴西的外国直接
投资与工业重组：趋势与新问题，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未发表
文件。

ＨｏｌｌｅｒｍａｎＬ（１９８８）：日本在巴西的经济战略：对美国
的挑战，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ＭＡ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

ＲｏｂｏｃｋＳＨ （１９７５）：巴西：发展过程的研究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

表Ａ４：巴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ＧＤＰ① 实际增长率 人均ＧＮＰ 消费价格指数

（１９８５年美元）

１９８０ １１４１２ ９６ ２７１５ ８２９

１９８１ １０８９５ －４５ ２４１４ １０５６

１９８２ １０９６６ ０７ ２２７４ ９７８

１９８３ １０５９７ －３４ １９５５ １４２１

１９８４ １１１２８ ５０ １７７０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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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① 实际增长率 人均ＧＮＰ 消费价格指数

（１９８５年美元）

１９８５ １２０５６ ８３ １６７０ ２２６９

１９８６ １２９５７ ７５ １７９６ １４５０

１９８７ １３４３６ ３７ １８７３ ２５９２

１９８８ １３４１０ －０２ １９６５ ６１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３８９３ ３６ ２００１ １７６４９

　　①以１９８０年新克鲁扎多计算 （百万）

１９８０年代大部分时间的经济增长一直低于 （１９６８～１９７３）
“巴西奇迹”期间取得的增长率。在这段时间里，巴西经济增
长率平均超过１０％。指数化一直是经济管理的一个手段。通
贷膨胀直线上升，１９８９年达到巴西历史最高点。以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计算的生活水平一直在下降，但过去几年有所回升，
这是自债务危机开始以来，在实施外部限制和压缩开支计划
之后产生的结果。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图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各期；ＧａｚｅｔａＭｅｒｃａｎｔａｌ各期

表Ａ５：巴西：货币与国际收入差额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单位：现值美元，百万

出口 进口① 贸易平衡 往来账户② 名目汇率③ 实际汇率

变化百分比④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２ ２２９５５ －２８２３ －１２８０６ ０００００５ １４３

１９８１２３２９３ ２２０９１ １２０２ －１１７５１ ０００００９ －３５

１９８２２０１７５ １９３９５ ７８０ －１６３１２ ００００１８ －４２

１９８３２１８９９ １５４２９ ６４７０ －６８３７ ００００５８ ８９６

１９８４２７００５ １３９１６ １３０８９ ４２ ０００１８５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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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进口① 贸易平衡 往来账户② 名目汇率③ 实际汇率

１９８５２５６３９ １３１５３ １２４８６ －２７３ ０００６２０ １８

１９８６２２３４９ １４０４４ ８３０５ －４４７７ ００１３６６ －４２５

１９８７２６２１３ １５０６１ １１１５２ －１４５０ ００３９２３ ５９５

１９８８３３７８９ １４６０５ １９１８４ ４４４８ ０２６２３８ ３８５

１９８９３４３９２ １８２８１ １６１１１ … ２８３４００ １１５

　　①到岸价、成本和保险价、运费价。

②在正式转换之后。

③周期平均数。

④以周期兑换率的最终数字、巴西的消费价格指数和美国的生产价格指数计

算。正数表示实际的货币贬值，负数表示实际的货币升值。

最大的一次货币升值发生在１９８６年，也就是克鲁扎多计
划诞生的那一年。从这年的２月到１１月国会选举，政府一直
维持名义汇率。
资料来源：巴西中央银行Ｂｏｌｅｔａｍ Ｍｅｎｓａｌ各期；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

表Ａ６１：巴西、外债、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十亿

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总外债 ７０８８０６９２２９７５１０４３１０４６１１２０１２３９１１４６

短期外债 １３５１５３１７５１４２１０９ ９３ ９３１３９ ９９

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００ ００ ０６ ２６ ４２ ４６ ４５ ４０ ３３

私营非保险支付 １６６１９８２３１２１５１９３１７２１４６１４４１１５

公共／公共保险支付 ４０７４５５５１１５９１６９９７３５８３６９１６８９８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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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３１９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官方贷款 ７０ ７８ ８６ １００１２４１５４２０５２５３２４６

私人贷款 ３３７３７７４２５４９１５７５５８１６３１６６３６５３

债务偿还 １４７１７８１９１１３１１３６１２８１１７１２１１８３

其中

本金 ６８ ７４ ７５ ３７ ４５ ３７ ３９ ４６ ５１

利息 ７９ １０３１１５ ９４ ９０ ９０ ７７ ７５ １３２

债务偿还率① ６３１６５９８１３５３８４４９４３５４６５４２６５０１

外债总额ＧＮＰ （％） ３０６３１９３５８５０１５２３４８２４１７３９４３０７

新承付款项的一般项目

官方债权人

利率 ９２ 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５１００ ９０ ８３ ８３ ７５

到期年限 １３３１３０１４０１３０１０５１２９１３５１３６１５２

私营债权人

利率 １３３１６２１３１１１３１３１ ９３ ９２ ７８ ９９

到期年限 ９２ ９１ １０２ ８９ ９４ ９１ ８１ ８１ １０４

　　①作为产品和服务总出口百分比的总利息支付数额。

资源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债务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表Ａ６２：巴西：外债，分部门拍卖后的债务／股本交易数字 （１９８８）①

单位：美元，百万；括号内为总数的百分比

制造业 ７８７２ （５３２）

电子业 １５７４ （１０７）

造纸纤维素 １０５６ （７２）

机械／资本商品 ９９９ （６８）

化工／石油化工 ９３８ （６４）

其他 ３３０５ （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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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 ５１７９ （３５２）

股东参与 ２０７８ （１４１）

商业 １３５４ （９２）

其他 １７４７ （１１９）

其他 １６７０ （１１３）

总计 １４７２１

　　①只是到期债务。

在巴西，债转股于１９８２年开始使用。１９８８年开始的这项
计划允许在二级市场以折扣价购买巴西外债的跨国集团进行

债转股。早期的计划只能在原始的债权银行进行。从１９８８年

３月到１２月，每月举行一次拍卖活动，但在１９８９年初，这项
活动被暂时停止。不经过拍卖程序的官方债转股继续进行，

但是数量很小。在最初的１０项到期债务拍卖活动中，最大的
一项是与美国成交的 （４３５９百万美元），接下来是日本
（２２３６百万美元）和法国 （１３０３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ＲｕｂｉｎＳＭ：九十年代的 “债务股本交易”

第一册； “布雷迪伞下的交易” （伦敦；经济学家出版社，

１９８９）

表Ａ７１：巴西：外贸：主要伙伴１９７５～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百万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进口

美国 ２４９ １８６ １９７ ２０９

日本 ９２ ４８ ４３ ６６

加拿大 １７ ３９ ３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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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２８ ２９ ２３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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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德国 １０７ ７０ ６５ ９５

新西兰 １９ １４ １６ ２６

英国 ２７ １９ １９ ２７

尼日利亚 ００ ０４ ９９ ０９

阿根廷 １９ ３４ ３４ ４６

智利 ０８ １９ １６ ２３

墨西哥 ０９ １９ ２９ ０８

委内瑞拉 ０９ ２４ １９ １０

伊拉克 ６７ １５８ １３８ ８５

沙特阿拉伯 ８３ ８７ ７２ ６８

出口

美国 １５４ １７４ ２７１ ２５８

日本 ７７ ６１ ５５ ６７

加拿大 １６ １２ １７ ２６

法国 ２９ ４１ ３１ ２５

德国 ８１ ６６ ５１ ４２

意大利 ４２ ４９ ４５ ４１

荷兰 ６５ ５７ ６１ ７７

西班牙 ４２ ２６ ２１ ２２

英国 ３９ ２７ ２５ ３２

中国 １０ ０４ ３２ ２１

尼日利亚 ０７ １４ ３６ ０４

阿根廷 ４４ ５４ ２１ ２９

智利 １２ ２２ ０９ １６
墨西哥 １５ ２３ ０９ ０８

　　巴西成功地将依靠美国出口市场的模式转向多方出口模式，１９５０年代向美国

出口达４０％。直到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出口到拉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的数量仅仅是按

比例小量增长。１９８１年上升了１８％之后，于１９８５年又下降８６％，这是１９６０年

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资料来源：国际贸易基金组织 “贸易统计指南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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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７２：巴西：外贸，主要产品构成１９９０
单位：百分比

出口

汽车及零部件 １１０

钢铁产品 １０６

铁矿石 ８２

大豆和及豆制品 ７１

桔汁 ４５

咖啡 ４１

鞋类 ３６

纺织品 ３３

电力机械 ３１

机械 ３１

化工产品 ３０

牛肉 １９

进口

石油 １７５

机械 １３２

化工产品 ８５

电力机械 ７４

钢铁产品 ２０

塑料和人造树脂 １６

有色金属 １６

　　这份表格说明，巴西对石油进口依存度很高，而依靠咖啡出口的比例却很

低。如果将钢铁产品计算在内，制造品出口达到出口总数的３７７％。这些产品大

部分出口给跨国企业。

资料来源：Ｇａｚｅｔａ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１９９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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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８：就业状况

　　我们无法得到可靠的关于劳动力规模和构成的最新资料。下面这个表格

与此相关，表示收入极不平等。

家庭月收入 （１９８８，美元） 家庭比例 （％）

少于１００美元 １７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９

２００－５００ ３１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１７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

多于２０００美元 ６

　　资料来源：联合国 “人口统计年鉴 “，１９８９

表Ａ９１：巴西：外国直接投资流量，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单位：现值美元，百万

内流① 重新投资② 汇款③

１９８０ １９１３２ ４１１３ ５４４０

１９８１ ２５２５８ ７４５２ ５８７２

１９８２ ２９２２３ １５７２１ ８６４４

１９８３ １５５６５ ６９０６ ７５９０

１９８４ １５９８０ ４７３６ ７９９５

１９８５ １３６１６ ５４２２ １１３９２

１９８６ ４４５８ ４４７０ １２７２９

１９８７ １２１６８ ６１５５ ９４７８

１９８８ … … １５４００４

１９８９ … … ２４０００４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在巴西接受的外国贷款中在１０－１５％的范围浮动。１９８６

大幅度下降似乎是文官政府上台带来的不稳定产生的结果。１９８９年７月，巴西政

府冻结了利润汇出，导致新投资量 （再投资净额）几乎下降为零。１９９０年７月，

科洛尔政府撤消了这项冻结，并决定分阶段提取汇款。

①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计算是建立在净数额基础上的，包括重新投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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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包括外国公司下属企业没有汇出东道国的所有收入。

③包括外国公司下属企业回报和利息以外的被认为是汇出的所有收入。

④巴西中央银行的估计。

资料来源：国际贷币基金组织 “国际收支平衡年鉴 “各期；联合国跨国公司

中心”世界发展中的跨国组织：趋势与前景 “，１９８８

表Ａ９２：巴西：外国直接投资，工业方面，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百万

总额 （％） 新投资 重新投资

农业① ２９３ （１０） ２２０ ７２

矿产业 ７８３ （２６） ６６８ １１５

制造业 ２２７１０ （７４０） １４８８７ ７８２３

其中

金属② ２２９６ （７５） １７１１ ５８４

机械 ２６３７ （８６） １８９１ ７４５

电子③ ２４４４ （８０） １６７０ ７７４

交通④ ４３０７ （１４０） ３０１５ １２９２

化学 ４１６６ （１３６） ２６６０ １５０６

其中

基础⑤ ２８５１ （９３） １８８１ ９７０

药业⑥ １４０４ （４６） １０４３ ３６１

纺织⑦ ７６４ （２５） ４３９ ３２５

粮食⑧ １８６１ （６１） ８２１ １０４０

服务 ６３１５ （２０６） ４６１６ １６９９

其中

银行和其他

金融机构⑨ １６７２ （５４） １１９０ ４８２

商业⑩ １１７０ （３８） ８６９ ３０１

行政瑏瑡 ２９９８ （９８） ２１４１ ８５６

总数 ３０７０３ ２０８４３ ９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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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世界大战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主要集中在公用设施、贸易、金融和石

油输送等。然而１９５０年代初以来，外国投资开始大量转向商品制造领域。这是

进口替代各种奖励措施的结果。１９８８年制造业占了总量的７４％，高于１９５０年代

的５０％。

①含渔业和畜牧业。

②钢和金属加工业。

③含电力和通讯产品。

④含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生产。

⑤基础化学产品，包括石化产品。

⑥药物产品，包括医药和兽医药品

⑦含衣类和鞋类。

⑧含饮料和烟草。

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保险以及其他金融服务业，不含行政管理和房地产

业。

⑩含国际贸易。

瑏瑡含地方投股公司在其他国家的股本参与，因此过分估计了外国直接投资总

额在服务业的分量。

资料来源：巴西中央银行Ｂｏｌｅｔｉｍ Ｍｅｎｓａｌ（１９８９３）。以注册的外国资本统计

表Ａ９３：巴西：外国直接投资：发起国与投资形式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百万

总计 新投资 再投资

美国 ８９００ （２９０）① ５９４０ ２５６０

德国 ４７１２ （１５４） ３１５９ １５５３

日本 ２９５８ （９６） ２４１６ ５４３

瑞士 ２８０８ （９２）② １６６６ １１４２

英国 １９１６ （６２） １０４７ ８６９

总计

包括其他 ３０７０３ ２０８４３ ９８６０

　　括号内数字表示全部外国直接投资在巴西的百分比。

其他欧洲国家 （主要是德国）的国际控股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瑞士，因此过分

强调了瑞士的外国直接投资。

二战结束时，美国成为在巴西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１９５１年，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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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仍高达４４％。然而，随着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衰落，它在巴西的投资持续下

降。

资料来源：巴西中央银行Ｂｏｌｅｔａｍ Ｍｅｎｓａｌ（１９８９３）。以注册的外国资本统

计。

表Ａ９４：巴西：美国直接投资，分部门，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百万

直接投资资金 再投资的股本资金 公司间的债务

股份① 外流 外流 收益 外流 收入②

所有产业 １１８１０ １４０３ ３１８ １０１９ ６６ １６４１

石油 ２４４ ２１  －１  ５２

制造业 ９００４ １０４４ １４６ ８２８ ７０ １３０４

食品及相关产品 ５０６ －８８ １ －２３ －６６ ２５

化学及相关产品 １７３９ ２０２ １３ １６７ ２２ ２５９

原生金属和组合金属 ９７７ １６３  １２８  １３５

机械、不含电力 １７３３ １４３ ２５ １１９ －１ ２２０

电力和电子设备 ４７７ １３０  ２６  ５０

交通设备 １３０８ ３１７ ４３ ２７９ －５ ３４２

其他制造业 ２２６５ １７６ ３ １３２ ４２ ２７２

批发贸易 ５５ －４  －６  

银行 ６６１ ２２６ １０３ １２３ ０ １３７

金融 （不含银行业） １２７２ ７８ ６４ ２５ －１０ ９５

房地产和保险业

服务 ４７０ ３２  ４６  ５０

其他产业 １０４ ６ ０ ３ ３ ４

　　为避免暴露公司数据而省略。

低于５０００００美元。

①股本资金的账面价值，加上有待偿还的子公司贷款。

②母公司债务和股本份额的总赢利，减去股利中外国代扣的所得税，加上公

司间结算利润。

资料来源：美国商业部 “当代商务调查”，１９８９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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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９５：巴西、美国直接投资，所有产业，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单位：现值美元，百万

直接投资

股份
资金外流

股本资金

外流

再投资

收益

公司间债

务外流
收入

１９８０ ７７０３   ３３７  ４９９

１９８１ ８２３５   ３００  ５１９

１９８２ ９２９０ １０３６ ６２３ ３３０ ８３ ７６０

１９８３ ９０６８ －１５０ １９４ －２５０ －９４ １３４

１９８４ ９３７７ ３８４ ２２５ ７２ ８７ ５０３

１９８５ ９４８０ １０６ ５６ １０１ ２７ ６８１

１９８６ ９２６８ １２３ －７４ －１８ ２１６ ８３３

１９８７ １０２８８ ５７２ ８９ ４６３ ２０ ９８８

１９８８ １１８１０ １４０３ ３１８ １０１９ ６６ １６４１

　　资料来源，美国商业部 “当代商务调查”，８月版

肯尼亚年表

１９５２～１９５９：反对英国殖民者的茅茅 （Ｍａｕ－Ｍａｕ）运
动导致主要资金外流，只有一部分由政府资助填补。

１９５６：价格管制条例 （１９７２年改为价格管制法案）规定
基础商品由中央统一管制。

１９６２：进出口和基本供应管理条例采用发放许可证的方
法弥补贸易缺口，保护国内生产。外汇管制条例控制外国人
拥有公司在当地的贷款活动。

１９６３：１２月１２日，英国统治结束。

１９６４：在肯雅塔总统领导下，肯尼亚共和国成立。外国
投资保护条例反复重申新宪法中的许多条款，并宣布政府没
有充分的理由决不会没收私人财产。私人财产一经接收必须
给予足够补偿。

１９６５：十号会议文件：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国家
规划中的应用声明，政府坚信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主要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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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强调经济资源转向当地民众的必要性；发展融资机构；
为外国人颁发工作许可证；对有计划实行高级人才本地化加
以监督；用控制亚洲贸易商的办法实现销售系统非洲化；成
立旅游部以促进旅馆和旅游事业的发展。

１９６６：１９２０年成立的东非货币管理局解散。实行外汇管
制。

１９６７：东非经济共同体制定了共同对外关税，但允许肯
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互相之间提高贸易壁垒并独立承担
货币管理。这时的外汇储备是１９６３年的一半。
贸易许可证条例将亚洲人的经营范围限制在乡村和非中

心城市地带。商业部对外国制造商们施加压力，使他们适应
非洲批发商的要求。
移民法案旨在规范非本国公民就业问题，通过发放工作

许可证的办法加以解决。

１９７０：第二个发展计划 （１９７０～１９７４）重申相信进口替
代，对进口货品实行关税保护和数量限制。

１９７１：１９７０年代，国家制定的关于控制外国投资的各种
法规开始实施。资本事务委员会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成立，主要审查所有资金项目问题，减少资金外流和促使本
国拥有更多的大公司。

１９７２：价格管制条例用于消费品贸易，主要是基本的食
品和饮料，以保证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该条例范围逐渐增
加，到了１９７６年，只有水果、蔬菜、豆类、服装、家具和家
用设备明确得到豁免。

１９７３：新项目委员会成立，主要功能是从 “国家利益”
角度评估工业项目以控制外国资金流向。

１９７４：出口补偿条例决定对本国制造的产品实行价格统
一的退税制度。

１９７６：外国投资保护条例修正案：外国投资者要求得到
财政部颁发的 “企业经营许可证”以促使资金、利润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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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调拨。证书中说明署名外汇资产投资的数额，包括贷
款。咖啡业的兴旺使咖啡价格上升三倍，经济大大增长。

１９７８：殖民地时期由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三国建
立的东非共同体最终解散。
肯雅塔去世，副总统莫伊继任总统。

１９８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肯尼亚
开始了积极 “汇率政策”—肯尼亚先令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特别提款权的标准加以限制并不断调整以保证真正有效的

汇率的持久性。

１９８２：肯尼亚空军政变企图失败。

１９８３：第五个发展计划 （１９８４－８８）制定的目标是每年
经济增长４９％；重点放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上；减少对外国贷
款的依赖；进口替代政策逐步转为鼓励出口的政策。计划重
申以多种经济为导向，号召更多地利用私人投资和储蓄。

１９８４：优惠贸易区条约进入操作阶段，该条约有１４个签
约国，主要是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国家。
肯尼亚遭受了五十年未遇的大旱灾。

１９８６：一号会议文件：恢复增长的经济管理方案要求在

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年间每年增长５６％，强调农村地区和制造业的
发展。国家减少干预。扩大农业生产产生的国内需求增加，
为工业增长打下了基础。该文件是１９６５年以来第一个强调经
济政策的官方文件。
投资促进中心法案为外国投资者建立 “一条龙” （ｏｎｅ

ｓｔｏｐｂｕｒｅａｕ）办公室。

１９８８：１９６４年的外国投资保护条例修正案批准投资人可
以按投资时的汇率调拨投资利润。第二号修正案通过出售五
年期限的按市场汇价的政府公债，而不是以往那种惩罚性征
收地方税的办法，使 “封锁基金” （ｂｌｏｃｋｅｄｆｕｎｄ）投资成为
可能。金融法案允许对经批准的外国贷款外汇损失免征税收。
限制性贸易惯例、垄断和价格管制条例宣布所有贸易协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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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不合法，授予垄断和价格高级专员广泛的权力。

１９８９：第六个发展计划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的目标是每年经
济增长５４％，号召 “为进步而参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这需要农业和产业多元化的高速增长，强调小规模农
场和非正规城市产业的发展。为愿意购买出口加工必需投入
品的出口商开辟绿色通道。

１９９０：制定各种法规以发展和规范金融体制，简化进口
行政手续。宣布建立与东南亚国家相似的具有税收鼓励机制
的出口加工区。
美国政府打算终止对肯尼亚的军事援助，除非肯尼亚改

变它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包括政治犯的释放或审判。
主要资料来源：英联邦秘书处外国投资政策：肯尼亚的

经验，ＳＦＩＰ１９８５年６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回顾
系列：肯尼亚，１９８８；世界银行肯尼亚：对于投资与出口增
长的工业政策，１９８７；各类肯尼亚政府公布的文件，包括年
度经济调查和资料摘要。

表Ａ１０：肯尼亚：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国内生产总值１实际增长率
实际人均 ＧＮＰ
（１９８５美元）

消费价格指数

１９８０ ４４６８４ ４０ ５３５ １３８

１９８１ ４７６００ ６５ ４９７ １１８

１９８２ ４９６２９ ４３ ４３５ ２０４

１９８３ ５０７５８ ２３ ３６７ １１５

１９８４ ５１１５９ ０８ ３３１ １０２

１９８５ ５４６３４ ６８ ３１０ １３０

１９８６ ５７６１８ ５５ ３１４ ４０

１９８７ ６０３５５ ４８ ３２３ ５２

１９８８ ６３４７４ ５２ ３２８ ８２

１９８９ ６６３３０ ４５  １０４

　　①以１９８５年肯尼亚先令为单位计算 （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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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按低的标准，肯尼亚在１９８０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也远
远低于被称为 “奇迹”年代 （１９６４～１９７３）的经济增长率。

１９８６年使用咖啡账册制度和预算纪律，促进了１９８５年以后的
经济复苏。肯尼亚人口增速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抵消了大部
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到１９８６年石油价格下跌时
稍有好转，但又很快反弹，部分原因是大的公共部门支付奖
金以及取消了某些消费品的价格控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图表”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年鉴”

表Ａ１１：肯尼亚：贷币与国际收支平衡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单位：现值美元：百万

出口 进口① 贸易差额 来往帐户 名目汇率②
实际汇率变

化百分比③

１９８０ １３８９ ２５９０ －１２０１ －８８７ ７５６８５ ３６

１９８１ １８８３ ２０８１ －８９８ －５６０ １０２８６２ ３２６

１９８２ １０４５ １６０３ －５５８ －３０５ １２７２４９ ４８

１９８３ ９７９ １３９０ －４１１ －４８ １３７９５９ －１６

１９８４ １０８３ １５２９ －４４６ －１２６ １５７８１３ ６３

１９８５ ９８８ １４４５ －４５８ －１７４ １６２８４３ －９１

１９８６ １２１７ １６４９ －４３２ －６９ １６０４２２ －８０

１９８７ ９６１ １７５５ －７９４ －４９１ １６５１４９

１９８８ １０７１ １９７５ －９０４ －４５４ １８５９９４ ８２

１１５０ ２１００ －９５０ －５３５ ２０５７００

　　①到岸价、成本加保险、运费价。

②同期平均数。

③以期末汇率、肯尼亚消费价格指数和美国生产价格指数计算。正数表示实

际贸币贬值，负数表示实际货币升值。

１９８１年以来，肯尼亚一直采取 “蠕动钉住”汇率方针，外汇需求大于能够得

到的数量时，中央银行就会定期将先令贬值。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资料”；世界银行 “世界图表”，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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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２：肯尼亚：外债，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单位：现值美元，十亿

外债总额 ３５３４３５３８３７４４４９６０５９

短期债务 ０６０５０３０４０４０５０４０６０６

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私人非保险支付 ０４０４０４０５０４０５０５０５０６

公共／公共保险支付 ２２２３２４２４２５２９３６４５４２

其中

官方贷款 １３１５１７１８２１２５３０３７３６

私人贷款 ０９０８０７０６０４０４０６０８０７

债务偿还 ０４０４０４０４０５０５０６０６０５

其中

本金 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３０３

利息 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

债务偿还率１ ２２１２８２３２３３５６３７７４２０４４２４４２３７８

外债总额／ＧＮＰ （％） ５１２５２３５７８６５９６３７７５２７１２７７８７１３

新承付款项的

官方债权人

利率 ３５５５５２５１５８４４４２１４１９

到期年限 ３１３２１８３０２３０７２０７２２０２０１３６６２１８

私营债权人

利率 ７８１４５８９９０８４９９６４００００

到期年限 １０６９２１４８１５０１０６１２０１１７００００

　　①全部利息支付作为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量的百分比。

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一直支持该国家在结构调整政策实施上

所作的不懈努力。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债务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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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３１：肯尼亚：外贸：主要伙伴１９７５～１９８８

总数的百分比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出口

英国 １０１ １１４ １６７ １７０

西德 ８６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０２

乌干达 １２２ １１４ ８５ １１１

荷兰 ３４ ３６ ６７ ２９

美国 ３７ ３３ ６８ ４６

意大利 ２６ ４８ ２３ ３５

卢旺达 ２２ ２５ ３２ ２６

苏丹 ０８ １７ ３３ ３４

巴基斯坦 １４ １４ ６８ １８

法国 ０７ １３ ３５ ２９

坦桑尼亚 ９４ ０７ ２０ ２０

日本 ２０ ０８ ０８ １２

进口

英国 ２０１ １６９ １５２ １７９

西德 ７８ ８１ ８３ ８１

美国 ７２ ６４ ７１ ４６

沙特阿拉伯 ７８ １７５ ３３ １１

日本 ８６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１３

法国 ２８ ３４ ３７ ６５

伊朗 １４７ ２１ ５５ ２９

荷兰 ２０ ２４ ２５ ４６

意大利 ３６ ３９ ３４ ５２

新加坡 ０４ ０７ ４５ ２５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００ ０８ １０１ ５４

　　欧共体是肯尼亚最主要的出口对象，这主要是因为洛美协定特别贸易和援助

计划的作用。对坦桑尼亚的出口在１９８３年边境重新开放后得到恢复。对乌干达

的制造业出口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政治不稳定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贸易数据指南”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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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３２：肯尼亚：外贸：主要产品构成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单位：肯尼亚先令，百万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暂定）

出口

咖啡 ３８８３ ２４４５ ２０３８

茶叶 １７２７ １８５２ ２７１９

园艺产品 Ｎ／Ａ １１４３ １１２１

石油产品 ９９０ １１０３ １０１９

皮革 １２６ ２６１ １３６

菠萝 （罐头） ２４２ ２５１ Ｎ／Ａ

粉末状纯碱 １４１ １８６ ２２１

剑麻 １０９ １１９ １６３

除虫菊汁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６７

进口

工业机械 ２３６６ ３９５４ ４６０２

原油 ２０７６ ２１０４ ２９９１

机动车辆和底盘 ８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７５０

钢铁 ６４４ １２０６ １５２０

人造树脂、塑料材料等 ４１４ ８０９ ７５７

化肥 ５００ ４９１ ６９４

药品 ３２６ ４３７ ５６２

石油产品 ２７９ ３００ ４０１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规划部 “经济调查”各期

表Ａ１４１：肯尼亚：主要部门就业情况１９８３～１９８９
单位：人口：千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９ （暂定）

农业与林业 ２３１１ ２４０９ ２５７０ ２５７１

采矿与石矿 ３５ ４８ ４４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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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９ （暂定）

制造业 １４８８ １５８８ １６７９ １８２３

电力与水力 １７２ １７７ １９２ ２２４

建筑 ６０２ ４９９ ５８２ ６７４

贸易、餐馆和旅馆 ８０３ ８９７ ９９５ １１０３

交通与通讯 ５５０ ５５７ ５８１ ６９４

金融与商业服务 ４５７ ５３４ ５７５ ６３７

社区、个人和其他服务 ４５１５ ５０３５ ５４０９ ５８２３

就业总人数 １０９３３ １１７４４ １２６２７ １３５９０

其中

公共部门 ５２７８ ５７４６ ６２４６ ６８０６

私营部门 ５６５５ ５９９８ ６３８１ ６７８４

　　１９８７年劳动力总数估计为７２０万，预计在２０世纪末将会达到１４００万。这里

的数字仅用于现代行业，不包括 “有工作的穷人”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ｏｏｒ）。农业、林业

和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开始下降。社区、个人和其他服务的重要性增加，这主要

是由于教师人数增加引起的。

资料来源：国家发展规划部经济调查，１９９０

表１４２：肯尼亚：族群结构１９６９～１９７９
单位：千

非非洲人口

非洲 亚洲 欧洲 其他 总数

１９６９ １０７３３ １３９ ４０ ４５ １０９６７

１９７９ １５１１２ ５９ ５０ １１７ １５３２７

　　资料来源：肯尼亚统计摘要１９８１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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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４３：肯尼亚：就业：实际工资动向１９６４～１９８５

私营总数①
私营制

造业②

大规模

制造业③

契约性

制造业④

内罗毕最

低工资⑤

１９６４ ８３４    １０６７

１９７５ ９１８ １０２９  １０６０ １１１４

１９７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７７ ９７３ ９７３ １０３３ ９５９ ８７１

１９７８ ９０４ ８６９ ９２１ ９０３ ８６９

１９７９ ９２１ ８３７ ９２６ ９０３ ８０４

１９８０ ９８６ ８４８ ９７６ ８６６ ９２１

１９８１ ９８１ ８５３ ９４１ ８５６ ８２４

１９８２ ９００ ８００ ８２２ ７８１ ７２０

１９８３ ８６７ ７８６ ７８６ ７７１ ６４６

１９８４  ７６８ ８４２ ７７８ ５８６

１９８５  ７１３ ９０３ ７６２ ６２２

　　①包括农业工人，所有系列都因通货膨胀年平均数而下降 （中等收入，日用

消费品物价指数）。

②制造业中的维修项目排除在外。

③指雇员５０人以上的私营制造企业。

④指在工业仲裁法庭注册了的有契约合同的制造业。

⑤依照每年５月颁发的普通工人 （非技术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在１９７０年

代末和１９８０年代初这段时间里，尽管已经规定了最低工资，工人工资还是大幅

度下降，３０％处于收入分配等级最底层的家庭所挣的收入还不到１９７６年总收入

的９％，充分说明肯尼亚社会是极端不平等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肯尼亚：促进投资与出口增长工业政策，１９８７年

表Ａ１５：肯尼亚，美国直接投资，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单位：美元，百万

直接投资股份 资金外流 收益

１９８５ ９７ －２０ ２

１９８６ １０６ １２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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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股份 资金外流 收益

１９８７ ９０ １７ １０

１９８８ ９８ １２ １７

１９８９ １１６ １９ ４

　　注：在肯尼亚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可靠官方资料收集不到，即使美国也无

法提供详细分类的资料。

资料来源：美国商业部 “当代商业调查”，８月

马来西亚年表

１９４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仍在英国统治下，印度、巴基
斯坦和缅甸已经独立。

１９４８～１９５３：英国出兵马来亚，抵抗华人支持的革命进
攻。内战悄悄结束，但马来亚仍然指望英国维护国内安全。

１９５７：马来亚在拉赫曼领导下获得独立，但同意保留英
磅区回报英国对马来亚的军事保护。这使得马来亚地区的货
和保守的经济管理模式，并放弃对资金转移和控制。对

外国投资者 （主要是英国投资者）征收的税款微不足道，但
投资收益却高得出奇。
经济政策是根据英国扶持本国货币的需要制定的。锡和

橡胶的开发得到优先考虑，工业化暂时进入低潮。这项战略
是１９５５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制定的并得到世界银行的认可。
该战略主张一半以上发展项目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幼稚
产业保护法———１９５７年颁布的工业创业先锋条例和支持工业
发展的政府报告都没有产生市场效应。

１９６１：马来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强调农村的发展、增加
就业机会、改善基础设施和多样化地发展锡与橡胶生产。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尽管有英国出于军事和经济原因的支持，
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文莱联邦还是没有能够持续下去。
李光耀宣布退出联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自建立了自己独



３０１　　 

竞

争

的

公

司

立的中央银行。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与印度尼西亚发生冲突 （战争）。英国出兵
马来亚，这笔援助经费在英国没有公开。

１９６６：第一个马来西亚规划制定了就业目标，采取进口
替代政策弥补商品出口收益的下降。

１９６７年８月：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和泰国组成了东南亚国家联盟 （ＡＳＥＡＮ）。

１９６８：投资促进条例为制造业制定了额外的投资鼓励措
施。联邦工业发展局———现改为马来西亚工业开发厅成立，
其宗旨是促进和评估所有的工业项目。“创业先锋”称号 （特
别鼓励）授予那些在所有产业中第一批实行进口替代投资的
公司。

１９６９：５月１３日，种族骚乱说明马来西亚土著人对于他
们没有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感到强烈不满。
国营企业公司 （ＰＥＲＮＡＳ）和各种国家经济发展公司成

立以促进工业化的实现。

１９７１：新经济政策 （ＮＥＰ）在第二个马来西亚规划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提出，主要内容是消除马来地区的贫困和全面
调整社会结构。这项计划有两个量化目标：第一，各部门就
业人数应该体现国家人口中不同民族的构成比例。第二，到

１９９０年，３０％的公司应该归马来西亚土著人所有，并由他们
管理，外国人拥有的公司比例应该减少到３０％。另外，在住
房、公务员招聘和教育等领域都制定出对马来西亚土著人有
利的政策。公共支出费用大大增加。

１９７０年代初，自由贸易区建立。

１９７５：制定工业协调条例，保证新经济政策制定的产权
重整。要求制造企业在生产之前必须先申请执照，遭到华人
工商界的强烈反对。

１９７６：第三个马来西亚规划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加大了消除
贫困特别是农村贫困的力度。新经济政策提出的目标似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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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现实，许多条款被放宽。

１９８１：马哈蒂尔当选马来西亚总理。
第四个马来西亚规划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制定了进一步发展

工业和出口的更大目标，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缓慢，这
些目标未能实现。

１９８２：马哈蒂尔总理宣布 “看东方”政策，学习日本人
的职业道德和管理方法，促进经济运作和生产率的提高。

１９８５：马来西亚议会通过电讯公司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私营化方案。

１９８６：第五个马来西亚规划，也就是为期二十年的新经
济政策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又制定了新的经济目
标。通过以下措施实现： （１）提倡私营化和提高私营部门的
作用。制约经济发展的法规将逐步废除。 （２）制定提高生产
效率，特别是提高公共机构办事效率和鼓励国内储蓄的政策。
（３）制定工业总体规划，使十二种产业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期间
的出口有较大增长。
为刺激滞后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促进条例在外国股权

参与的指导方针中采取新的激励措施和灵活态度。

１９８７：马哈蒂尔博士竞争马华印联盟 （ＵＭＮＯ）的领导
权，免强取胜，但是这个政治团体从此分裂。

１９８８：私营化总体方案被采纳。

１９８９：银行和金融机构条例规定限制外国人在国内金融
机构的活动，但由于对某些技术条款理解的偏差而拖延了实
行。

１９９０：计划对基础设施进行新的投资以促进生产制造业
的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宣布对出口商给予财政
支助。
主要资料来源：ＣｈｏＧ （１９９０）：马来西亚经济：空间展

望，伦敦：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ｉｍＤ（１９７５）：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读本，ＫｕａｌａＬｕｍｐ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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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出版社。

ＲａｏＢＶＶ （１９８０）：马来西亚发展模式和政策１９４７－
１９７１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

ＳｔｒａｎｇｅＳ（１９７１）：英国货币和不列颠政策，牛津大学出
版社。

ＷｏｎｇＪ（１９７９）：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展望，伦敦麦克
米兰出版公司。

表Ａ１６：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与通贷膨胀，１９８０～１９１９

国内生产总值① 实际经济增长率
实际人均ＧＮＰ
（１９８５美元）

消费价格指数

１９８０ ６０３９８ ７４ ２１９３ ６７

１９８１ ６４５９１ ６９ ２２３７ ９７

１９８２ ６８４２９ ５９ ２１２９ ５８

１９８３ ７２７０９ ６３ ２０５２ ３７

１９８４ ７８３４９ ７８ ２１１２ ４０

１９８５ ７７５４７ －１０ １９７０ ０３

１９８６ ７８５０９ １２ １８１６ ０７

１９８７ ８２６７５ ５３ １７３１ ０９

１９８８ ８９９０６ ８７ １７６５ ２０

１９８９ ９７５２２ ８５ １７８０ ２８

　　①以１９８５年马来西亚林吉特 （Ｍ＄）计算 （百万）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资料”；世界银行 “世界表图”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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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７：马来西亚货币与国际收支平衡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单位：现值美元：百万

出口① 进口 贸易平衡 往来账户② 名目汇率③
实际汇率变

化百分比④

１９８０ １２３９３ １１６０２ ７９１ －２８５ ２１７６９ ８６

１９８１ １１７３４ １３０５２ －１３１８ －２４８６ ２３０４１ ０４

１９８２ １２０２７ １４０４２ －２０１５ －３０６１ ２３３５４ －０２

１９８３ １４１００ １４６６９ －５６９ －３４９７ ２３２１３ －１６

１９８４ １６４８４ １４８４９ １６３５ －１６７１ ２３４３６ ２２

１９８５ １５６３２ １２７４６ ２８８６ －６１３ ２４８３０ －０７

１９８６ １３８３０ １１４４７ ２３８３ －１２２ ２５８１４ ３４

１９８７ １７９１１ １２５０６ ５４０５ ２６３３ ２５１９６ －２５

１９８８ ２１１１０ １６５５１ ４５５９ １８７５ ２６１８８ １１１

１９８９ －１４５ ２７０８８ １６

　　①到岸价、成本加保险价、运费价。

②官方转移之后。

③一美元对周期平均林吉特。

④以期末汇率、马来西亚消费价格指数和美国生产价格指数计算。正数表示

实际货币贬值，负数表示实际货币升值。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金融统计年鉴”

表Ａ１８：马来西亚：外债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单位：现值美元，十亿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总外债 ６６ ９２ １３４ １８０ １８８ ２０５ ２１９ ２２７２０５

短期外债 １４ １６ １７ ３０ ２５ ２７ ２４ ２０ ２１

使用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贷款
０ ０２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１ ０ ０ ０

私营非保险支付 １２ １６ ３２ ２７ ２８ ３０ ２９ ２６ ２３

公共／公共保险支付 ４０ ５７ ８２ １１９ １３２ １４７ １６６ １８０１６１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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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

官方贷款 １４ １７ １８ ２１ ２７ ３３ ３８ ４５ ４３

私人贷款 ２６ ４１ ６４ ９８ １０６ １１４ １２８ １３５１１８

债务偿还 ０７ ０９ １３ １７ ２５ ５１ ３２ ４２ ５４

其中

本金 ０３ ０４ ０６ ０７ １１ ３７ １８ ２７ ３９

利息 ０３ ０５ ０７ ０９ １３ １５ １４ １５ １５

债务偿还率①（％） ４０ ５１ ６５ ７１ ８１ ９７ ９８ ７９ ６８
总 外 债／ＧＮＰ
（％）

２８０ ３８２ ５２４ ６３６ ５９４ ７０５ ８５３ ７５９６６０

新承付款项的一般项目

官方债权人

利率 ６７ ７６ ８０ ７１ ７４ ８３ ８３ ８２ ５１

到期年限 １３８ １３８ １１４ １１１ １４７ ２１５ １４１ １４８１４９

私营债权人

利率 １４１ １３６ １２４ ９６ ９９ ８８ ６３ ５９ ６８

到期年限 １０９ １２７ 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３６ ２２１ １３５ １４２ ９８

　　①利息支付总额作为商品和服务出口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债务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表Ａ１９１：马来西亚：外贸：主要伙伴１９７５～１９８８
单位：现值美元，百万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进口

美国 １０６ １５１ １５４ １７７

日本 １９９ ２２９ ２３１ ２３１

澳大利亚 ７８ ５５ ４１ ４２

法国 ２０ １９ ２３ １５

德国 ５０ ５４ ４５ ３９



３０６　　

竞

争

的

国

家

续表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８

英国 １００ ５４ ４０ ４９

中国 ４２ ２３ ２０ ２９

香港 １８ １４ １７ ２３

印度 １３ ０９ ０８ ０７

印度尼西亚 ２２ ０８ １１ １７

朝鲜 ０４ １９ ２３ ２６

新加坡 ８５ １１７ １５９ １３２

泰国 ３９ ３０ ３６ ３０

台湾 ００ ００ ２７ ４６

出口

美国 １６０ １６４ １２８ １７４

日本 １４３ ２２９ ２４５ １６９

澳大利亚 １９ １４ １７ ２４

法国 １５ １８ １０ １４

德国 ４３ ３６ ２６ ３４

挪威 ８４ ６０ ５８ ３０

英国 ６０ ２８ ２６ ３５

中国 １４ １７ １０ ２

香港 １１ １９ １３ ３

印度 ０７ ２２ ２８ ２６

印度尼西亚 ０７ ０３ ０４ １３

朝鲜 ０７ ２０ ５９ ４８

新加坡 ２０２ １９２ １９４ １９３

台湾 ００ ００ ２２ ３０

　　以美元计价对贸易伙伴的相对重要性产生的影响有偏差。但是英国进口数量

的减少和美国与日本市场对马来西亚出口的重要性则非常明显。向新加坡出口的

大部分商品属于再出口。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贸易指南年鉴”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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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１９２：马来西亚：外贸，主要产品组成１９８７～１９８９
单位：现值美元，百万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出口

电子零部件 ２７４０ ３３２５ ３７５８

石油 ２４９６ ２３９９ ２８９９

木材 ２３６９ ２２３３ ２６７８

棕榈油 １２９４ １７３２ １７３１

橡胶 １５５４ ２００６ １４５７

其他 ７４４９ ９４９１ １２５０８

总计 １７９２９ ２１１８６ ２５０３１

进口

制造业投入 ４６２２ ５７８３ ７３９２

机械和交通设备 １０６４ ２０２２ ３７３９

耐用品 ６６９ １２９３ １７０４

金属制品 ６８４ １０９４ １４８４

食品、饮料和烟草 ８００ ９７８ １１６７

其他 ４４６１ ５４０７ ６９８６

总计 １２６９６ １６５７７ ２２４７２

　　资料来源：经济情报局国家概况，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表Ａ１９３：马来西亚外贸：无形账目净额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单位：马来西亚林吉特：百万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货运和保险 －１２５２ －１４３７ －２３５７

旅游 －１３５７ －１４１４ １４６１

投资收入 －４３４７ －４８２８ －４９３６

其他服务 －１８３１ －９００ －１３４６

服务差额 －８７８７ －８５７９ －１０１００

　　马来西亚有着长期无形赤字，反映出大量货运和保险支出和外资收入流出

（包括债务利息支付）。其中最大的赤字是投资收入支付，这是由于必须支付国家

外债利息和外国投资产生的利润和红利。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年度报告，１９８８年；经济情报局：马来西亚、

文菜国家概况，１９８８～１９８９



３０８　　

竞

争

的

国

家

表Ａ２０１：马来西亚：就业状况１９８３～１９８８
单位：千，百分之

就业 总劳动人数 劳动力增长率 失业率

１９８３ ５４１３８ ５７３５０ ３１ ５６

１９８４ ５５６４７ ５９０７０ ３０ ５８

１９８５ ５６２４６ ６０３９１ ２２ ６９

１９８６ ５７０６５ ６２２２２ ２９ ８３

１９８７ ５８８０８ ６４０８９ ３０ ８２

１９８８ ６０８７５ ６６２２２ ３３ ８１

　　资料来源：财政部经济报告，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表Ａ２０２：马来西亚：族群结构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仅限于马来半岛）

单位：千，括号内为百分比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８

马来人和其他土著人 ６３１５ （５５３） ８０６３ （５７７）

华人 ３８６５ （３３８） ４４３９ （３１８）

印度人 １１７１ （１０２） １３８８ （９９）

其他 ７５ （０７） ８８ （０６）

总计 １１４２６ １３９７８

　　其他马来西亚地区，如沙巴和沙捞越 （两者都在马来西亚东部、位于婆罗洲

北面）的族群结构与众不同。沙巴１９８０年的人口总数为１００万，其中８３％是

Ｐｒｉｂｕｍｉ族，其中又包括２８个不同的部落。华人占人口总数的１６％，其他民族所

占的比例不到１％。沙捞越的１３０万人口中的族群结构更为多样化。

资料来源：经济情报局：马来西亚、文莱国家概况，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表Ａ２１１：马来西亚：外国直接投资流量１９８２～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百万

总内流 汇款

１９８２ １３９８ １００９

１９８３ １２６０ １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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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内流 汇款

１９８４ ７９７ １３３３

１９８５ ６９４ １１３７

１９８６ ４８９ ８０２

１９８７ ４２３ １０８９

１９８８ ６４９ １２３１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收支平衡年鉴 “各期。

表Ａ２１２：马来西亚：美国对各个部门的直接投资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百万

直接投资

股份①

资金

外流

股本资

金外流

重新投

资收益

公司间债

务外流
收入②

所有产业 １３６３ ３１６ －１２ ３２７  ４０４

石油 ７３５ １１４ ０   

制造业 ５２１ １９０  １４３  １４８

食品及其相关产品 ５ －７    

化学及相关产品 ２０  ０   ３

原生金属和组合金属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机械、不含电力 １６  ０   

电力和电子设备 ４２９ １８２ ０ １２７ ５４ １２８

交通设备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制造业 ５２  ０ １６  １７

批发贸易 ６３ ８ －４   

银行 －１０ －２   ０ 

金融 （不含银行业） ２９ ４  ４  ４

房地产和保险业

服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他产业 ２６ ２ ０ ２  ３

　　为避免暴露公司数据而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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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５０００００美元。

①股本资金的账面价值，加上有待偿还的子公司贷款。

②母公司在债务和股本份额的总赢利，减去股利中外国代扣的所得税，加上

公司间结算利润。

过去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计算从来都不准确，因为历史价值比现行市场价值

低得多。不幸的是，其他国家并不像美国收集那么多关于他们国家公司的外国投

资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业部 “当代商务调查 “，１９８９年８月

表Ａ２１３：马来西亚：美国直接投资，所有产业１９８０～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百万

直接投资

存量
资金外流

股本资金

外流

收益再

投资

公司间

债务外流
收入

１９８０ ６３２   ５４  ３１４

１９８１ ８４９   ５２  ２６５

１９８２ １２２１ １０２６ １０ １５０ ２１４ ２８４

１９８３ １１５７ －８１ －１４ １６６ －２３３ ３８１

１９８４ １１０１ －１１２  １０２  ３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１４０ ４４ ６ １１１ －５２ ３３３

１９８６ １０２１ －６１ －９ －３７ －１４ １５７

１９８７ １０１９ ２０ －３ １０ １３ ２２８

１９８８ １３６３ ３１６ －１２ ３２７  ４０４

　　为避免暴露公司数据而省略。

少于５００，０００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商业部 “当代商务调查 “８月版

表格Ａ２１４：马来西亚：通过审核的制造业项目１９８３～１９８８
单位：美元，百万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数量 ４９０ ７４９ ６２５ ４４７ ３３３ ７３２

潜在就业机会 ４３５３７ ５６８３１ ５３５９７ ４０２３０ ５９７７９ １３６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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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计划征集的资金 １０２２５ １２１３４ １８２３７ １８７８８ １５２９４ ３４６９７

土著人股本 ４６０２ ５１５４ ９９２８ ７０７１ ４５０２ ８２２６

非土著人股本 ２６６１ ４２２６ ５０６１ ６４７３ ３２９２ ６３６６

外国股本 ２９６３ ２７５４ ３２４９ ５２４５ ７５００ ２０１０５

贷款 １３３５６ ２５８７７ ３８６３２ ３２８４４ ２４０４５ ５６２４２

计划资本总投资 ２３５８１ ３８０１１ ５６８６９ ５１６３２ ３９３３９ ９０９３９

　　根据马来西亚工业开发厅官员的说法，约７０％的外国投资申请得到批准，比

国内投资申请批准率略高。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工业开发厅制造业统计，１９８９

表Ａ２１５：马来西亚：外国公司参与项目，参与国家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单位：美元，百万

１９９０年１－６月

数量 外国股份
外国总投资

１９８９年１－１２月

数量 外国股份
外国总投资

台湾 １４３ １９２２５ ５５６０７ １９１ １０１３１ ２１５９９

日本 ５４ ５０８５ １１３４６ １２７ １０６５３ ２６９０４

印度尼西亚 ７ ２１７９ １０６０６ ７ １８９ １０５４

伊朗 １ ２０２７ １０１３７   

英国 ６ ２０２５ ４９２９ １６ ２５５６ ７６４１

瑞典 ２ ８１９ ４７８５   

香港 ３２ １０５０ ２９８１ ４０ １１２５ ３５２１

新加坡 ７４ １２３１ ２７４７ １５０ ２６９６ ９１４７

美国 ６ ２４２ １４４１ ３０ １２６８ ３２０８

韩国 １１ ２４５ ８２９ ２９ ７８９ １８８９

印度 ３ ２３５ ７３５ １ ０８ ０８

总计（包括其他） ３６３３５ １１１５４８ ３４０１２ ８６５２７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工业开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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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ｋｅｒｌｏｆ，Ｊ．Ａ 阿克罗夫Ｊ．
Ａ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Ｓ．Ｅ阿克曼Ｓ．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ｒｍｓ禁
止外国公司购并

Ａｄｄｉｓｏｎ，Ｔ艾迪生．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
ｏｎｏｆ．行政管理现代化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跨国
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广告宣

传

Ａｆｒｉｃａ
ＦＤＩｆｌｏｗｓ，非洲国家直接投
资流量ｐｒｉｖ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私有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ｂｌｏｃｓ，地区贸
易集团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
公共部门

Ａｇｇａｒｗａｌ，Ｒ阿加尔瓦．Ｒ
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发展
中国家的年龄结构

Ａｇｍｏｎ，Ｔ 阿格蒙．Ｔ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Ｂｒａｚｉｌ，巴西农产业

ｃｏｓｔｓ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项 目 成 本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全球化竞
争

Ｋｅｎｙａ肯尼亚

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ｕｎｄｉｎｇ项目融资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航空公司与信息管理

Ａｌａｇａｎｄｒａｍ，Ｓ 阿拉甘德剌
姆

Ａｌｂａｎｉａ阿尔巴尼亚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与
竞争者联盟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制铝业全
球化竞争

ＡｎｄｅａｎＰａｃｔ安第斯条约

Ａｏｋｉ，Ｍ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Ｂｒａｚｉｌ
阿根廷与巴西的贸易协定

Ａｒｉｆｆ，Ｍ 阿里夫．Ｍ



２　　　　

竞

争

的

国

家

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

ｒｏｌｅｏｆ武装力量的作用

ａｒｍ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ｒａｚｉｌ巴西军火业 Ａｒｏｎ，Ｒ
阿伦．Ｒ
ＡＳＥ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ｓ）东
南亚国家联盟

Ａｓｉａ，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ＦＤＩ
ｆｌｏｗｓ东南亚外国直接投资流
量

Ａｕｓｔｉｎ，Ｊ．Ｅ奥斯汀．Ｊ．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ｌｕｍｉｎｉ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澳大利亚
制铝业

Ａｕｓｕｂｅｌ，Ｊ，Ｈ 奥苏贝尔．Ｊ．
Ｈ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ｓｔａｔｅ专制国家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ｒａｚｉｌ巴西的汽车工业

Ｊａｐａｎ日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马来西亚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国际收支

Ｂａｌａｓｓａ，Ｂ巴拉萨．Ｂ
Ｂｌａｄｗｉｎ，Ｒ．Ｅ鲍德温．Ｒ．Ｅ
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孟加拉国

ｂａｎｋｓ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银行和银
行业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巴西
与信息管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 国际金
融

ｎｅｗ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新的
生产形式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特
许权谈判

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影响优势的因素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政治变革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项目评估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Ｃ．Ａ 巴特利特．Ｃ．
Ａ
Ｂａｓｉｌｅ，Ａ巴思尔．Ａ
ＢａｒｒｏｓｄｅＣａｓｔｒｏ，Ａｎｔｏｎｉｏ巴
罗斯·德·卡斯特罗

Ｂａｕｍａｎｎ，Ｒ鲍曼．Ｒ
Ｂｅｌｇｉｕｍ比利时

Ｂｅｒｇｓｔｅｎ，Ｃ．Ｆ 伯格斯腾 Ｃ．
Ｆ
Ｂｅｒｌｉｎ，Ｉ伯林．Ｉ
Ｂｅｒｎａｌ，Ｖ伯纳尔．Ｖ
Ｂｅｓｔ，Ｍ 贝斯特．Ｍ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Ｊ巴格瓦蒂Ｊ
Ｂｉｇｇａｒｔ，Ｎ．Ｍ 比 加 特 Ｎ．
Ｗ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双
边贸易协定

Ｂｉｎｄｅｒ，Ｌ宾德．Ｌ
ｂｌａｃｋｐｅｏｐ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ｒｎｅｌ黑人与跨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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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ｍｓｔｒｏｍ，Ｍ 布络姆斯特
姆．Ｍ
Ｂｌｕｎｔ，Ｐ布朗特．Ｐ
Ｐｏｄｄｅｗｙｎ，Ｊ，Ｊ博德温．Ｊ．Ｊ
Ｂｏｌｉｖｉａ
ｄｅｂ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玻利维亚债
务管理

Ｂｏｗｉｅ，Ａ鲍伊．Ａ
Ｂｎａｄｆｏｎｄ，Ｃ布雷德福．Ｃ
ＢｒａｄｙＰｌａｎ布雷迪计划

Ｂｒａｎｓｏｎ，Ｈ 布兰森．Ｈ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汽车业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资本控制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年表

Ｃｈｒｙｓｌｅｒ＇ｓ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ｆｒｏｍ克
莱斯勒从……退出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竞争结
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ｅｘｐｏｒｔｓ零部件出
口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ｒａｄｅ易货贸易

ｃｒｅｄｉ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信贷分派

ｄｅｂ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债务管理

ｄｒｕ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制药业

ｅｃｏｎｏｍｙ经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ｂｙ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ｌｓ
跨国公司提供的就业机会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汇率

ｅｘｉ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ｓ退出障碍

ｅｘｐｏｒ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ｚｏｎｅｓ出口
加工区

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出口推广

ＦＤＩ外国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外国竞争

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ｅｂｔ外债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ｓ外
国人所有权的控制

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外贸

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

ＧＮＰ国民生产总值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ｏｉｌｃｙ政府政策

ｉｍ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进口控制

ｉｍｐｏｒｔｓ进口

ｉｎｃｏｍｅｓ收益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工 业
化政策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通货膨胀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信息产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国际政
治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ａｔｅ投资率

ｌａｂｏｕ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劳资关系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自由化

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预期寿命

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当地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

ｌｏ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ｓ本地管理人员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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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 国
内实体与国际市场

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自
然资源型风险企业

ＮＦＩ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非传统投
资安排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赞助制度，
庇护制度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石化
工业

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ｗ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物价
和工资控制

ｓａｖｉｎｇｓｒａｔｅ储蓄率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部 门 政 策，
行业政策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国
有企业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ｒｇｏｎｔｉｎａ阿
根廷贸易协定中的技术变化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培训

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城市人口

ＵＳｌｏａｎｓｔｏ美国的贷款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ｔｒｉａｎｇｌｅ三角外交

Ｂｒｏｗｎ，Ｄ布朗．Ｄ
Ｂｒｏｗｎｅ，Ｌ．Ｅ布朗恩．Ｌ．Ｅ
Ｂｕｃｋｌｅｙ，Ｐ．Ｊ巴克利．Ｐ．Ｊ
Ｂｕｌｌ，Ｈ 布尔．Ｈ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发展中国家的官僚主
义

Ｂｕｒｍａ （Ｍｙａｎｍａｒ）缅甸

Ｂｕｒｔｏｎ，Ｄ，Ｆ伯顿Ｄ．Ｆ
Ｃａｎｔｗｅｌｌ，Ｊ．Ａ 坎特韦尔Ｊ．
Ａ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流动性

ｃａｐ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资金密集型企业

Ｃａ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轿车工业，汽车工业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Ｓ．Ｍ．Ｃ 卡内罗．
Ｓ．Ｍ．Ｃ
Ｃａｓｓｏｎ，Ｍ 卡森．Ｍ
Ｃａｓｔｒｏ，Ｃ．Ｍ 卡斯特罗Ｃ．Ｍ
Ｃａｖｅｓ，Ｒ凯夫斯．Ｒ
ＣＤＩ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工业发展委员
会

Ｃｈｅｎｅｒｙ，Ｈ 切纳里．Ｈ
Ｃｈｅｗ，Ｋ．Ｌ丘·Ｋ．Ｌ
Ｃｈｉｌｅ智利

Ｃｈｏ，Ｄ．Ｓ乔．Ｄ．Ｓ
Ｃｈｕｄｎｏｖｓｄｙ，Ｄ 查得诺夫斯
基．Ｄ
ＣＩＥ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

Ｃｌａｒｋ，Ｃ克拉克．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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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阶级观念

Ｃｌｅｇｇ，Ｓ．Ｒ克莱格．Ｓ．Ｒ
Ｃｏｈｅｎ，Ｂ．Ｊ科恩．Ｂ．Ｊ
Ｃｏｌｌｉｅｒ，Ｏ科利尔．Ｏ
Ｃｏｌｌｉｅｒ，Ｒ．Ｂ科利尔．Ｒ．Ｂ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Ｓ康马德．Ｓ
ＣｏｍｍｏｎＦｕｎｄ，ｓｅｔｔｉｎｇｕｐｏｆ
设立共同资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 通信成
本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竞争的另类结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ｃａｌ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当地与外国
企业的竟争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ｉｎ对竞争性性创新
的投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ｔｉｏｎ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影响国家
竞争力的因素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国内政治与出
口政策的矛盾

Ｃｏｎｇｄｏｎ，Ｔ康登．Ｔ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ｆａｒｍｉｎｇ，合同种值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Ｆ．Ｊ 康特拉克
特．Ｆ．Ｊ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ｐｒｏｊｅｃｔｓ联营项目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ｓｔｓ服务成本

Ｃｏｕｇｈｌｉｎ，Ｐ考夫林．Ｐ
Ｃｏｘ，Ｒ．Ｗ 考克斯．Ｒ．Ｗ
ＣｒｏｏＫ，Ｃ克鲁克．Ｃ
Ｄａｈｌｍａｎ，Ｃ
Ｄａｖｅｎｐｏｒｔ－ Ｈｉｎｅｓ，Ｒ．Ｐ．
Ｔ 达文波特－海因斯 Ｒ．Ｐ．
Ｔ
Ｄａｖｉｄ，Ｖ戴维．Ｖ
ＤｅＳｏｔｏ，Ｈ 德·索陀·Ｈ
ＤｅＶｉｌｌｅｒｓ，Ｄ 德·维利尔斯．
Ｄ
ｄｅｂｔ／ｅｑｕｉｔｙｓｗａｐｓ债转股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外国管
理人员

Ｄｅｌａｍａｉｄｅ，Ｄ德拉迈德．Ｄ
Ｄｅｍｅｒｙ，Ｌ德默里．Ｌ
ｄｏ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民主与经济的增长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依赖
性概念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依赖性
出口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发展中国家解除管
制

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货币贬值

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资金流动

ｅｘｐｏｒｔｃｒｅａｔｉｏｎ出口创造

ＦＤＩｆｌｏｗ外国直接投资流量

ＦＤＩｓｔｏｃｋｓ外国直接投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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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ｌａｂｏｕｒｃｏｓｔｓ劳动费用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文化复杂
性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政治 需
要，政治规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ｔｏｉｎｄｅｂｔｅｄ
向债务国转移资源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半
导体工业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服务业

ｔｒａｄ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贸易政策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三角外
交

Ｄｉｘｏｎ，Ｃ．Ｊ狄克逊．Ｃ．Ｊ
ｓｔａｔｅ－ｆｉｒｍ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国家
和企业间的谈判

Ｄｏｎｅｒ，Ｒ．Ｆ多纳．Ｒ．Ｆ
Ｄｏｏｌｅｙ，Ｍ 杜利．Ｍ
Ｄｏｒｅ，Ｒ多尔．Ｒ
Ｄｏｒｎｂｕｓｈ，Ｒ道恩布什·Ｒ
Ｄｏｚ，Ｙ多兹．Ｙ
Ｄｒｕｃｋｅｒ，Ｐ．Ｆ德鲁克．Ｐ．Ｆ
Ｄｕｎｎｉｎｇ，Ｊ．Ｈ 邓宁．Ｊ．Ｈ
ｅａｒｔｈ－ｍｏｖ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掘
土机器设备

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东非经济共同体

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东欧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ｌｏｗｓ
贸易和投资流量的经济解释

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国家干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经济风险与地点选择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经 济
不稳定性

Ｅｃｕｄｏｒ厄瓜多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ｅｅｋｉｎｇｆｉｒｍｓ 效
率追求型公司

Ｅｇｙｐｔ埃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电
子通信

ｗｏｍｅｎｗｏｒｋｅｒｓ女工

Ｅｌｓｏｎ，Ｄ艾尔逊．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ｌａｂｏｕｒｆｏｒｃｅ 雇
员，劳动力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雇 主
协会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外国投资
带来的就业机会

Ｅ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Ｄ．Ｊ恩卡雷森

ＤＪ
Ｅｎｋｙｏ，Ｓ恩克约·Ｓ
ｅｑｕ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股权控制

Ｅｒｅｉｓｈａ，Ｍ 艾雷沙·Ｍ
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Ｋ．Ｐ 埃 里 克 森

ＫＰ
Ｅｒｎｓｔ，Ｄ厄恩斯特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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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ｚａｎ，Ｒ厄尔赞Ｒ
ｅｔｈ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族群构成

ｅｔｈｎｉｃ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种族歧
视

ｅｔｈｎｉｃ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族群对立

Ｅｕｒｏ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ｍａｒｋｅｔｓ欧州货
币市场

Ｅｕｒｏｄｏｌｌａｒｍａｒｋｅｔ欧元市场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欧洲共
同体

Ｅｖａｎｓ，Ｃ伊文斯Ｃ
Ｅｖａｎｓ，Ｐ伊文斯Ｐ
ｅｘｐｏｒ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创造出口型投资

ｅｘｐｏｒ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ｓ出
口型项目

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出口与
出口业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与当地生产保持平衡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依
赖与独立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颁发许可证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ｆｉｒｍｓ
跨国企业与当地企业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国家与工业的模式

Ｆａｉｎｉ，Ｒ费尼Ｒ
Ｆａｊｎｚｙｌｂｅｒ，Ｆ法扬兹尔伯Ｆ
ｌｏ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当地决策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ｔｕｒｎｏｎ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投资回报率

Ｆｉｎｌａｙｓｏｎ，Ｊ． Ａ 芬 莱 森

ＪＡ
Ｆｌａｍｍ，Ｋ弗莱姆Ｋ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Ｋｅｎｙａｎ 肯
尼亚花卉产业

Ｆｏｎｇ，Ｃ．Ｏ方ＣＯ
Ｆｏｎｇ，Ｐ．Ｅ方Ｐ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外汇与就业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ｉｎｇ特许经营

Ｆｒａｎｃｏ，Ｇ．Ｈ．Ｂ 弗 兰 科

ＧＨＢ
Ｆｒａｎｋ，Ｉ弗兰克Ｉ
Ｆｒａｎｋｏ，Ｌ．Ｇ弗兰科ＬＧ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自由贸易

Ｆｒｅｙ，Ｂ．Ｓ弗雷ＢＳ
Ｆｒｉｅｄｅｎ，Ｊ弗里登Ｊ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Ｍ 弗里德曼Ｍ
Ｆｒｉｔｓｃｈ，Ｗ 弗里兹奇Ｗ
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Ｊ．Ｋ 加尔布雷恩

ＪＬ

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搏弈论

ＧＡＴ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Ｔａｒｉｆｆ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关贸总
协定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对
全球市场的控制地位

Ｇｅｒｍｉｄｉｓ，Ｄ杰米迪斯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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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ｏｓｈａｌ，Ｓ哥夏尔

Ｇｉｌｌ，Ｓ吉尔Ｓ
Ｇｉｌｐｉｎ，Ｒ吉尔平Ｒ
Ｇｉｏｒｄａｎｏ，Ｒ乔达诺Ｒ
ｇｌｏｂ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全球
结构变化

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全球趋势与跨国企业

Ｇｌｏｖｅｒ，Ｄ．Ｊ格罗弗ＤＪ
Ｇｏｏｄｍａｎ，Ｌ． Ｗ 古 德 曼

ＬＷ
Ｇｏｒｂａｃｈｅｖ，Ｍｉｋｈａｉｌｌ戈尔巴
乔夫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谈判优
势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国
家的竞争力

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国家干预

Ｇｒａｈａｒｍ，Ｅ．Ｍ 格 雷 厄 姆

ＥＭ
Ｇｒ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格雷·查尔斯

Ｇｒｉｍｗａｄｅ，Ｎ格林维德

Ｇｒｏｓｓｅ，Ｒ，Ｅ格罗斯ＲＥ

ｇｒｏｗｔｈ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ｒｅ
ｇｉｍｅｓ增长率与贸易体制

Ｇｒｕｎｂｅｒｇ，Ｌ戈伦博格Ｌ
Ｇｒｕｎｗａｌｄ，Ｊ戈伦瓦尔德Ｊ
Ｇｕｉｓｉｎｇｅｒ，Ｓ．Ｅ 基 辛 格

ＳＥ
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Ｔ基尔法森Ｔ

Ｈａｍｅｌ，Ｇ海默埃Ｇ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Ｇ．Ｃ 汉 密 尔 顿

ＧＣ
Ｈａｍｍｏｎｄ，Ｇ哈蒙德Ｇ
Ｈａｒｒｉｓ，Ｃ哈里斯Ｃ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Ｈ
Ｈａｙａｓｈｉ，Ａ．Ｍ
Ｈａｙｅｋ，Ｆ哈耶克Ｆ
Ｈｅｌｐｍａｎ．Ｅ赫尔普曼Ｅ
ＨｅｎｌｅｙＪ．Ｓ亨利ＪＳ
Ｈｅｎｎａｒｔ，Ｊ．Ｆ亨纳特

Ｈｉｌｌ，Ｈ 希尔Ｈ
Ｈｉｒａｔａ．Ｈ
Ｈｉｒｓｃｈ，Ｓ赫尔希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Ａ．Ｏ 赫 希 曼

ＡＯ
Ｈｏｌｍｅｓ，Ｐ霍姆斯Ｐ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Ｄ．Ｌ 霍 洛 维 茨

ＤＬ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ｓ园艺市
场

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人力资源开发

ｌａｂｏｕｒｆｏｒｃｅ劳动力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人权

Ｈｕｎｇａｒｙ匈牙利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Ｓ亨廷顿Ｓ
ｈｕｒｄｌｅ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ｔｕｒｎｏｎｉｎ
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投资回报的门槛率

ＩＦ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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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国际金融公司

Ｉｋｌｅ，Ｆ．Ｃ伊克莱ＦＣ
ＩＬ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ｆｆｉｃｅ）国际劳工组织

ＩＭ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进口控制

ｉｍｐｏｒｔ－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进口替
代

Ｉｎｄｉａ印度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知
识产权

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ｉｎｃｏｍｅ人均收入

Ｕｎｉｌｅｖ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ｕｒａｌ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ｅ 联合利
化综合农业开发项目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印度尼西亚

Ｉｎｍａｎ，Ｂ．Ｒ英曼Ｂ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保险业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无形优
势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ａｔｅｓ利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国际金融结构变
革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ｆｉｒｍ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家－企业
行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国 际

标准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ｏｌｉｃｙ奖励与所有权政策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无形投资

ｉｎ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内向型国家政策

Ｉｒａｎ伊朗

Ｉｒａｑ伊拉克

Ｉｓｌａｍ伊斯兰国家

Ｉｓｒａｅｌ以色列

Ｉｔａｌｙ意大利

Ｉｖｏｒｙ象牙海岸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Ｈ 雅各布森Ｈ
Ｊａｇｏｅ，Ａ贾戈

Ｊａｐａｎ日本

ｃｏｎｖ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趋同行
业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ｌｏｗｓ投资流量

ｊｏｉ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ｓ合资企业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联系，联系渠道，联
系纽带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管理方
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民族捍卫
者型企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ｒｍｓ企业国籍

ｓｋｉｌｌ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技术培训

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贸易壁垒

ｔｒａｄ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ｓ国际贸易商行

Ｊｅｎｋｉｎｓ，Ｒ詹金斯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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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ｒｖｉｓ，Ｒ杰维斯Ｒ
Ｊｅｓｕｄａｓｏｎ，Ｊ，Ｖ杰苏达森

ｊｏｂ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就业保障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约翰逊Ｃ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Ｈ， Ｇ 约 翰 逊

ＨＧ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培训计
划

Ｊｏｎｅｓ，Ｌ．Ｐ琼斯ＬＰ
Ｊｏｎｅｓ，Ｓ琼斯Ｓ
Ｊｏｕｅｔ，Ｊ朱厄特Ｊ
Ｊｕｌｉｕｓ，Ｄ朱利味斯Ｄ
Ｊｕｎｎｅ，Ｇ朱尼Ｇ
Ｋａｉｓｅｒ，Ｋａｒｌ凯塞尔

Ｋａｎｔ，Ｉ坎特Ｉ
Ｋａｒｍｏｋｏｌｉａｓ，Ｉ卡莫考利亚斯

Ｉ
Ｋａｔ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Ｉ卡岑斯坦

ＰＩ
Ｋａｔｚ，Ｊ．Ｍ 卡茨Ｊ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行政管理低效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ｒｅ
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资金控制和价格减
免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ｓ联
营项目失败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ｖｅｒ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ｗｎｅｒ
ｓｈｉｐ对私人所有权的控制

ｌｏｃａｌｍａｎｇｅｒｓ本地管理人员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管理援助计划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跨
国企业广告

ｐｒｉｃｅａｎｄｗ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物价
与工资控制

ｓａｖｉｎｇｓｒａｔｅ储蓄率

ｓｋｉｌｌ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技能培训

Ｔ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茶叶开发总公司

ｔｒａｄｅｂａｌａｎｃｅ贸易赢余

ｔｙ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轮胎工业

ｕｒｂ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城市人口

Ｋｅｒｇｏａｔ．Ｋ克戈特Ｋ
Ｋｈｒｕｓｈｃｈｅｖ．Ｎ赫鲁晓夫Ｎ
Ｋｉｌｌｉｃｋ，Ｔ基立克Ｔ
Ｋｎｉｃｋｅｒｂｏｃｋｅｒ．Ｆ．Ｔ尼克博
克ＦＴ
Ｋｏｂｒｉｎ，Ｓ．Ｊ科布林ＳＪ
Ｋｏｇｕｔ，Ｂ科格特Ｂ
Ｋｏｊｉｍａ，Ｋ
Ｋｏｏ，Ｂ．Ｙ库ＢＹ
Ｋｏｏｐｍａｎ，Ｇ库普曼Ｇ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Ｋ库普曼Ｋ
Ｋｒａｆｃｉｋ，Ｊ．Ｆ 克拉 夫 齐 克

ＪＦ
Ｋｒａｖｉｓ，Ｉ克拉维斯Ｉ
Ｋｒｕｅｇｅｒ，Ａ．Ｏ 克 罗 伊 格

ＡＯ
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Ｒ 克 鲁 格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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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
Ｋｕｎｉｏ，Ｙ库尼奥Ｙ
Ｋｕｐｆｅｒ，Ａ库普佛Ａ
Ｋｕｗａｉｔ科威特

ｌａｂｏｕｒｕｎｉｏｎｓ工会

ＬＡＩＡ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拉丁美
洲一体化协会

Ｌａｌｌ，Ｓ拉尔Ｓ
Ｌａｎｇｄｏｎ，Ｓ兰登Ｓ
Ｌａｏｓ老挝

Ｌａｗ，Ｄ劳Ｄ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Ｐ，Ｒ 劳 伦 斯

ＰＲ
ＬｅｃｒａｗＤ．Ｊ勒克劳

Ｌｅｅｄｓ，Ｒ．Ｓ利兹Ｒ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ｃｉｅｓ国
民经济政策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ｏｌｉｃｙ所有权政策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许可

Ｌｉｍ，Ｌ，Ｙ，Ｃ利姆ＬＹＣ
Ｌｉｎｄｂｅｃｋ，Ａ林德贝克Ａ
Ｌｉｎｄｅｒ，Ｓ林德Ｓ
Ｌｉｐｓｅｙ，Ｒ利普西Ｒ
Ｌｏａ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政府间的贷款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本地管理人员随时可聘用

ｌｏｃ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ｔｏ
向本地管理人员授权

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当地生产

ｌｏｃａｌｓｕｐｐｌｙ当地供应

ｌｏｃａｌ－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地方为地方的行业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ｏｓｉｎｇ企业选址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选址优
势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Ａ洛温塔尔Ａ
ＬＴＡ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Ｃｏｔｔｏｎ
Ｔｅｘｔｉｌ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ｆ１９６２）
长期棉纺织品协定

Ｌｕｔｋｅｎｈｏｒｓｔ，Ｗ 卢肯霍斯特

Ｗ
Ｍａｃｄｕｆｆｉｅ，Ｊ．Ｐ 麦 克 达 非

ＪＰ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Ａ麦迪逊Ａ
Ｍａｅｘ，Ｒ梅克斯Ｒ
Ｍａｇｅｅ，Ｓ．Ｐ马吉ＳＰ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工商总会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竞争结
构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高
科技工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工业调整法

ｉｎ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政府政策不灵活

ｌｏｃａｌ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本地所有权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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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制造
业项目

ｎｅｗ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ｕｎｄ新的投
资资金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ｔｉｏｎ外国参与的项目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产
业的专门化

Ｍａｌｓｃｈ，Ｔ马什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ａｔｒｉ
ａｔｅ本地与外国派遣的经理人
员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ｅｓ
子公司之间的转移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 边
缘化问题

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ｅｋｉｎｇｆｉｒｍｓ市场
追求型企业

ｍａｒｋｅｔ－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市场追求型投资

Ｍａｒｓｈ，Ｌ．Ｌ马什Ｌ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Ｊ．Ｎ马歇尔ＪＮ
Ｍａｔｈｉｅｓｏｎ，Ｄ马蒂森Ｄ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毛里求斯

Ｍａｙｎａｒｄ，Ｊ梅纳德Ｊ
Ｍｅｌｌｏ，Ｊ梅洛Ｊ
Ｍｅｎｔｒｅ，Ｐ门特Ｐ
Ｍｅｘｉｃｏ墨西哥

Ｍｉｃｈａｌｅｔ，Ｃ．Ａ
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Ｂ米克尔森Ｂ

Ｍｉｌｌｅｒ， Ｊ． Ｄ． Ｂ 米 勒

ＪＤＢ
Ｍｉｌｎｅｒ，Ｈ．Ｖ米纳尔ＨＶ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ｉｅｓ货币政策

Ｍｏｎｔｉａｓ，Ｊ， Ｍ 蒙 迪 亚 斯

ＪＭ
Ｍｏｒａｎ，Ｔ．Ｈ 莫兰ＴＨ
Ｍｏｒｅｉｒａ，Ｈ，Ｃ莫雷拉ＨＣ
ｎｅｗ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新生
产方式

Ｍｙｅｒｓ，Ｎ迈尔斯Ｎ
Ｍｙｔｅｌｋａ，Ｌ．Ｋ米泰尔卡

Ｎａｎｋａｎｉ， Ｈ． Ｂ 南 卡 尼

ＨＢ
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ｅｘ

ｐｏｒｔｓ出口的增值部分

ｎａｙｌｏｒ，Ｒ．Ｔ耐勒ＲＴ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荷兰

ｎｅｗｆｏｒｍｓｏｆ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新投
资形式

ｎｅｗ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新生
产形式

Ｎｅｗｆａｒｍｅｒ，Ｒ纽法默Ｒ
ｎｅｗ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ｉｎｇ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新兴工业国家

Ｎｉｇｅｒｉａ尼日利亚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Ｐ纳能坎普Ｐ
Ｎｅｙｅ，Ｊ耐耶Ｊ
Ｏ＇Ｂｒｉｅｎ，奥布里恩

Ｏ＇Ｃｏｎｎｏｒ，Ｄ奥康纳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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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ｏｎｎｅｌｌ，Ｇ奥康内尔

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ｉｎｇｂａｒｇａｉｎ淘汰式谈
判

Ｏｄａｋａ，Ｋ奥达卡Ｋ
ＯＥＣ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ｈｌｉｎ，Ｂ奥林Ｂ
Ｏｈｍａｅ，Ｋ大前研一

Ｏｍａｎ，Ｃ欧曼Ｃ
ｏｕｔｗａｒｄ －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外向型政府政策

Ｐａｇｅ，Ｓ，佩奇Ｓ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巴基斯坦

Ｐａｒｒｙ，Ｔ．Ｇ帕里ＴＧ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ａｌｓ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ｒｓ伙伴关系，
与竞争者结盟

Ｐａｓｔｏｒｅ，Ｊ帕斯托Ｊ
Ｐａｕｌｙ，Ｌ波利Ｌ
Ｐａｚｏｓ，Ｆ帕佐兹Ｆ
Ｐｅａｒｓｏｎ，Ｒ皮尔逊Ｒ
Ｐｅｒｒｏｕｘ，Ｆ佩罗克斯Ｆ
Ｐｅｒｕ秘鲁

Ｐｆｅｆｆｅｒｍａｎ，Ｇ．Ｆ 佩 弗 曼

Ｇ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制药
业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菲律宾

Ｐｏｌａｎｄ波兰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控制污染

Ｐｏｒｔｅｒ，Ｍ．Ｅ波特ＭＥ

Ｐｏｙｎｔｅｒ，Ｔ．Ａ波因特ＴＡ
Ｐｒｈａｌａｄ，Ｃ．Ｋ 普 哈 兰 德

ＣＫ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Ｒ普雷比希Ｒ
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公共选择
理论

Ｐｕｂｌｉｃ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公共所有权

Ｒａｈｉｍ，Ｉ拉希姆Ｉ
Ｒａｉｆｆａ，Ｈ 拉依法Ｈ
Ｒａｎｇａｒａｊａｎ，Ｌ，Ｎ 兰加拉蹇

ＬＮ
Ｒａｎｉｓ，Ｇ拉尼斯Ｇ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Ａ拉波波特Ａ
Ｒｅｉｃｈ，Ｒ雅克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ｅｋｉｎｇｆｉｒｍｓ资源
追求型企业

ｒｅｕｂｅｒ，Ｇ．Ｌ鲁伯ＧＬ
Ｒｅｙｎｏｓｏ，Ａ雷诺索Ａ
Ｒｉｅｄｅｌ，Ｊ里德尔Ｊ
Ｒｏｅｓｃｈ，Ｓ． Ｍ． Ａ 罗 奇

ＳＭＡ
Ｒｕｅｓｃｈｍｅｙｅｒ，Ｄ鲁奇梅尔 Ｄ
Ｒｕｇｍａｎ， Ａ． Ｍ 鲁 格 曼

ＡＭ
Ｓａｃｈｓ，Ｊ，Ｄ撒克斯ＪＤ
Ｓａｆａｒｉａｎ，Ａ．Ｅ 萨 法 利 安

ＡＥ
Ｓａｋｏｎｇ，Ｉ萨空Ｉ
Ｓａｌｉｈ，Ｋ萨里赫Ｋ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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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Ｔ．Ｃ谢林ＴＣ
Ｓｃｈｉｖｅ，Ｃ斯凯夫Ｃ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Ｓ斯奈德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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